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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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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爱尔兰都柏林市中心享受周末购物的人们。 © IOM ( 摄影 : Muse Mohammed)

第一章

（多年前，）Lidya 移民到英国伦敦学习国际关系和新闻学。这两个领域在她的祖国立陶宛工作机
会很有限。而如今，她拥有并经营一家主要面向英国客户的公关公司。在她看来，她在伦敦获得成
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她对于不同文化的接触与理解，这其中即包括英国文化。对英国文化的了
解让她更容易了解英国地区客户的不同需求。© IOM ( 摄影 : Muse Mohammed)

第一部分

在爱尔兰都柏林的市中心，人们尽情享受周末购物。爱尔兰拥有多元化的移民人口。2016 年的人
口普查显示，在所有非爱尔兰民族的国民中，人口超过一万的十二个民族占据了 73.6%。 另外，
人口在一千和一万之间的 32 个民族占据了 19.7%，而剩下部分则由来自 150 多个国家的国民组成。
© IOM ( 摄影 : Muse Mohammed)

第二章

叙利亚难民儿童在土耳其准备上课。这些孩子大多来自阿勒波，并因为叙利亚内战逃至土耳其。今天，
这些孩子在叙利亚联谊会，一个由 IOM 支持的多功能中心上课。该中心向所有叙利亚难民提供服务，
包括向妇女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成人夜校，以及为在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有惨痛经历的人提供心理
医疗服务。 © IOM ( 摄影 : Muse Mohammed)

第三章

一个妇女和她的孩子在临时搭建的房子外拍照。这个家位于尼日利亚迈杜古里农场中心的境内流离
失所者（IDPs）营地，是用一堆纺织品建成。在这里她还有其他几位同伴原先居住的村庄被一个名
为博科圣地的武装团体夷为了平地。© IOM ( 摄影 : Muse Mohammed)

第四章

Candida Antonia Basurto Holguín 是一位八十岁的厄瓜多尔妇女。她住在厄瓜多尔马纳比省托萨
瓜的一个叫 El Juncal 的社区里。 她在 2016 年的一场 7.8 级的地震中失去了房子和财产。这场地
震摧毁了她所在的社区。IOM，日本政府和欧盟委员会人道主义援助和民事保护部门为 Basurto 太
太建造了临时庇护所。© IOM ( 摄影 : Carolina Celi)

第二部分

农场中心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是尼日利亚迈杜古里数个此类营地之一。随着博科圣地叛乱在尼日利
亚东北部蔓延，作为博尔诺州里唯一的避难所，许多尼日利亚人逃离他们的村庄来到迈杜古里。随
着州里境内流离失所者数量的增加，他们开始住满各种场所，包括公立学校校舍、未完整盖好的住
宅项目和养殖中心。© IOM ( 摄影 : Muse Mohammed)

第五章

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万国宫召开的 IOM 第 107 届理事会标志着 IOM 成立 65 周年（195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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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成立）。该理事会是 IOM 的最高权力机构，每年定期举行一次例会。它主要进行政策决议，
报告审议，批准和指导项目和财务常务委员会和总干事的活动，并审议和批准该组织的项目、预算、
开支和账目。 © IOM ( 摄影 : Amanda Nero)

第六章

叙利亚难民在海拔 30,000 英尺之上偷闲拍摄日落。对于许多人，飞向加拿大多伦多是他们生平第
一次坐飞机。2015年末，IOM在几个月内帮助35,000名叙利亚难民在加拿大重新安置。生活在约旦、
黎巴嫩和土耳其等国家的叙利亚人飞往了他们位于加拿大的新家。这一天，其中一些人已等待了数
年，横跨大西洋的飞行标志着他们新生活的开始。 © IOM ( 摄影 : Muse Mohammed)

第七章

Osman 受到了两届奥运会铜牌得主 Rohullah Nikpai 的鼓舞。后者和他一样是哈扎拉族人。
Osman 谈到，“在阿富汗作为一个哈扎拉人不容易。我们经常被其它民族和塔利班歧视，他们认
为我们不是‘真正’的阿富汗人”。在几年中他一路上升到黑带并赢得了当地的比赛。后来塔利班
发现了 Osman 的身份并威胁要杀死他，于是他离开阿富汗来到了印度尼西亚。他等待重新安置已
经等了数年，而在南苏拉威西的这段时间，他在当地社区发展了他喜爱的这一体育项目。 © IOM ( 摄
影 : Muse Mohammed)

第八章

Mark 在爱尔兰都柏林从事电子设备的修理和维护。他出生在波兰，在父亲的鼓励下，他在去国外
工作后不久就搬到了爱尔兰。他来到都柏林正值 2006 年经济繁荣期。此后，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
了修理上。许多人对自家的电子产品那么缺乏关心让他感到十分惊讶。他把这种情况同他的祖国进
行了比较：在那里，人们总是精心对待贵重物品，而今天，大家则直接选择新的产品（来代替家中
出故障的产品）。 © IOM ( 摄影 : Muse Mohammed)

第九章

位于南苏丹班提乌的平民保护区（PoC）于 2013 年 12 月建成，现在收容了大约 12 万名境内
流离失所者。许多因为南苏丹冲突失去家园的人逃至联合国平民保护区以寻求安全和保护。联
合国和各种人道主义机构同社区一道致力于改善平民保护区的生活条件。 © IOM ( 摄影 : Muse 
Mohammed)

第十章

拥有大约二百七十万人口的多伦多（大多伦多地区有五百九十万），是世界上文化最多元的城市之一。

 2006 年多伦多市的人口组成中，加拿大人占将近 8%，近期移民 30%，所有移民 20%。多伦多既
是加拿大语言最繁多的城市，也是世界上语言最繁多的城市之一。在这里流通着超过 140 种不同的
语言和方言。© IOM ( 摄影 : Muse Mohammed)

参考

孩子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卡特里特群岛戏水。 © IOM ( 摄影 : Muse Mohammed)

附录

一位叙利亚妇女在去往多伦多的航班上眺望阿尔卑斯山。第一次坐上飞机的她，将要和家人在加拿
大开始新生活。她是 2015 和 2016 年间在加拿大被重新安置的数万叙利亚人中的一个。© IOM ( 摄
影 : Muse Moham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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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此报告为世界移民报告系列的第九期。从 2000 年开始，IOM 已发布一系列世界移民报告来增进
全世界对移民问题的了解。作为 IOM 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这一系列报告在这个充斥着超负荷和虚假
信息的后真相政治时期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在当下，事实和专家意见日益让位于舆论和政治，在
全世界范围内，用证据和知识来解释移民并揭示其变化的机会似乎变得越来越渺茫。

IOM 现为联合国的移民署。虽然我们组织从诞生之初就和联合国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我们
仍为胜任我们的新角色进行了必要的转变。联合国移民署这个身份与其蕴含的责任让我们深刻反思
了我们工作的各个方面。我们有义务为决策者、实践者、研究者、学生和公众解开移民 “ 世界 ” 的谜
团。我们意在促进人们对移民问题复杂性的各个方面有权衡性的理解，以易懂的方式呈现相关的数
据和信息，解释突出的、复杂的和正在显现的问题并分享我们 65 年来在全球积累的众多经验。

作为 IOM 担任联合国移民署角色后的第一份报告，《世界移民报告 2018》寻求达到上述目的。
通过进一步完善这一报告系列并给予它新的活力，我们旨在以此来实现对迁徙和移民问题更准确合
理的理解。基于学者以及应用型研究人员和专业意见和知识，我们加强了同他们的合作从而以更充
分的证据支持来提升世界移民报告的效用并促进它对移民政策、实践和研究的互通领域的贡献。

此报告也承认 IOM 对移民权利的一贯主张，并对最需要帮助的移民注入更深层次的关切。这一
关切并不是在加入联合国后才开始的，而在最近几年和几十年的时间里 IOM 已经进行了持续的努力。
尤其（但不仅限于）是对于因气候事件、冲突和迫害而流离失所或陷入困境的人们，IOM 努力为他
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IOM 致力于为有需要的群体提供协助、支持和服务，而不是自身拥有移民条
件和能力的人们。同样，IOM 还继续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成员国（最能从技术支持受惠）以提
高他们管理移民的能力为己任，通过统计数据收集、报告和分析，发展边界管理同移民政策与实践，
以及实现移民融入社区。

在这一对迁徙与移民关注度日益增加、对其影响日渐扩大的的时代，我们希望 2018 年版的世界
移民报告，作为 IOM 的旗舰出版物，能够发挥有效的参考价值。如果你正致力于以更多的行动和介
入来改善移民的境况和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我们希望这份报告能够帮助你更好地理解这一不断变化
发展极具挑战的议题。

William Lacy Swing

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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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综述：
在日益紧密联结的世界中理解迁徙 1 

引言

在这个日益密切联结的世界里，国际移民已成为影响我们经济、社会和安全等多方面的复杂现
象。移民这一术语涵盖了种种涉及各行各业和各种背景的人们的活动与境遇。在一个全球化日益
深入的时代，移民对所有国家和民众的影响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移民和地缘政治，贸易
和文化交流交织在一起，为国家、商业行为和社区提供了大量的获益机会。迁徙有助于改善来源
国和目的国民众的生活，并使全世界数百万人在他国获得安全和有意义的生活。然而，不是所有
的迁移都在有利的环境下发生。最近几年我们目睹了大量由冲突、迫害、环境恶化以及人类安全
和机会严重缺乏导致的迁徙和流离失所问题。虽然大多数国际移民都属于合法迁移，当下有关移
民一些最严重的危害隐患和舆论都和违规移民有关。

作为一个公共政策议题和独具新闻价值的话题，移民问题的突出性或许从未如此显著。当下，
世界范围内众多政府、官员和民众将移民视作首要政策议题。基于移民对经济繁荣、人类发展和
安全的重要性，移民问题在可预见的将来仍然是首要关切之事。随着移民问题的日益凸显，无论
是在国家还是国际层面，对移民的关注也更为加强。随着联合国的成员国对在 2018 年缔结安全、
有序和正常移民的全球契约作出承诺，在移民问题上的国际合作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不管是
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目前聚焦移民问题的报道多涉及移民的消极方面。这其中可能部分反映了
世界某些地区的移民性质正在发生改变，但（人们）应该反思新闻和媒体是如何被“构建”和 “生
产”出来的。新闻报道更倾向关注“不好”的消息。而社交网络，因其很少甚至从不过滤任何信息，
更强调个人观点而非事实和分析。在对移民问题经常两极化的政治、公众和媒体讨论和辩论中，具
备历史洞察力的对移民战略意义的事实、依据、知识的探讨和分析十分有限，且鲜有吸引力。即便
如此，为了更好地了解移民的各个方面和形式，提升移民带来的机会和好处并应对移民带来的挑战，
这些事实依据、相关知识和分析仍至关重要。

在民众和国家间关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让迁徙更安全，更正规已经成为全球的优先关切事
项。这一点已反映在联合国 2016 年《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里。这一宣言陈述了各国有意
在 2018 年底达成一个关于移民问题的全球契约以及单独一份关于难民问题的的全球契约。这些契
约所囊括的内容和承诺在这份报告写作时仍处于讨论中。然而，（我们应当认识到）各国同意讨
论和协商全球治理这一事实已表明各国目前已认识到需要增进对国际移民和流离失所问题复杂性

1　Marie McAuliffe，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研究部主任；Martin Ruhs，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副教授。此报告仅表达作者本人意见，不一定反
映作者所属的任何组织或机构的观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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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动态性的共同理解，并寻求从全球层面来应对这些问题。

在这个背景下，《世界移民报告 2018》运用目前能获得的的数据和研究来对我们这个时代最
重要和紧迫的一些全球移民问题进行基于事实依据的分析和政策辩论。由于其本身性质，全球移
民的复杂动态永远无法被完全测量、理解和控制。然而，正如这份报告所表明的，我们确实拥有
持续扩充和完善的数据和证据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移民在这个连接日益紧密和相互依赖日益加
深的世界里的基本特征。

迁徙问题的发展？

关于移民问题的讨论大多从数字开始。目前估计，2015 年全世界的国际移民人数大约为 2.44
亿，相当于全球人口的 3.3%。2 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这只占全球人口很小的一部分，而这也意
味着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选择留在他们的出生国。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没有进行跨境迁徙。更多人
的迁移只限于在他们国家内部（2009 年估计有 7.4 亿国内移民 3）。即便如此，随着时间推移，国
际移民在数字和比例上的增长都是显著的，且增长的速度比一些人预想的要更快。例如，2003 年
预测，截至 2050 年国际移民者将占全球人口的 2.6% 或达到 2.3 亿（而实际数量早已超过这一数
字）。4 作为对比，2010 年经过修改后对 2050 年全球国际移民数量的预测达到 4.05 亿。5 但是在
制定全球人口预测的过程中（国际移民是其中一部分），人口学家注意到“国际移民在过去是波
动最大的一个变量，因而也最难被精准地预测”。6 虽然存在这种不确定性且这种不确定性部分是
和重大的经济和地缘政治事件有关 ( 诸如 2008 全球金融危机以及目前叙利亚的冲突 )，基于目前
世界日益增长的联结性这一情况，这个趋势很有可能会继续下去。在过去几年里，世界某些地区
的移民增长相当显著，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作出的下一个对全球国际移民总数的估计中，
很有可能国际性迁徙的规模以及移民占全球人口的比例将进一步上升。

最近几年，我们同样目睹了境内和跨境流离失所现象的增加。这大多起源于国内和国家间冲突，
包括战争区外的暴力极端主义行为。现存的数据表明，仅 2016 年全世界便有 4030 万名境内流离
失所者 (IDPs) 和 2250 万名难民。7 而且据估计，目前全球流离失所者的总量创下了历史最高记录。
在此报告撰写期间，自 2017 年 8 月起超过五十万的罗兴亚人逃离缅甸去往孟加拉国，这一事件进
一步增加了世界流离失所的人口数量。目前按估算有可能 2017 年流离失所者人数将和 2016 年持
平，甚至更高。

2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6。

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9。

4　例如，见国际移民组织 《2003 世界移民报告》，该报告采用联合国人口数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02）和移民数据（国际移民
     组织，2000）。

5　国际移民组织 , 2010。

6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03。

7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2017；联合国难民署，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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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考虑这些情况，这些数字实际勾勒出了一幅全球移民和流离失所问题的画面，数字更尖锐
地指出，如此众多的人口流动（包括被胁迫）部分是由诸如叙利亚冲突在内的重大事件造成。8 因
而必须将全球移民状况视作许多问题的总和，而且我们应当在全球和历史的语境下审视特定地区
最近出现的问题。随着时间推移，发展起来的移民通道既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同时又受到贸易、
经济、冲突、人类安全（和不安全）、社区和种族关系，以及贩运和非法交易等因素的影响。本
报告的后续章节将对这些方面进行进一步阐述，包括按不同地区进行分析（见第三章）；而第二
章将展示全球迁徙和移民概况综述。

虽然人们习惯性地倾向于关注移民问题带来的挑战以便更好地理解和回应这些挑战，但我们
很有必要对已经获知的移民的巨大益处进行重新梳理。在境内和国际流离失所现象以及相关的非
常规移民均愈发显著的时期，移民的巨大价值可能多少会在辩论中被淹没。许多国际组织已经认
识到有必要对移民问题进行重新权衡考量，而最近也涌现了大量从全球层面对移民同人类发展与
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关键性检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世界银行以及各区域开发银行等都强调了同时关注移民带来的成功与挑战有多么重要。

移民的价值
迁徙可以为移民、他们的家庭和来源国带来众多好处。移民在国外所挣的工资可能远高于他们

在家中从事同样工作之所得。举个例子，2009 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工人和国外同样工种
的工人（出生国、受教育程度、年龄和性别、居住在农村 / 城市均相同）工资系数所在的范围是从
15.45（针对出生在也门的工人）到 1.99（针对出生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工人），中间系数为 4.11。9 
通过迁徙获得的工资差别和相对收入所得对于低技能工人是最有效果的，而他们在世界范围内的
迁徙也最受限制。10 移民收入的增加还能带来其家庭福利的显著改进并促进家庭成员个人的发展。
这可能是直接通过与移民一同在东道国生活实现，也有可能是通过收到侨汇来间接实现。重要的是，
迁徙对移民和其家庭的有利影响不仅限于经济层面，更体现在包括教育和医疗在内的人的发展的
其它方面。11 例如，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移居到发达国家后，来自于最贫穷国家的移民收
入平均增长了 15 倍，入学比率增加一倍，而儿童死亡率下降了 16 倍”。12

除了使移民个人和他们的家庭受益外，大量研究也证实移民的迁出行为能为其来源国带来巨大
好处。13 迁出行为不仅可以减少失业和不充分就业，减少贫困，并且在适当的政策支持下，移民还
能以多元化的方式促进来源国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进一步发展。例如，移民汇入其来源国的侨汇
带来了大量的资本和相对稳定的收入。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侨汇总的来说是相对其它资金流动更
稳定和可靠的资本来源。14 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90 年移民向中低收入国家汇入大约 290 亿美

8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7。

9　见 Clemens, Montenegro 和 Pritchett, 2009。

10　例如，参考 Gibson 和 McKenzie (2011) 的研究，这项研究评价了外来务工人员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从事低技能工作的成本和收益。

11　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9。

12　世界银行，2016。

13　查阅近期评论，例如见世界银行，2017. 也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9。

14　世界银行，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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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15 这个数字在 2000 年翻了一倍达到 740 亿美元，并在 2016 年达到了 4290 亿美元。16 目前
在全球，侨汇是官方发展援助总数的三倍多。人口迁徙也会带来技能、知识和技术的转移，尽管
效果很难准确衡量，但这的确会对生产力和经济增长带来可观的正面影响。除了这些经济影响外，
迁出行为也会对包括贫穷和脆弱国家在内的来源国产生有益的社会影响。例如，目前人们越来越
认识到移民在战后重建和恢复中起到的重要作用。17

移民同样能为东道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和其他效益，对此人们也有广泛共识。在特定时间内，这
些效益的性质和规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移民的技能与东道国国内工人互补的程度，也取决于东
道国经济的特点。总的来说，迁入移民为经济发展补充了劳动者，从而提升了东道国的 GDP 水平。
移民也能以众多其它方式对劳动生产力和人均 GDP 产生积极影响，例如，移民可能比国内工人拥
有更强的技术水平，亦或是移民能够带来创新和技能的聚集。18 出于天性或必要性，移民可能更勇
于冒险，而这一品质促使移民在诸如技术、科学、艺术和其它诸多领域为目的国做出巨大贡献。除
了提高目的国国民收入和平均生活水平外，移民还能够通过为劳动力短缺职业和部门增加劳动力
供给帮助解决就业市场的错配从而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些影响在技能要求高的部门
和低技能的领域均十分显著。19 此外，移民同时增加了劳动力的供应与需求，这即意味着劳务移民（包
括低技能工人）能够为现有的工人创造额外的就业机会。当然，移民也会对劳务市场产生负面的
影响（例如在工资和国内工人的就业上），但是大多数的研究文献发现，平均而言这些消极影响
一般比较小。除了劳务市场和宏观经济，年轻劳动者的迁入也能帮助高收入国家减轻因人口迅速
老龄化而对养老系统造成的压力。最后，人们通常直觉上认为移民所缴的税不足以补偿其获得的
福利与政府服务所造成的财政支出，但和这种直觉相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近的研究通过计
算发现在被研究的绝大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移民对东道国的净财政影响均是积极。20 

世界移民报告系列

IOM 的第一份《世界移民报告》出版于 2000 年，起初作为一次性的出版物旨在增加决策者
和普通大众对移民问题的了解。它对移民政策以及对移民研究的贡献是及时的，它的成功也预示
了世界移民报告系列的后续发展。从 2000 年起，IOM 已经发布了九份世界移民报告（参见以下
文字框）且此报告已发展成为国际移民组织的旗舰出版系列。它始终关注并致力于对移民问题进
行以事实为依据的合理分析，并因此增进决策者、从业者、研究者和大众等对移民问题的了解。

15　世界银行数据库，2017。

16　世界银行，2017。

17　对于流落他乡的人参与冲突的不同形式的批判性讨论，见，例如，Van Hear, 2011。

18　查阅这些问题的研究依据，请参见移民事务咨询委员会，2014 等。

19　参见 Ruhs 和 Anderson, 2010。

20　OECD, 2013。

报告综述：在日益紧密联结的世界中理解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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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移民报告 2000

世界移民报告 2003：管理移民—迁移中的人们面临的挑战及回应

世界移民报告 2005：国际移民的成本和收益

世界移民报告 2008：在不断演进的全球经济下管理劳动力流动

世界移民报告 2010：移民的未来：应对变化的能力构建

世界移民报告 2011：关于移民问题的有效沟通

世界移民报告 2013：移民福利和发展

世界移民报告 2015：移民和城市：管理人口流动的新合作

世界移民报告 2018

目前，随着人们对移民问题愈发重视，它的复杂性以及和众多其它公共政策问题的相互关联使
得这一系列报告更加不可或缺。然而，随着移民问题的受关注度更高，以及跨国迁徙的增加，迁徙
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过程日趋复杂化。由于媒体时常刊登一些令读者困惑不解的内容而没有合
理地阐释移民问题的复杂性，不难理解人们为何时常对媒体上读到的包罗万象的术语——“移民”
感到不知所措。鉴于此，我们已进一步改进了世界移民报告，并主要聚焦在两个方面：

第一部分：关于迁徙和移民的关键信息（包括和移民相关的统计数据）。

第二部分：对日益复杂变化的移民问题进行权衡的、实证的分析。

基于此，对于本期报告的两个部分和未来的世界移民报告，我们计划对全球范围和地区范围的
迁徙模式与过程进行解释，并为研究此问题和对此问题感兴趣的决策者提供见解和建议。随着对移
民问题的聚焦以及移民问题的复杂化，完善本系列亦是为了弥补单个主题的报告可能无法充分说明
或体现更大范围内全球移民变化趋势的缺陷。如果世界移民报告系列能够更好地提供迁徙和移民信
息概况，且包含更多对热点问题的分析，这份报告就可以成为更重要的资源。此外，作为移民问题
相关材料的出版者，IOM 也有能力为出版世界移民报告系列之外的专题报告提供充足的机会（例如，
第四章中涉及对 IOM 及与其研究相关的出版物的讨论）。

出版本系列报告进一步考虑的是为其“增值”计划。作为一个政府间组织，一个联合国体系内
的新机构，确保世界移民报告能为公众提供切题、易懂、可靠、精确和合理的信息和分析这一点对
IOM 至关重要。并且，IOM 也认识到目前关于移民问题的材料众多，因此世界移民报告应当吸收
现有事实与知识并成为移民问题领域有效的参考读物。考虑到（近期众多）关于移民治理的著作出现，
诸如 IOM 和经济学人智库合作推出的“移民治理框架”和“移民治理指数”（现被称为“移民治
理指标”），避免复制或过分重叠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世界移民报告目前已被重新组织，更侧重
在移民领域决策者面临的复杂性、突发性问题，而不是描述和评估当前的移民政策与治理。本系列
意在补充而非重复已有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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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移民报告 2018
作为修改后世界移民报告系列的第一期，《世界移民报告 2018》旨在促进对当下的和战略性

的移民问题的了解。第一部分，关于“移民的关键数据和信息”将在不同章节分别阐释：全球移民
趋势和模式、区域维度和发展、学术界和众多机构近期的移民研究和分析。这三章由 IOM 自己完成，
已经形成制度，主要由全世界 IOM 的专家、从业者和官员根据众多相关组织的数据作出分析。21

第二部分的六章由移民和人口流动领域的应用和学术研究者完成。这些章节揭示了一系列“正
在出现的复杂的移民问题”。其中包括：

●国际移民全球治理框架的发展；

●跨国联结迅速变化的层次与类型同移民之间的关系；

●移民视角下的移民旅程；

●对于移民和移民问题的媒体报道；

●移民和暴力极端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

●移民与城市。

虽然这些话题不可避免受到主观选择的限制，本报告第二部分关注了当今世界最突出和最重要的
一些移民问题。这其中很多问题都是决策者们在制定有效适当和有建设性的移民政策中面临的难题的
核心。因此，通过揭示关键问题，对相关研究和分析进行关键性综述并探讨这些问题对未来研究和决
策的含义，这些章节旨在影响现在和未来的政策讨论。这一部分的目的不在于提倡特定的“解决方案”，
而是提供信息，进一步推进这些高度争议辩论来防止出现“银弹”解决方案。这些章节多次强调解决
方案应考虑多方面因素和逐渐显现的战略性问题，这一点对未来移民政策和实践至关重要。

《世界移民报告 2018》的所有章节都是相对独立的，可以作为单独的章节和稿件下载。但整
个报告同时也讨论了若干重要的有交叉的主题和议题。例如，一个主要的交叉议题是关于影响移民
的重要变量及这些变量的影响，以及关于移民的公共和政策辩论，跨空间问题（例如，在不同的国
家和地区之间），人口组别（例如按性别和年龄），亦或是不同的管理层级（例如在城市、地方、
国家、世界局部地区和全球的层面上加以区别）。比起大众媒体高度简单化且经常有误导性描述的
报道，通过突出地理、人口和政治上的变化，报告意在勾勒一幅更细致和在我们看来更准确的全球
移民的图景。为了更为有效地获得更多的实证支持，关于全球移民问题的公共和政策辩论需要意识
并考虑到这些重要的变化。

整个报告中一直讨论和强调的第二个关键问题是，移民并不是一个无需考虑以下一系列相互联
系的重要因素即可被有效分析、讨论和调节的孤立现象。

●“空间”（例如在不同国家的政策之间），治理的规模和水平（例如，相联的城市，地区，国家，
超国家和全球治理结构）；

●移民类型，类别和政策（例如，考虑因工作、保护、家庭原因和学习这些迁徙原由间的关系
和原由之间经常模糊的界线）；

●“时间”（例如，包括暂时和永久的移民流动和政策）；以及

21　Guy Abelz 作为移民数据专家也为此部分，尤其是第三章数据的呈现和分析作出贡献。

报告综述：在日益紧密联结的世界中理解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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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和更广泛的公共政策（诸如劳动力市场政策、福利政策、教育和培训、住房政策等）。

这些相互联系对于了解和回应全球移民和人口流动是至关重要的。

总的说来，为了更好地理解移民并更有效地规范移民，《世界移民报告 2018》认为大家需要
了解并考虑地理、人口和地缘政治这些影响移民问题的重要变量，并在对移民问题进行分析和决策
中认同这些因素间的相互联系。虽然这些基本见解在许多方面都是显而易见的，全世界目前关于迁
徙问题和移民公共政策辩论仍时常将其忽略。相反，它们应该成为包括如何达成关于移民的全球契
约以及关于难民的全球契约等讨论在内的移民问题的重点。此外，此报告也在不同章节相关处阐释
了这两个全球条约的含义及对其的见解。

第一部分
第二章将对国际移民的全球数据与趋势和全球移民流动进行总结。它也对侨汇以及特定移民群

体进行探讨，其中包括外来务工人员、难民、寻求庇护者及境内流离失所者（IDPs）。另外，此章
突出了 IOM 不断积累的项目数据，尤其是失踪移民，协助自愿返回与重新融入，移民健康，重新安置，
流离失所者追踪，迁居者分析图（mapping）以及人口贩运等问题的数据。虽然这些数据总的来说
不是全球性的或很有代表性的，但其能够为全球范围内IOM项目和行动中发生的变化提供重要见解。
最后，本章也将讨论关键数据的缺口和挑战。

在全球综述之后，第三章将从关键地区的角度讨论移民的发展。该讨论主要依据联合国经济和
社会事务部使用的六个世界区域：非洲、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北美和大洋洲。
对于每个区域，分析包括：1. 对和人口相关的关键统计数据的综述和简要讨论；2. 基于国际组织、
研究人员和分析人员的大范围数据、信息的分析，对该区域移民的“关键特征和发展”进行简明描述。
为了揭示六个区域中每个地区的移民模式、趋势和问题的多样性，对移民的“关键特征和最新发展”
的描述将从次区域层面呈现。

关于移民问题，一大批学者、政府、政府间组织和智库已进行并出版了大量的研究和分析。第
四章将选择性地总结这些贡献。并将总结主要集中在学者和政府间组织且覆盖 2015 到 2016 年这
一时期。严谨的研究和分析能够且应该为包括决策者和移民从业者在内的人士提供关于世界变化及
移民问题的重要信息。对于那些正在研究移民问题、制定移民政策进行移民实践，或试图更好地理
解移民问题的人们，了解目前移民领域不同类型研究和分析的种类、性质和特点十分关键。

第二部分
第五章将批判性地讨论国际移民的全球治理。此章首先评述当前关于移民全球治理的一些主要

的全球规范和机构，接着将讨论下列三个主题和最近发展：

●为在全球层面推进更大的行动而构建创造动力和信心的关键对话和倡议；
●建构规范性框架来促进移民保护的具体倡议；
●把国际移民整合到针对其它问题的全球性应对举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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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章认为，迄今为止渐进的磋商、合作和信心建立方式能够逐步带来进步。该章作者表示，这
一逐步改进的方式仍然是实现更有效的全球移民治理最有希望的道路。

运输与电信技术的最新发展带来了全球在获取信息和进行互动方面的巨变。日益发展的跨国联
结使人们得以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国际迁移。第六章即分析了日益频繁的跨国联通对流动性和移
民的意义，以及相关过程的形成方式。在对全球运输和电信技术的主要进步作简要阐述后，该章将
讨论跨国联通如何通过影响移民者、非国家行为体和国家来影响移民过程。作者们举例说明了跨国
联通如何影响不同的移民主体，并总结了跨国联通对包括全球移民契约在内的移民治理的影响。

第七章主要通过在研究中听取移民的心声来从移民的角度理解移民问题。虽然所有移民或多或
少在移民前和移民过程中作出了一些决定，其中有些可能相当重要并可能涉及生死抉择，该章主要
聚焦移民方式和选择都更为有限的人们。该章首先对移民的主体能动性（即移民有能力作出决定并
根据其选择采取行动）以及能动性的持续性作简短讨论，后者解释了影响移民选择的变量。接着该
章节分析了移民过程中对移民的考虑和决定有重要影响的四个关键因素：信息（和错误的信息），
签证偏好，风险与回报以及移民的压力。该章也回顾了在移民领域研究方法和技术的最新进步，这
些进步正使得以移民为中心的研究在全球推广。作者认为，更好地了解移民在迁徙途中的选择对制
定更有效的移民政策至关重要。最后，该章将阐述包括全球移民契约在内的研究和政策倡议的含义。

媒体在塑造人们、决策者和移民自身对迁徙的认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八章即批判性地讨论
了针对移民和移民问题的媒体报道。通过利用不同国家的现有研究，该章节旨在回答四个关键问题：
关于迁徙和移民，全世界媒体在说什么？这些新闻报道对公众、决策者和移民有何影响？新闻业自
身如何为这些报道作贡献？媒体和移民的近期经历对未来的研究和实践有何含义？在作者看来，针
对移民的媒体报道的变化部分反映了不同国家媒体系统运作中的差异。虽然越来越多的研究旨在揭
示在移民问题上媒体、舆论和政策间的关系，作者认为更多的研究应关注过境国和来源国媒体的角
色以及移民自身对不同类型媒体的使用和偏爱。这对于了解信息如何影响人们的看法尤其重要。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众多政治领袖正把移民、迁徙与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联系在一起。这也反映
出不同程度的民众情绪。基于这一问题吸引了大量的媒体关注，第九章将基于现存事实依据着重分
析移民、暴力极端主义和社会排斥间的关系。该章将首先简单介绍一些定义和数据，强调清晰分析
的必要性，指出目前缺乏可靠数据，并强调区分因果关系和相互关系带来的挑战。其后，该章将介
绍从出发、安家到时常发生的返乡这一移民周期的逻辑，并对移民和暴力极端主义之间交叉部分进
行简单分类。最后，该章讨论了这一问题对未来政策辩论的一系列初步含义。

第十章作为《世界移民报告 2015》的后续将主要讨论的主题为：移民和世界城市间的关系。
该章建立在《世界移民报告 2015》的基础上，通过利用最近关于城市正显现的性质以及城市在世
界的作用等方面的一些研究，审视了现代城市在移民管理中的角色。这其中包括了对庇护城市以及
城市在回应近期发生的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移民现象中发挥的普遍作用进行讨论。作者认为基于城市
对社会和经济事务以及对国际国内迁徙轨迹的影响正持续增长，学者和决策者应对城市的角色投入
更多的关注。

总体而言，世界移民报告将增进我们对移民问题的各种表现和复杂性的共同理解。我们希望所
有读者能够从这一版本学到新的东西，并为他们的工作、学习和其它活动提供帮助。

报告综述：在日益紧密联结的世界中理解迁徙



9《世界移民报告 2018》



10



11《世界移民报告 2018》



12



13《世界移民报告 2018》

迁徙和移民：全球综述

引言

人类移民是一个古老现象，可追溯到人类历史的最早期。在现代，移民的迁入与迁出继续为国家、
社会和移民带来大量的机遇。同时，移民在过去几年内已成为汇聚社会融入、流离失所、安全移民
和边界管理等多重问题的一个重要政治和政策挑战。据估计，2015年全球国际移民人数达2.44亿（约
占世界人口的 3.3%），远超过 2000 年的 1.55 亿（约为世界人口的 2.8%）。1 国内移民更加普遍，
最近的全球估算表明有超过 7.4 亿人在他们的出生国内进行移民。2

为了有效地应对日增的移民规模并充分反映移民多种多样的需求，了解国际移民及其各种表现
是至关重要的。数字革命、技术革命缩短了距离并削减了旅行成本，国际间的移动正变得更加可行。3

促发移民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包括经济繁荣、不平等、人口、暴力冲突以及环境变化等。虽然绝大
多数人进行国际移民是出于工作、家庭和学习，还有许多人则是出于其它迫不得已的原因，比如冲
突、迫害和灾难。总的来说，包括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IDPs）在内的失去家园的人口仅占所有
移民相对较小的一部分。然而，由于他们时常处于极易受伤害的境地，他们经常需要获得（更多的）
集体关注和行动。而这些人往往也是最需要援助的。

通过呈现关键性的全球移民数据和趋势并对迁徙和移民进行总结，本章旨在帮助移民决策者、
实践者和研究者更好地理解移民问题。基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国际
劳工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难民署、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国
际移民组织等组织收集的数据，本章将综合性地回顾目前全球移民的人数和国际移民的流动趋势。
同时，本章也将重点讨论侨汇问题和一些特定的移民群体，其中包括外来务工人员、难民、寻求庇
护者和境内流离失所者（IDPs）。另外，IOM 在失踪移民、协助自愿返乡和重新融入社会、移民健康、
重新安置、流离失所追踪、离散者分布以及人口贩运等方面的数据也日益丰富。虽然这些数据总的
而言不是全球性或极具代表性的，它们却能帮助我们思考关于全球性的项目和行动中一些变化的重
要影响。作为联合国新的移民机构，基于所有同本章讨论主题相关的活动，IOM 已有能力为移民问
题及包括移民需求在内的种种移民动态提供进一步的见解。

本章同时突出了在数据收集中实现数据的可比较性和一致性的挑战。这些挑战使对全球移民潮
流的全面分析变得十分困难。最近正在进行的数据收集和改进已使可被利用的移民数据在不断扩充。

1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2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 2009。

3　可参见本报告第六章关于跨国联通的讨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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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数据的碎片化以及数据缺乏一致性和可比性仍是对全球移民问题进行全面解读的关键障碍。4

同样，正如下列文字框所体现的，迁徙和移民的定义本身仍备受争议。

迁徙、移民和其它关键术语的界定

除了字典对迁徙和移民的一般定义外，在法律、行政、研究和统计等领域还存在着各种对移民

相关术语的具体定义。a 因此，目前并不存在一个普遍认可的对迁徙和移民的解释。然而，联合国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1998 年关于国际移民统计的建议》中陈述的那些定义已被广泛接受并在不同的

环境中得到发展。b 

对移民和迁徙的专业定义、概念和分类必然受到地理、法律、政治、方法、具体时间和其它因

素的影响。例如，移民事件可以依据出生地、公民身份、居住地和逗留时长等若干种方法来定义。c

运用何种定义对迁徙和移民的量化分析具有重要影响。我们鼓励读者参阅本章引用的一手资料，来

了解数据背后依据的具体定义和分类。对和移民相关术语的专业定义可参见附录 A。

IOM《移民概念表》也可为读者提供有效参考。该词典在 IOM 网上书店有售，详情请访问 

www.publications.iom.int/。

a. 可参见 Poulain 和 Perrin, 2001。
b.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 1998。
c. 可参见 de Beer 等人，2010。

国际移民：数量和趋势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基于各国提供的数据估算了目前全球国际移民的数量。5

《联合国关于国际移民统计的建议》将常住国发生改变的人们定义为国际移民，并区分了“短
期移民”（常住国发生变化在在三个月到一年之间）和“长期移民”（常住国改变至少一年）。然
而不是所有的国家在实践中都采纳这一定义，6 且各国运用的定义标准不同。比方说，有些国家通过
确立不同的最短居住时间来定义国际移民。概念、定义以及不同国家在数据收集方式的差别使得很
难对国际移民的国家统计进行完全比较。

总的来说，在过去的四十五年中，国际移民的人数已大幅增加。2015 年居住在出生国以外国
家的人数大约在 2.44 亿，比 1990 年几乎多了 1 亿（当时为 1.53 亿人），且为 1970 年数量（8400

4　总的而言，由于对数据的具体解释、附加说明、局限性和数据收集的方式占据大量篇幅，本章将不予以具体论述。但读者可通过数据来源
进行查阅。

5　地区和行政单位也为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提供了数据。查阅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数据源、收集方法和附加说明，请参考联合国经 
济和社会事务部， 2015a。

6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1998。

迁徙和移民：全球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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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见表 1）的三倍以上。7 虽然全球国际移民的比例在此期间明显增长了，绝大多数人仍选择继
续生活在他们出生的国家。2015 年大多数国际移民（约占总数的 72%）正处于工作年龄（20 到
64 岁），而在 2000 到 2015 年期间 20 岁以下的移民比例略有下降（从 17% 降至 15%），65 岁
以上的国际移民自 2000 年起比重则保持稳定（大约为 12%）。

表 1. 国际移民 ,1970-2015 年

         年份                  移民数量                  移民占世界人口的百分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84460125

90368010

101983149

113206691

152563212

160801752

172703309

191269100

221714243

243700236

2.3%

2.2%

2.3%

2.9%

2.8%

2.8%

2.8%

2.9%

3.2%

3.3%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08 和 2015a。
   注：2015 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对国际移民数量的修订》中数据采集的实体
        （诸如国家、地区和行政单位）数量为 213 个。1970 年该数字为 135。

7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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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地图所使用的名称和边界并不代表 IOM 的官方意见。

国际移民简单介绍

全球的国际移民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但其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相对稳定

单位：Million 百万人

全世界国际移民比例存在巨大差异

2.9%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153
百万人

161
百万人

173
百万人

191
百万人

222
百万人

244
百万人

2.9%

3.2%
3.3%

2.8% 2.8%

迁徙和移民：全球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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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处 75 岁以上的年龄组（男性占 4.5%，女性占 6.8%）被省略。

注：该简要说明依据的是 IOM 移民研究部和全球移民数据分析中心（IOM，2017d) 的图表信息，该图表信息利用了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 
    数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2015a）

2015 年 73 亿全球人口中有 2.44 亿国际移民

每 30 人中即有 1位国际移民

国际移民 52% 为男性，48% 为女性

大多数国际移民（72%）正处于工作年龄（20-64 岁）

2.7%

5.7%
7%

0–4
5–9

10–14
15–19
20–24
25–29
30–34
35–39
40–44
45–49
50–54
55–59
60–64
65–69
70–74

2.9%

6.8% 6.8%
3.4%

4.5%

8.3%
9.7%

10.8%
11.2%

10.2%
7%

4.7%
3.9%
3.5%

2.9%

3.6%
4.1%

5.2%
6.2%

7.1%
7.9%

8.8%
9.5%
9.9%

9.2%
6.6%

4.6%
3.9%

3.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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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欧洲和亚洲各接待了 7500 万移民，占全球移民总人数的 62%（见图 1）。北美紧跟其后，
2015 年国际移民为 5400 万人，占全球移民人数的 22%。在其他地区，非洲接待了 9% 的移民，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4%，而大洋洲为 3%。同每个地区的人口数量相比，2015 年国际移民比
例最高的是大洋洲、北美洲和欧洲，其中国际移民分别占对应地区总人口的 21%、15% 和 10%。8 
相比之下，亚洲、非洲（各占 1.7%）和拉丁美洲（1.5%）的国际移民比例相对较小。然而，亚洲
是 2000 到 2015 年期间移民人口增加最为显著的地区，比例超过 50%（按绝对值计算，增加人口
大约在 2500 万人）。9 

图 1. 国际移民，按主要居住地区划分，2000-2015 年（单位：百万人）

   

非洲

亚洲

欧洲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北美

大洋洲

0 10 30 50 7020 40

百万

60

2015

2010
2005
2000

80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数据可从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  
                      migration/data/estimates2/estimates15.shtml（2017 年 6 月 22 日登录）获得。

自 1970 年起，美国一直是国际移民的主要目的国。10 从那时起，居住在美国的外国出生的人
数几乎翻了四倍，从 1970 年的不到 1200 万人上升至 2015 年的 4600 万人。从 2005 年起，在联
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估算中德国一直是第二大移民目的国，且在 2015 年有超过 1200 万名国
际移民住在这个国家。自 1991 年苏联解体后，在 2005 年之前的大约 15 年间，俄罗斯是第二大国
际移民目的国。以下表 2 左栏列出了前 20 位国际移民目的国。

图 2 的右栏则为排名最前列的移民来源国。2015 年全世界将近一半的国际移民出生在亚洲，11

8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9　同上。

10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08；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 2015a。

11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6。

迁徙和移民：全球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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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主要来自印度（最大移民来源国）、中国和其它包括阿富汗、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在内的南亚国家。
移民输出数量第二大的是墨西哥，而一大批欧洲国家紧跟其后。

图 2. 2015 年前 20 国际移民目的国（左）和来源国（右）（单位：百万人）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 年经修正后的数据汇总可在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data/estimates2/estimates15.shtml获得。

如果按国家收入划分国际移民，12 2015 年大约有 2/3 的国际移民居住在高收入国家，人数大
约为 1.57 亿人。相比之下，同年中等收入国家大约有 7700 万名出生在其他国家的居民（此数目约
占移民总人数的 1/3），此外有 900 万出生在他国的人生活在低收入国家。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对出生在他国的人口的估算无法体现迁入移民身份或移民政策类型
（例如学生、高技能移民或难民）。出于几个关键原因，获取这些信息有一定的难度。首先，个人
的迁入移民身份随着环境和法律政策变化可能随时发生改变。例如，许多可能被认为“非常规”或
“无证”的国际移民最初依靠有效签证进入各个国家，但因其在当地的逗留可能违反一个或多个签
证的条件而成为非常规移民。事实上，很多方式都能使一个人成为非常规移民，例如未经授权过境、
超过签证期限非法逗留、违反签证条件工作、以非常规身份出生、或在庇护申请被驳回后依旧在此
地居留等。13 第二，不同国家移民政策出台的背景不同且采取了不同的数据收集方式，因而很难建
立全球统一的方法来对非常规移民人数进行统计。移民政策的变化也增加了数据统计的复杂性，因

12　根据《世界银行国家和贷款集团》中的通过收入进行的国家分类。具体信息可访问 
        http://datahelpdesk.worldbank.org/knowledgebase/articles/906519-world-bank-country-and-lending-groups （世界银行，n.d.a）

13　Gordon 等人，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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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随着政策改变，人们可能随时成为“常规”和“非常规”移民。目前分析家们采纳不同的方法来
对非常规移民人口进行阶段性评估。表 2 显示了若干对选定国家和地区非常规移民人口数量的估算。
然而我们应该谨慎对待这些数据，因为这种估算往往是不精确的（例如，在对欧盟和美国非的常规
移民人口数量的估算中即存在差别）。由于非常规移民的身份是不公开的，又难以获得关于移民身
份的官方行政数据且移民身份时常发生变更，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非常规移民人口数量难以被准确
衡量。14 接下来的章节将讨论移民流动。

离散人口还是跨国社会群体？

在学术和政策圈，离散人口用来指代来自某个具体国家但生活在其他国家的人（且经常包括他

们的后代）。然而这一定义尚未被普遍接纳。事实上，鉴于移民同本国及其他国家移民的联系，有

建议表明跨国社群这一说法能够更贴切地描述当今的移民经历。事实上，IOM 经常替换使用离散人

口和跨国社会群体两种说法（IOM, 2017c）。对于离散概念、量化全球离散人口数量的难度以及

IOM 在这个领域的著作的进一步讨论，请见附录 B。

* 表示对非常规外来务工人员数量的估算。

来源：(a) 澳大利亚国家审计办公室，2013；(b) Clandestino 研究项目，2009a；(c) 欧盟边境管理局，2010； 
                    (d) Clandestino 研究项目，2015；(e)Clandestino 研究项目，2012；(f) Fleichman 等 , 2015;  
                    (g)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2012a；(h) 南非警察署，2010；(i) Clandestino 研究项目，2009b;  
                    ( j) Gordon 等，2009；(k) Krogstad, Passal 和 Cohn，2017。

14　Koser 等人，2010。

    国家 / 地区       年份        估算的人口数量        来源    

澳大利亚

欧盟

德国

希腊

以色列

意大利

俄罗斯 *   

南非

西班牙

英国

美国

2011

2008

2008

2014

2011

2015

2008

2011

2010

2008

2007

2014

2016

(a)

(b)

(c)

(d)

(e)

(f)

(b)

(g)

(h)

(i)

( j)

(k)

(k)

5.84 万人             

190 万 -380 万人             

800 万人             

18 万 -52 万人           

39 万人             

15 万人             

27.9 万 -46 万人     

500-600 万人         

300-600 人            

35.4 万人              

41.7 万 -86.3 万人  

1110 万人            

1130 万人            

表 2. 对选定国家和地区非常规移民人口数量的估算

迁徙和移民：全球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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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移民流动：定义，数据和缺口

虽然对移民人数的统计比比皆是，关于全球人口移动（流动）的数据却相对有限得多。联合国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对全球移民总人数的估计是全球性的且涉及广泛领域但关于流动的数据库仅仅由
45 个国家的数据构成。15 出于若干原因获得关于人口流动的数据相当困难。首先，虽然国际人口
流动包括流入和流出两方面，更多的注意力仍放在移民流入上。例如，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家会统
计一切跨边界人口流动，但许多其它国家仅计算入境而不统计出境记录。16 再者，一些国家的流动
数据源自和移民身份相关的行政事件操作（例如，居住许可的颁发 / 续签 / 撤销），因而这些数据
常常被用作人口流动一手数据的替代用品而被用于统计。同时，人口迁徙性的移动经常难以同包括
旅游和商务出行在内的非迁徙性流动混淆。此外，追踪移民移动也需要相当多的资源、基础设施和
IT/ 知识系统。由于发展中国家在收集、管理、分析和汇报流动性、移民和其它领域数据的能力很有限，
这对他们收集准确数据构成相当大的挑战。最后，许多国家的自然地理环境也阻碍了移民流动数据
的收集。例如，一些地区因为是群岛或是拥有孤立的边界而使它们的入境和边境管理尤其困难。而且，
一些为了打工而进行非正规迁徙的传统也使情况更为复杂。17

移民流动
目前关于国际移民流动主要有两个数据统计。两个统计数据的来源均为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

部的国际移民流动数据库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际移民数据库的国家统计。18 自 2005
年起，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依据能获得的各国内部的统计数据对去往和离开选定国家的国际移
民流动数据进行了整理。最新版次（2015 年）由 45 个收集这一信息的国家数据组成，比起 2008
年的 29 个国家和 2005 年的 15 个国家都有所增加。19 扩大数据库的进展很鼓舞人心，但我们对移
民趋势进行分析的能力仍很有限。20

为了更好地了解全球或地区的移民流动，研究与分析者们用移民存量的变化数据代替流量数据
并已作出了许多尝试。Guy Abel 和 Nikola Sander 最近采用了一个复杂的方法来实现这一替代分
析。他们通过分析国际移民存量的变化来估计移民流量，并用圆圈图把数据形象化。21 图 3 通过展
示 2010 至 2015 年间移民流量数据，来表明目前这一数据已发生变化。22 

15　Laczko, 2017.

16　Koser, 2017.

17　Gallagher 和 McAuliffe, 2016。

18　其他项目也对地区层面（非全球）的迁徙流动监测作出了贡献。值得注意的是，《用以数据分析的移民模型》项目（欧盟统计局发起）
衡量了迁徙流动（外向和内向移民）以及欧洲的人口规模（de Beer, van de Erf 和 Raymer, 2009; Raymer 等人，2011）。而《欧洲移民整
合模型》项目（Raymer 等人，2013）按年龄和性别呈现了移民双边流动的数据，但只限于欧洲国家。

19　关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迁徙流动数据以及具体囊括的国家，请参阅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d。

20　对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迁徙流动数据源、方法和附加说明的总结，请参阅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d。

21　Abel 和 Sandel，2014。

22　由 Guy Abel 于 2017 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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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经估算的地区移民流量，2010-2015 年

                       

来 源 :  联 合 国 经 济 和 社 会 事 务 部 , 2015a。 2015 年 去 往 和 离 开 选 定 国 家 的 国 际 移 民 流 动 数 据 的 修 订 版 可 以 从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data/empirical2/migratgionflows.shtml. 获得。

   注： 流 动 方 向 即 箭 头 指 向。 流 动 的 规 模 由 底 部 箭 头 的 宽 度 决 定。 轴 线 外 截 面 上 的 数 字 均 以 百 万 人 统 计， 用 来 
          体现移民流动的规模。举个例子，2010 至 2015 年之间，出生在亚洲但在北美生活的人增长了大约 400 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 2000 年开始收集关于移民流量的数据。如图 4 所示（虽然依据注解这
些数据并未被标准化），这些数据使得一定范围内的趋势分析成为可能。23 估算的数据显示，流入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永久移民从 2000 年的 385 万人增加至 2015 年的 713 万人，但在全球
金融危机期间发生了短暂的停止（图 4）。2015 年，德国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接收移民数量最
多的国家，有超过 200 万的国际新移民（超过 2000 年注册人数的两倍多），其后为美国（恰好超
过 100 万）和英国（大约 48 万新移民）。24 

23　这一部分是基于 OECD 国际移民数据库的数据，具体可参阅 OECD，2015。对于移民流动和 OECD 国家的其他移民数据，请参见 OECD, 
n.d.a.。

24　列举国家均为 OECD 内部接收永久移民数量最多的国家，数据自 2015 起可获得。

迁徙和移民：全球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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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迁入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国家（OECD）的外国国民， 
永久性移民 2000-2015 年（单位：百万人）

           

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5。

注 1：数据未被标准化，因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2016 国际移民展望》（OECD,2016a 和 2016b）中 关于流入选定国家永久移 
                   民的统计数据有所差异。

注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中的 35 个国家一般指：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智利、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 
                    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韩国、拉脱维亚、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 
                    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和美国。个别国家个别年份的数据未能提供：2000 年有 31 
                 个国家提供了相关数据，而 2015 年则有 33 个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自 2012 年起，报告未公布希腊的数据，而土耳其的数据自 
                    2010 年起便未被公布。

按性别和年龄划分的移民流动数据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都未能提供依据年龄和性别划分的国际移民流

动数据。Abel，Samir 和 Sanderddd 提出了一套方法，这套方法是基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

数据对双向移民流动按性别进行划分。Raymer等人 e 也按照性别和年龄对双向移民流动进行了估算，

但仅限于欧洲国家。最后，Nawrotzky 和Jiangf估算了2000年按年龄和性别划分的双向净移民流量；

该信息目前存储于人口统计学共同体 - 国际移民（CDM-IM）数据库并对公众开放。对双向移民流动

的统计，也可以从国际移民决定因素（DEMIG）的国家间数据库得到，这其中包括了 1946 到 2011

年期间多达 34 个国家的双向移民流动数据。该数据库也相应提供按性别划分的数据。

一般来说，上述的移民流量包含拥有签证或入境许可的常规移民（或居民）的数据。（但）大
多数这样的数据无法捕捉到那些涉及“发生在输出、中转和接收国家监管规范之外”的非常规人口
流动数据。25

25　IOM，2017a.

d. Abel, Samir 和 Sander, 2013。
e. Raymer 等人，2013。
f. Nawrotzki 和 Jiang,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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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有必要区分非常规移民的流量和非常规移民的存量。虽然两者相互关联，但在概念和实
践中两者存在很大差异且时常在使用中被错误地互换。26 如本章先前所述，一个人可以凭有效签证
合规地进入一个国家（因而不构成非法入境）但此后这个人可能因逾期逗留或违反签证条件，而转
变为非常规移民。对非常规移民（存量）的估算在前文已讨论。关于非常规移民流量的进一步讨论
详见附录 C。

贩卖人口和偷渡

对人的贩卖经常涉及国内或跨越国界的人口移动。在不同的环境中，移民（包括劳动者、难民、

寻求庇护者和境内流离失所者）都有可能变成人口贩卖的受害者。然而由于人口贩卖的隐秘性且被

严重低估，目前无法系统地进行这一领域的数据收集并进行全球层面的估算。相关可获得的数据信

息及 IOM 在这方面的工作，请见附录 D。

通过海陆空进行偷渡的全球数据目前还无法获得。透过被偷渡移民的悲惨经历，我们得以了解

与贩运偷渡相关联的人口移动潜在延伸范围和脆弱性。近几年，为了更好地认识充满变数的贩运问

题，研究者已经致力于分析现有的数据和研究（详情可见，如 McAuliffe 和 Laczko, 2016）。

对于贩卖人口和偷渡的定义请见附录 A。

移民死亡和 IOM 的失踪移民项目

自 2013 年 10 月意大利兰佩杜萨岛附近载有 368 位移民的两条船沉没事件爆发后，IOM 便开始

在它的失踪移民项目内着手收集和整理全球在迁徙途中死亡或失踪的移民信息。日常收集的移民死

亡事件的信息可在 IOM 全球移民数据分析中心（GMDAC）管理下的失踪移民项目的线上数据库查到。

失踪移民项目（MMP）同时对与移民死亡相关的问题和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源包括海岸警卫队和

法医的官方记录、媒体报道、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相关机构的报告，以及对移民的采访。收集数据

的所面临的挑战相当大。例如，大部分的死亡发生在非常规迁徙途中且经常发生在海上或偏远地区

为了避免被发现，这意味着遗体下落不明。同时，官方搜集与制作的移民死亡数据来源公众不能获得。

此外，由于移民证词的不精确和报道的不完整，二者作为信息的来源也存在诸多问题。

根据 IOM 的失踪移民项目，2016 年全世界有 7927 名死亡或失踪的移民，比 2015 年记录的死亡

和失踪人数（6281）多了 26%。2016 年地中海区域的死亡和失踪移民数量同比增长了 36%，从 2015

年的 3785 人上升到 2016 年的 5143 人。地中海地区移民死亡和失踪人数均占失踪移民项目记录人

数的 60% 以上。2016 年北非记录了接近 1400 死亡和失踪移民，其中事件原因主要在于严酷的自然

环境、暴力和虐待、险恶的运输条件以及疾病和饥饿。其它地区失踪和死亡移民人数如下：

26　McAuliffe,2017.

迁徙和移民：全球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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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全世界载入记录的死亡和失踪移民人数

美国和墨西哥边境 398 人死亡；中美洲 180 人死亡；加勒比海地区 105 人死亡；南美洲 33 人

死亡；欧洲 61 人死亡地中海地区 5143 人死亡；北非 1382 人死亡；撒哈拉以南非洲 92 人死亡；

中东 114 人死亡；非洲之角 235 人死亡；东亚 3 人死亡；东南亚 181 人死亡

来源 :  IOM, n.d.i.。

注：数字对应移民过程中发生的死亡人数。所有数字仅反映 IOM 所知的事件。由于一系列死亡事件未被记录，目前数据仅为最保守 
                估算。目前数据包括已发现尸体和或失踪或被认定死亡的移民。地图所采纳的名称和国界并不代表 IOM 的官方意见。 

关于失踪移民项目的更多信息，详见 https://missingmigrants.iom.int/about。IOM 将持

续增加新的数据并继续为全球的数据收集作出努力。关于收集移民死亡数据的难点的讨论，请见

http://missingmigrants.iom.int/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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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M 的协助自愿返乡和重新融入社会项目

从 1979 年起，IOM 开展了协助自愿返乡和重新融入社会项目（AVRR）。IOM 的 AVRR 项目包含

一系列支持移民的活动，一般包括出发前心理辅导、机票购买、行政和旅行帮助，以及在重新融入

的过程中尽可能提供帮助。

2005到2014年期间，通过AVRR项目IOM平均每年帮助3.4万名移民。近年来移民规模大幅增长，

但返乡的人数也有显著提高。2016 年，AVRR 向从 110 个东道国或过境国家返回到 161 个来源国或

地区的 9.8403 万名移民提供了支持。这一数目和 2015 年（6.954 万名）相比增长了 41%。2016 年

的9.8403万名AVRR受益者，大约32%为妇女，27%为儿童。超过3%的返乡者曾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

无人陪伴的儿童，或有健康方面需求的移民。在出发前或抵达他们来源国或地区后，大约 3.9 万名

受益者被给予现金或实物形式的财务支持。

AVRR项目受益者的前十位东道国/过境国和来源国/地区（2016）

东道国或过境国家

德国  

希腊 

奥地利

尼日尔

荷兰

比利时

也门

芬兰

吉布提 

挪威

54006 人

6153 人

4812 人

4788 人

4635 人

4117 人

2594 人

2116 人

1803 人

1459 人

17976 人

12776 人

7102 人

6978 人

5889 人

5675 人

4986 人

4485 人

3438 人

2058 人

阿尔巴尼亚

伊拉克

阿富汗

塞尔维亚

科索沃 /联合国安理会 1244 号决议

埃塞俄比亚

马其顿

伊朗

乌克兰

俄罗斯

来源国或地区

如上表所述，2016 年 AVRR 受益者大多数（占总数 83%）从欧洲经济区（EEA）和瑞士返乡，尤

其是从德国、希腊、奥地利、荷兰和比利时返回。从这些地区返回来源国的人数从 2015 年的 5.5851

万名增长到 2016 年的 8.1671 万名。

最近的趋势也表明了“南 - 南”返乡的态势，包括从过境国返乡的人数也在增长。2016 年，从

尼日尔和摩洛哥返回诸如喀麦隆、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和塞内加尔等国家的人数相当于全球返乡总

数的 6%。2016 年 AVRR 项目的受益者的来源地主要包括东南欧、东欧和中亚（占总数的 49%）、亚

洲和太平洋（16%）以及中东和北非（16%）。返乡者前十位的来源国和地区的人数加总占 AVRR 项

目受益者总数的 72%。

更多的信息，详见 www.iom.int/assisted-voluntary-return-and-reintegration 和 www.iom.int/
sites/defaut/files/our_work/DMM/AVRR/AVRR-2016-Key-Highlights.pdf. 

迁徙和移民：全球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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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务工人员（劳务移民）

基于 2013 年的数据，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全球存量最新统计表明 2013 年大约有 1.503 亿外来
务工人员，该数量接近该年全球国际移民总人数（2.32 亿）的三分之二。27 当和处于工作年龄（一
般是在 15 岁以上）的全球国际移民人口（2.07 亿）相比，外来务工人员占到了 70% 以上。然而，
出于一系列原因全球外来务工人员的总数仍可能被低估。28 虽然存在更早的对全球外来务工人员数
量的估算（1995 年为 3600-4200 万人，2000 年 8620 万人和 2010 年 1.055 亿人），国际劳工
组织认为由于在定义、方法和数据源上的差异，这些数据不能用来和 2013 年的数据相比。

2013年，1.123亿（占总人数的75%）外来务工人员生活在高收入国家，另外的3440万人（23%）
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而去往低收入国家的外来务工人员仅占总人口的 2%。在所有收入群体中，
外来务工人员占劳动力总量的比重相对较低（大约为 1.4%），这一情形也出现在低收入和中等收
入国家。但在高收入国家，外来务工人员占劳动力总量的比重要高得多（约为 16.3%）。

处于工作年龄的国际移民中男性数量超过女性（男性为 1.072 亿人，女性 9930 万人）。基于
这一背景，2013 年男性外来务工人员比女性多出几乎 1700 万人，其中有 8370 万男性（占外来务
工人员总数的 55.7%）和 6660 万女性（占总数的 44.3%）。进一步的数据分布请见表 3。

表3. 外来务工人员，按性别和目的国的收入水平划分（2013年）

低收入 中等偏下收入 中等偏上收入 高收入 全球总量

劳务移民

占劳务移民总量比例（%）

男

1.8

1.2

男

10.4

6.9

男

62.1

41.3

男

83.7

55.7

女

1.8

1.2

女

7.2

4.8

女

50.1

33.3

女

66.6

44.3

共

3.5

2.4

男

9.4

6.3

女

7.5

5.0

共

16.9

11.2

共

17.5

11.6

共

112.3

74.7

共

150.3

100

来源：国际劳工组织，2015。

2013 年，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从事服务业（1.068 亿人，占总数即 71.1%）。其余为制造和
建筑业（2670 万人，占总数的 17.8%）和农业（1670 万人，占总数的 11.1%）。在超过总人数
70% 的从事服务业的外来务工人员中，有 8% 为家政人员。

据估计，2013 年大约有 1150 万外来家政人员，占所有家政人员数量（6710 万）的比例超过
17%，占所有外来务工人员的 7%。在这 1150 万人当中，845 万为女性，370 万为男性。外来家
政人员绝大多数聚集在高收入国家，且对于女性和男性外来家政人员来说都是如此（见图 5）。如
下列文本框所讨论的，IOM 针对移民健康问题的工作对于外来务工人员和难民尤为重要（下一部分
将讨论这一问题）。

27　这一部分的内容是基于国际劳工组织 2015 年的数据。关于该数据和趋势的解释和附加说明、深入分析及数据局限性请参见此文件。
OECD 国家外国出生人口就业的信息可从 OECD，n.d.b. 找到。

28　请见国际劳工组织，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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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截至 2013 年按目的国收入水平和性别划分的外来家政人员数量 
（单位：百万人）

     
来源：国际劳工组织，2015。

IOM 针对移民健康问题的工作

IOM通过它的移民健康部为移民提供和推广预防性和治疗性的健康项目。应接收国政府的要求，无

论是出于重新安置、国际就业，还是为了获得短期或永久签证，在移民出发前IOM为其提供身体和心理

健康评估。具体的服务包括结核病测试和控制，艾滋病、梅毒和肝炎测试，体检，实验室诊断服务，医

疗护送服务和出发前免疫接种疫苗。

这样的健康评估，有利于对特定移民人群的流行病知识的了解，并用于发展基于实证的项目和健康

干预措施。数据由IOM国家办公室按标准程序集中收集，以减少处理时间，节省资源并在国家层面整合

所有与移民健康相关的活动。IOM也在开发一个医疗数据储备库，来对现有和历史的手术数据进行分析。

2015年，IOM为超过80个国家的移民进行了超过34.6万次的健康评估，其中包括移民（占总数目

的65%）和难民（占35%）两个群体。大多数评估在亚洲进行（占总数的45%），接着是非洲（29%），

中东（14%）和欧洲（13%）。2016年，IOM提供了将近 45万次健康评估（其中移民占 52％，难民占

48％），和2015年相比增长了27％。同样，大多数评估在亚洲进行（占总数的35％），接着是非洲（30％），

中东（23％）和欧洲（12％）。这些数字同此前５年IOM的数据均表明IOM的全球健康评估活动在稳步增长。

从2012年开始，在美国难民准入计划下，IOM联合美国相关机构为去往美国开发和实施难民疫苗

接种计划。该计划力图在重新安置过程早期引进疫苗接种来保护难民免受多种常见的可防治疾病。到

2015年底，该计划已在超过12个国家实施。总的来说，在2012到 2016年期间，该计划已在21个国家

实施，并有超过21.5万难民接种了一种或更多的疫苗。

关于IOM在移民健康方面的工作，详见 www.health.iom.int/.

侨汇

侨汇是指移民直接向他们来源国的家庭或社区进行的财务或实物转移。虽然在整理准确数据的
过程中存在巨大的数据缺口，且有定义上的差别和方法上的挑战，世界银行仍统计了关于侨汇的全

迁徙和移民：全球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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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数据。29 但这一数据并不包括未被记录的经正式或非正式渠道的移民流动，因而全球侨汇的实际
数量可能比现有的估计更大。30 尽管有这些局限且在过去两年中侨汇总量有所下降，现有数据表明
近几十年侨汇整体处于增长态势，并且从 2000 年的 1260 亿美元增长到 2016 年的 5750 亿美元。
在 2015 和 2016 年期间，全球（向内）侨汇流动据估计缩小了 2.7%，即从 2014 年的 5960 亿美
元缩小到 2015 年的 5820 亿美元，而从 2015 到 2016 年又缩小了 1.2%。和这个趋势相一致，寄
往发展中国家的侨汇（占全球总数的大多数）也连续两年下降。按照世界银行的说法，这一趋势在
过去三十年是第一次出现。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侨汇数量已大大
超过了由政府发起的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福利的官方发展援助（ODA）项目的总额。31

2016年，印度、中国、菲律宾、墨西哥和巴基斯坦（按递减顺序）为数额最高的前五位侨汇汇入国。
汇入中国和印度的数额远超过其它国家，且两国接收的侨汇均超过了 600 亿美元（见表 4）。剩余
三个国家同年收到了 300 亿美元的侨汇。这些国家中很多在进入 21 世纪后侨汇的汇入金额一直名
列前茅。然而当按侨汇占 GDP 的比例来考虑，2016 年侨汇占 GDP 比重最高的前五位国家分别是
吉尔吉斯坦（35.4%），其后是尼泊尔（29.7%）, 利比里亚（29.6%），海地（27.8%）和汤加（27.8%）。

高收入国家是侨汇的重要来源。在过去几十年，美国一直是侨汇汇出最多的国家，2015 年向外汇
出 613.8 亿美元。接着是沙特阿拉伯（387.9 亿美元）和瑞士（243.8 亿）美元。被世界银行归类为中等
偏上收入国家的中国也是一个主要汇出地（中国同样也是侨汇接收数量最高的国家），在 2015 年汇出
204.2 亿美元。2015 年排第五位的侨汇汇出国是俄罗斯（197 亿美元）。表 4 提供了更多的数据和趋势。32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侨汇汇入金额排前列的国家

印度

法国

墨西哥

菲律宾

韩国 

西班牙 

土耳其

美国 

德国

英国

中国

墨西哥

印度 

尼日利亚 

法国

菲律宾 

比利时  

德国

西班牙

 波兰

印度 

中国

墨西哥

菲律宾 

法国

尼日利亚 

德国  

埃及

孟加拉国 

比利时

印度 

中国

菲律宾

墨西哥

法国

尼日利亚

巴基斯坦 

埃及    

孟加拉国

德国  

128.4

86.1

75.2

69.6

48.6

48.6

45.6

44

36.4

36.1

128.4

86.1

75.2

69.6

48.6

48.6

45.6

44

36.4

36.1

534.8

524.6

220.8

205.6

199

197.5

127.9

124.5

108.5

103.5

689.1

639.4

284.8

262.3

233.5

189.6

198.5

165.8

153.8

153.6

表4. 排名前列的侨汇汇出国\汇入国（2000-2015年）（单位：十亿美元）

29　这一部分的内容主要源自世界银行与移民和侨汇相关的数据，可从世界银行 n.d.b 获取；关于这一主题的刊物，可以从世界银行 n.d.c. 获
取。世界银行年度侨汇数据库（世界银行 n.d.b.）、 移民和发展摘要 25（世界银行，2015a）、移民和发展摘要 26（世界银行，2017a）和
移民和发展摘要 27 （世界银行，2017a）和世界银行 4 月 21 日的新闻发布会（世界银行，2017b）是数据的关键来源。关于该数据和趋势
的解释和附加说明、深入分析及数据局限性请参考这些资料及“世界银行移民和发展事实记录”（包括 2016 年出版的最新版）。

30　世界银行，2016a。

31　同上。

32　请见 OECD，n.d.c, 其中也包含关于 ODA 的数据。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在关注这一趋势在发展、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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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侨汇汇出金额排前列的国家

美国

沙特

德国

瑞士

法国

阿联酋   

韩国

以色列 

日本  

荷兰

美国

沙特 

德国

瑞士

英国

法国

意大利 

俄罗斯 

卢森堡  

韩国

美国 

沙特

俄罗斯 

瑞士

德国

意大利

法国

科威特 

卢森堡 

阿联酋  

美国

沙特

瑞士

中国 

俄罗斯

德国 

科威特  

 法国  

卡塔尔

卢森堡

343

154

90.4

75.9

37.7

36.8

36.5

32.6

31.7

31.3

472.5

143.2

127.1

99.9

96.4

94.8

75.5

68.3

67

66.7

507.8

270.7

214.5

168.8

146.8

128.9

120.3

118.6

106.4

105.7

613.8

387.9

243.8

204.2

197

185.6

152

126.8

121.9

113.5

来源：世界银行，n.d.b. 。( 登录时间：2017 年 5 月 )

   注：所有数字单位为亿美元。

难民和寻求庇护者

截至 2016 年底，全球共有 2250 万难民，其中 1720 万人受联合国难民署托管，且有 530 万
人已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登记。33 虽然从 2012 年起，难民的年增长速度已有
所放缓，但目前的难民总人数已达到历史最高记录。另外，有 280 万人正寻求国际保护并等待难民
身份认定结果，而这些人被统称为寻求庇护者。在 2016 年大约有 200 万庇护申请提交初审，德国
依然是接收申请最多的国家，接到超过 72 万份庇护申请，其后为美国（26.2 万份）和意大利（12.3
万份）。

据联合国难民署估计，截至 2016 年底十八岁以下的难民人数约占全球难民总人口的 51%。事
实上，据现有非总和的数据分析显示，2003 到 2016 年期间，难民总数中儿童的比例非常高，且
在 41% 到 51% 的比例之间波动。同一时期，妇女占难民总人口的比例相对稳定，保持在 47% 到
49% 之间。此外，与全球的发展动态相一致，越来越多的难民生活在城市，且在 2016 年底住在市
区的难民已占难民总数的 60%。34

2016 年，无人陪伴和失散的儿童在 70 个国家提交了约 7.5 万份单独庇护申请，比起申请数量

33　这部分的内容是基于联合国难民署 2016 年和 2017 年的资料。关于这些数据和趋势的解释和附加说明、深入分析及数据局限性请参考这
些资料。联合国难民署之前的全球趋势报告以及人口统计数据库（可从联合国难民署 n.d. 获取）也是重要的信息来源。

34　关于按年龄、性别和地点划分的评估的局限性，请参考联合国难民署 2016 年和 2017 年报告。

迁徙和移民：全球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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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外高的 2015 年（9.84 万份）有所下降，但仍比 2014 年通报的数字多了一倍多。35 与庇护申请
提交的全球总趋势相一致，德国收到的无人陪伴和失散儿童的申请占申请总数的一半多。

和其它年份一样，一些国家尚未解决和新出现的冲突事件对目前的难民数量和发展趋势影响最
大。2016 年底在联合国难民署托管下的难民中，有 1350 万人来自世界前十位难民输出国，占到
难民总数的 79%。这些国家包括叙利亚、阿富汗、南苏丹、索马里、苏丹、刚果、中非共和国、缅
甸、厄立特里亚和布隆迪。这些国家中有许多在至少五年中均为难民的主要输出国。

叙利亚冲突目前已造成 550 万名难民。阿富汗三十年的动荡和暴力使其成为第二大难民输出国，
难民总数达 250 万人。但因为部分难民从巴基斯坦回到阿富汗，这一数据相比 2015 年的数据（270
万人）略有下降。2016 年中期，南苏丹爆发的大规模暴力使其成为第三大难民来源国，到 2016
年底总共有超过 140 万名的难民。来自阿富汗、南苏丹和叙利亚的难民已占联合国难民署托管下难
民总数的 55%。图 6 显示了 2000 到 2015 年间选定国家难民数量的演变趋势。图 6 能清晰表明叙
利亚冲突对难民人数的影响。对叙利亚而言，转折发生在 2010 年。2010 年，叙利亚的难民和寻
求庇护人数不足 3 万人，而当时叙利亚作为第三大难民接收国，接收了 100.55 万来自伊拉克的难
民。36

图 6 截至 2016 年主要难民来源国迁出的难民数量（单位：百万人）

来源：联合国难民署，n.d.，2017 年 7 月 18 日发布。

注：线条表明五年的发展趋势，叉号代表单年数据。南苏丹在 2011 年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35　对于数据被低估的解释。请参见联合国难民署，2017。

36　联合国难民署，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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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土耳其连续第三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难民接收国，总共接收了 290 万名难民，其中
绝大多数来自叙利亚（约 280 万人）。考虑到叙利亚难民在全球难民人口中的重要比重，叙利亚的
另外两个邻国 - 约旦和黎巴嫩也位列难民接收国的前十。巴基斯坦和伊朗作为第二大难民来源国是
阿富汗难民的主要接收国，也处于难民接收国的前列。乌干达、埃塞俄比亚、德国、刚果（金）和
肯尼亚构成其余的主要难民接收国。难民主要去往自身国家的邻国区域。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
诸如喀麦隆、乍得、刚果（金）、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苏丹和乌干达等全球最不发达的国家接收
的难民人数达到全球难民总人数的 28%（490 万人）。只有当按难民人数占国家人口的比重进行排
列时，诸如瑞典（第五）和马耳他（第九）等高收入国家才进入前十的行列。图 7 显示了 2000 到
2015 年间主要难民接收国难民数量的变化趋势。

图 7. 截至 2016 年主要难民接收国接收的难民数量（单位：百万人）

来源：联合国难民署，n.d.，2017 年 7 月 18 日发布。

注：线条表明五年趋势，叉号代表单年数据。

联合国难民署的一个关键任务是为难民寻求永久的解决方案。在此背景下，联合国难民署统计
整理了三类传统解决方案的数据：自愿返乡、就地融合和重新安置。对于许多人，回家是首选。然
而出于各种原因，在任何给定年份仅有少数人可以达成这一愿望（如下列数据所示），而这一点也
造成了难民困境的延续。

2016 年间，超过 55 万难民回到了他们的来源国。这一数量是 2015 年数量的一倍多，比前几
年的人数也有大幅增长。大多数返乡的难民（38.4 万人）主要是从巴基斯坦回到阿富汗。由于长期
和新的冲突也是自愿返乡数量不高的原因，2011 到 2015 年间返乡的数量仅占过去二十年所有返
乡人数的 10%。

迁徙和移民：全球综述



33《世界移民报告 2018》

尽管难以计算有多少人有益于就地融合，联合国难民署估计，2016 年有 23 个国家报告当年至
少有一名难民获得了该国的公民身份（2015 年有 28 个国家），而这一年共有 2.3 万难民（获得不
同国家的公民身份）（2015 年有 3.2 万人）。其中，加拿大所占比重最高，2016 年有 1.63 万名
难民（2015 年有 2.59 万名）归化入籍加拿大，其后为法国，比利时和奥地利。

联合国难民署重新安置项目的参与国家从 2015 年的 33 个上升到 2016 年的 37 个。其中欧洲
和拉丁美洲国家施行了新的重新安置项目，或对新的重新安置项目作出了承诺。虽然（参与的国家
数目）有所增长，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等传统的重新安置国仍是世界难民安置的主力。2016 年，
近 19 万名难民在全球得以重新安置，这一数据比 2015 年（10.71 万人）增长了 77%。叙利亚、刚果、
伊拉克和索马里难民是主要的受益者。图 8 反映了 2000 到 2016 年间主要国家重新安置的难民人数。

图 8. 2000 到 2016 年间主要安置国家重新安置的难民数量（单位：千人）

来源：联合国难民署，n.d.，2017 年 6 月 23 日发布。

IOM 在重新安置项目中扮演的角色

IOM 通过重新安置项目为难民安排安全和有组织的出行，并帮助其他易受伤害的人获取其他人

道主义援助。在传统的难民重新安置和人道主义准入计划外，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地区对其它的准入

形式表示出兴趣或正执行其他的准入方式，如人道主义签证、个人赞助、奖学金和劳工流动体系。

IOM 协助重新安置的行动数据是指特定时期在 IOM 保护下从不同国家前往世界各地的难民及相关人

员的总数。

2015 和 2016 两年间，IOM 在 140 多个难民来源国帮助 43 个国家地区执行了重新安置和人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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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准入计划，并在阿富汗、埃塞俄比亚、伊拉克、约旦、肯尼亚、黎巴嫩、马来西亚、尼泊尔、泰国、

土耳其和坦桑尼亚开展了重要行动。2015 年，共有 12.6867 万名难民在 IOM 的保护下前往 30 个国

家获得重新安置，其中主要为叙利亚人、刚果人、伊拉克人、阿富汗人和索马里人。2016 年则有

20.4973 万名难民在 IOM 的帮助下在 39 个国家获得重新安置。每年得以重新安置的难民性别构成保

持稳定，其中有 51％是男性，有 49％为女性。从 2010 年到 2016 年，IOM 帮助重新安置的人数每年

以 103% 的比例增长。2010 年获得 IOM帮助的相关人员达 10万人，而在 2016 年数量接近 20.5 万人。

这很大部分缘于对叙利亚人的紧急安置以及通过特殊移民签证为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翻译人士提供的

准入。叙利亚人重新安置人数的增长始于 2015 年下半年，其中在加拿大、英国、美国以及德国和

瑞典等若干欧洲国家增长尤为明显。

基于合作协议，IOM 将为利益攸关方提供必要的信息并和包括联合国难民署、重新安置国和安

置机构等在内的主要合作方分享数据。通过密切合作，IOM 和联合国难民署定期对与重新安置相关

的数据，尤其是（前往安置国的难民人数）进行核实和校正。

关于 IOM 重新安置活动的更多信息，详见 www.iom.int/resettlement-assistance.

境内流离失所者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统计了两组关于境内流离失所问题的数据：给定时期的新增流离失所数
量，以及给定时间点的境内流离失所者存量。2016 年底，在 125 个国家共有新增境内流离失所（案
例）3110 万例。37 其中，突发的灾害是造成流离失所问题的重要原因，这一原因使得 118 个国家
的 242 万人无家可归。冲突和各种暴力事件是造成流离失所的另一原因，迫使 37 个国家共 690 万
人离开自己的家园。作为直接引发流离失所问题的两大原因，流离失所监测中心在最新的报告中重
申了区别对待冲突和灾难两大因素的复杂性，同时也强调了由于存在多种引发因素，呈现流离失所
问题的方式应当进一步改进。38

截至 2016 年底，冲突和各种暴力事件在全球共造成 4030 万例境内流离失所案例，相比 2015
年的4080万例（自1998年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开始监测该数字以来的最高记录），数量有所下降。
和难民数量的变化趋势一样（上一节已讨论），自 2000 年起，长期未被解决和新引发的冲突已使
由冲突和各种暴力事件引发的流离失所总人数翻了一倍，并在 2010 年后急剧上升。因灾难而流离
失所的全球总人数目前难以获得，但这一问题正被努力解决。现有的数据表明自 2008 年后的９年间，
灾难共造成 2.276 亿人无家可归。2015 年记录的样本案例数据也显示，持续 1 到 26 年的流离失
所正影响着数以万计的人。

37　这一部分的内容主要基于流离失所监测中心 2016 和 2017 的资料。关于这些数据和趋势的解释和附加说明、深入分析及数据局限性请参
考这些资料。IDMC 自 2016 年起开始发布单一整合的年度报告，该报告中包含关于冲突、暴力事件和灾难的数量。流离失所监测中心之前的
全球评估报告（可从 www.internal-displacement.org/global-report/ 获取）以及其全球国内流离失所数据库 ( 可从 IDMC,n.d.) 也是重要
的信息来源。

38　除冲突、各种暴力事件和突发灾害外，目前的全球数据未能体现迫使人们离开家园的其他原因，比如犯罪、发展项目和与水涝、环境恶
化相关的长期潜伏的危机。在《2016 全球国内流离失所报告》中，流离失所监测中心正努力收集由这些原因导致的流离失所的数据并说明了
数据收集的复杂性。

迁徙和移民：全球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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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3 年起，冲突和暴力平均每年导致新增流离失所案例 530 万例，相当于每天大约有 1.5
万名男性、女性和儿童被迫离开家园。392000 年到 2015 年期间，平均每年新增的案例数量更高，
年平均总量达 760 万例，或日均达２万例。2016 年新增境内流离失人数 690 万正好处于两个平均
值之间，反映出自 2003 年以来流离失所人数总体在不断上升。2015 年，也门是受流离失所问题
影响最深的国家（220 万例），其次是叙利亚（130 万例）和伊拉克（110 万例）。然而在 2016 年，
也门、叙利亚和伊拉克新增的流离失所人口数量大幅下降 40（2015 年三国新增流离失所的人口数占
全球新增流离失所总人数的一半多，达 880 万例），但同许多在 2015 年位于前列的国家一样，三
国的（新增流离失所人口数）仍位列（世界）前 10。刚果（金）作为流离失所问题频发的地区一
向被忽视，但 2016 年刚果（金）的流离失所总人数居世界首位（共有 92.2 万人无家可归），接着
是叙利亚（82.4 万人）和伊拉克（65.9 万人）。如果比较（各国各地区）新增流离失所人数占（该
国该地区）总人口的比重，叙利亚再次位列第一（每 10 万居民有 4.4 万人无家可归），接着是萨
尔瓦多（每 10 万居民中有 3600 人无家可归）和利比亚（每 10 万居民中有 2500 人无家可归）。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注意到，过去的十年中萨尔瓦多一直是暴力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然而由
犯罪和帮派暴力导致的境内流离失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被直观地发现。2016 年底，共有 56 个
国家和地区了接纳了 4330 万因暴力和冲突而无家可归者，但相比以往，位于前列国家的流离失所
人口数的变动很小。哥伦比亚（724.6 万人流离失所）和叙利亚（632.6 万人）远高于其它国家，
并一起构成了全球流离失所总人数的近三分之一。接着是苏丹（330 万人）、伊拉克（303.5 万人）、
刚果（金）（223 万人），然后是也门、尼日利亚、南苏丹、乌克兰和阿富汗。在全球 4030 万人中，
超过三千万无家可归者位于这 10 个国家。事实上，自 2003 年以来哥伦比亚、刚果（金）、伊拉克、
苏丹和南苏丹每年都排在前 10。

从 2008 年起，每年平均新增 2530 万因灾害而无家可归者。41 这比由冲突和暴力引起的流离失
所的平均人数要大得多，也反映了某些危险灾害对人群伤害的无差别性、无法预见和难以控制的性
质。当考虑到拥有无家可归者的国家数量时，这些特征尤为鲜明：有 118 个国家的人们因灾害而无
家可归，而只有 37 个国家因冲突和暴力而出现流离失所问题。2016 年（同往年一样），诸如洪水
和风暴等由气候和与天气相关的灾害引发的流离失所人口数占总流离失所总量（2420 万人）的大
部分（2350 万人，即 97％）。从 2009 年起，由地质险情引发的灾难平均每年致使 200 万人无家
可归，这也是导致全球流离失所的第二大原因。然而，2016 年的数量远低于平均值，仅记录了大
约 70 万例新增流离失所案例。其中中国（743.4 万例）、菲律宾（593 万例）和印度（240 万例）
2016 年流离失所人口的绝对数量最高。正如图 9 所示，和往年一样，2420 万例的数量虽然低于一
段时期内的平均值，但仍远高于由冲突和暴力造成的新增流离失所人口数。但是境内流离失所监测
中心观察到，在全球因灾害而无家可归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进行了相对安全和有序的短期撤离。

39　流离失所监测中心，2017。

40　流离失所监测中心分析了造成这些变化的可能原因，包括冲突局面的稳定、停火、对自由流动的限制以及数据统计方法的改变。

41　流离失所检测中心，2017。



36

图 9．新境内流离失所者（IDPs）（单位：百万人）

来源：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n.d.。( 登录时间：2017 年 6 月 23 日 )

IOM 的流离失所追踪线路网

IOM 的流离失所追踪线路网（DTM）系统追踪国内遭受冲突或自然灾害而形成的流离失所问题。

这一系统能够捕捉、处理和传播关于流离失所人口和移民移动，并显示该群体不断演进的需求。数

据以地图、信息图表、报告、互动网络可视化、原始和个性化定制数据等形式进行分享。

该系统能基于一个给定的情景，通过使用下列的工具方法收集关于人口、位置、条件、需求和

脆弱性的信息：

i. 在特定方位追踪人口流动和（获取）不同方面的需求以制定协助方案；

ii. 在来源地、过境处及目的地追踪迁移（“流动”）和总形势；

iii. 登记个人和家庭以挑选受益人、确定弱势方面并制定项目；

iv. 基于兴趣人群进行调查并收集具体信息。

2016 年，DTM 系统跟踪了 23 个国家超过 1450 万因冲突和自然灾害受困的人口。2015 年和

2016 年 IOM 的数据是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用于估计若干国家境内流离失所人数的参考。2015 年

10 月，DTM 系统建立了一个关于人口流入欧洲的信息门户，这一门户可从 http://migration.iom.int/
europe. 获得。该门户发布关于迁移趋势、过境通道及陷入困境和失踪移民的信息。

关于 IOM 的 DTM 系统，详见 www.globaldtm.info.

迁徙和移民：全球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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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缺口和挑战

正如本章表明的，在收集和分析移民数据上存在若干关键缺口和挑战。以下将对这些关键缺口
和挑战进行一个简单叙述。但是，基于大量文献已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度探讨，我们鼓励对这一问
题感兴趣的读者查阅相关书籍。42

目前我们对于国际移民的了解主要通过估算国际移民存量，或统计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生活在
出生国以外国家的人口数量。但是，由于无法按统一的关键特征划分数据等，存在于数据收集上的
局限性，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移民人口数据的获取和质量上存在很大差异。例如，作为计算移民人数
的重要数据来源，人口调查一般每十年左右才进行一次。这些人口调查往往仅记录迁入的移民而忽
略迁出的移民，且不记录年龄或移民年份。43 再比如，一些国家不记录居民出生国，而是只关注公
民身份。这种在国际和国家层面上缺乏对国际移民统一的概念和定义使得对国际移民人数的估算十
分困难。

关于移民流动的数据比移民人数数据更有限。尽管目前正努力从国家获得移民流动数据并改进
它们的可比性和统一度，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无法提供关于国际移民动态的数据。44 联合国经济和
社会事务部仅为 45 个国家整理了移民流动数据，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仅报告了一些成员国的
移民流动。然而，由于这两个数据库用来定义移民事件的时间长度以及对处于危险的人群的覆盖范
围可能有差别，这一点也会妨碍分析。同时，因为移民这一形式的私密性和流动性，45 关于非常规
移民流动的规模、模式和动态的数据更为不足。近期地中海区域移民流动的频繁促使一些人努力收
集了很多关于去往欧洲的移民的数据，但是在世界其它地区，对于移民数量、模式和特征的了解相
对较少。46

对劳务移民的全球规模和特点的了解主要基于国际劳工组织作出的估算。包括对短期劳移民估
算不足等一系列因素在内，对劳工移民的估算可能无法体现其真实规模。和全球移民人数一样，外
来务工人员人数及其各自的特点在统计、定义和方法上都很复杂。每年对全球侨汇的估算能够通过
世界银行获得，但同样，现有数据都有限制性说明并且有很大的局限性。

尽管在冲突、暴力和灾难背景下数据收集固有难度，若干组织，尤其是联合国难民署、境内流
离失所监测中心、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 IOM，将持续致力于扩大关于易受伤害人群（诸
如难民、寻求庇护者、国内无家可归者和人口贩卖受害者）全球数据的覆盖范围和可获得性。由于
事件紧急以及被统计人口的特点、脆弱性和“可见性”，常常会出现方法上、操作上和政治上的复
杂性。但缺乏与环境变化，包括气候变化相关的迁移量化数据，是一个关键缺口。这类迁移通常由
多种原因造成，因此数据收集也尤为困难。与灾难相关联的长期趋势，诸如流离失所的时长及其后
的迁移和轨迹等方面的证据也相当缺乏。这些缺口已经被认识，并已作出努力来克服这些问题。

42　详情请见 Perrin 和 Singleton, 2006; Raymer 和 Willekens, 2008; de Beer 等人，2010；Kraler 和 Reichel, 2011。

43　Willekens, 2016.

44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c; Vezzoli, Villares-Varela 和 de Haas, 2014; Lemaitre 等人，2007；Poulain, Perrin 和 Singleton, 
2006。

45　Kraler 和 Reichel, 2011。

46　McAullife 和 Mence,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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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近些年关于移民的资料和认识不可否认已大幅增长，对全球移民问题表现出的兴趣亦是如此。
某种程度上，由于受到移民（包括难民）的大规模迁移和对就移民问题进行国际合作的鼓舞，政府、
国际组织和其它行为体正不断努力在全球范围内就移民规模和特点建立一个更完善的事实储备。但
全球对移民问题的了解仍存在很大的缺口。如本章所示，现有的信息在很多方面是有限的、碎片化的，
且国家和地区间差别很大。收集和比较移民方面的具体数据有很大的复杂性。尽管如此，即便移民
的推动因素和模式在不断演化，但一定程度上，在创新已经纳入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47 与
技术变革的帮助下，通过创新和全球一致的努力，我们现在有足够的动力提升全球国际移民数据的
可获得性与质量。

基于目前的数据，这一章对迁徙和移民进行了全球综述。尽管在勾勒全球移民图景中存在各种
数据缺口和挑战，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得出几个高水平的结论。现有的数据能帮助我们理解当下的全
球移民动态和趋势并有助于进行明智的决策。数据本身也在讲述一个个移民故事。

虽然我们知道，世界上大多数人选择生活在他们出生的国家，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生活在其他国
家，尤其是他们所属区域内的其他国家。同时，许多人正移民去往遥远的高收入国家。国际移民构
成世界总人口中一个较小但在不断增长的部分。另一方面，关于非常规移民的全球数据目前仍难以
获得。

为了更好地了解常规移民流动的全球趋势，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创新和改进来使数据覆盖面扩展
至更多的国家（目前已掌握信息的国家有 45 个）。目前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全世界有很多人
在迁徙过程中死亡，尤其是那些依靠蛇头和人贩等隐蔽渠道进行的移民。这类信息相对较新，而信
息的质量和覆盖面也需要进一步改进。

工作是人们进行国际移民的主要原因，且外来务工人员组成了全球国际移民的绝大多数。大部
分人生活在高收入国家并从事服务业。男性外来务工人员多于女性，而男性移民参与劳动的比例也
比女性高。2000 到 2015 年之间，大多数位于前列的侨汇汇出国保持不变，同位于前列的侨汇汇
入国的情况相似。总的来说，侨汇的全球总流量在 2000 年到 2016 年间大幅增长。

最后，由冲突、各种暴力事件和其它因素引发的全球流离失所问题也创下了历史新高。难化解
的、未被解决的和持续发生的冲突和暴力事件导致全世界难民人数激增，而妇女儿童占了难民总人
数的大部分。虽然少量的国家继续为难民提供解决方案，总的来说目前的援助还不足以满足全球范
围的需求。与难民形成类似的因素已造成上百万的人无家可归，而与冲突和暴力相关的流离失所人
数自 2000 年以来几乎翻了一番。尽管如此，由突发灾害造成的新增流离失所案例仍比那些由冲突
和暴力导致的流离失所案例要多得多，且人们已认识到有必要更好地收集和积累相关的数据。同时，
我们和全社会也需要改进包括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内的与环境变化相关的数据。

47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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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和移民：地区维度和区域发展

引言

第二章全面总结了全球移民的数据和趋势，其中包括国际移民 ( 存量 )、国际迁徙（流量），
及包括外来务工人员、难民、寻求庇护者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在内的特殊移民人群的迁徙，以及移民
带来的侨汇。这一章通过结合地区差异和个别国家的案例从全球层面探讨了移民问题。而第三章则
将关注区域维度和地区发展，并从多样且相互补充的视角揭示世界不同地区的移民和他们的迁徙。

考虑到地理在历史上和当下都是影响迁徙的最基本因素之一，我们将首先从地理角度理解迁
徙。尽管交通和电信技术上的进步让许多人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正在不断缩小（具体可参见本报告
关于流动性、迁徙和跨国联通的章节），地理仍是影响迁徙和流离失所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许多人
通常选择迁徙至他们生活区域的附近地区，或是去往临近国家，或是易到达、他们熟悉且方便返
乡的地区。对于流离失所的人们，在远离国际或国内冲突、极端暴力、突发灾害等危机时，迅速获
得安全是最重要的。因此，人们倾向于搬迁到附近安全的地方，不管这些地方是在本国还是在境外。

本章力图从地理视角理解区域迁徙，从而帮助决策者、实践者和研究人员更好地了解国际移民。
本章的分析将采纳由联合国界定并被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和其它组织使用的六个区域：

●非洲
●亚洲
●欧洲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北美洲
●大洋洲

对于每个区域，分析包括：1. 基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和联合国难民署所统计的数据 1，
对关键的移民数据进行综述和简短讨论；2. 根据国际组织、研究者和分析人员大范围的数据、信
息和分析，对该区域迁徙的“重要特征和发展”进行简要描述。为了解释移民模式的多样性，本章
将从次区域的层面呈现六个区域各自的移民趋势和问题及“重要特征和最近发展”。例如，对于非洲，
这种串联式的呈现模式既分析了整个非洲的统计数据，同时也对北非、西非、中非、东非和南非
等次区域进行了总结。附录 A 提供了对区域和次区域的分类。这些次区域概述提供了关于离开、

1　具体请参见第二章附录 A 对“国际移民”等关键术语的定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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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及这些次区域内部的移民模式的信息 2。除此之外，本章也关注特定次区域的内部特征，比如
劳务移民、侨汇、非常规移民、移民偷运、流离失所（境内和国际）和融合。对这些次区域进行
概述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提供详尽信息，而是更多地揭示移民趋势、模式和问题。

正如前一章所强调的，我们现在掌握的数据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但目前仍存在重要的数
据缺口，且全世界关于移民的数据往往是碎片化且缺乏统一性，这一点时常妨碍我们的分析和政策、
项目和行动的制定。3 本章将充分利用现有的事实依据，其来源可参见脚注和参考文献部分。同时，
我们特鼓励读者查阅本章所引用的来源以对感兴趣的话题进行更深入地了解。

非洲 4

非洲区域迁入和迁出非洲的移民数量大致相当。如图 1 所示，2015 年有超过 1600 万非洲人
生活在出生国以外的非洲国家，另外也有 1600 万人生活在不同区域。生活在非洲的移民人数自
2000 年开始增长，在刚过去的五年内增长最为明显。需要注意的是，一些面积相对较小但数量众
多的非洲国家，对衡量该区域的国际移民有重要影响，而这一点也反映在统计数据上。其它如自由
迁移协议、可渗透的边界、移民和迁徙等方面将在“重要特征和发展”的部分进行讨论。

从图 1 可以看出，非洲地区国际移民的数量从 2000 年开始增长，但增长最显著的是从非洲迁
至非洲以外地区的国际移民数量。从 1990 年起，生活在非洲以外的非洲移民人数翻了一倍多，其
中去往欧洲的非洲移民人数增长最为显著。2015 年，所有生于非洲但生活在非洲以外的移民中，
有 900 万人生活在欧洲，400 万人生活在亚洲，200 万人生活在北美地区。

如图 1 所示，非洲国际移民最突出的一方面是出生在非洲以外并迁移至非洲的移民数量非常少。
虽然该数量已逐渐增长，但 2015 年大约仅有 230 万来自非洲以外地区的移民生活在非洲，其中大
多数来自亚洲和欧洲。

2　这些次区域的划分主要和移民动态相关，因而可能不同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划分的地区。附录 A 有具体信息。

3　本章已尽最大努力（包括进行数据认证）确保所使用数据的准确性。但我们很遗憾地表示数据上仍存在一些问题。详情请参阅对数据技术
性和解释性的说明，以及数据的局限性和附加说明。

4　关于非洲的地区构成请参见附录 A。

迁徙和移民：地区维度和区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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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90 到 2015 年间前往非洲，非洲区域内和离开非洲的移民数量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2015a。

注：“前往非洲的移民”指出生在其它区域（例如欧洲或亚洲）但居住在非洲的移民。“非洲以内的移民”指出生在该区域（也就是非洲） 
                 并生活在出生国以外非洲地区的移民。“离开非洲的移民”指出生在非洲但生活在非洲以外（例如欧洲或北美地区）的移民。

去往国外的移民数量最多的非洲国家大多位于非洲北部。图 2 左侧即体现了这一点，但图 2 中的
国家是按移民的总数量进行排列的（即迁入移民和迁出移民数量的总和）。2015 年，埃及拥有最多生
活在他国的人口，其后是摩洛哥、索马里、苏丹和阿尔及利亚。就迁入移民数量而言，南非是非洲最
重要的移民目的国，有大约 310 万国际移民生活在这个国家（大约占南非总人口的 6%）。此外，迁
入移民占总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还包括加蓬（16%），吉布提（13%），利比亚（12%），科特迪瓦
和冈比亚（都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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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5 年前 20 大非洲移民国家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注 1：用来计算迁入和迁出移民百分比的人口数量源自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的该国居民的总人数，其中包括出生在外国的人口。
注 2：“迁入移民”指出生在外国但生活在该国的移民。“迁出移民”指出出生在该国但在 2015 年生活在出生国以外地区的人。

非洲境内和从非洲出发有很多重要的移民通道，其中（很多通道的形成）和地理上的临近、历
史关联及流离失所等因素相关。从国家 A 到国家 B 的移民通道的规模是依据 2015 年来自国家 A 但
生活在国家 B 的移民人数来衡量。移民通道体现了一段时间内移民迁移活动的集聚区，并简单呈现
了在特定目的国家外国出生的人口是如何发展成为当地人口重要的一部分。如图 3 所示，一些涉及
非洲国家的最大的移民通道出现在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与突尼斯等北非国家同法国、西班牙和意大
利等国家之间。这部分也反映了后殖民时期遗留下的国家间联系。还有去往海湾国家的重要劳务移
民通道，例如，从埃及去往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的通道。重要的是，图 3 所示的主要移民通道中，
非洲洲内的通道数量仅超过半数，其中布基纳法索通往相邻的科特迪瓦之间的通道构成非洲的第二
大移民通道。“重要特征和发展”一部分将对选定的移民通道进行进一步分析。

迁徙和移民：地区维度和区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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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涉及非洲国家的前 20 条移民通道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注：移民通道体现了一段时间内移民活动的聚集区，简单呈现了在特定目的国家外国出生的人口是如何发展成为当地人口重要的一部分。

如图 4 所示，非洲地区内和源自非洲的流离失所是该区域的一个主要特征。非洲的大多数难民
和寻求庇护者被区域内的相邻国家接收。图 4 按接纳和来自该国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总数呈现了数
量排前十的非洲国家。2016 年，南苏丹的难民数量为非洲第一，世界第三。大多数南苏丹的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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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由于长期的冲突和近期的干旱，所产生的难民数量在非洲国家
中排在了第二位，其中大多数被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等相邻国家接收。其它拥有大量难民人口的国
家包括苏丹、刚果（金）、中非共和国和厄立特里亚。造成流离失所的主要原因包括冲突和暴力，
而这在某些情况下也加剧了粮食不安全的问题。这些国家中很多也接收了大量的难民。图 4 即表明
了若干国家既是大量难民的来源国也是难民接收国，具体国家包括南苏丹、苏丹和刚果（金）。

图 4. 2016 年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人数排前 10 的非洲国

来源：联合国难民署，n.d.a.。

注：“被接收”指来自其它国家但目前居住在接收国家（如图右侧所示）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位于他国”指来自一个国家但目前
        居住在原住国以外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第二章（见附录 A）对“难民”等关键术语进行了定义。排列前 10 位的国家是基于
        2016 年的数据计算所得，该计算统计了来自特定国家和在该国寻求庇护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总人数。

迁徙和移民：地区维度和区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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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地区移民的重要特征和发展
北非 5

●从北非移民至欧洲和海湾国家始终是该区域移民动态的重要特征，而这一特征已延续了数十
年。从北非移民至非洲以外国家的人数长期都远高于从该区域流向该区域其他地区和非洲其他国家
的移民数量。6 源自北非的移民分支主要有两条：基于地理上的临近、先前订立的劳动力招募协议和
后殖民时期（遗留下的）纽带，7 第一条是历史上来自西北非（例如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
的移民迁往欧洲，而第二条是来自东北非（例如埃及和苏丹）的移民前往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GCC）8

寻找临时工作。来源国和目的国之间巨大的收入差异以及北非的高失业率仍然是移民的重要动因。
截至 2015 年，大约 1060 万北非人生活在出生国以外（的地区），其中大约一半生活在欧洲，并
有 300 万人居住在海湾国家。9

●虽然北非是主要的移民过境地区，这些地区也接收了包括难民在内的大量国际移民。利比亚
拥有北非最大规模的国际移民，在 2015 年超过 77 万人。10 苏丹也有大量的外国出生人口，他们来
自南苏丹、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和乍得。埃及的国际移民数量从 2010 年的 29.5 万人增长至
2015 年的 49.1 万人，其中移民主要来自巴勒斯坦地区、叙利亚、索马里和苏丹。11 摩洛哥虽然传
统上属于移民输出国，但也日益成为移民目的国，接收了包括来自非洲其它地区的大量移民，他们
在滞留这一地区的同时寻找横渡（地中海）去往欧洲的方法。12

●区域内部及周围地区的冲突和暴力引发了北非的流离失所问题。截至 2016 年底，来自苏丹
的近 65 万难民中绝大多数被邻国乍得和南苏丹接收。13 苏丹也有大约 330 万境内流离失所者，因
此成为世界境内流离失所人数第三多的国家。14 同时，苏丹也是一个重要的难民接收国，接收了超
过 40 万难民，其中大多数来自南苏丹。15 阿尔及利亚截至 2016 年底也接收了 9 万难民，16 而埃及
接收了超过 20.1 万难民，其中主要来自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和其它非洲国家。17 到 2016 年底，
利比亚不稳定的安全和政治形势导致超过 30 万人无家可归，这也影响了居住在利比亚超过 3.8 万
多难民和寻求庇护者。18

●作为许多国家移民去往南方途中的过境枢纽，北非次区域在保护非常规迁往欧洲的移民方面
面临着重大挑战。2011 到 2016 年期间，大约 63 万人利用“地中海中部路线”抵达意大利。19 光

5　关于北非地区的构成请参见附录 A。

6　Flahaux 和 de Haas, 2016。

7　Natter, 2014。

8　海湾委员会国家是一个由六个国家组成的地区政治组织，其中包括：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曼、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

9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10　同上。

11　同上。

12　Reifeld, 2015.

13　联合国难民署，2017a。

14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 , 2017a。

15　联合国难民署，2017a。

16　同上。

17　联合国难民署，n.d.a.。

18　联合国难民署，2017a。

19　欧盟委员会，20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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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6 年就有发现有超过 18.1 万人沿地中海中部路线（这一线路是 2016 年从非洲非常规的迁往
欧洲的主要路线）迁徙，其中大多数抵达意大利。20 绝大多数人是从利比亚出发（几乎占偷渡总人
数的 90％），其它出发国也包括埃及、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212016 年抵达意大利的人中，大多
数来自西非和东非（尼日利亚、厄立特里亚、几内亚、科特迪瓦、冈比亚、塞内加尔、马里和索马
里），其中超过半数申请了庇护。22 2016 年抵达意大利的 18 万移民中，13％（约 2.4 万人）为妇
女，15％（2.8 万人）为儿童，但绝大多数儿童（占儿童人数的 91％）无人陪伴。相比之前，儿童
包括无人陪伴的儿童的比例有所增加。23 其他人则沿着所谓的“地中海西部”路线从摩洛哥和阿尔
及利亚前往西班牙。这些移民通道正面临侵犯人权、保护不当等多方面的挑战，包括在海上、沙漠
中和其它过境地点发生的死亡事件、失踪移民、剥削、身体和精神虐待、贩卖、偷渡、性暴力和基
于性别的暴力事件、随意逮捕、被迫劳动、要求赎金和恐吓以及其他的人权侵犯行为。24 包括难民
在内的一些移民也因此被困在北非这些国家。25

西非和中非 26

●西非和中非最显著的区域内移民表现为受多种原因驱动的混合迁徙流。虽然关于非洲内部移
民流动的数据缺口较大，且精确的数字难以被确认，但近期的估算反映出西非和中非绝大多数国际
移民在区域内部进行迁移 27。若干因素导致西非区域内移民的人数众多，其中包括西非国家经济共
同体成员国之间的免签证迁移、该区域许多国家规模相对较小且散布在该区域的许多民族间联系紧
密。28 重要的是，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内部的区域内移民大多缘于劳动力的流动，例如很多季节性的、
临时的和永久的迁徙工作者从尼日尔和马里等国家迁至加纳和科特迪瓦等海岸国家。29 经济因素是
影响西非区域内移民的重要原因，但在中非，冲突和不稳定则在引发流离失所并驱使人口向邻国迁
移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30 但中非同样存在大量迁徙工作者，例如加蓬接收了大量来自中非的从
事石油和伐木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31

●尽管存在自由迁移协议，非常规移民在西非和中非仍非常普遍。对于许多试图横渡地中海去
往欧洲的西非和中非移民，尼日尔是重要的过境国家和主要的偷运中心。32 尤其当人们缺少护照或
旅行证书等文件时，33 即使是在西非经济共同体这样的自由迁移区域内，依靠偷运过境仍很常见。
然而，有必要强调的一点是绝大多数在路上被偷运的西非人在旅程之初是自由迁移协议下的合法移

20　欧盟委员会，2017b。

21　同上。

22　同上。

23　同上；同时也可参见 IOM，2016d。

24　具体请参见如国际移民组织失踪移民项目；混合迁徙中心，2015。

25　Altai 咨询和国际移民组织，2015a。

26　关于西非和中非的构成请参见附录 A。

27　Adepoju, 2016.

28　F lahaux 和 de Haas, 2016。

29　Devillard, Bacchi 和 Noack, 2016。

30　国际移民组织，n.d.d.。

31　同上。

32　Altai 咨询和国际移民组织，2015b。

3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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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只有在他们离开西非经济共同体区域后才成为非常规移民。34 此外，西非的很多边界漏洞极多，
因而更容易进行未经国家间授权的迁移；且西非经济共同体的几段边界位于经济动荡和人口稀少的
区域，这也加剧了这一地区的不安全。35

●由政治动乱、社会群体和民族关系紧张及博科圣地极端主义带来的冲突和暴力，使西非和中
非大多数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境内或跨境流离失所问题的影响（尽管影响差异很大）。和非洲内
部其他区域一样，西非和中非国家在接收和产生流离失所人口方面有很长的历史，且两者时常同时
发生。例如，2016 年底，全球有接近 54 万来自刚果（金）的难民，而该国接收的来自其它国家
的难民人数也超过 45 万人。这一数量尚不包括刚果境内约 220 万境内流离失所者。362016 年有相
似动态的该区域的其他国家还包括中非共和国、尼日利亚、喀麦隆、乍得、马里和尼日尔。37 基于
2016 年刚果流离失所的规模，在以下国家排名中刚果（金）均位列世界前十：ａ）难民接收国（第
九）；b）难民来源国（第六）；ｃ）缘于冲突和暴力的新增境内流离失所人数（第一）；ｄ）新
增境内流离失所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第八）；ｅ）境内流离失所总人数（第五）。38 境内流离失
所监测中心把这一情况称为“被忽视的流离失所危机”，而联合国难民署注意到，刚果（金）的社
会经济环境（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考量刚果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连同该区域的不安全隐患和
对进入该区域的限制使对这一地区进行保护和援助非常困难。39

●西非和中非的环境变化正影响人们的生活和流动。例如，萨赫勒地带 40 的降水虽然在慢慢增加，
但降水的不规律和雨量变化差异大导致了干旱和洪水频发。41 同时，人口快速增长导致密集收割、
森林采伐和过度放牧，加速了土地退化。42 尽管该区域农业规模有所增长，数百万人仍面临粮食不
安全的风险。43 例如，截至 2016 年 6 月，乍得湖流域 460 万人遭遇粮食危机，而预计 2017 年这
一数量还会上涨。44 西非和中非数百万人依靠乍得湖生活，然而由于日益严重的干旱以及日增的灌
溉取水等人为原因，45 过去 40 年乍得湖面积已经缩小了 90％。旱涝、资源过度利用和气候变化等
复杂而相互联系的环境变化，是该区域国家内和国家间城乡和周期性人口流动的重要原因。由于农
业收成不定等问题，46 移民是西萨赫勒地区用来发展生计和减少危险的一个策略。同时，气候变化
对自然资源导向型生活和粮食危机都有影响。研究也揭示了这些影响与紧张、冲突和人口流动之间
的相互关系。47

34　Carling, 2016.

35　同上。

36　联合国难民署，2017a; 境内流离失所检测中心 , 2017。

37　同上。

38　同上。

39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2017；联合国难民署，n.d.b. 更多的关于国内流离失所问题可参见国际移民组织流离失所追踪模型（IOM,n.d.c）。
针对喀麦隆和马里的信息，可在 www.globaldtm.info. 查阅。

40　萨赫勒地带是一个半干旱的热带萨瓦娜生态区，包括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尼日利亚、乍得和苏丹等众
多西非和中非国家。

41　Hummel, Doevenspeck 和 Simimi, 2012。

42　同上。

43　联合国环境署，2011。

44　联合国粮农组织，2016；联合国粮农组织，n.d.。

45　Gao 等人，2011。

46　Hummel 和 Liehr, 2015。

47　联合国环境署，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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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非和非洲南部 48

●对于东非和非洲南部的几个国家，移民的迁入和迁出、被迫流离失所以及来自非洲大陆之外
的移民构成了该地区主要的迁移活动。东非和非洲南部长期以来一直是非非洲裔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大量亚裔移民来此短期工作或永久定居。历史上，乌干达、肯尼亚和南非有大批来自印度的移民，49

但最近几年去往这些国家的中国务工人员明显增多。50 非洲南部也形成了稳定的区域内劳务移民，
其中大部分来自马拉维、莱索托、津巴布韦和斯威士兰等国家。这些工人一般从事关键行业，例如
在南非和博兹瓦纳采矿。51 作为非洲的发达经济体和具有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使南非在近几年吸引
了大量非洲南部地区内外的移民、寻求庇护者和难民。南非的国际移民数量从 2010 年的 190 万人
上升到 2015 年的 310 万人。52 同时，由于贫困、低工资和高失业率，53 东非流失了大量劳动力。
最为明显的即是近期以短期工作合同形式迁往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低技能和半熟练东非工人大幅
增加。海湾国家临近东非，这些国家提供的就业机会以及阿联酋、肯尼亚、54 沙特阿拉伯与埃塞俄
比亚 55 等国签订的劳务协议，都意味着去往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劳务移民可能会持续增加。

●东非和非洲南部移民中仍有大量非常规移民，并表现为由社会经济因素、冲突和政治不稳定
等多重原因导致的混合迁徙流。除社会经济因素外，冲突和政治不稳定仍是东非非常规移民的重要
原因。随着人们越来越多依靠蛇头前往目的地，移民偷渡在这两个区域尤为突出。许多偷渡网络都
以非洲之角为基地，而属于东非共同体的乌干达、坦桑尼亚等国为主要的过境国家。56 中东、欧洲
和南非是来自东非的移民的三个主要目的地。偷渡路线主要有四条，包括通过苏丹进入利比亚并横
渡地中海的西路，通过埃及去往以色列的北路，沿东部通道去往南非的南路以及经也门去往沙特阿
拉伯及更远地区的东路。57 和东非相似，非常规移民在非洲南部也很普遍。这些非常规移民部分来
是自其他地区，但也包括来自津巴布韦等区域内国家的移民。以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两国为代表的
来自非洲之角的移民尤为众多。这些移民频繁依靠蛇头进行偷渡，58 但他们极易遭受很多危险，其
中包括敲诈、身体和性暴力、绑架和抢劫，而其中很多人也因在非人的运输条件下死亡。59

●持续的冲突、政治和族群暴力以及和平进程受挫使上百万东非人流离失所并且影响了该区域
绝大多数国家。例如，在 2016 年底，南苏丹已有超过 140 万难民（其中大多数为儿童）和超过
180 万境内流离失所者。60 索马里有超过 100 万难民和超过 110 万境内流离失所者，而布隆迪、厄
立特里亚、卢旺达和埃塞俄比亚也有大批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61 南苏丹和索马里流离失所的规

48　关于东非和非洲南部的构成请参见附录 A。

49　Flahaux 和 de Haas, 2016。

50　Cook 等人，2016。

51　Nshimbi 和 Fioramonti, 2013。

52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6。

53　Manji, 2017.

54　同上。

55　GCAO, 2017.

56　Majidi 和 Oucho, 2016。

57　丹麦难民委员会和 RMMS，2017。

58　Frouws 和 Horwood, 2017。

59　Schiwikowski, 2016.

60　联合国难民署，2017a；境内流离失所检测中心，2017。

6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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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均属于世界前列。62 索马里内战迫使大量人口迁往区域内其它国家或向东迁往也门等国家。63 但也
门越演越烈的冲突使生活状况极具恶化，并迫使大批移民回到东非，给东非带来新的寻求庇护者和
难民，其中即包括非非洲裔的也门人。64 与此同时，乌干达、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等国
是主要的难民接收国，接收了大量东非内部的难民。南苏丹也是重要的难民接收国，尽管南苏丹的
冲突也造成了大规模流离失所。65 由于引发流离失所并阻碍这一问题解决的原因复杂且多样，这些
难民接收国尽管是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但不得不超出自身实力范围为世界上众多流离失所者提供
长期避难所。66

●东非和非洲南部气候变化和灾害愈发频繁普遍，并对人口迁移和流离失所造成影响。该地区
在近几十年内降水量极不稳定干旱频发。67 鉴于农业是东非和非洲南部的经济支柱，68 缓慢发作的环
境变化对粮食安全有重大影响。最近，由 2015 和 2016 年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干旱已引起大面积
粮食短缺和饥荒，69 这场人道主义危机（外加其他非环境因素）已导致多国人口流离失所。70 而诸如
2016 年洪水等突发灾害也使约 30 万埃塞俄比亚人、4 万肯尼亚人和 7 万索马里人无家可归，而在
坦桑尼亚和马达加斯加流离失所的人数更是多得多。71

亚洲 72

作为 44 亿人口的家园，源自亚洲的国际移民构成世界国际移民总人数的 40％。其中超过一半
的移民（5900 万人）居住在亚洲以外的国家。如图 5 中间一栏所示，从 1990 年的 3500 万人开始，
亚洲的区域内移民在过去一段时间大幅增长。生于亚洲但移民至北美洲和欧洲的人口也有很大增长
（2015 年北美洲 1550 万人，欧洲 2000 万人）。前往欧美的亚洲移民数量的大幅增加使得离开亚
洲的移民数量有显著提高，并在 2015 年达到 4000 万人。

62　联合国难民署，2017a。

63　同上。

64　丹麦难民委员会和 RMMS，2017。

65　联合国难民署，2017a。

66　国际移民组织，n.d.c.。

67　气候和发展知识网络，2014a。

68　Tierney, Ummenhofer 和 deMenocal, 2015; 美国国际开发署，n.d.。

69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事处，n.d.a；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事处，n.d.b.。

70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2017。

71　同上。

72　对亚洲的构成请详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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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990-2015 年间前往亚洲、亚洲区域内和离开亚洲的移民人数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注：“前往亚洲的移民”指出生在亚洲以外区域（如欧洲或非洲）但生活在该区域（即亚洲）的移民。“亚洲境内移民”指出生在该区 
                 域（即亚洲）并居住在他们出生国以外亚洲地区的人。“离开亚洲的移民”指出生在亚洲并住在亚洲以外地区（如欧洲或北美）的人。

生活在亚洲的非亚洲出生的移民数量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其中，欧洲人在这部分移民中所占比
例最高。这些数据包含来自前苏联欧洲部分但目前生活在中亚的移民。同一时期，作为另一大亚洲
移民群体——非洲移民人数有所增长。

作为亚洲两个人口大国，印度和中国拥有最多生活在国外的移民（图 6）。但两国的移民人数
仅占印度和中国总人口很小的一部分。来自中国的移民数量是继来自印度、墨西哥和俄罗斯的移民
数量之后，世界第四大出生于居住国以外地区的移民群体。有超过 200 万出生在中国的移民生活在
美国，而美国也居住着大量来自印度、菲律宾和越南的亚洲移民群体。其它有大量移民生活在它国
的国家包括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其中很多移民在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居住。

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移民在国家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很高（图 6）。例如，2015 年阿联酋人

迁徙和移民：地区维度和区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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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中 88% 为移民，科威特 74% 的人口为移民，卡塔尔 76% 的人口为移民，而巴林的移民也占总
人口的 51%。73 许多移民来自非洲、南亚（如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尼泊尔）及东南亚（如
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重要特征和发展”一部分将进一步讨论包括去往海湾国家在内的外来务
工人员问题。

此外，关于一国的国外出生移民数据部分也反映了重大的历史事件，例如 1947 年印度和巴基
斯坦的分裂导致两国大规模的人口颠沛流离。这一情况可以从 2015 年的数据中直观地反映出。根
据该数据，2015 年分别有超过 520 万和 360 万的国外出生移民住在这两个国家。

图 6. 2015 年移民人数位列前 20 的亚洲国家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注 1：用于计算迁入和迁出移民数量占总人口比重的人口数据是基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关于一国总人口的统计，其中包含出生在 
                   外国的人口数量。

注 2：“迁入移民”指出生在居住国以外地区的移民。“迁出移民”指 2015 年生活在出生国以外地区的移民。

73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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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显示了涉及亚洲国家的前 20 条移民通道，其中 13 条通道位于亚洲境内。它们代表了过去
一段时期内累积的迁移活动并简要展示了在特定国家迁徙模式是如何使移民发展成为该国人口重要
的一部分。其中规模最大的移民通道是从印度通往阿联酋，2015 年有 350 万印度人生活在阿联酋。
之后的“重要特征和发展”部分将对特定移民通道作进一步讨论。

图 7. 涉及亚洲国家的前 20 条移民通道

0 1 2 3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部，2015a。

注：移民通道代表了不断累积的移民活动并简单展现了迁徙方式如何使移民在特定国家发展成国家人口重要的一部分。

迁徙和移民：地区维度和区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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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8 所示，亚洲境内和源自亚洲的国际流离失所问题是该地区的一个主要特征。来自叙利亚
和阿富汗的难民在 2016 年底在世界难民中所占比重已超过三分之一。图 8 清晰反映了叙利亚冲突
对流离失所问题的影响。同来自叙利亚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人数相比，来自阿富汗的难民人数不足
为奇。在叙利亚冲突深化以前，阿富汗曾是该区域难民数量最多的国家。2016 年，来自亚洲国家
的绝大多数难民生活在相邻国家。例如，来自叙利亚的难民主要被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接纳，而
来自阿富汗的难民主要居住在巴基斯坦和伊朗。但如图 8 所示，值得关注的是巴基斯坦、伊朗和伊
拉克等难民来源国自身也接收了大批难民。

图 8. 2016 年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总人数排列前 10 的亚洲国家

来源：联合国难民署，n.d.a.。

注：“被接收”指来自其它国家但住在接收国（图右侧）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在国外”指来自该国但住在原住国以外的难民和寻求 
                 庇护者。第二章（附录 A）对“难民”等重要概念进行了定义。排列前 10 的国家是基于 2016 年的数据，并通过计算目前在这些 
                   国家生活和来自这些国家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总人数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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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地区移民的重要特征和发展
东亚 74

●东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人口变化，若干国家的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使移民政策重新被纳入考虑
范围。日本等国正经历人口负增长，而韩国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也属于出生率最低、人口老
龄化最快的国家。75 随着处于工作年龄的人口比例降低，面对日益增长的医疗成本和低生产力水平，76

人口变化预计将对社会政策和长期的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这些现实局面正促使决策者们重新评估
历史上用于限制移民的方式。这些方式部分和一些国家高度的文化同质化相关，部分是和一些国家移
民政策上经验有限有关，也有部分则是因为许多国家对移民并不很欢迎。77 但目前韩国和日本都在不断
鼓励短期外国劳务移民。截至 2015 年底，已有超过 50 万名外国工作者在就业许可体系下在韩国工作。78

东亚地区学生的迁入和迁出愈发显著。来自东亚的国际学生人数近年内迅速增长，大学层次的国际学
生数量增长尤为明显，而该区域的外国学生人数也在持续增长。为追求更高品质的教育，大量来自东
亚的国际学生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地学习。2015/2016 学年，来自中国、韩国和日本的国际学生
数量均位列美国前十，其中仅中国留学生就有超过 30 万人。792014 年，全球所有在国外学习的学生
中每六个就有一名中国学生。80 但东亚不仅是国际学生的主要来源地，也在逐渐成为外国学生的重要目
的地，其中很多人就来自此区域。例如，越来越多的韩国学生选择在中国学习，2015 年在中国的国际
学生中韩国学生数量最多。81 此外，日本计划在 2020 年前吸引大约 30 万国际学生去日本学习。82

●以中国为代表的大量劳务移民的迁出意味着这一区域是世界上接收侨汇数量最多的区域之一。
2015 年，出生在中国的国际移民构成世界第四大国际移民人口，有接近 1000 万中国移民在中国以外
的地区生活。832016 年全球侨汇流总约达 5750 亿美元，其中中国便收到了 610 亿美元。这是继印度
之后全世界第二大侨汇份额。84

●虽然本章主要关注国际移民，但境内移民仍是东亚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其中包括规模前所未有
的人口从农村迁往城市。这一点在中国最为显著。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引发了历史上最大
规模的人口迁移。85 受就业机会和更高收入的驱使，86 成千上百万待业农民离开农村进城谋生。绝大多
数从中国西部省份搬迁至东部省份。中国西部和东部之间的社会经济动态是重要的驱动因素，西部人
口增长率高，劳动力过剩、收入低，而东部大都市地区劳动力缺乏，且拥有更高的收入和教育水平。87

74　关于东亚的构成请参见附录 A。

75　Moon, 2015.

76　世界银行，2015。

77　Staedicke, Batalova 和 Zong, 2016。

78　Park, 2017.

79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2016。

80　ICEF Monitor，2015a.

8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5。

82　ICEF Monitor, 2015b.

83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84　世界银行，2017。

85　“户口”是一套家庭登记体系用以记录和控制国内迁徙（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1）。

86　Hu, 2012.

87　Hug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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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 88

●从南亚去往其它区域是南亚地区移民的一个重要特征。大量在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工作的短
期劳务移民即来自该区域。从 1970 年代起，石油丰富的海湾国家一直是大量来自南亚的短期劳务
移民的主要目的地。虽然一开始去往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工作者主要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但此
后外来务工人员的来源逐渐多样化，吸引了来自斯里兰卡、尼泊尔和孟加拉国的工作者。89 目前南
亚人在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构成了最大规模的劳务移民队伍。90 获得更高工资和更多就业机会的希
望使近些年离开这一区域的人数显著增长。91 对于该区域劳动力明显过剩的国家，移民能够减轻就
业压力，并通过侨汇缓解了贫困问题。事实上，南亚是世界上接收侨汇数目最大的地区之一。2016
年，汇入印度的侨汇总数达 627 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而在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等国
家收到的侨汇数额超过了同年 GDP 的 5%。92

●受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差异的影响，93 区域内移民也是南亚的一大主要特征。发生在该区域的常
规和非常规区域内迁移和国家间历史、地理上的相近、文化和亲缘纽带都有密切关系。942015 年，
南亚地区 1410 万国际移民中有超过 85% 的移民来自该区域的其它国家。95 该地区的移民通道主要
包括孟加拉国 - 印度、阿富汗 - 巴基斯坦、印度 - 巴基斯坦和尼泊尔 - 巴基斯坦。例如，有数百万
孟加拉和尼泊尔移民在印度工作，并主要从事建筑和家政等非正式行业。96 南亚国家的境内移民也
比较广泛，规模比国际移民要大，其中主要包括短期和季节性的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97 南亚的城
乡迁移是大规模的。在 2001 到 2011 年间，南亚的城市人口增加了 1.3 亿人，并预计在接下来的
15 年中城市人口会继续增长约 2.5 亿人。98

●在松散的偷运网络协助下，南亚区域内部和源自该区域的非常规移民在此区域较为普遍。部
分由于该区域边界的相对易渗透性，此区域非常规移民的确切人数尚未得知。但据估计该区域存在
大量非常规移民。99 例如，印度接纳了大量来自孟加拉国、尼泊尔以及规模相对小一些的斯里兰卡
非常规移民。100 此外，澳大利亚、欧洲和美国也是来自该区域的非常规移民偏爱的目的地。101 去往
欧洲的偷渡路线或通过中亚和俄罗斯，或通过中东进入西巴尔干地区。其他非常规移民偷渡至马来
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寻找工作，或借这些国家去往澳大利亚。102 目前已有大量记录表明南亚移
民遭受蛇头的剥削和虐待，其中包括强奸、其它形式的虐待以及被迫挨饿。103

88　关于南亚的构成请参见附录 A。

89　Oommen, 2015.

90　同上。

91　Doherty 等人，2014。

92　世界银行，2017。

93　Srivastava 和 Pandey, 2017。

94　同上。

95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96　Srivastava 和 Pandey, 2017。

97　同上。

98　Ellis 和 Roberts, 2016。

99　Srivastava 和 Pandey, 2017。

100　Jayasuriya 和 Sunam, 2016。

101　同上。

102　同上。

10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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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冲突、政治不稳定、暴力和压迫造成南亚大规模的流离失所并使南亚成为接收流离失
所人口的主要地区。在刚过去的这段时期，该区域每个国家（除马尔代夫外）皆是流离失所人口的
输出国或接收国。最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十多年间，有大量阿富汗人无家可归，并被迫跨越边界前往
邻国或更远的地区。至 2016 年底，阿富汗有难民 250 万人，难民数量为全世界第二，并有超过
150 万国内无家可归者，数量在世界排第十。实际上，每 10 个阿富汗人中就有超过 1 个无家可归
者。104 巴基斯坦和伊朗两个相邻国家接收了绝大多数阿富汗难民，并因此跻身世界难民接收国的前
列。105 巴基斯坦，因其边境的易渗透性和在民族、语言、宗教和经济上与阿富汗紧密的联系，数十
年来一直是主要的难民接收国，在 2016 年底在巴基斯坦的难民有将近 140 万都是阿富汗人。1062016
年，从巴基斯坦返乡的人数也创下 12 年新高，其中超过 38 万阿富汗难民从巴基斯坦返乡。107 返乡
人士列举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影响他们返乡决定的因素，包括当局的骚扰和压力、对逮捕和驱逐的
恐惧、经济困难、对阿富汗生活改善的主观感受，返乡援助计划以及和家人团聚的愿望。108 返乡人
士也在重新融入方面面临一系列挑战，包括获得土地和住房、就业和生计、食物和医疗，以及人身
不安全。1092016 年底，伊朗接纳了接近一百万难民，从而成为世界第四大难民接收国。同时印度
和孟加拉国也继续接纳了大量国内流离失所人口。110

●南亚人口极易受突发和潜在缓发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等灾难的伤害。基础设施不足、高度依
赖土地资源和易受伤害地区人口高度密集都可能在灾难发生时引发流离失所问题。1112016 年，南
亚境内新增流离失所案例 36 万例，且当年印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均跻身世界十大因灾害导致
流离失所的国家。112 诸如2017年5月的莫拉台风等灾难使孟加拉国数十万人流离失所。113 在尼泊尔，
2015 年廓尔喀和乌达亚布尔地震也导致境内大量人口无家可归，114 而 2017 年 5 月斯里兰卡严重的
洪水也使约 50 万人流离失所。115 迁徙和流动是应对南亚环境变化事件尤为重要的策略，这些环境
事件包括海平面上升、海岸侵蚀、洪水和地下水枯竭等。这些问题在南亚地区都相当严重。116

东南亚 117

●许多东南亚国家存在大量的迁出移民、迁入移民及过境移民。该区域内较大的收入差别是促
发人们从低收入国家移民至向该区域内外高收入国家的主要因素。该区域内有国际移民将近一千万
人，而来自该区域的移民有超过两千万人，这其中有 690 万人（从一个东南亚国家）移民到东南亚

104　联合国难民署，2017a; 境内流离失所检测中心 , 2017。

105　联合国难民署，2017a。

106　同上。

107　联合国难民署，2017a; 联合国难民署，2017b。

108　联合国难民署，2017b；也可见国际移民组织，2017b。国际移民组织，2017b; 联合国难民署，2017b。

109　国际移民组织，2017b; 联合国难民署，2017b。

110　联合国难民署，2017a;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 , 2017。更多关于境内流离失所的信息，尤其针对阿富汗、印度、伊朗、巴基斯坦和斯
里兰卡等国家，也可见国际移民组织流离失所追踪模型。

111　国际移民组织，2016 a。

112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2017。

113　Solomon, 2017.

114　国际移民组织，2016a。

115　国际移民组织，2017a。

116　气候和发展知识网络，2014b。也可参见 Ionesco, Mokhnacheva 和 Gemenne, 2017。

117　关于东南亚的组成请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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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国家。118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凭借经济优势是著名的移民目的地。地理因素在此区域的迁徙中也
扮演了重要角色。接壤的国家之间迁徙更为频繁，尤其是在泰国与柬埔寨、老挝、缅甸等毗邻边界
迁徙。119 区域内的长期移民通道较为鲜明，并主要由短期劳务移民构成，但另外也有数量相对少一
些的永久（技能的和家庭的）移民、学生迁徙和被迫迁徙。120

●东南亚地区的迁徙中有大量非常规移民，其中主要和短期劳务移民相关，但也涉及保护问题
和环境变化。121 未经许可入境和非常规移民的普遍和若干因素相关，包括劳动力市场的调节、工业
／行业对非常规移民的依赖、人口贩卖和移民偷运等。122 事实上，移民偷渡被认为是东南亚一个普
遍现象，而该地区的国家也尤其注重通过双边合作和多边机制来打击移民偷运现象。目前该地区国
家可利用的多边机制包括东盟、“巴厘进程—亚太地区应对偷渡、贩运人口及相关跨国犯罪问题”
等。许多移民也依靠蛇头的偷运服务从此区域过境。123 该地区既有混合迁徙流（即包括需要和不需
要国际保护两类移民群体）也有出于不同目的的移民流动。许多移民因非常规移民身份而面临被剥
削的危险。而从事很多特殊行业的外来务工人员也面临强迫劳动、剥削和严重虐待等问题（例如捕鱼、
农业、建筑和制造业）。124

●近些年（东南亚地区）并未因国内或跨境冲突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但该地区长期存在与系
统性的迫害和边缘化相关的断断续续的移民流动。2016 年马来西亚是该地区接收难民数量最多的
国家（9.2 万人），而缅甸是该地区最大的难民来源国，而且类难民状态人口最多，2016 年二者数
量刚超过 49 万人。125 但是基于出生在居住国以外国家的人口数据（见亚洲地区总数中的图 7），
该区域内部最大的移民通道是从缅甸到泰国。这既与缘于冲突和暴力的流离失所相关也同为获得收
入、家人团聚和其它原因进行的跨境移民有关。目前主要是“传统的”安置国家（例如美国，加拿
大和澳大利亚）对来自该区域的难民进行重新安置，而区域内“保护性基础设施”很少。126 区域内
也有大批国内流离失所人口和无国籍人口。该区域的六个国家接纳了这些无国籍的人口（其中接收
数量最多的是缅甸）。127

● 2015 年初，在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域东南亚经历了一场与移民相关的人道主义危机，其中
大约有 7000 移民在海上陷入困境。128 移民被困在蛇头丢弃的船上长达数个星期，并造成数百人死
亡。129 随着人道主义危机的蔓延，该区域内一批国家开展了一系列双边和多边会议以迅速应对这些
危机，策略包括营救、救济和为需要的人提供短期避难住处。接下来的会议将聚焦更长期的应对举措，
诸如保护海上人员、防止非常规移民和偷运、处理迁徙的根源并为有流离失所风险和可能成为非常
规移民的人提供谋生的机会。130

118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119　Hugo, 2014; Hatsukano, 2015.

120　同上。

121　Hickey, Narendra 和 Rainwater, 2013。

122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5；Djafar 和 Hassan, 2012。

123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5。

124　Gois, 2015.

125　联合国难民署，n.d.a.。

126　McAuliffe, 2016; “保护性基础设施”包括针对保护的国内法律、国家政策以及行政举措；见 Sitarpoulos, 2000。

127　Southwick, 2015; 联合国难民署，n.d.a.。

128　国际移民组织，2015a; 泰国皇家政府，2015。

129　国际移民组织失踪移民项目，http://missingmigrants.iom.int/latest-global-figures。

130　McAullif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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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 131

●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短期劳务移民。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依
靠石油财富实现了经济上的巨大飞跃，并吸引了大量熟练和半熟练的工人前去从事各部门的工作，
其中包括建筑、零售和家政服务。去往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劳务移民的增长对目的国人口变化产
生了重要影响。现在，除阿曼和沙特阿拉伯外，移民已成为其他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人口的主体，
如在阿联酋移民已占总人口的 88％，在卡塔尔移民占 76％，而在科威特移民占 74％。132 海湾合作
委员会国家的劳务移民主要来自亚洲，包括印度、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以及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
洲等地区。由于海湾国家能为劳务移民提供更高的工资和更多的就业机会，原住国和目的国之间的
收入差异是移民的主要原因。133 尽管已取得一些进步，该地区对移民权利的规范和保护仍不尽如人
意。若干海湾国家委员会国家已实行的将外来务工人员和其雇主捆绑在一起的卡法拉赞助系统（The 
Kafala sponsorship system）134 目前也处于审查中。但是一些海湾国家已逐步采取措施改进卡法
拉系统以提高外来务工人员在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135

●最近几年，国内冲突、教派暴力的加剧和恐怖主义扩散（尤其是达伊沙）导致了该区域大规
模的境内和国际流离失所。该区域的三个国家——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面临“三级（L3）紧急情况”
（全球人道主义体系中针对最严重的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的一级），也是世界流离失所人口的形成
地。136 叙利亚的冲突在 2017 年已持续了七年，造成该国超过一半的人口无家可归。截至 2016 年底，
叙利亚有超过 550 万难民，超过 630 万境内流离失所者和超过 18.4 万名寻求庇护者。137 目前大约
有 65% 的叙利亚人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138 始于本世纪之初，伊拉克持续的流离失所浪潮在 2016
年愈发严峻并延续至 2017 年。这一状况发生在争取收回领地和反抗达伊沙的背景下。伊拉克国内
有超过三百万人无家可归，且许多挑战和保护风险阻碍了他们持续的返乡。139 也门的政治和安全形
势也在不断恶化，而相继发生的暴力事件和动荡使该国接收的难民数量在 2016 年底降至 200 万人，
而在 2015 年底也门接收的难民有 250 万人。140 高返乡率和二次流离失所目前也在也门出现，据估
计在 2017 年３月前的 24 个月中，有 10.4％的也门人经历过无家可归。141

●中东接收的全球难民数量仍占世界难民总量很大的一部分。和 2016 年底一样，中东地区
接收的难民数量超过全球难民人数的 45％，其中也包括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UNRWA) 登记的难民。142 在接纳原本在其它国家寻求庇护的人们时，这些国家的邻国不可避免地
承担了与自身能力不成比例的责任，而这也是该区域当下流离失所模式的一个主要特征。作为叙利

131　关于中东的组成详见附录 A。

132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b。

133　Jacobsen 和 Valenta, 2016。“卡法拉系统阻止不拥有技术的工人与家庭团聚，将他们同单个雇主捆绑，不允许他们与当地人成婚，
并在权利和行动上对他们加以限制以至于他们在海湾国家始终是临时工人”（Rahman, 2013）。

134　“卡法拉系统阻止不拥有技术的工人与家庭团聚，将他们同单个雇主捆绑，不允许他们与当地人成婚，并在权利和行动上对他们加以限
制以至于他们在海湾国家始终是临时工人”（Rahman, 2013）。

135　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和国际移民组织，2015。

136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事处，n.d.c.。

137　联合国难民署，2017a;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 , 2017。

138　联合国难民署，2017a。

139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2017。

140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2017。

141　国际移民组织，2017g。

142　联合国难民署，20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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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的邻国以及叙利亚难民的主要接收国，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在 2016 年位居世界十大难民接收
国（土耳其第一，黎巴嫩第三，约旦第七）。143 通过比较接收的难民数量和全国人口，这些国家责
任的重大清晰可见：在黎巴嫩，每六个人中有一个为难民，在约旦，每 11 人中有一个难民，在土耳其，
每 28 个人中即有一个难民。按难民人口占国家总人口比重进行衡量，这三个国家位列世界前三。144

该区域内其他国家，包括也门、伊拉克甚至叙利亚等受冲突影响的国家 145 也接收了许多难民。在联
合国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登记的近 530 万难民也位于此区域。146

●本区域内和来自这一区域的非常规移民对移民和国家构成重大挑战。相邻国家接纳的叙利亚
难民数目之大，加上持久的冲突以及返回叙利亚的可能性很低，都促使难民以非常规形式迁往其它
国家，其中最显著的便是那些沿地中海东部线路去往欧洲国家的人。例如，2015 年乘船横渡爱琴
海去往希腊的 85 万多人中，从土耳其出发的叙利亚人约占一半，其它人则来自阿富汗、伊拉克、
巴基斯坦等一系列国家。147 移民偷运者在这些迁移活动中很有作为，且获利众多，并时常剥削和虐
待移民。148 在过去的两年中，地中海东部移民路线已吸引了大量政治和公众的关注。关于欧盟 - 土
耳其声明的讨论则将在之后欧洲地区的部分呈现。

中亚 149

●中亚地区的移民活动以离开该区域的迁徙为主，其中最显著的是向北迁移至俄罗斯。例如
2015 年有将近 500 万出生在中亚的移民在俄罗斯生活。150 但最近几年俄罗斯的经济衰退和以违反
行政规定为由禁止移民再次入境等政策出台在某种程度上使来自中亚的移民相对减少。这一变化影
响了中亚地区人们的生活并减少了作为该区域重要资金来源的侨汇收入。151 针对俄罗斯这一举措，
移民或回到他们的出生国，或以非常规移民身份逗留或寻找其他出路。哈萨克斯坦人受影响最大（见
以下讨论）。152 来自中亚的人们也移民去往欧洲和中国，通常这些地区工作和家庭纽带都相对更坚固。
例如，德国 2015 年接纳了超过 100 万哈萨克斯坦移民，接收数量仅次于俄罗斯（同年有 256 万哈
萨克斯坦出生的人居住在俄罗斯）。153 区域内移民也是该地区一个主要特征，且这一特征是由地理、
文化、经济、政治和历史上形成的社会联系等因素共同塑造而成。中亚有上百万国际移民，其中主
要来自该区域内部，但也有一部分来自更远地区。移民主要来自前苏联国家，这些国家有很多现在
是独联体的成员国。1542015 年，哈萨克斯坦有 355 万外国出生的人口，其中 235 万是在俄罗斯出
生。155 哈萨克斯坦目前是一个重要的移民和过境国家，吸引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技能型劳动者并日益

143　同上。2016 年底，土耳其接收了超 280 万难民，黎巴嫩超 1 百万难民，约旦接收了超 68 万难民。

144　同上。

145　同上。

146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147　联合国难民署，2016b。

148　McAullife 和 Koser, 2015; Içduygu 和 KoserAkcapar, 2016。

149　关于中亚的构成请参见附录 A。

150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151　国际移民组织， 2016c。

152　同上。

153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154　同上。

15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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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外来务工人员的目的地。近年来，中亚国家调整了
管控区域内移民的政策，其中即包括就入境和再准入签订双边协议。156 例如，2015 年成立的欧亚
经济联盟允许其成员国（包括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人自由迁移至其它成员国并在那生活、
工作和学习。157 该区域国家也在加强进一步合作以提升对包括边境管理、移民权利保护和非常规移
民等方面的混合迁徙流管理。158 中亚男性和女性外来务工人员都极易遭受剥削和虐待，尤其是那些
从事建筑、农业和家政等非正式行业的人们。159

●侨汇在中亚经济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作用对该区域欠发达国家尤为明显。世界十大侨
汇汇入金额占 GDP 比重最高的两个国家 -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 均位于此区域。160 在吉尔
吉斯坦，侨汇据估计将国家贫困减轻了 6%-7%。161 汇入中亚国家的侨汇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区域
内部和来自该区域的移民模式，这些移民模式同工作和获得收入密切相关。例如，得益于俄罗斯和
中亚国家间的低廉的转账费用，来自俄罗斯侨汇金额一直十分巨大。然而近期俄罗斯经济的衰退和
政策改变对侨汇流动总体有负面影响。在 2014 和 2015 年之间，流往吉尔吉斯斯坦的侨汇水平几
乎下降了一半，乌兹别克斯坦下降了 60％，而从俄罗斯寄往塔吉克斯坦的个人汇款同期减少了近
70％。1622015 年和 2016 年间哈萨克斯坦坚戈的贬值也导致了流往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
中亚国家的侨汇数量减少。163 侨汇的减少对很多社区都产生了负面影响。例如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
吉斯斯坦，164 很多社区极度依赖侨汇来满足食宿等基本需求，因此侨汇的减少对这些社区的影响尤
为严重。由于汇款减少，有成员在国外工作的家庭面临生活水准下降的风险，其中有些可能因此陷
入贫困。此外，因未能安置返乡的移民并发挥他们的潜能，该地区贫困问题愈发严重。165

欧洲 166

2015 年全世界约三分之一国际移民（7500 万人）生活在欧洲。这些人中超过半数（4000 万人）
出生在欧洲，但生活在欧洲的其它地方。这一数量远超过 1990 年的 2700 万人（图 9）。2015 年，
从欧洲到欧洲的移民通道是世界第二大区域移民通道（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到北美洲的移民
通道排第一）。在欧洲的非欧洲移民数量在 2015 年超过 3500 万人。出生在亚洲、非洲、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生活在欧洲的移民在过去 25 年间经历了类似的增长：从世界各地区前往欧洲
的移民数量在上世纪 90 年代平稳增长，在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增长更快，但此后逐渐减慢。

1990 年，生活在欧洲以外的欧洲人和生活在欧洲的非欧洲人在数量上大致相当。但是，和去
往欧洲的移民数量增长不同的是，生活在欧洲以外的欧洲人数量过去 25 年主要是在下降，但在这

156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2016。

157　Russell, 2017.

158　国际移民组织，2016e。

159　国际移民组织，2016c。

160　世界银行，2017。

161　Slay, 2015.

162　国际移民组织，2016c。说明：数据是以美元衡量。估算是依据俄罗斯中央银行收集的数据。

163　国际移民组织，2016c。

164　《经济学人》，2016。

165　国际移民组织，2016c。

166　关于欧洲的构成请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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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中回升到近 2000 万人（和 1990 年的水平相当）。2015 年，欧洲出生但居住在欧洲以外地区
的移民主要生活在北美区域。2010 到 2015 年间生活在亚洲和大洋洲的欧洲移民也有所增长。

图 9. 1990-2015 年间前往欧洲、欧洲区域内和离开欧洲的移民数量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注：“前往欧洲的移民”指出生在其它区域（如非洲或亚洲）但住在欧洲的移民。“欧洲境内的移民”指出生在该区域（即欧洲）但住 
                在出生国以外欧洲地区的移民。 “离开欧洲的移民”指出生在欧洲但生活在欧洲以外（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或北美地区）的移民。

俄罗斯、乌克兰、波兰和罗马尼亚等一些东欧国家拥有欧洲最大规模的外迁人口（图 10）。
2015 年俄罗斯的外迁移民超过 1 千万，其生活在国外的公民数量在全世界居第三。来自乌克兰、哈
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和白俄罗斯等前苏联国家的移民构成欧洲前四大移民通道（见图
11）。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后，英国的外迁移民数量位居欧洲第三（490 万人）。这些人很多生活在
欧洲之外、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地。2015 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迁出移民占居民人口的比重为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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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最高，其中很多是在前南斯拉夫解体期间离开。葡萄牙和爱尔兰这两个有较长迁出移民史的国家，
其生活在国外的人口占居民人口的比重也很高。2015 年，德国国内的外国出生人口数量为欧洲第一。
德国 1200 万移民中，最大的移民群体来自波兰、土耳其、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且每一移民群体均
超过 100 万人。同年，法国和英国的人口中各有超过 750 万外国出生者。来自北非法语国家的移民
构成法国最主要的外国出生的人口。而在英国，来自印度和波兰的移民构成最主要的移民团体。此外，
拥有超 550 万移民人口，西班牙和意大利成为欧洲第四和第五大最受移民欢迎的国家。这些国家出生
外国的人口主要来自欧洲其它地方，如罗马尼亚、德国和英国，或摩洛哥等北非国家。如图 10 所示，
欧洲前 20 大移民国家中，瑞士移民占总人口比重最高（29%），其后为奥地利、瑞典和爱尔兰。

图 10. 2015 年欧洲 20 大移民国家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注 1：用来计算迁入和迁出移民比重的一国人口规模是基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对该国人口总量的统计，其中包括出生在外国的人口。
注 2： “迁入移民”指居住在该国但出生在其他国家的移民。“迁出移民”指出生在该国但在 2015 年居住在该国以外地区的人。

迁徙和移民：地区维度和区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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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显示了涉及欧洲国家的前 20 条移民通道。这些移民通道既体现了随时间迁移不断累积的
移民活动，也简单呈现了迁徙模式是如何使移民人口在特定国家成为该国人口重要的组成部分。相
较其他地区，涉及欧洲国家的主要移民通道一个更为显著的特征即是大多数移民通道都在区域内部。
俄罗斯在这些通道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俄罗斯出生但居住在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
前苏联国家的人在 2015 年构成了欧洲区域最庞大的移民通道。俄罗斯也是继德国之后欧洲第二大
移民目的国。以下“关键特征和发展”部分将进一步讨论这些移民通道和近期变化。

图 11. 涉及欧洲国家的前 20 条移民通道

0 1 2 3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注：通道代表随时间迁移不断累积的移民活动，并简单呈现了迁徙模式是如何使移民在特定国家成为国家人口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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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德国接收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数量为欧洲第一，其中将近一半是寻求庇护者（图
12）。同时，德国在 2016 年接收的新庇护申请数量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全球也是第一，其中绝大多
数庇护申请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人们。法国和奥地利最主要的难民人口中有部分来自俄
罗斯。2016 年法国也接收了大量来自斯里兰卡和刚果（金）的难民。乌克兰和俄罗斯是欧洲主要
的难民输出国（图 12）。过去有超过 22 万乌克兰难民生活在俄罗斯，但自 2013 年冲突开始后，
许多人离开了俄罗斯。

图 12. 2016 年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总人数最多的前 10 位欧洲国家

来源：联合国难民署，n.d.a. 。

注：“被接纳”指来自其它国家但住在接收国家（图右侧）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在国外”指居住在来源国以外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 
                第二章（附录 A）含对“难民”等关键术语的定义。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数量最多的前 10 位国家是基于 2016 年的数据并通过合计 
                位于一国和来自该国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总数得出。

迁徙和移民：地区维度和区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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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地区移民的重要特征和发展
北欧、西欧和南欧 167

●欧洲区域内移民尤为活跃。截至 2016 年 1 月 1 日，有 1600 万持欧盟成员国公民身份的人
生活在另一个欧盟成员国家。168 自由通行协议使公民在过境时无需接受边境检查，因而促成了大
规模的区域内迁徙。由 22 个欧盟成员国和 4 个非欧盟成员国组成的开放边境的申根区确保了 4 亿
公民能够自由迁徙。1692016 年，罗马尼亚约有 300 万公民居住在本国以外的欧盟和欧洲自由贸易
联盟（EFTA）的成员国，数量为欧洲最多。其后为波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英国。170 但是，欧洲
的自由迁徙也面临着挑战。从 2015 年下半年起，几个申根成员国临时性地重新引入了边境控制措
施。171 而 2016 年 6 月就英国是否应当留在欧盟进行公投的“英国脱欧”事件也引发了对未来迁徙
环境的不确定。2016 和 2017 年，迁徙均为欧洲的重要事项，并且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部长和首脑
会议定期处理的事务。大多数前去欧洲的移民或从利比亚乘船横渡地中海到达意大利，或穿过爱琴
海从土耳其到达希腊。2016 年，接近 39 万人经陆路或海路穿过地中海地区来到欧洲，172 其中依靠
海路的超过 36 万人。173 在 2016 年 3 月 18 日欧盟 - 土耳其声明发表后，经海路到达希腊的人数大
大下降，在 2016 年仅有 17 万人以此种方式到达欧洲，远低于 2015 年经海路到达希腊的 85 万多
人。174，1752016 年，超过 18 万人经海路到达意大利，和 2015 年相比数量增长了 16%。1762016
年对非常规移民而言，从利比亚通往马耳他和意大利的地中海中部路线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致命的
线路，估计有超过 4500 例死亡和失踪移民，而该数字也为该地区目前的最高记录。177 沿其他迁徙
路线（包括穿越撒哈拉沙漠过境）还有众多海上死亡事件未被报道。1782016 年从海上到达欧洲的
人中，超过半数来自世界前十大难民输出国，尤其是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179 单身妇女和无人
陪伴或失散儿童属于到达移民中极为脆弱的群体。1802016 年所有经地中海中部路线到达欧洲的儿
童中有 92% 为无人陪伴或离散儿童。2016 年，欧盟成员国收到超过 6 万份由无人陪伴的儿童提交
的庇护申请。181

●在大批移民与难民经地中海前往欧洲的同时，反移民言论也在政治话语、政策和媒体中兴起。
总的说来，许多欧洲社会对移民的印象往往是消极的：2015 年 5 月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多数欧洲
人（56%）对来自欧盟以外的移民持负面态度。18210 个欧洲国家平均约 56% 的公众均表示应当阻

167　关于北欧、西欧和南欧的构成请见附录 A。

168　欧盟统计局 , 2017a。

169　欧盟委员会，n.d.a.。

170　欧盟统计局 , 2017a。

171　欧盟委员会，n.d.b.。

172　保加利亚、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确认的到达人数（国际移民组织，2017d）。

173　国际移民组织，2017d。

174　声明中包含一项要求“所有经土耳其进入希腊岛屿的新非常规移民”返回土耳其的协议。除此以外，对于每个回到土耳其的叙利亚人，
叙利亚人将基于现有承诺从土耳其安置到欧盟，且安置上限为 7 万 2 千人（欧洲委员会，2016）。

175　国际移民组织，2017d。

176　国际移民组织，2017e。

177　国际移民组织，n.d.b.。

178　国际移民组织，2017f。

179　联合国难民署，2017f。

180　联合国难民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7。

181　 欧盟统计局 , 2017b。

182　欧盟委员会，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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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穆斯林国家民众继续向欧洲移民。183 许多欧洲人在很大程度上高估了他们国家移民和穆斯林的数
量。184 这些对移民的负面印象会产生实际的影响。截至 2016 年 11 月，欧盟基本权利署表明无论
是由当局还是私人公司、个人或治安团体 185 发出的针对寻求庇护者和移民的暴力、骚扰、威胁和恐
外言辞仍很严重。持续的对移民的负面印象阻碍了政府实现融合的计划。但据预测，短期到中期欧
盟劳动力和技术的短缺将影响欧盟未来的就业和经济增长。例如，按人口预测，在 2023 和 2060
年之间欧盟将失去超过 1900 万劳动力。186 基于欧洲人口老龄化的背景，如果从教育和劳动力市场
开始便能实现移民适时的融合，移民能对经济作出重要贡献。

东南欧和东欧 187

●对于大多数东南欧和东欧国家而言，迁出移民是近些年以及近几十年的主要特征，并同欧洲
其他区域相比，此地区迁入移民的比例相当低。出于各种原因，按预测该区域数个国家将在 2050
年前经历人口数量的大幅下降（包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和乌
克兰）。188 从东欧国家迁出前往西欧的移民在不断增加，这一点在 2004 年和 2007 年欧盟两次扩
大后尤为明显。东欧国家大量加入欧盟并将欧盟的边界向东部的非欧盟成员国延伸。189 近期随着
俄罗斯经济下滑，这一趋势愈发明显（见以下）。东南欧国家传统上便是迁出移民国家，其移民主
要去往欧盟。因坐落在“巴尔干西线”等线路上，东南欧国家同时也是移民过境国家。俄罗斯仍是
该区域移民的主要目的国（其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移民目的国之一）。2015 年，该国接收了超过
1160 万国际移民。190 其中多数为来自邻国、尤其是独联体成员国的移民。191 但同前些年相比，俄
罗斯经济的下滑和移民政策的改变使俄罗斯移民流入和侨汇汇出均有减少。1922015 年乌克兰拥有
超过 480 万出生在外国的人口，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
坦和摩尔多瓦。193 但鉴于乌克兰东部的冲突和该国经济总体的衰退，之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对国际移民的统计中乌克兰外国出生的人口数量很有可能会减少。该地区内部和源自该地区的流离
失所问题在最近几年有所加剧，这主要是乌克兰东部长期冲突的直接结果。截至 2016 年，乌克兰
约有 170 万境内流离失所者。194 乌克兰东部长期的不安全致使大量移民和难民流入邻国和欧盟。
2015 年，全球范围内乌克兰难民的总数达到顶峰，超过 32 万人 195，并在 2016 年仍保持高纪录，
仅下降到略低于 24 万人。196 大量的乌克兰人也向俄罗斯提交了庇护申请，且 2015 年乌克兰人向

183　基于 2016 年 12 月和 2017 年 2 月间进行的一向调查（来源：Raines, Goodwin 和 Cutts, 2017）。受调查的国家包括奥地利、比利时、
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意大利、波兰、西班牙和英国。

184　Ipsos MORI, 2016.

185　欧盟基本权利署，2016。

186　欧盟委员会，2014。

187　关于东南欧和东欧的构成请查阅附录 A。

188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b。

189　欧盟委员会，2017。

190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191　独联体由九个成员国组成：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
斯坦。此外还有两个观察员国：土库曼斯坦和乌克兰。

192　国际移民组织，2016c。

193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194　流离失所监测中心，2017。

195　联合国难民署，2016c。

196　联合国难民署，20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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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提交的庇护申请量占俄罗斯当年总数的 98%。197 联系上下文，2015 年乌克兰人在世界范围
内提交了 17.5 万份庇护申请，其中有 85% 是向俄罗斯提出的。198 另外，越来越多的乌克兰人作
为务工人员离开该国，尤其很多迁往了波兰。这些变化进一步增加了该区域原本众多的境内流离失
所人口。巴尔干西部和高加索南部地区境内流离失所人口格外多，其中很多人是在 1980 年代末及
1990 年代的冲突 / 流离失所事件后长期处于这一境地。

●在 2015 年和 2016 年初，来自和经土耳其和巴尔干西部地区的过境迁徙大幅增加，其中主
要是沿经地中海东部和巴尔干西部线路抵达欧盟北部国家（主要为奥地利、德国和瑞典）。这些迁
徙活动将沿这些线路进行的混合迁徙水平拉至历史最高，并使该区域内寻求庇护和易受伤害的移民
数量也增加。随后，继 2016 年 3 月 18 日欧盟－土耳其声明发表后，巴尔干西部线路边境限制的
确立使得沿巴尔干西部线路迁移的人数大大减少。199 但该线路的封闭使７万多人陷入困境。200 这一
形势使移民更易遭受虐待、剥削和类似人口贩卖等伤害性行为。201 在这一背景下，线路封闭后移民
无法再依靠巴尔干西部当局提供的运输工具进行迁徙，因此移民偷运在这一地区也成为一个重大挑
战。20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203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迁徙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迁徙至北美地区。2015 年，接近 2500 万移
民向北迁徙并居住在北美地区。如图１３所示，生活在北美地区的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
人口一直大量增长，从 1990 年估计的 1000 万人涨至２０１５年的近 2500 万人。同年有 460 万
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生活在欧洲，而 1990 年这一数字为 110 万人。

而来自其它地区但生活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总人数保持相对稳定，在过去的 25
年基本为 300 万人。这些人主要为欧洲人（但人数在这一期间略有下降）和北美人（这部分人口数
量有所增长）。

197　联合国难民署，2016c。

198　同上。

199　Frontex, 2017.

200　国际移民组织，2016b。

201　国际移民组织，2017f。

202　Frontex, 2016.

203　关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构成请参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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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1990 到 2015 年去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境内和离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注：“去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指出生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以外地区（如欧洲或亚洲）但生活在该区域（即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境内的移民”指出生在该区域（即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但住在他 
                们出生国以外地区、但该地区仍位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指出生在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海地区但生活在该区域以外（如欧洲或北美地区）的人。

墨西哥是迄今为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最大的迁出移民国家（图 14）。2015 年超过
1250 万墨西哥出生的人生活在国外，使墨西哥成为继印度之后世界第二大移民来源国。大多数从
墨西哥迁出的移民住在美国，构成全世界最大的国与国之间的移民通道（图 15）。诸如萨尔瓦多、
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等众多中美洲国家和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西和秘鲁等南美国家在美国也拥
有较多的移民人口。大量来自南美的移民也住在该区域的其它地方。尽管近期发生的众多事件使移

迁徙和移民：地区维度和区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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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模式有所变化（此部分将在“重要特征和发展”部分进一步讨论），2015 年仍有约 100 万哥伦
比亚人住在委内瑞拉。

阿根廷是该地区接收外国出生人口最多的国家（超过 200 万移民），移民主要来自巴拉圭、玻
利维亚等邻国。委内瑞拉拥有该地区第二多的移民人口，其后为墨西哥和巴西。在墨西哥，有 88
万美国出生的移民。如图 14 所示，该区域前 20 大移民国家中，哥斯达黎加移民占总人口的比重最
高（几乎为 9%），而这一结果需归结于邻国尼加拉瓜长期向哥斯达黎加输出移民。该地区前 20 大
移民国家之外的一些国家，其移民占总人口比重更高，比如伯利兹的移民人口即占总人口的 15%。

图 14. 2015 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前 20 大移民国家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注 1：用来计算迁入和迁出移民占总人口百分比的人口规模是基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对一国人口总数的统计，其中包括出生在外国的人口。
注 2：“迁入移民”指居住在该国但在其他国家出生的移民。“迁出移民”指出生在该国但在 2015 年住在出生国以外地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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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域内部和源自该区域的主要移民通道最显著的特征（图 15）即美国始终是最主要的移民目的国。
大多数移民通道通往美国，其余的主要位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内部（如从哥伦比亚通往委内瑞拉）。
这些移民通道代表了随时间迁移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不断累积的移民活动，并简单呈现了在特定移民
目的国迁徙模式是如何使移民如何成为一国人口重要的组成部分。

图 15. 涉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的前 20 条移民通道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注：移民通道体现了随时间迁移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不断累积的移民活动，并简单呈现了在特定移民目的国移民模式是如何使移民 
                成为一国人口重要的组成部分。

2016 年，基于长期的国内冲突，哥伦比亚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最大的难民来源国。来
自哥伦比亚的难民大多数都被邻国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接收。海地是该地区第二大难民来源地，并
有 2 万多寻求庇护者，而墨西哥也有 6.4 万寻求庇护者。接着是萨尔瓦多（6.2 万人），危地马拉（4.6
万人），委内瑞拉（4.5 万人）和洪都拉斯（3.5 万人）。这些寻求庇护者有很多在美国。

迁徙和移民：地区维度和区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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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2016 年按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总数划分的前 10 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

来源：联合国难民署，n.d.a. 。

注：“被接收”指来自其它国家但住在接收国家（图右侧）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在国外”指来自一个国家但住在原住国以外的难民 
                 和寻求庇护者。第二章（附录 A）有对“难民”等关键术语的定义。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数量排前 10 位的国家是基于 2016 年的数 
                 据并通过合计该国国内和来自这些国家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总数得出。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移民的重要特征和发展
中美洲，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地区 204

●在中美洲、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地区，向北移民是主要趋势，但此地区的区域内移民也值得关
注。墨西哥仍然是主要的移民来源国，每年成千上万人移民至美国。同时，墨西哥也是向北前往美
国南部边境移民的过境国家。但是，随着墨西哥经济状况改善教育水平提高以及美国出台更为严格
的移民政策，墨西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移民。墨西哥人口中外国出生的人数从 2010 年的约 97
万人增加到 2015 年的近 120 万人。其中多数为美国人，但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其他国家的移
民也在增多。205 但美国迄今为止是最受中美洲移民喜爱的移民目的地，在 2015 年中美洲移民中有

204　关于中美洲、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构成请见附录 A。

205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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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的人住在美国，而住在该区域其它国家和墨西哥的移民占全部移民的 15%。206 中美洲地区最
突出的区域内移民通道包括来自尼加拉瓜、巴拿马和其他中美洲地区的移民去往哥斯达黎加寻找短
期和永久工作机会，或是来自中美洲地区（主要来自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移民因不
稳定和缺少就业机会移民至伯利兹。207 在加勒比海地区，最鲜明的区域内移民通道是从海地通往多
米尼加。208 该区域内的非常规移民流动正发生改变且变得日益多样化。多年来，墨西哥人始终是因
试图穿越美国 - 墨西哥边境而被逮捕的非常规移民的主体。但在 2014 和 2016 年，被逮捕的来自
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北方三角”（Northern Triangle）地区的中美洲移民人数均超
过了因穿越美国 - 墨西哥边境被逮捕的墨西哥人。209 另外，穿过中美洲和墨西哥的非常规移民流动
变得非常多样化，不仅有大量来自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还有越来越多的亚洲人和非洲人。总的来说，
在 2015 财年，有超过 5.5 万名非拉丁美洲人在美墨边境被逮捕。210 同年超过六千多“不被允许入
境的”海地移民抵达美国西南边境口岸，而有近 8 千名非洲和亚洲移民在 2016 上半年到达墨西哥
移民检查站，同前些年相比数量大幅增加。211

●这一地区新的和多样的移民流动促使移民过境国和目的国增强边境执法和保护来应对这些移
民流动。面对越来越多的非常规移民，尤其是来自古巴和海地的非常规移民，尼加拉瓜在 2015 年
11 月关闭了其南部边境，而哥斯达黎加也在 2015 年 12 月向古巴人关闭了边境并随后在 2016 年
8 月向所有非常规移民关闭了边境。212 而且，墨西哥 2014 年实施了“南部边境计划”以减少来自
中美洲的非常规移民流动。2013 年到 2015 年之间，墨西哥当局逮捕的人数从 8.6 万多人上升至
19.8 万多人。213 鉴于人们尝试在中美洲和墨西哥地区避开边境检查，移民偷运也是该区域的一个主
要特征。美墨边境沿线的偷运网络是受国际犯罪团伙掌控的一项利润丰厚的产业。214 偷渡的移民经
常成为索贿、集体绑架和敲诈等掠夺性行为的受害者。215 蛇头被拘捕的风险似乎较小。他们中很多
人自己假装成非常规移民，经常是被遣返而不是被逮捕。216

●一些中美洲国家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普遍的集体暴力事件是导致移民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促成
了大量妇女和儿童的迁徙。2015 年美国收到的来自“北方三角”国家（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
拉）的庇护申请数量是 2013 年的 2.5 倍多，并且是 2014 年数量的两倍。217 从中美洲移民的无人陪伴
的儿童数量也大幅增加：在 2011 和 2014 年财年间，美墨边境逮捕的无人陪伴的未成年儿童数量增加
了 1200%。218 另外，近年来在墨西哥提交的庇护申请数量也大量增加，从 2015 年的 3400 多例增加到
2016 年的近 8800 例，涨幅达 155%。219

206　Lesser 和 Batalova, 2017。

207　国际劳工组织，2016。

208　同上。

209　Gonzalez-Barrera 和 Krogstad, 2016。

210　Bolter, 2017.

211　同上。

212　同上。

213　WOLA, 2016.

214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n.d.。

215　Sanchez, 2016.

216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n.d.。

217　Sturn, 2016.

218　Meyer 等人，2016。

219　Luna,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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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洲 220

●南美洲的区域内移民更为频繁。从总体上看，在 2010 和 2015 年间南美洲的区域内移民数量增长
了 11%，且约 70% 的迁徙都发生在区域内。221 由于国家间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差异，该区域大多数移民
是为工作而迁徙。222 特别是南美洲的经济重组，以及服务和护理行业对女性移民需求的增加，使该区域移
民女性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223 由智利、阿根廷和巴西组成的“南椎体”国家在 2010 到 2015 年期间移
民人口增长了 16% 至 20%。这些国家也拥有南美洲最多的移民人口，并吸引了来自巴拉圭等安第斯国家
的务工人员。224 委内瑞拉接收了大量来自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的区域内移民。225 基于区域内移民不断增长，
诸如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国家共同体等区域性集团为实现区域内移民自由化作出了大量努力。例如，南
方共同市场居住协议即促进了劳务移民并减少了该区域的非常规移民。226

●数百万南美人居住在南美洲以外，同时此地区区域外移民的数量增长缓慢。南美洲的向外迁徙主要
和工作相关，并受移民来源国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的驱动。227 美国和西班牙是南美洲移民最主要的两个目
的国，分别有 280 万和 180 万来自南美洲的移民。2282015 年拥有最多居住在南美洲以外地区的迁出移民
的国家为哥伦比亚（大约有 140 万迁出移民），其次是巴西（有 130 万居住在本区域外的迁出移民）和
厄瓜多尔（居住在本区域外的迁出移民超过 100 万人）。229 同时，国外劳动力市场机会的减少和本区域
经济条件的改善也带来了很多南美移民的回归并降低以及跨区域移民的比率。230 南美洲来自区域外的移民
数量也在增长。例如，从 2010 年起，从欧盟迁至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人数总的而言多于从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迁至欧盟的人数。231 这些人当中很多并不是从欧盟返乡的移民，而是来自西班牙、意大
利和葡萄牙的欧盟国民。2322015 年南美洲来自这三个国家的移民已超过 70 万。233 越来越多的海地人、
古巴人和多米尼加人也移民到南美洲。234

●虽然限于个别国家，但冲突和暴力也在该区域造成人们流离失所和移民。截至 2016 年底，哥伦比
亚有超过 720 万境内流离失所者，数量比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都高。235 至 2016 年底，超过 30 万哥伦比
亚人作为难民或以类难民状态在国外生活。2362015 年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也有 120 万哥伦比亚人。但随
着哥伦比亚在 2016 年底和 2017 年就摆脱 50 年的暴力开始和谈，以及委内瑞拉经济和社会条件恶化，
许多哥伦比亚人回到了哥伦比亚，而众多委内瑞拉人则离开他们的国家，穿越边境到达哥伦比亚和其它地
区。237 例如，从 2015 到 2016 财年，委内瑞拉人在美国提交的庇护申请数量增长了 168%。在 2016 年，

220　关于南美洲的构成请参见附录 A。

221　国际移民组织，2017c。

222　同上。

223　Cerruti, 2009.

224　国际移民组织，2017c。

225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226　Acosta, 2016.

227　国际移民组织，2017c。

228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229　同上。

230　国际移民组织，n.d.a. 。

231　国际移民组织，2015b。

232　同上。

233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234　国际移民组织，2017c。

235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2017。

236　联合国难民署，2017a。

237　Carvaja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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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人在全球范围内提交了 2.7 万份庇护申请，238 但仅 2017 年上半年这一数量就达到将近 5 万份。239

北美地区 240

美地区的迁徙以移民至该地区为主。如图 17 所示，2015 年有超过 5100 万来自各个区域的移民居
住在北美地区。最大的移民人群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2500 万人），接着是亚洲（1550 万人）
和欧洲（750 万人）。在过去的 25 年中，北美地区的移民人数几乎翻了一番，这既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海地区以及亚洲人口增长相关，也受到北美地区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影响。

图 17. 1990 到 2015 年间前往北美地区、北美区域内和离开该地区的移民数量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注： “前往北美地区的移民”指出生在其它区域（如欧洲或亚洲）但生活在该区域（即北美地区）的移民。“北美区域内移民”指出 
                 生在该区域（即北美地区）并住在出生国以外但仍在北美地区的移民。“离开北美地区的移民”指出生在北美地区但生活在该区 
                 域以外（如欧洲或亚洲）的移民。

238　Krosgtad 和 Lopez, 2016。

239　联合国难民署，2017e。

240　关于北美地区的构成请参见附录 A。

迁徙和移民：地区维度和区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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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一区域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数量相比，该区域内部的移民和前往其他地区的移民数量相对
较少。2015 年北美地区出生但迁往其他地区的移民（约 130 万人，主要迁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要多于在该地区内部进行迁徙的移民（约 120 万人）。

2015 年，美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多外国出生人口的国家。而加拿大拥有的外国出生人口数量在
全世界排第 7。北美地区外国出生人口中有超过 85% 住在美国，并超过美国总人口的 14%。如图
18 所示，2015 年加拿大国外出生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超过 20%）远高于美国。和美国相比，
加拿大迁出移民的比重也更高（占国内总人口的百分比）。

图 18. 2015 年北美地区主要移民国家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注 1：用来计算迁入和迁出移民百分比的人口规模是基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对一国总人口的统计，其中包括出生在外国的人口。
注 2：“迁入移民”指居住在该国但出生在其他国家的移民。“迁出移民”指出生在该国但在 2015 年住在出生国以外地区的移民。

图 19 呈现了涉及北美国家最主要的 10 条移民通道，这些移民通道体现了随时间迁移不断累积
的移民活动，并简单呈现了在特定移民目的国迁徙模式是如何使移民如何成为一国人口重要的组成
部分。北美地区最大的移民通道或涉及从亚洲前往美国的移民，或涉及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去往美国的移民。墨西哥出生的移民是最大的移民团体，在 2015 年有超过 120 万墨西哥出生的人
口生活在美国。美国第二大移民团体来自人口众多的亚洲国家，其中包括中国、印度和菲律宾。在
美国，来自越南、韩国和古巴等国家的移民团体在多年前这些国家的冲突和政治变革后也迅速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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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涉及北美地区国家的前 10 条移民通道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注：移民通道体现了随时间迁移不断累积的移民活动，并简单呈现了在特定移民目的国迁徙模式是如何使移民如何成为一国人口重要的组成部分。

2016 年，美国接收了超过 70 万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如图 20 所示，被接收的人中大多数为寻求庇护
者。美国的难民来自众多国家，但最大的难民人群来自中国、海地、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埃及和埃塞俄
比亚。加拿大也接收了大量的难民。难民最主要来自哥伦比亚和中国。之后的“重要特征和发展”部分将
讨论美国和加拿大在重新安置难民方面的变化。

图 20. 2016 年北美地区和来自北美地区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总人数

来源：联合国难民署，n.d.a. 。

注：“被接纳”指来自其它国家但住在接收国家（图右侧）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在国外”指来自一个国家但住在原住国以外的难民 
                 和寻求庇护者。第二章（附录 A）有对“难民”等关键术语的定义。

迁徙和移民：地区维度和区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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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地区移民的重要特征和发展 241

●虽然国际移民的人口来源在变化，美国迁徙的主要特点是有大量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的移民
迁入。截至 2015 年，美国有超过 1200 万墨西哥出生的移民，是美国数量最多的外国出生的群体。242

但和过去相比，迁往美国的墨西哥人已有所减少。除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恢复缓慢造
成的经济障碍 243 及美国移民控制加强等因素外，许多墨西哥人和他们的孩子也愿意回到墨西哥。244

例如在 2009 和 2014 年期间，87 万墨西哥人移民去了美国，而约 1 百万墨西哥移民和他们在美国
出生的孩子则回到了墨西哥。245 返回墨西哥的墨西哥人视家庭重新团聚为返乡的主要动力。246 相反，
1980 到 2015 年间生活在美国的中美洲人数量增长了 10 倍。247 继墨西哥之后，来自中国、印度和
菲律宾等亚洲国家的移民也是 2015 年美国最主要的移民群体。248 就近期迁至美国的人口数量而言，
中国和印度已超过墨西哥。249 此趋势按预计将持续下去且目前的估算显示到 2055 年，来自亚洲的
移民将成为美国最大的外国出生的群体。250 亚洲人迁往美国最主要的方式是通过家庭担保签证，251

但学生也是主要的移民方式；从 2014 到 2015 年，美国高校录取的国际学生中，亚洲学生占到 76%。252

●加拿大移民人口数量继续增长，移民在该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日益增加。2000 年，国外
出生人口约占加拿大总人口的 18%，但在 2005 年该数字上升到 18.8%，2010 年上升至 20.5%，
到 2015 年移民比重已达近 22%。253 过去加拿大的移民人口主要来自欧洲国家，但目前该国国外出
生的人口构成已发生变化，其中有大量来自亚洲国家的移民。例如，2000 年加拿大国际移民主要
来自英国（61 万人），其后是中国（41 万人）、印度和意大利。但到 2015 年，中国和印度已超
过英国成为加拿大最主要的移民来源国，而菲律宾也跻身前 5 大移民来源国，但意大利则不再在前
5 之列。2542015 年加拿大 7840 万外国出生的人口中，包括越南和巴基斯坦等其它亚洲国家也在前
十大向加拿大移民的国家之列。2552015 年，加拿大接纳了超过 27 万新永久居民，创下 2010 年以
来的最高记录。256

●按估算，近些年美国非常规移民的数量保持相对稳定但数量远高于加拿大。总体上，2015 年
非常规移民占到美国人口总数的 3.4%。257 基于附加说明和在衡量非常规移民数量中数据的有限性，
截至 2016 年，非常规移民按初步估计有 1130 万人，其中一半（约 560 万人）为墨西哥人。258 但

241　关于北美地区的构成请参见附录 A。

242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243　Gonzalez- Barrera, 2015.

244　同上。

245　Krogstad, 2016.

246　Gonzalez- Barrera, 2015.

247　Lesser 和 Batalova, 2017.

248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249　Zong 和 Batalova, 2016。

250　同上。

251　Malik, 2015.

252　Zong 和 Batalova, 2016。

253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7。

254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255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256　移民、难民和加拿大公民，2016。

257　Krogstad, Passel 和 Cohn, 2017。

25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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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9 年起未经登记的墨西哥人数量已在减少，而美国来自亚洲的非常规移民数量在增加，据估
计在 2015 年达 150 万人。259 总的来说，尽管未经登记的移民有部分是在未授权的情况下进入该国，
但也有很多是按正规方式入境，但在签证到期后仍滞留美国。2015 财年据估计有 52.7 万人超过签
证期限仍在美国逗留。260 在加拿大，一些统计表明该国有 20 万到 40 万非常规移民。261 其中有部分
非常规移民（人数不明）是因为庇护申请被拒绝但尚未离开。262

●美国和加拿大重新安置的难民人数创下了历史记录，也使两国成为世界上安置难民人数最多
的两个国家。2016 年，美国重新安置的难民人数（近 8.5 万人）超过 2010 年之后的每一年安置数
量。这些人大多数来自刚果（金）（超过 1.6 万人），接着是叙利亚、缅甸、伊拉克和索马里。263

但 2017 年美国重新安置的难民人数可能从预期的 11 万人下降到 5 万人。264 总的来说，加拿大
2016 年重新安置了近 4.7 万难民，这是自 1980 年来该国安置的难民人数最多的一年。2652015 年
和 2016 年在加拿大得以重新安置的难民主要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刚果 ( 金 )、厄立特里亚和缅甸。

大洋洲 266

2015 年大洋洲是近 700 万来自该区域以外地区的移民的目的地。如图 21 所示，该地区外国
出生的移民人口主要由来自亚洲（38%）和欧洲（37%）的两个群体组成。在过去的 25 年中，亚
洲的移民群体已有增长，而来自欧洲的人数保持稳定。来自大洋洲的移民更可能留在该区域内而不
是前往该区域之外。尽管过去 25 年大洋洲前往区域外居住的人数保持稳定增长，在本章涉及的 6
个区域中，2015 年大洋洲拥有的前往区域外居住的人数仍是最少的。尽管这一地区在过去 25 年间
人口规模有所增加，但离开该区域的移民数量仍部分反映了该区域较小的人口规模。出生在大洋洲
但生活在该区域以外地区的人中大多数都住在欧洲和北美地区。

259　Passel 和 Cohn, 2017。

260　美国住房安全部，2016。

261　贝塔斯曼基金会和移民政策学会，2012。

262　Smick, 2006.

263　美国国务院，2016；Igielnik 和 Krogstad, 2017。

264　Krogstad 和 Radford, 2017。

265　联合国难民署，2017c。

266　关于大洋洲的构成请详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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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2015 年前往大洋洲，大洋洲区域内和离开大洋洲的移民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注：“前往大洋洲的移民”指出生在其它区域（如欧洲或亚洲）但生活在大洋洲的移民。“大洋洲区域内的移民”指出生在该区域 
                （即大洋洲）并住在他们出生国以外，但仍在大洋洲范围内的移民。“来自大洋洲的移民”指出生在大洋洲但住在该区域以外其他 
                地区（如欧洲或亚洲）的人。

大洋洲绝大多数移民生活在澳大利亚或新西兰（图 22）。该区域大多数国家一直是有移民偏向
的特点，或是移民净输出国或是移民净接收国。例如，汤加、萨摩亚和斐济都有相对本国人口比较
高的迁出移民数量和很低的外国出生的人口比例。迁出移民主要生活在新西兰，也有一小部分生活
在澳大利亚。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均有相较本国人口比重很高的外国出生的人口，具体比重分别为
28% 和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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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2015 年大洋洲移民国家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注 1：用来计算迁入和迁出移民百分比的人口规模是基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对一国人口总数的统计，其中包括出生在外国的人口。
注 2：“迁入移民”指居住在该国但在外国出生的移民。“迁出移民”指出生在该国但在 2015 年住在出生国以外地区的人。

图 23 呈现了前 10 条涉及大洋洲国家的移民通道，并体现了随时间迁移不断累积的移民活动，
并简单呈现了在特定移民目的国迁徙模式是如何使移民成为一国人口重要的组成部分。该区域前 10
大移民通道均是通往澳大利亚，其中最大的通道是由英国出生的移民组成。该区域最大的移民通道
都是基于迁往澳大利亚的人口数量得出。这其中涉及众多大洋洲外的国家，如中国、印度、越南和
菲律宾。这些国家中有很多在最近几十年经历了经济的迅速发展。新西兰有大比例移居国外的移民，
其中大部分生活在澳大利亚。同时也有很多国际移民生活在新西兰。

迁徙和移民：地区维度和区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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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涉及大洋洲国家的前 10 条移民通道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注：移民通道体现了随时间迁移不断累积的移民活动，并简单呈现了在特定移民目的国迁徙模式是如何使移民如何成为一国人口重要的组成部分。

2016 年大洋洲接纳了不到 10 万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澳大利亚是该区域最大的难民接收国，其
后为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新西兰。这些国家接收的难民大多来自亚洲，诸如巴布亚新几内亚接纳的印
度尼西亚人或是澳大利亚接纳的阿富汗人和伊朗人。2016 年全球来自大洋洲国家的难民和寻求庇
护者超过 2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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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2016 年来自大洋洲国家和大洋洲国家境内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数量

来源：联合国难民署，n.d.a. 。

注：“被接纳”指来自其它国家但住在接收国家（图右侧）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在国外”指来自于一个国家但住在原住国以外地区的 
                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第二章（附录 A）将对“难民”等关键术语进行定义。前 10 位国家是基于 2016 年数据并通过合计国家内部和来 
                自一个国家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总数得出。

大洋洲地区移民的重要特征和发展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移民数量继续增长。相较前一年，2015 至 2016 年度新西兰移民净增长了

19%，267 而澳大利亚在同一时间段移民也比之前一年增长了 3%。268 从 2000 到 2015 年，英国一直
是澳大利亚国际移民最大的来源国，2015 年，澳大利亚英国移民数量达 130 万人，来自新西兰的
移民（2015 年数量约为 64 万人）的数量位居第二。2692015 年澳大利亚国际移民的其他来源国主
要为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印度、越南和菲律宾。270 截至 2016 年 6 月底，澳大利亚总人口有超过
28% 是在外国出生。271 在过去几十年间英国一直是新西兰移民的主要来源国，而亚洲移民的数量显
著增加。其中尤为鲜明的是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移民，而来自斐济、萨摩亚和汤加等太平洋群岛也有
大量人口移往新西兰。2722015 年新西兰外国出生的人口构成该国近 23 % 的人口。273 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有大量短期工作者。2015 至 2016 年度有约 20 万人获得新西兰工作签证。274 这一年新西兰
的短期外来务工人员主要来自印度，其后是英国。275 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澳大利亚有近 10 万
短期工作签证持有者。276 两个国家也吸引了大量的国际学生。澳大利亚国际学生的数量自 2012 年
起大幅增长，2016 年达到 70 万人，创下了历史纪录，277 而 2015 年新西兰有超过 10 万国际学生。

267　新西兰商务、创新和就业部，2016。

268　澳大利亚数据局，2017a;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269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270　同上。

271　澳大利亚数据局，2017b。

272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

273　同上。

274　新西兰商务、创新和就业部，2016。

275　新西兰商务、创新和就业部，2016。

276　澳大利亚 DIBP，2017。

277　澳大利亚教育和培训部，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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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际学生主要来自中国、印度和日本。278

●大洋洲的区域内移民十分显著且将一直持续。历史上，在两国政府间迁移协议的支持下，大
量人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间移民（大多数是从新西兰到澳大利亚）。但从 2014 到 2016 年，从澳
大利亚回到新西兰的人也大量增加，而在新西兰的澳大利亚人数量也呈现净增长的态势。279 从太平
洋岛国迁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区域内移民也很突出，这一点将在之后将进一步讨论。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参与难民的重新安置。澳大利亚拥有世界第三大难民重新安置项目。2802015
至 2016 年度该国至少为难民提供了 1.4 万个重新安置名额 281 并为因叙利亚和伊拉克冲突而流离失
所的人额外提供了 1.2 万个安置名额。282 另外，澳大利亚也安置了来自缅甸和阿富汗但长期生活在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邻国的难民。澳大利亚的政策是把以非常规方式迁徙的寻求庇护者转移到
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马努斯岛和瑙鲁的离岸处理中心。2013 年 7 月，澳大利亚宣布所有坐船抵
达的人将不会在澳大利亚本土得以重新安置。283 新西兰也是难民重新安置国家，并宣布在 2015 至
2016 年度重新安置了 750 名叙利亚难民。新西兰的国际 / 人道主义援助也同意支持来自太平洋地
区的身陷人道主义危机的人，在 2015 到 2106 年新西兰批准了该地区的 1600 人居留。284

●经济和环境挑战正影响着来自太平洋岛国的迁出移民。太平洋岛国出生现住在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国家的移民有 42 万人，其中大多数来自斐济、萨摩亚和汤加。285 太平洋岛国普遍面临的发
展挑战和所谓的“青年膨胀”问题导致就业机会严重短缺，并导致大量劳动力迁至新西兰、澳大利
亚等国家。286 每年约有 1.2 万来自太平洋地区的人通过季节工作计划前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287 环
境改变和恶化也是驱使太平洋岛国许多民众进行移民的众多因素之一，尤其是在基里巴斯和图瓦卢，
有一半的人口住在拥挤的环狭窄珊瑚岛礁的城市地区，而水和土地资源都十分有限。288 逐渐上升的
海平面、盐水侵蚀和干旱是影响该地区人们进行国内或国际迁徙的其他重要因素。289 在这个背景下，
就是否应当有计划地重新安置群体和社区已有越来越多的争论。290

278　计量和国家研究局，2016。

279　新西兰数据，2016。

280　联合国难民署，2016a。

281　澳大利亚 DIBP，2016。

282　同上。

283　澳大利亚难民委员会，2017。

284　新西兰商务、创新和就业部，2016。

285　Curtain 等人，2016。

286　同上。

287　同上。

288　Curtain 等人，2016。

289　联合国亚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2015。

290　就关于计划重置的一系列来源可见乔治城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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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当下公共政策辩论倾向于对全球移民的特点、它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以及移民给不同国家

和地区造成的挑战进行一般性的总结。正如本报告第二章所示，在移民领域确实存在重要的全球趋
势和模式。就移民对一国民众造成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以及移民给公共政策决策者带来的基本
挑战等方面，不同国家之间显然也有一些相似处，因此对国际移民特点和影响的相似处和共同点的
考虑对全球和国家的政策辩论和决策至关重要。但是本章认为从地区层面关注国际移民和流离失所
问题的规模和变化有同等的重要性，这些方面对全球和超国家层面（但不限于此）的辩论和管理有
重要含义。

本章基于大量的数据和信息对全球国际移民和流动进行了区域综述，并重点探讨了世界六大区
域（非洲、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北美地区和大洋洲）及其内部多个次区域的重
要特征和发展。这些探讨在方法上是有局限性的且受主观选择的影响，但报告的主要目的是在于突
出地区的重要特征而不是对每一地区国际移民和流动进行全面综述。如第二章“迁徙和移民：全球
综述”所示，在全球移民人数和移民流动方面存在重要的数据和信息缺口。如本章所示，同样的数
据信息缺口警示也适用于区域移民趋势和模式的分析。此外，对世界不同区域移民的研究和数据在
数量和质量上也存在很大差异。移民数据和研究上在可利用性和质量方面的地理不对称性是全球和
各国决策者应当注意的关键性问题。

本章总体上指出了不同区域和区域内不同次区域在移民方面的重要差异，以及全世界日益复杂
的移民动态。举一个体现区域差别的简单例子，亚洲移民主要发生在区域内（例如从一个亚洲国家
去往另一个），且远远超过去往世界其它区域的移民（例如，从一个亚洲国家去往一个亚洲以外的
国家）。而在非洲，区域内移民一直都很重要，但现在迁往世界其它地区（尤其是欧洲、北美洲和
中东地区）的非洲移民数量与在非洲内部进行迁移的移民人数大致相当。相反，在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海地区，移民主要以去往世界其它地区（尤其是北美）的迁出移民为主，而区域内移民则相对有限。

世界不同区域移民动态复杂性中重要但时常不受重视的一个关键方面是世界大量国家在“产生”
大量逃到其它国家的难民的同时也“接纳”了大量来自其它国家的难民。为人熟悉的是，受外来务
工人员、家庭移民和学生等双向移民流动的影响，德国和英国等许多国家经历了较大规模的迁入和
迁出移民流动。但如本章所示，不被那么多人知晓的是，从难民角度，这一特点也适用于苏丹、南
苏丹、刚果（金）和伊拉克等国家。

这些差异和复杂性（其中一些特点取决于时间地点，而另一些则相对普遍）为决策带来很多关
键问题和挑战。例如，当讨论国际移民全球治理的合理方式时，不同区域移民的经历和动态的基本
差异显然需要被考虑。这些差异对进行有效实践并确保治理模式和区域特点相匹配有重要影响。同
样，移民动态的日益复杂也对国家管理者造成直接的挑战并影响国家间合理的治理和合作形式。对
区域和次区域移民模式、差异性和复杂性更好的认识将有助于形成战略性的和可持续的政策回应。

迁徙和移民：地区维度和区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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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研究和分析：
增长，读者范围和当下贡献

引言

随着我们对移民话题的兴趣与日俱增，围绕这个日益复杂又极其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所发布的信
息也在不断增加。理想的状态下，经过严谨分析和研究的移民相关知识应该是决策者、相关实践者、
学生、学者和公众了解人口迁徙及其变化规律的主要来源和起点。但是，关于移民的公开材料的
增多，却使这一点越来越难实现。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识别、收集和消化有关移民的众
多的材料可能难上加难。

本章提供对专业学者、政府、政府间组织和智库等众多移民话题行为体正在进行的和已发布的
关于移民的研究和分析的综述。对于任何从事移民政策制定、研究人口迁徙以及想要对移民事务
言之有物的人，了解关于移民的不同类型的研究和分析的种类、本质和特点都至关重要。

本章显示，近年来有关人口迁徙的研究和分析出现了激增。虽然我们不可能对每一份关于移民
的研究都进行检索、计算和分类，我们还是提供了基本的定量描述，例如对近年来出版的文章和书
籍的数量的估计。我们的定性分析总结了一些作为样本的学术论文的主题以及来自一套政府间组
织的旗舰型出版物的关键内容。我们也提供了测算出版材料的“读者范围”和“影响力”的基本方法。

在正式开始介绍这些材料前我们要强调，学术和非学术的出版过程千差万别，各自有其优缺点。
学术出版系统主要聚焦于生产期刊论文和书籍。这个过程一般涉及多阶段的审阅和评论，通常会涉
及作者、编辑和评审者多方。大多数出版的学术研究（“白色”文献）存在于付费墙后面（即不能
被免费使用），且经常由商业出版商管理。相反，学术界之外的研究和分析出版物（“灰色”文献）
的产出总的来说流程更快、更简单，通常是（虽然不总是）因为更有限的同行审议。灰色文献（诸
如研究报告、工作论文和政府 / 官方文件）通常可被免费获得。一份如同这份报告一样的，旨在帮
助我们在一个日益联通的世界里增进对移民问题的集体认知的报告，如果没有描述好“已被作为
证据、论点、创新和见解的关键来源”的灰色文献的作用，显然是不完整的。1

白色和灰色文献的规模、多样性和增长使我们排除了对 2015 和 2016 年的全部有关于移民问
题的材料做系统性回顾的设想。相反，本章突出在此期间，由我们挑选的一些学术期刊和政府间
组织用英语发表的主要贡献。下一节将描述移民研究和分析的各方参与者。第三节主要是描述来
自学术界和政府间组织的优选贡献。第四节勾勒出了一些移民研究材料的读者范围和影响力。

1　GreyNet International, 201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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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研究和分析的主要产出者

学术界
在理想情况下，研究者生产被有力证据支撑并对他人有用的新知识。研究发现是为不同的目标

受众所产出，并向其传播的。学术研究者越来越被鼓励向学术圈之外传播他们的贡献，虽然传统的
学术著作可能会高度技术化且关注点较小。2 一些关于研究发现的交流涉及把知识向非业内专家的
听众传播，包括向普罗大众。这些交流通过诸如媒体（包括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以及公开讲座和研
讨会、科学节等活动的形式进行。分析政策的研究者经常积极和决策者建立友好关系来传递能为政
策讨论提供信息并有助于形成决策的知识。对政策受众有影响的研究贡献往往采取短文和博客以及
政策研讨会、专家互动会议、高层次咨询和会议等形式。决策环境的混乱以及部长和高级官员们及
其他官员的高周转率可能使交流变得困难，部分原因是最近几十年中公共管理向管理主义的转变，
使其专业性和对实打实的知识的应用逐渐消失。3 同时，“信息爆炸”也考验着知识体系的建构和
决策过程，而政策的复杂程度和互相之间的联系还在继续增大。4

在学术界，传播系统围绕出版物运行，而一些形式的出版物（例如学术期刊）的可信度和重量
秀出班行。学术出版物的一个主要优点在于其通常接受过同行专家的评审，这在一般情况下都会
提高研究的可信度。然而，随着学术出版物的刊号数量日益增多，同行审议使用的标准也变得五
花八门。可以说，学术研究的一个缺点是由于出版的压力，近年来学术研究产量大增，但其质量
却不总是与数量一起提高。附录 A 提供了学术出版的概要，包括同行审议过程的细节、引用数和
影响力评估。

在成千上万份涵盖各学科、主题和研究领域的接受同行审议的期刊中，5 我们选择了用英语、
法语和西班牙语出版的 130 多个涉及移民问题的期刊。6 主流学术出版者往往用英语出版，这既有
使学术贡献标准化的优点，也有排斥了无法提交用可被接受的英语水平书写手稿的研究者的缺点。

关于“迁入移民”或“迁出移民”的学术出版物数量

以下的数字显示在学术界同行审议过的最大文献数据库 Scopus 中查询“immigration（迁入移

民）”或“emigration（迁出移民）”的结果。出版物中份额最大的期刊文章一直保持明显的增长趋势，

并在 2015 年达到顶峰。长远的趋势预示着关于移民问题的学术文献会继续增加：但这是否只是学

术文献产出量总体扩大的一个表征，或者移民研究正由于某些特定原因在发展？

2　McAuliffe, 2016.

3　Box, 1999;Kirkpatrick, Ackroyd 和 Walker, 2005.

4　Nutley 和 Webb, 2000; Weinberger,2011.

5　Ware 和 Mabe, 2015.

6　期刊的列表可以在 IOM 的网站上找到 (www.iom.int/migration-research)。

移民研究和分析：增长，读者范围和当下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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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ww.scopus.com

注：仅查询关键词“migration”的话，会返回 10 倍以上的结果。但是这些结果中包括和目前的移民研究无关的学科对术语“migration” 
              的使用，诸如计算机科学（data migration）、生物学（cell migration）、动物学（bird or fish migration）以及其它学科。通过 
                使用 Scopus 高级搜索功能，我们排除了诸如化学，物理，天文，神经系统科学等领域的研究贡献。

政府
从历史角度上看，政府关于人群进入和离开一个国家的领土的行政数据是关于国际移民的最早

的数据来源。7 不过，现代最早出现的有关移民的学术著作，是基于英国当局收集的全国人口普查数
据对境内移民动态的研究。8 直到今天，通过人口普查、人口登记、具代表性的调查和其它的官方
统计数据，仍经常被作为构成和移民相关的数据库的基础。政府关于移民的数据的核心地位已被像
IOM 发展基金会这样组织所认可，而 IOM 发展基金会正支持其成员国移民相关数据统计的能力建
构等事务。

在统计数据收集、管理和报告以外，一些政府也是其他关于移民的信息的重要提供者，特别是
以政策相关材料形式出现的信息，诸如评估、专题研究和评论文章。他们也可能委托他们在学术界
的合作者、应用型研究者、政府间组织和智库进行研究。移民问题在公共事务中与日俱增的相关性，
引导政府为实证研究提供资金，从而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并拓宽了移民研究的范畴。9 这导致了对政
府委托的研究的一些批评，有时是因为其过于集中在政策问题上，有时是因为这些研究会提出“对
复杂的、长期的社会问题简单化的、目光短浅的对策”，10 或这些研究是由专门证明移民政策很合
理的研究者完成的。11 也有一些证据显示，研究者们普遍地在与政策相关的研究中被迫“产出政治
上有用的结果”。12 政府委托的专项移民问题研究项目所着力解决的问题差别很大，并可能取决于

7　Poulain, Perrin 和 Singleton, 2006.

8　Ravenstein, 1885.

9　Castles, 2010.

10　同上。

11　Boswell, 2008.

12　The LSE GV314 Group,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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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国在移民过程中扮演的角色。13 同时，和政策无关的研究很重要，尤其是那些在政策参考框架以
外探讨移民问题中不易察觉的方面的研究。14 也有必要注意，政府委托的研究能够提供有关移民问
题的有用而严谨的调查，通过包括利用别的机构不掌握的行政数据等手段，特别是和学术界和其他
背景的研究者合作时，因为这些研究者能为复杂的、多方面的移民问题的调查带来不同的视角、知
识和分析方法。如 Khalid Koser 所强调的：

…真正的合作关系可以认识到并联合在政府内外不同但是互补的专门知识。在合适的

条件下，强大而高产的合作关系能够形成，并利用批判性思维，去通过与政策相关的、策

略性的方式解决复杂的移民问题。15

确实如此，有一些观点认为还应做出更大的努力进行合作，“研究者需要更好地了解政策过程[…]，
而决策者也应该更多地参与研究的概念化和推进”。16

除了为独立的研究项目提供资金，诸如通过呼吁提案或直接委托，一些政府也实施了更正式的
移民研究项目。虽然比逐个资助独立研究项目少见得多，但一些国家已经在实施长期的、涉及面广
的研究项目。这种大项目的好处包括可以加强移民研究和分析中各方面的联系，以及可以从更长远
的视角、多角度、多学科地调查问题。涉及面更广的研究项目（相较于单个的研究项目）也为政府
提供了支撑横跨多地的比较研究的能力。例如，迁徙脱贫（Migrating out of Poverty）研究项目
是由英国国际发展署（United Kingdom’s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资助
并由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协调管理持续了 7 年的研究项目组合。它聚焦于境内移
民和区域性移民与贫穷之间的关系，并涉及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五个区域。相较之下，澳大利亚非
常规移民和边境研究计划（Australian Irregular Migration and Border Research Programme）
则聚焦于一个较狭窄的主题（即非常规移民和边境管理），但是其重点是把澳大利亚的经验放在更
广的全球移民语境中。17 另一个有创新精神的、规模大的、由政府资助的研究机制是欧洲新研究机
会合作资助机关（New Opportunity for Research Funding Agency Co-operation in Europe, 
NORFACE），它是一个社会和行为科学领域里 19 个欧洲国家的国家研究资助机构的合作关系的成
果。2007 年，NORFACE 启动了关于移民的研究项目，主要集中在三个主题上：人口迁徙，融合
以及凝聚和冲突。该计划持续了 5 年（从 2009 到 2014 年）并涉及了 12 个移民问题方面的跨国
研究项目，包括绘制欧洲移民流动地图、移民融入、劳工市场情况和跨国家庭。18

13　Iredale, Asia-Pacific Migration Research Network and UNESCO, 2001.

14　Bakewell, 2008.

15　Koser, 2014.

16　Black, 2001.

17　McAuliffe 和 Parrinder, 2015。

18　Caarl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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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间组织
作为出版者和机构性作者，政府间组织为我们对人口迁徙和流动的集体认知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在一些情况下，这样的组织可能是唯一的信息来源，因而在学术文献里经常可以发现对多个政府间
组织出版物的参考。例如，在一份商业出版的关于国际移民或流离失所的文集或论文可能会参考来
自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联合国难民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联合国人
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Office of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或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等等。一些关于进行移民研究的大学指南，提及了一系列
政府间组织所制作的材料（诸如《乔治城大学关于国际移民和难民的研究指南》（Georgetown 
University Research Guide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Refugees） 和《 伯 克 利 法 律
图 书 馆 全 球 移 民 问 题 研 究 指 南》（Berkeley Law Library Global Migration Issues Research 
Guide））。一些学术研究也强调政府间组织现在是关于移民问题的主要信息产出者之一，这反映
了对移民问题的兴趣有广泛的提高。19

虽然对于政府间组织的定义可能有差异，Davies 和 Woodward 把它定义为“由成员国（包括
两个或两个以上主权国家）之间的权威协定手段建立的正式、持续的结构或一个现存的国际组织，
其成员国通过这个组织追求它们的共同利益”。20 从上世纪上半叶起，政府间组织的数量、种类和
影响力大大增大，21 以至于对这类组织关于移民研究贡献的系统考察远远超出了本章涵盖的范围。
本章的重心放在联合国系统里的全球贡献者上，尤其是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联合国难民署、
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
处和国际移民组织，但这绝不是要轻视其它组织的作用，包括那些在区域和国家层面运作的组织。22

作为联合国主要机构内的项目或单位，或半自治的、专业化的或（移民）相关的机构，本章所讨论
的政府间组织都有全球性的读者范围，能够得到各方提供的信息和专业知识，以及在某些情况下，
使他们能够在人口迁徙和流动方面塑造对话和实践的全球活动。

一些组织（诸如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署）的任务、使命或权限集中在特定形式的人口迁
徙和流离失所上，而其它组织的责任则涉及某些独特的方面：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从事于数据
工作；国际劳工组织从事于移民工人相关工作；联合国难民署从事于移民者的权利的相关工作；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从事于移民儿童的相关工作；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从事于跨国犯罪方面（诸
如人口贩卖和偷渡）的相关工作。不同的职责使得这些政府间组织能够收集或从各国得到大量的数
据。除了制作和出版背景类、技术类、实操类、创新类和议题设置类的研究和分析（包括关于全球
统计数据），这些组织也会召集涉及人口迁徙和流动的对话和会议以及出具报告。和其它的出版者
一样，政府间组织难免在出版物质量、框架和议题设定方面受到批评。但是它们显然具备制作严谨

19　例如，Mason, 1999; Pécoud, 2015。

20　Davies 和 Woodward, 2014.

21　同上。

22　很多其它的政府间组织（联合国下属机构或非联合国下属机构）也在移民方面生产资料，例如世界银行（WB）、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OEC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国际移民政策发展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Migration Policy Development, 
ICMPD）。未来的世界移民报告会加强对其他政府间组织的成果的介绍。未来的一些报告也会突出一些正在成长的非盈利或盈利的国际非政
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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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力的数据和研究的责任心。例如，政府间组织会与移民领域顶尖的数据分析师和研究者常规性
地合作，并以此作为吸取核心技能和专业知识的手段。

IOM 在移民问题的许多方面产出大量的研究和分析出版物。考虑到该组织专注于向移民和成员
国提供技术帮助和直接支持，由 IOM 产出的在研究和分析领域之外的出版物通常包括机构报告（诸
如会议 / 研讨会报告和《移民倡议》（Migration Initiatives））、培训材料、手册和指南以及给
移民的信息资料（包括连环画小说）。了解 IOM 的使命和背景，以及它作为新的和联合国相关的
组织的现状是大有裨益的。23 IOM 作为提供服务的机构有长达 65 年的历史，这确实塑造了它阐述
移民问题的各方面的表达方式，包括它的行动与移民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移民政策和治理。例如
项目类数据一直是 IOM 移民数据的基础，反映出 IOM 在人口迁移和流离失所中的强大而持久的作
用，包括对境内流离失所者、全球难民安置和健康评估的支持，对人口贩卖受害者的援助和对返乡
移民的支持。同时，IOM 长久以来一直认同对支持人口迁徙进行更细致的了解的需求，包括通过关
注特定的领域（诸如移民健康和环境移民）。

智库
智库为决策提供信息的作用正在日益吸引政界和学界的关注。尽管智库作用日益突出，但对这

个名词还没有形成被普遍认同的定义。出于这次讨论的目的，我们直接使用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全球
智库索引（global think-tank index）中对其的定义：

智库生产政策导向型研究，分析并就国内和国际问题提出建议，从而使决策者和公众

能够就公共政策做出知情决策的公共政策研究分析和参与组织。智库可以作为附属性的或

独立的永久机构长期存在，而不是临时性的会员机构。24

作为灰色文献的主要供稿者，在对政府的政策建议可竞争性日益增强的时代，智库已作为和移
民相关的信息和分析的重要产出者而出现。随着对全球流动性、人口迁徙和流离失所的兴趣的增大，
以及政府对适应日益充满变化而复杂的环境的需求，这一点变得尤其显著。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
缺少关于这个问题现成的数据，我们试图量化近几十年来从事于移民问题研究的智库数量的变化。
在调查这个问题和量化这个趋势的过程中，第一步是考察宾夕法尼亚大学对从事于移民问题的智库
的列表。我们通过线上检索识别全球范围内其它的智库来补充这个最初的考察。我们把“从事移民
问题”定义为至少有 5 年常规性地致力于和移民相关的课题，包括出版和移民相关的材料或举行关
于移民事务的活动。我们的考察局限于用英语出版的材料，虽然我们承认其它语言也很可能有大量
的产出。但是我们也要强调全世界所有智库里有一半以上位于美国和欧洲。25（并且，）有许多位
于非英语地区的智库是用英语发表贡献的。虽然存在语言和地理上的局限性，我们发现全球从事于
移民问题的智库数量有极大增长，如图 1 所示。

23　IOM 是于 1951 年建立的政府间组织，后于 2016 年 9 月成为了联合国关联组织。

24　McGann, 2016.

2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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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70-2015 年间致力于移民研究并发表英文刊物的智库数据

来源：基于宾夕法尼亚大学《2015 年全球智库检索报告》（2015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加上在与移民相关的 
                    各方面进行的补充性研究。

20 世纪后期 , 在智库总的来说激增的背景下，图 1 显示出自 2000 年起和移民事务相关的智库
的快速增长，这突出了移民问题在社会、（地缘）政治和经济议题中日益增加的重要性。考虑到最
近几年备受关注的人口迁徙事件的数量和本质——诸如在中非共和国、南苏丹、叙利亚、乌克兰
和也门等发生了冲突的国家之内和来自于这些国家的大量人民流离失所的现象；成千上万迁往欧洲
的移民；2015 年安达曼海和孟加拉湾的海上移民危机事件；英国脱欧公投中反移民情绪的作用；
2017 年美国总统关于边境安全和移民执法的行政命令——我们预计移民问题将继续得到越来越多
智库的关注。

但是由智库进行或报告的研究质量参差不齐。虽然智库有必要建立和维护关系网络来保证它们
的研究的影响力，但是避免来自于利益团体、政党、媒体和说客们的不适当压力对于智库的可信
度也是至关重要。智库圈子具有观点和议题多样化的特点。智库往往充当政治知识的掮客、政策
研究的中心和新观念的孵化器。它们提供的服务包括向政府和民间团体提供咨询服务，进行培训
活动，出版研究报告，和媒体合作以及进行政策推进工作。许多智库产出高质量的成果，因而在
产生和传播关于移民的新数据和信息时起到重要作用。例如，在评论海外发展研究所（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的最新作品时，Carling26 注意到：

26　Carling,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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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文献在格式和内容上比较灵活。在记录移民偷渡的经历时，使用这个灵活性

能够产生很好的效果。例如，在他们对移民去欧洲的旅程的报告中，Hagen-Zanker 与 

Mallett (2016)27 把说明性的基础研究、他们的研究与学术文献的紧密联系、以及其与

卓越的研究之间的交流结合了起来。

从事于移民问题的智库的例子

阿富汗研究和评价单位（Afghanistan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Unit）（阿富汗）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e）（美国）

布勒哲尔（Bruegel）（比利时）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中国）

经济知识与自由披露中心（Centro de Divulgación y Conocimiento Económico para la

    Libertad）（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丹麦）

东南亚问题研究所——尤索夫伊萨研究所（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Yusof

    Ishak Institute）（新加坡）

美洲国家对话组织（Inter-American Dialogue）（美洲）

艾伯特基金会（Friedrich Ebert）（德国）

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澳大利亚）

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美国）

海外开发研究所（Overseas Development Centre）（英国）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美国）

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nal Affairs）（南非）

注：主要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2015 全球智库检索报告》。这些例子反映从事于移民问题的智库的地理多样性。粗体字标注的智库 
                是列表中唯一完全聚焦于移民问题的智库。

博客：增长，效用和担忧

最近 20 年，网络上产出的材料数量大大增长，尤其以博客的形式。博客（网络日志）最初在

1990 年代中叶出现，一般是贴在主页上发布的简明文章。虽然没有关于全球博客的确定数据，有估

计显示近几年每年产生的博客的数量大有增长，从 2006 年的 3580 万增长到了 2011 年的 1.73 亿。a

博客的出现使得个人能够直接和非常多的人交流，而成本微乎其微。最近几年，博客日益为智库、

政府、非政府组织、学者（个人和机构）、政党和国际组织等等用来传播信息。b 对博客使用的扩

张和多样化部分缘于和新受众沟通的愿望，c 以及为用户提供更多获取资料的途径或影响那些传统

政治媒体鞭长莫及的受众群体。d 博客不受管理的

27　Hagen-Zanker 和 Mallett, 2016.

移民研究和分析：增长，读者范围和当下贡献



97《世界移民报告 2018》

性质，引起了对于主观个人意见会压倒对事实和分析的担忧，以及在一个日益“后真相（post-

truth）”的世界里传播虚假信息的隐患。e 现在一些备受关注的事例说明，博客会被用来展示错误

的消息，甚至有些虚假博客未经允许就转发分析师们的材料。f 我们现在依然不清楚“博客圈”有

多少议题设定在发生。但是同时，学术界和政治圈也察觉到了与研究相关的博客正在变得日益重要。g

和研究相关的博客往往提取实证研究的发现，然后作为传播的另一种形式，而不是取代其它的

发表渠道（例如学术期刊），有可能提高政策和公共领域内研究发现的可获取性。这样的文章能够

提供有用的且更易被消化的研究相关材料，而且虽然关于严谨性的担忧依然存在，但是那些旨在概

括被同行审查过的实证研究的贡献的博客对增进我们对移民问题的理解作出了扎实的贡献。普遍来

说，有实证研究已经表明博客发布者被认为的可信度的高低程度会影响读者对信息的接受程度。h

a Statista, 2017.
b Farrell, 2012; Worthham, 2007.
c Cavanagh, 2009; Chong, 2010.
d Farrell, 2012.
e Weinberger, 2011
f Williamson 和 Eisen, 2017。
g Aldred et al., 2008; Mewburn 和 Thomson, 2013;
h Chu 和 Kamal, 2008。

最近贡献：聚焦 2015 和 2016 年

在调查了移民研究和分析的主要生产者的特点后，我们现在转向讨论学术界和政府间组织的最近贡献。

学术界
由于关于移民问题的学术出版物数量太大，我们排除了考察 2015 和 2016 年全部出版材料的

方案。取而代之，我们调查了一个学术圈成果的抽样，集中在 7 个涉及移民的并接受同行审议的期刊。
今后的《世界移民报告》将包括其它的期刊。在这一辑，我们聚焦于一些存在已久的移民期刊以及
学界新入者，包括《非洲人口流动评论》（African Human Mobility Review）、《亚太移民期刊》（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国际迁徙》（International Migration）、《民族和移民研究》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难民研究》（Journal of Refugee Studies）、《流
动性》（Motilities）和《人口，空间和地点》（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我们的列表包
括很多（但不是全部）世界上主要的移民期刊。28 调查由两部分组成：对这些期刊 2015 和 2016 年
出版的所有文章标题的分析（总共 538 篇文章）；期刊编辑们对于他们期刊在这两年的主要贡献的

28　我们尝试着体现这些主流移民事务期刊的贡献在地理上的多样性。这种做法将在未来的世界移民报告中被延续，届时将有其它的期
刊被囊括进分析。有 9 份杂志被我们选择，并且其编辑也同意向我们提供材料，但只有 7 家提交了资料。国际移民评论（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和国际移民（Migraciones Internationales）最终没有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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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这样做使我们对各期刊的贡献有了更深的见解，并体现出它们的相似处以及在地理上和主题
上不同的兴趣和关注的领域。每位编辑的综述全文附在附录 B。在本章剩余部分的文字框里也会引
用一些期刊编辑综述的摘录。

来自《国际迁徙》和《民族和移民研究》的编辑为涉及移民的研究的增长列出了几个原因。首先，
“…正在进行的学术研究的数量 [ 是 ] 对当今世界的移民问题较高的社会关注度的回应”（Stantham 
– 见附录 B）。第二，2016 年关于建立一个全球移民契约和一个全球难民契约进程的启动，要求移
民研究者们投以的更大关注；这样一个高知名度、高层次的政策倡议，正在直接或间接地激励着更
多对全球移民治理的研究（Duncan – 见附录 B）。第三，人口迁徙“…已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诠释
性透镜，社会和民众通过这个透镜了解他们正在经历的核心变化，而这些变化正是全球化的结果”
（Statham – 见附录 B）。

《非洲人口流动评论》（African Human Mobility Review）

近些年，围绕移民 - 发展关系的辩论，已在全球激起了对人口流动的日增的兴趣。非洲撒哈拉

以南地区也不例外，那里的研究者力图描述移民的趋势和模式，并为该大陆的发展建议相应的行动，

以控制它的经济、社会和人类权益。在这个方面，基于证据的研究被广泛接受，并通过测试假设、

验证现有的理论和阐述新的理论来建构和扩大知识体系。最终，这些研究发现需要向一个更大的和

更多样化、由专业学者、实践者、民间组织和政府代表组成的受众发表和传播。出版物不仅会增强

研究的知名度，同时还促进研究者所进行的实证研究的可信度。经同行审议的学术期刊是培养智慧

的辩论和探究的基本工具。但是，目前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仍缺少针对人口流动等等问题的经同

行审议的高质量期刊。学者们要在非洲的期刊展示他们在该领域的发现有困难，不是因为这类期刊

出版不定期，就是因为它们干脆不存在。

来源：Mulugeta Dinbabo, 编辑。全文见附录 B。

根据在我们的刊物样本中发表的 538 篇文章的标题，图 2 的词云突出了关于移民的学术出版物
反复出现的主要聚焦领域。假设一篇文章的标题反映它的内容，我们试图把最频繁的词语用作强调
突出的主题问题的线索。如我们所料，迁徙（migration）、移民 (migrant) 和人口流动 (mobility)
在标题中被广泛使用。有趣的是，迁入移民 (immigrant) 和移民迁入 (immigration) 都出现在前
10，而迁出移民 (emigrant) 和移民迁出 (emigration) 不在形成词云的 75 个词语之列。29 这至少
说明在选定的期刊里所发表的文章中有一个占主流的“接收国家”视角。虽然这无疑与我们为分析
而选定的期刊自身特性相关，我们的样本确实包括有传统的移民“来源地”视角的期刊。另一方面，
欧洲是前 10 大词语中唯一的地理词语。30 此外，其余的形成词云的 75 个词语中的地理词语为非洲、
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英国、荷兰和韩国，大多数是移民迁入而不是移民迁出的国家或地区。

29　我们把词云精简到 75 个词语是因为其余的词语的低占比使加入它们没有太大意义。作为参考，第 75 位的词语是代（generation，在词
云的右下的 migrant 之下）。

30　根据 2015 年国际移民报告（由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制作），在 2015 年的 2.44 亿国际移民中，7600 万住在欧洲，7500 万在亚洲，
5400 万在北美洲。

移民研究和分析：增长，读者范围和当下贡献



99《世界移民报告 2018》

图 2. 2015-2016 年间来自 7 个学术刊物的 538 篇学术文章标题的词云

注：通过使用 www.wordclouds.com 和 www.wordle.net 产生。

《亚洲和太平洋移民期刊》（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亚洲和太平洋期刊》的文章一般描述亚太的移民情境并反映研究状态、政策讨论和倡议问

题。…2015 和 2016 年发表的文章包括许多关于韩国和中国的文章，但是总的来说，最近两年强调

了移民、来源地和目的地类型的多样性。例如，关于学生移民的文章经常与中国和印度学生相关，

因为他们是前二大国际学生移民团体。关于在美国的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韩国学生…，中国留学生归

潮，以及对日本学生移民的一些关注扩大了关于这个主题的讨论。关于印度尼西亚的菲律宾教师，

新加坡的中国迁入移民企业家以及伊朗的阿富汗人和当地人之间的生育差异等话题的文章，是一些

揭示有关区域内移民的、相对不为人知的一些方面的文章，而关于越南人在波兰的文章提供了关于

旧移民情况的更新和新的波兰越南人移民的特点…总的说来，2015-2016 年的文章把原有并持续存

在的问题与新的或迄今未获足够研究的问题结合了起来。

来源：Maruja Asis, 合编辑。全文见附录 B。

其它一个频繁使用的词语是社会的（social），这个词语在这 538 篇文章标题里出现 44 次（8%）。
这个形容词天然地适用于许多和移民相关的名词：用法包括社会融合，社会变化和社会保护。但是
在我们的样本中最频繁的关联是社会关系网络，这强调了在移民经历中关系网络是多么有用。关于
社会关系网络在学术文章中被讨论的例子包括，从土耳其迁入到加拿大的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连接
经历，在爱尔兰的巴西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他们进入劳工力市场的经历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关
系网络对移民到新西兰的印度移民的作用。

由于“…难民在全球政治的、媒体的和大众流行话语中新的相关性”（Koser – 见附录 B），“难民”
（refugee）一词在词云中位列前 10 也并不令人感到奇怪。正如人们所料，分析表明，在我们抽样
的所有标题中提及词语难民的文章里，《难民研究》占了 46%，而其余的 54% 在剩下的期刊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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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在前 10 大词语中出现的名词是“劳工”（labour）。31 寻求更好的收入和工作条件是移民
最重要的动因之一：2015 年所有国际移民中，高收入国家吸纳了国际移民增长的 81%。32 前十大
词语的最后一个是“政策”（policy）。对我们样本的分析揭示与这个词相关联最频繁的词语是移
民迁入政策，劳工政策和庇护 / 难民政策。

《民族和移民研究》（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017 年，《民族和移民研究期刊》出版 16 期大约 160 篇每篇 9000 个单词的在移民和民族关系

领域内进行原创性研究的文章[…]。我们发表这么多（文章）的原因是让学术研究进入到公共领域，

以便使其获得为公众理解提供信息的机会。原创学术研究的发现能给说客和政治家的主张提供合理

性，有助于揭穿‘错误’的说法，但是要做到这一点 需要将其公之于众并留下记录 […]。

虽然 5 年之前我想可以这样说，期刊主要聚焦于“欧洲的”，近年来我们齐心协力，更直接地

和北美的学者们（那些研究美国和欧洲的学者）建立友好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鼓励来自亚洲和

非洲的学者把《民族和移民研究》看作供他们辩论的论坛。这又一次反映了世界中那些正由人口迁

徙驱动的重大变化。如果过去 10 年中国有 2.4 亿境内移民，这是不是移民学术圈显然应该涉足的

课题？我们希望大陆间更多的交流可以以一种适当的方式把我们这些学者带出我们的象牙塔和舒适

区，去挑战一些深入我们骨髓的公认的“真相”。许多对人口迁徙和民族关系的认识是从战后时代

从“南”向“北”移民的经历中提炼出来，并被来自于移民接收国的学者写下来。

来源：Paul Stathem, 编辑。全文见附录 B

科学 / 学术文章对决策者的相关性已成为一些期刊很重视的方面。三个编辑承认专业学者和决
策者往往是脱节的，因为“……决策者经常立即就需要他们的证据而学术研究需要时间，而且同行
审议进一步增加了这个时间，这意味着一些研究发表滞后于政策需要”（Duncan – 见附录 B）。
政策和学术环境所使用的时间框架也存在重要差别：“……基于研究的知识是时间和流程密集型产品，
有时这可能与政策制定快节奏并饱含争议的环境不相匹配”（Asis – 见附录 B）。可能的解决方法
也许是“……产出简明的政策摘要、举行政策对话或和媒体合作产出更易获取和更及时的报告”（Asis 
– 见附录 B）。

《国际移民期刊》（International Migration Journal）

[…]人口迁徙是更长期趋势的一个现象，而长期趋势的规律经常是只能随着时间推移才变得清

晰。比起许多被要求更快交出分析和建议的决策者们，学者们能够更好地了解这些趋势。决策经常

似乎是要解决紧急的问题，但其实它有其固有的保守性。被研究所识别的新趋势可能经过很久才会

在政策里被认同，这使得实证研究被认真完成并接受同行审查变得更加重要。

31　Labour, work 和 profession 等近义词都被算在劳工（labour）之中。

32　UN DESA, 2016.

移民研究和分析：增长，读者范围和当下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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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几年中，对导致人们选择移民的决策过程和意图的兴趣在增大；这和对传统移民理论对

宏观的“推”和“拉”的因素的大量分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它是传统理论一个补充，而不是代替。

来源：Howard Duncan，编辑。全文在附录 B。

政府间组织
致力于移民事务的一些主要的联合国组织的贡献，反映了其在移民事务中的职责和目前移民事

务的发展趋势，包括在移民模式中我们已经观察到的一些改变，例如进行国际移民的儿童的增加。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协调包括有关移民数据的汇编，这个过程突出了各国统计办公室的能力的
有限。2016 年，它的人口司（Population Division）发表了《国际移民报告 2015》（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15），这个两年一次的出版物提供关于世界主要地区和国家的国际移民的
程度和趋势的信息。人口司维护的联合国全球移民数据库（United Nations Global Migration 
Database）是关于国际移民的、按国家或地区计算、按年龄、性别和出生国家或地区或公民身份
分类的最完整的一套统计。人口司同时还维护另一个 45 个国家每年的国际移民流动数据的较小的
数据集。

2015-2016 年间出版的主要全球材料例举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联合国难民署

国际劳工组织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事处

2015

进行中

进行中

2016

2015

2015

进行中

2016

2015

2015

2015

2016

2016

《国际移民报告 2015》

联合国全球移民数据库

国际移民流动数据集

《全球趋势：2015 年被迫的流离失所》

《全球趋势：2014 年被迫的流离失所》

《2014 年庇护趋势》

人口统计数据库

《促进公平移民：关于外来务工人员机构的总调查》

《国际劳工组织对外来务工人员的估计》

《中转移民的处境》

《在关闭的门之后：保护和促进在非常规处境中的移

民家政工作者的人权》

《被迫无家可归：难民和移民者儿童的日增危机》

《2016 年人口贩卖的全球报告》

注：IOM 出版物在下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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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被授权为难民寻求保护、帮助和问题解决方案的联合国机构，联合国难民署（UNHCR）
产出大量的出版物，并有一个专用的研究资源库——参考世界（refworld）。《全球趋势》（Global 
Trends）是联合国难民署的旗舰型出版物之一，它提供和分析全世界每年有关难民和其他联合国难
民署所关注的人群的趋势。联合国难民署的年度报告《庇护趋势》（Asylum Trends）虽然不以全
球为关注点（主要缘于寻求庇护者流动的本质），但仍提供 44 个工业化国家中寻求庇护者的庇护
申请的统计数据和相关分析。联合国难民署也如它的人口统计数据库所报告的那样，是关于难民和
其它受其关注的人口的全球统计数据的主要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ILO）是一个设定标准的机构，它负责协调国际劳工标准的形成并监督其实
施。2016 年，其年度深度总问卷调查聚焦在外来务工人员。《促进公平移民：关于外来务工人
员的法律文件总调查》（Promoting Fair Migration: General Survey Concerning the Migrant 
Workers Instruments）调查了国际劳工组织的外来务工人员法律文件的应用和影响。在为改善劳
务移民的相关统计数据的收集和制作方面所作出努力的方面，有《国际劳工组织对外来务工人员的
全球估计》（ILO Global Estimates on Migrant Workers）提供了对移民工人在世界移民总人数
中比例的估计，特别是移民家政工作者。

作为联合国秘书处的一部分，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是被授权以促进和保护包括移民在内的所有人
的人权的主要联合国机构。除了支持联合国人权机制，诸如人权理事会的条约委员会和特殊程序

（Special Protection of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还产出大量的相关材料。

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要求，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对中转中移民进行了研究，随后在 2015 年
出版了《中转中移民的处境》（Situation of Migration in Transit），揭示了对这个移民群体
明显的保护缺口。2015 年，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也出版了《在关闭的门之后》（Behind Closed 
Doors），揭示了非常规移民家政工作者可能面临的剥削、虐待和伤害，并对适用于他们的人权框
架进行了概述。

虽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年度旗舰出版物《世界儿童的状况》（State of the World’s Children）
不一定单独讨论儿童移民，但 2016 年出版了《被迫无家可归：日渐恶化的难民和儿童移民危机》
（Uprooted: The Growing Crisis of Refugee and Migrant Children in 2016），展示了关于大
约 5 千万跨境迁徙或流离失所的儿童的生活和情况的全球性数据和分析。

在其帮助联合国处理国际犯罪的职责范围内，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事处努力与包括人口贩卖和
偷渡在内的跨国有组织犯罪进行斗争，并出具关于这些主题的种种报告。2016 年出版的第三份《关
于人口贩卖的全球报告》（Global Report on Trafficking in Persons）基于 2012 和 2014 年间发
现的贩卖案例，提供了对人口贩卖的模式和流量的总数的概述。

IOM 在 2015 和 2016 年出版了大量的研究和分析材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以单独的研究和
报告的形式发表的材料，其中很多直接衍生于一些项目。例如，欧盟资助的“移民，环境和气候变化：
为政策提供的证据（Migration，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Evidence for Policy）”项目，
2015 和 2016 年出版了多份研究报告来评估移民和气候变化的相关证据，这些报告关联于该项目
所涉及的 6 个国家：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肯尼亚、毛里求斯、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越南。产出的
研究和报告的总数与项目周期关系很大，这部分解释了 2016 年报告量比前一年显著增加的原因（见
表 1）。许多报告由 IOM 的机构在当地产出，尤其是如果它们出自单独的研究项目。

移民研究和分析：增长，读者范围和当下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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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 IOM 对移民期刊《国际移民和移民政策实践》（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Migration 
Policy Practice）的支持也对移民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表 1 显示了与研究相关的出版物的大部分
由独立研究和报告组成。另外，“移民概况（Migration Profiles）”提供各国独特的移民综述（大
多由 IOM 发展基金资助）来支持成员国移民数据、研究和分析的能力建构等事务。

表 1. 2015-2016 年间 IOM 书店的出版物

出版类型

世界移民报告（a）

全球移民数据中心出版物（b）

移民研究系列

移民概况

《移民政策实践》期刊

研究和报告

政策简报

《国际移民》期刊 (c)

其它

总计

2016

0

9

1

6

5

73

12

9

16

131

2015

1

1

1

8

5

35

8

3

9

71

来源：IOM。

注：（a）世界移民报告 2015 用多种语言产出；（b）全球移民数据分析中心于 2015 年 9 月成立；（c）2015 年《国际移民期刊》的编辑更换。

2015 和 2016 年 IOM 主要的和研究相关的出版物

《世界移民报告 2015 – 移民和城市：管理流动的新伙伴关系》

《致命旅程第二集：死亡和失踪移民的识别和跟踪》

《证据评估：移民在建构应对气候变化的恢复力中的机遇和挑战》（多个国报告）

《移民偷渡数据和分析：新出现的证据基础的全球评论》

《衡量良好的移民治理：2016 年移民治理能力指数》（经济学者情报单位）

全球移民数据分析中心数据简报

移民，环境和气候变化政策简报

移民概况（多国报告）

营养监督报告（下属于 IOM 健康评估项目（IOM Health Assessment Progrmme））

《劳工剥削，贩卖和移民健康：多国关于健康风险和移民及被贩卖工人的结局的发现》



104

衡量读者范围

学术界
随着对移民问题的兴趣增长，以及移民研究和分析的材料增多，可以合理地预计读者范围（例

如通过扩大读者人数）也已增大。本章所调查的期刊印证了这个情况，它们的平均“影响力”
在 2015 年（＋ 21％）和 2016（＋ 4％；见图 3）都有所增长。最近的平均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33 增长表明，这些期刊中的文章受到更多的关注：一篇文章被引用意味着它已被研读过，
而且它的一些内容有助于增加证据基础或产生辩论，建构知识，或为移民政策和实践提供信息。

图 3. 选定刊物的影响因子

来源：《InCites 期刊引用报告》（InCites Journal Reports）， Thomson Reuters。

注：在写本报告的时候（2017 年 6 月）《非洲人口流动评论》（African Human Mobility Review）未被 InCites 编入索引。影响因 
                子是引用次数和发表数量之比。 

基于引用次数（包括影响因子）的出版物度量显然有各种局限性和缺点。34 首先，考虑到学术
出版的时间线和需要用来编制 / 发表统计的时间，引用数量往往是缓慢积累的。第二，引用几乎仅
在学术环境下发生，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替代措施（以下讨论）形成了。第三，引用并不能衡量材料
的质量，只是一种量化影响力的方法（见附录 A 对这一点的讨论）。虽然引用度量已成为学术出版
者和学者优先考虑的东西，它们对学术界外的人来说相关性较小。

33　影响因子是被引数和发表数的比率。每年的得分会按照那年的前面两年的被引数和发表数来计算。想看更多的例子请去附录 A。

34　如果想看最近关于影响因子局限性的概述，请看 Williams 和 Padula, 2015. 如果想从更广的角度看影响因子的使用不当，请看 PloS 
Medicine Editor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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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空间和地点》（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从发表文章的总数方面来看，人口迁徙是《人口，空间和地点》的主要兴趣中心。文章涵盖国

际移民和境内人口流动。一些研究者质疑把这两个说法区分开来的正确性，因为当代人口流动十分

复杂，并且许多造成人口迁徙和流离失所现象发生的动因是一致的。i

可以认为，最重要的概念进步是承认人口流动（包括许多种形式的人口迁徙）是相关联的 […]。

共享同一住所并有可能一起迁移的人的生活是关联的。j 在迁移者和非迁移者之间（例如在为工作

进行国际迁徙的人和祖父母在一起生活的留守儿童之间），k 或在到达一个社区的迁入移民和在同

一个社区并在适应新来者的非迁移者之间，都是关联的。l 在移民和那些有权力许可或阻止人口流

动的人（例如那些向新来者分配住房的人），或那些支配移民政策并决定哪些人可以留下来而哪些

人必须回到他们来源地的人之间，是关联的。m

来源：Allan M. Findlay, Clara H. Mulder 和 Darren P. Smith 编著。全文见附录 B。

i Hickey 和 Yeoh, 2016; Hugo,2 2016。
j Van Bochove 和 Engbersen, 2015。
k Murphy, Zhou 和 Tao, 2016。
l Philips 和 Robinson, 2015。
m Lietaert, Broekaert 和 Derluyn, 2015。

学术出版物已经开始采用新的度量方法来评估它们在学界之外的影响。其中一个度量方法是“替
代计量得分（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35 它显示出“…多少人被展示并接触了一个学术成果”。36

对于任何研究成果，“替代计量得分”“…提供一个显示关注量的指标”，37 而一些关注度来源比其
它来源有更大的权重。例如，新闻报道拥有最高的权重 8，因为“很容易想象一篇普通的报纸报道
比一条起普通推特更容易给研究带来关注”。38 其它的高权重来源包括博客（5），维基百科（3），
政策文件（3）和推特（1）。评价指标相对较新，于 2012 年开始，被认为是“…旨在测量一篇学
术文章的实时读者范围和影响力的工具”。39 专业学者们发现（替代计量得分）“和引用量的正相
关性但是程度相对较弱”，40 这支持一个概念，即“引用量和替代计量得分相关，但是所追踪的影
响不同”。41 一个支撑博客在替代计量得分算法中取得重要权重的实证发现是，被在博客里提及“能
够突出那些被引量较大的出版物”，42 这进一步强调了这个科学材料传播形式的日增的重要性。

我们分析了本章考虑的在 2015 和 2016 年 7 个期刊中的 6 个（《非洲人口流动评论》在写此
报告时尚未出版这些数据）出版的 512 篇被同行审议过的文章的“查看 / 下载量”和“替代计量得
分”。替代计量得分是出于两个原因被选上：第一，在所有期刊出版者的网站上可免费获得。第二，
现有的证据支持它的使用，尤其是跟踪最近的研究成果。分析让我们能够解释关于移民问题的学术
35　参见 www.altmetric.com。

36　www.altmetric.com/about-altmetrics/what-are-altmetrics/.  于 2017 年 4 月 9 日查阅。

37　https://help.altmetric.com/support/solutions/articles/6000060969-how-is-the-altmetric-attention-score-calculated-. 于 2017
年 4 月 9 日查阅。

38　同上。

39　Warren, Raison 和 Dasgupta, 2017。

40　Costas, Zahedi 和 Wouters, 2015; Thelwall et al., 2013。

41　Priem, Piwowar 和 Hemminger, 2012。

42　Costas, Zahedi 和 Wouter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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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的定量的结果，诸如多少次被提及、查看以及下载。图 4 显示 512 篇样本文章的关注评分分
布。没有得到任何注意或仅得到很少注意的学术文章占的比例最大：129 篇（25%）文章得 0 分，
意思是它们没有被任何的线上信息源提及。超过一半（289 篇或 56%）评分为 2 或更低，意味着它
们最多吸引了相当于两条推特的注意力。只有 14 篇文章（3%）获得高于 20 的评分（大致相当于
在新闻和博客中各被提及一次再加上 5 条推特）。

图 4. 2015-2016 年间选定刊物 512 篇文章的学术论文替代计量得分

来源：www.altmetric.com

注：《非洲人口流动评论》在写此报告时尚未公布指标评价数据（2017 年 4 月）。

流动性（Mobilities）

[……] 边界已经变成了一个有高度政治意味的当代话题，通过重塑边界对移民进行常规分析。

就欧洲接收来自叙利亚和阿富汗的难民的政治辩论；支持英国脱欧的公投；对美国和墨西哥之间造

一堵墙的建议等，都证明了重塑边境的新的物质性和象征性的进程。边界的存在已被认为“不光是

经验性的现象，它的使用、开放或是关闭，取决于谁跨越边界以及他们在政治辩论中变得多有争议”。n

来源：Kevin Hannam, Mimi Sheller 和 David Tyfield, 编辑。全文见附录 B.

n Scuzzarello 和 Kinnvall, 2013. Rebordering France and Denmark Narratives and Practices of Border-Construction in Two 
European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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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的期刊都在它们的网页提供了有关文章查看和下载次数的数据。在此报告成稿时，两
个期刊（《民族和移民研究》和《流动性》）仅提供查看次数，一个（《亚洲和太平洋移民》）仅
提供下载，一个（《难民研究》）提供查看和下载次数。三个期刊（《非洲人口流动评论》、《国
家移民和人口》和《人口，空间和地点》）没有显示任何有关文章查看次数和下载次数的数据。为
了克服这种标准化的缺失，我们融合了查看次数和下载次数。图 5 显示了来自这 4 个可用来源的
353 篇文章的查看次数 / 下载的分布，以百为单位。分布的左偏斜图形（和关注评分相似）突显读
者读取程度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只有 28 篇文章（8%）被查看 / 下载超过 1,000 次。查看次数 /
下载数据表明大多数学术文章读者人数相当有限。

图 5. 样本期刊 2015-2016 年间 353 篇文章查看和下载次数分布

来源：期刊出版者网页。

注：写此报告时（2017 年 4 月）《非洲人口流动评论》，《人口，空间和地点》和《国际移民》尚未发布关于查看和下载的数据。

总之，我们的量化分析显示，作为一个话题，移民问题正在受到日益增多的关注；出版物和引
用的数字象征着至少学术圈内的兴趣的提高。查看 / 下载的度量和指标评价显示关于移民问题的
学术成果还有扩大读者范围和提高读者人数的空间。而实现此事主要的障碍之一是阅读学术出版
物往往需要付费，这大大限制了学术界外对材料的使用。例如，期刊订阅者经常是学术机构，下
载单篇文章的费用可能会使非订阅者望而却步。学术出版物对外开放虽然使下载免费了，但这通
常是要求作者或他们的机构支付出版费。但是正有更多的开放阅览期刊（诸如《比较移民研究》
（Comparative Migration Studies）和《反贩卖评论》（Anti-Trafficking Review））已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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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移民问题的文章。43 另外，学术研究的语言和写作风格往往比其它的出版领域更技术化，主题也
更狭窄。但是通过传统的和新形式的媒体，学术发现的传播为关于移民问题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为大
众和政策论述提供信息的机会。接下来会讨论关于移民问题的博客一类媒体的潜在读者范围。

《难民研究》（Journal of Refugee Studies）

难民在遭遇新的挑战：越来越多的人处于旷日持久的流离失所中，现实中无法预见永久性解决

方案，并且更多的人搬迁到城市环境中，这使保护和帮助他们变得更加困难。难民始终遭受歧视，

现在随着对难民的限制越来越多，其实比以往更加系统化：一些领导人开始暗示难民流动与暴力极

端主义及恐怖主义风险有明确关系；对难民的仇外攻击增多。积极的方面，“2016 关于难民和移民

的纽约宣言”（2016 New York Declaration for Refugees and Migrants）有可能为国际难民制

度和应对方面的重大改革铺平道路。《难民研究》期刊正在快速发展，吸引了来自全世界越来越多

的学科投稿，投稿质量屡创纪录，过去两年（2015 和 2016）中它的影响因子翻了一倍。

来源：Khalid Koser, 编辑。全文见附录 B。

IOM
近几年，IOM 线上书店进行了升级和改进。2009 年，线上书店作为推广 IOM 出版物的手段

而启动，线上书店现在能够跟踪 IOM 出版物下载数量和支持数据分析。通过这些数据能够了解
IOM 出版物的可获取性和读者范围，补充对一些成果的读者调查。截至 2016 年底，该书店含有
27 种不同语言的超过 1370 份电子出版物，大多可以免费使用。虽然下载相关数据不是对出版物质
量的评估（能通过读者调查或同行审查做到），但通过这些数据确实能够了解到高下载率的单个出
版物，还能了解全球范围内创作和可获得的出版物是哪些主体，以及地域特征。IOM 书店中多年来
创作的出版物下载量 2016 年已累计超过了 238 万次。经过对下载超过 1 千次的研究性出版物调查
显示，有的主题比其它一些更突出，跨专业出版物的内容非常多，例如横跨多个主题的农村移民。
2016 年对移民法和管理（以及移民和环境）的兴趣有所增长（见图 6）。

43　对外开放需要使发表的材料免费对外提供，不能收费或要求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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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按主题划分，2015-2016 年间有关 IOM 研究的下载比例

来源：IOM。

注：只包括一年中被下载 1 千次以上的出版物（2015 年的下载按比例分配，因为全年的数据未能提供）。下载可以被分类到一个以上 
                的主题中。总计 1743167 次 下载。

全球视角的移民出版物比地区或国家视角的出版物更多（见图 7），这反映了《世界移民报告》
的广泛读者范围。该报告两年出版一次，是 IOM 相关研究的主报告，最新版和以前几版都被广泛
地下载。对《世界移民报告》的兴趣很明显，并且下载数据对解读读者如何对世界移民报告的材
料作出反应很有帮助。例如，《世界移民报告 2010》关于非常规移民和混合迁徙流的背景材料在
2016 年被下载了几千次，考虑到 2015 到 2016 年去往欧洲的移民流量达到顶峰，下载量反映了
2016 年这个问题的突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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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按地理划分，2015-2016 年间有关 IOM 研究的下载比例

来源：IOM。

注：只包括一年中被下载 1 千次以上的出版物（2015 年的下载按比例分配，因为全年的数据未能提供）。分类不重叠。总计 1743167 次下载。

博客
作为研究移民和相关问题的兴趣日增的大趋势的一部分，以移民问题为特色的博客数量也在随之增长。

调查关于移民问题的博客发表的变化，大大超出了本章的范围，但是以下的文字框里提供了广为阅读的移
民文章的范例。这些范例显示出一些博客文章获得大量受众，并且因此可能大大影响对移民问题的讨论。44

但也很有必要承认，有的评论认为博客往往写比较“热”的或有争议的移民问题，诸如非常规或大规模的
移民，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而不那么有争议的话题往往被忽视。45

博客上发表的和移民问题相关的文章举例

将改变你对欧洲移民看法的四张地图（Four maps that will change how you see migration in 

Europe），作者 Alex Grey, 世界经济论坛议程（World Economic Forum’s Agenda）博客发表于 2016

年 8 月 16 日 – 905126 次查看

44　Aldred et al., 2008.

45　Ozimek,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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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买到公民身份的国家 (Countries that you can buy citizenship)，作者 Joe Myers, 世界经济

论坛议程博客发表于 2016 年 7 月 28 日 – 176065 次查看

出乎预料的后果：偷渡移民如何在利用国际保护系统（Unintended consequences: How migrants 

smugglers are exploiting the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system），作者 Marie McAuliffe 和 Khalid 

Koser, 亚洲和太平洋政策学会（Asia and Pacific Policy Society）的政策论坛发表于 2015 年 2 月 15

日 – 超过 100000 次阅读。读者大多数在加拿大，印度，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沙特阿拉伯和美国。

叙利亚难民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Syrian refugees），作者 Johnson Hewson, 亚洲和太平洋

政策学会的政策论坛发表于 2015 年 9 月 11 日。- 超过 18000 次阅读。读者大多数在澳大利亚，中国，印

度，爱尔兰和美国。

中美洲前进一步：为了联盟繁荣的计划（One step forward for Central America: The Plan for 

the Alliance Prosperity），作者 Manuel Orozco,“美洲间对话”（Inter-America n Dialogue）的博

客发表于 2016 年 3 月 16 日 – 662 次查看

注：阅读或查看的数字及相关分析由相关的博客编辑在 2017 年 2 月末提供。

结论

本章综述了关于一些主要移民问题研究和分析创作者的核心创作，增进我们对移民问题的集体理解。
我们发现，包括一些研究和分析的主要创作者在内，大家对移民话题的兴趣与日俱增，这反映了该话题在
全球范围内日益突出。我们也发现，移民相关的不同类型作品各有优劣，在阅读和使用这类材料时，尤其
在为决策提供信息时，了解这些差异很重要。例如，学术研究和分析可能比其它形式更严谨，但是较长的
交付周期可能会减少对决策者的有用性，决策需要的材料要能适应的时间要求，经常比学术出版体制出得
更快。相反，和经过同行审议过的学术研究相比，灰色文献的优点是产出时间更短，更容易获取未出版的
研究和数据资料，同时还具备利用学术界和政界的专门知识的能力。46 灰色文献也往往是免费的。但另一
方面，有时候其质量和审查标准不稳定（甚至很差）、出版安排不定期、并缺乏标准的书目标识符。47 也
有人批评它被用于议程设置或者使政策合理化。48 然而，这些缺点和潜在的优点一样，不一定适用于所有
此类出版物。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发挥移民议题不同类型的材料的优势。例如，一些关于移民问题的最高质量的博
客，就是依赖多年的研究，建立在经过仔细阐述、钻研和有深刻见解的分析基础之上。资深移民专业学术
机构维护自己的博客并为其它出版者写博客文章，事实上正变得更普遍。这表明这种交流和传播形式的效
果得到了学术圈的认可。这也被替代计量得分使用的增多所反映。期刊论文在包括通过发表博客在内的非

46　Pappas 和 Williams, 2011。

47　Banks, 2012; Pappas 和 Williams, 2011; Schopfel, 2011; Ruciski, 2016。

48　Boswell, 2008; Sagema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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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发表传播形式，也算入替代计量得分衡量标准。但同时，我们很难评估博客和包括许多研究报告在内
的其它灰色文献是否对移民问题的集体认知有重大贡献，亦或者它们只是更适合宣传的另一种议程设置工
具。在学术环境下，被引用的次数提供了衡量一篇文献的价值（或缺乏价值）的指标；随着时间推移影响
因子也成了评估科学期刊一种类似的工具。灰色文献还没有类似的系统性评估体系，它的多变性和多样性
既被看成是优点也被看成是缺点。但是，能够线上灰色文献的出版者能够通过技术帮助，来评估受众对一
系列或甚至单篇文章、报告或研究的感兴趣程度。

有些出乎意料的是，本章收集的信息（包括来自博客编辑的信息）显示，一些涉及移民的线上研究和
分析读者范围非常之大。受众能够如此广泛地查看、阅读和下载这些材料的事实提醒我们，还需要进一步
提高移民问题出版材料的质量。例如，没有什么好理由能解释为何非学术类的材料不能被同行审议；为移
民政策和实践提供信息需要以更强有力的证据为基础，因此，使用能提高出版的研究和分析的总体质量的
工具是很重要的。同样，没有明显的理由能解释为什么尤其在非学术领域，更多移民研究和分析的出版者
不能接受通过查看次数 / 下载次数 / 替代计量得分的测量方式。同时，学术出版试着接受灰色文献的优势，
即可获取性和速度，是可取的。开放阅览就是种解决办法，而且使用其它交流办法，诸如博客当然能够提
高可获取性。学界也在努力缩短出版时间，越来越多的优质期刊能够在两、三个星期内提供同行审议。但
是这意味着给本已是志愿的、无报酬的、高技能的学术审议者劳动大军加上了严格的截止日期。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白色和灰色文献是关于移民问题互补且有用的信息来源。我们强调了两种文献的
一些优缺点，并为帮助它们扩大读者范围来促进对移民问题的更平衡的对话提出初步行动建议。我们强调，
本章的分析只与小范围的学术期刊和政府间组织的贡献相关。我们认为对这个源于这个范围的分析能清楚
描述出移民问题的最新研究和分析，我们并不标榜研究分析穷尽所有范围。我们希望在以后的世界移民报
告中扩大这个分析的广度，把已有来源和其它来源都包括进来，逐渐为移民问题话语提供更完整的实证研
究说明。

最后，我们鼓励决策者、实践者、研究者和其它人用批判的眼光开发和利用关于移民问题的书面材料
的价值。我们也强调旨在缩小研究和政策领域之间的差距的活动和倡议，通过研讨会、会议、简介会和相
关咨询等方式，把移民问题的学者、研究者、实践者和决策者集结起来。这种倾听和分享关于移民知识的
机会，能够为新思路提供支持，为打造更有效的政策应对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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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移民治理：既有架构和最新发展 1 

引言

近几十年来，在上世纪形成的规范和制度的基础上，为改善全球移民治理所做出的努力日益
增多。在《2016 年难民和移民问题纽约宣言》（简称“纽约宣言”，该宣言是联合国大会关于人
类迁徙的、最受关注的全体成员国领导会面磋商的成果）里，各国承诺启动政府间谈判进程，以
达成全球契约，实现安全、常规、有序的迁徙。在移民领域，全球治理明显滞后于其它跨国问题，
因此，该宣言的形成尤其值得关注。它反映出通过非正式对话和倡议实现国家间的信息咨询与分享，
加强国际合作，进而建立人们对多边治理的信心。然而，和以往一样，在面对政治、人口、环境
和社会经济这些导致移民现象产生的因素时，“纽约宣言”也标志着对全球性合作的需求。

本章涉及全球移民治理既有架构及其最新的发展状况，将重点关注跨国人口迁徙和全球层面的
治理——也就是和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相关，或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均可参与的治理。在这一背景下，
治理包含下列实质性的规则和规范、决策程序以及执行与监督机制：

1. 约束性法律和规范、非约束性规范框架和国家间在多种移民事项上的合作协议；

2. 机构行为体，以及组织架构及其机制；

3. 程序，例如在全球层面的或与全球治理相关的对话和倡议。2

下一节先讨论在全球层面进行移民治理的益处，并指出在推动全球移民治理进程中遇到的主
要障碍，随后再对主要规范和组织进行综述，这将为倒数第二节的讨论提供背景支持。倒数第二
节强调三个主题：（1）有助于为全球层面的更大行动营造声势和信心的主要对话和倡议，尤其是
2016 年针对大规模难民和移民问题的联合国高级别会议（2016 年联合国高级别会议）以及就难
民和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磋商；（2）旨在为加强移民保护而建构规范框架的倡议，例如关于由灾
害引起的跨境流离失所的“南森倡议”以及“危机国家移民倡议”；（3）把国际移民问题融入到
对其它全球突出问题的应对机制中，诸如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结论部分将这三条线结合起来，
讨论如何进一步促进全球移民治理。

1　Susan Martin，乔治敦大学赫茨贝格国际移民荣誉教授 Donald G. 和国际移民研究中心非驻留研究员 Sanjula Weerasinghe。

2　欲了解这一章节中全球治理及其他名词的定义，请查看附录 A。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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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移民治理的益处与障碍

提升全球移民治理有其益处。国家单方面的行动无法对跨国人口迁徙进行管理；事实上，应
对移民动因和过程方面的国际合作更有利于移民政策的发展和实施。按照定义，国际移民涉及至
少两个国家——来源国和目的国，并逐渐涉及许多其它国家——这些国家或为过境地点 , 或为争
夺人才的竞争对手，或为反抗组织犯罪和与恐怖主义者斗争的合作者，也可能是全球金融体系中
的侨汇流动的参与者。迁徙还涉及非国家行为体。在管理人口迁徙时，这些非国家行为体与政府、
或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相互交错。他们当中有一部分获得了正式批准（例如跨国公司、劳工招聘机构、
人道主义援助组织和工会），另一部分则从事违法活动（例如偷渡移民和贩运人口）。此外，国际
移民问题也和其它跨国问题相互交错，包括发展、贸易、安全、环境变化、冲突解决、降低灾难风险、
人权和人道主义行动。但与这些跨国议题不同，在移民问题上，为应对当前和日益凸显的挑战而
进行的全球治理，发展地仍较为落后。

面对全球合作和协调中的诸多问题，一个更有效的全球移民治理体系将有助于改善集体应对能
力，并为互惠双赢提供机会。这个体系应能把各国联合起来讨论共同关注的问题；确定共同的目
标和策略；为学习和理解创造空间；促进各国在治理体系、程序与倡议的设计和实施等活动中进
行协调合作。不管在法律上有没有约束力，全球规范（包括原则、规则和指南）都可以成为衡量
国家行为的标准。即使不被广泛认可或拥护，全球规范依然能影响国家行为。最后，全球移民治
理的益处应以这一体系在实现移民权利和福利上发挥的作用大小作为判断依据。这就意味着，全
球移民治理体系以及对它的任何改善应以承认和接受移民和任何其他人一样具有不可剥夺的权利
这一信念为基础。3

彼得 • 萨瑟兰（Peter Sutherland）先生曾在其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国际移民特别代表的最后一
场报告中警告全球移民治理不能通过命令实现：

进步有可能取决于那些直接受影响的人和那些负责政策实施的人的参与，并就广泛适

用的共同的最低标准、原则和方法达成一致。后者使国家间坦诚、负责的合作和移民权利

的保护（无论移民身处何地）成为可能。4

改善全球移民治理的努力由来已久。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战后时期，作为应对一系列经济、社会
和政治问题的现代国际体系的一部分，与劳工和难民迁徙有关的国际规范、规则、程序和组织的
确立取得了重大进步。5 然而，全球移民治理仍处于碎片化状态：在一些领域有完善的国际法，而
在另一些领域却存在重大的缺口，此外，政策实施中的决策程序和机制也不充足。针对难民的法
律和组织架构是最坚实最成熟的，这一点可以体现在联合国公约广泛的认可度和联合国难民署（联
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不容置疑的领导地位上。同样，关于贩运人口和移民偷渡的国际条

3　欲了解关于“更好的”全球移民治理的基本观点，请参考文献如 Betts，2011; Martin，2014 和 2005；Betts and Kainz，2017；也可
参看 Koser，2010。

4　SRSG，2017.

5　欲了解这些历史发展的详细过程，可参加，例如 Martin，2014。

全球移民治理：既有架构和最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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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也得到相对广泛的认可。相比之下，保护外来务工人员的各种措施较少得到支持。尽管外来务
工人员及其他类型移民均受国际人权核心措施的保护，但规范性的缺口仍然存在，特别是极易受
伤害情况下的人（包括没有获得难民保护资格的人）进入他国辖区和居留方面的规范。6

建立一个更团结一致的全球移民体系受若干因素的阻碍。首先，一些国家关心这一体系对国家
主权的影响。人们认为迁徙会通过对边界的完整性、经济增长、社会关系、人口、文化价值观以
及在少数情况下对政治稳定的影响而对主权产生直接影响。这种影响不单目的国能感受到，来源
国和过境国也能感受到。例如，移民入迁在很多国家是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而公民身份决定着
谁来决定国家的身份和未来。大规模或某些特定的移民迁出现象（例如高技能或领导性群体的迁出）
可能对一个国家的稳定产生不利影响。人们十分担忧会在国际合作的背景下失去主权，但人们也
经常误解全球治理体系的性质。因此，承认各国管理移民的主权可能是任何全球移民治理体系的
一个核心特征。即使各国同意人们自由跨越国界，但当它们认为应该从国家利益出发时，仍然有
权恢复对边境的控制，正如 2015 年在一些欧盟国家发生的那样。各国自然更喜欢在“互惠”的基
础上行事，而不是把主权让渡给在关键时刻可能有不同利益的其它国家。

第二，移民现象经常是国内政治中的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关于移民现象是个挑战还是个机遇，
公众是有分歧的。7 利益集团倾向于采取更始终如一的立场，对于扩大或收缩移民入迁要么支持，
要么反对，但在对移民问题的公共辩论中，他们的观点可能会相互抵消。此外，即使是那些把移
民看成机会的人，也会担心在日益加深的全球化背景下政府的管理能力会日渐降低。8

第三项因素与第二项密切相关。有效的国际合作要求各国考虑他国利益，但当各国在移民所带
来的利益方面仍存在内部矛盾的时候，很难顾及他国利益。当各国不清楚通过自己的移民政策想
得到什么的时候，很难在国际论坛中和别国一起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很多国家可能是来源国、过
境国或目的国，也可能同时具有三种身份。在就不同议题进行讨论或就协议进行谈判时，它们的
利益可能会不同。要达成共识则更加困难，因为在任何协议中各方都很难在是否大体上能从特定
的移民政策获益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即使经济研究文献显示移民能产生很大的经济效益，9 但在考
虑人口迁徙的影响时，经济因素并不是唯一考量，有时甚至不是最重要的考量。在权衡如何管理
人口流动或和别国达成协议时，社会、财政、文化、宗教和其它因素对各国政府同样重要。

第四，在建构全球移民治理体系的过程中存在一种与生俱来的不对称。相对于移民来源国，多
数目的国是全球或地区霸主。这在南南和南北移民中都是事实。目的国通常更富裕并在战略和军
事上也占统治地位。在谈判中，目的国拥有与其不相称的权力来定义签证的分配条款。即使是有
着相似的经济政治体系的国家也难以达成政策共识。欧盟已为这类问题工作数十年，但仍然未达
到所期望的政策一致性。同样，早在 1992 年，《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条约》宣称，南部非洲发展
共同体应“以逐步消除成员国之间资本和劳工、商品和服务、以及该地区的人民的自由移动的障
碍为目的制定政策”10。《2005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关于促进人口迁徙的协议》的制定就是为了

6　这并不意味着在现有框架下的实践中不存在有意义的行动和执行缺口。

7　详见文献，如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2014。

8　同上。

9　World Bank，2006.

10　Article 5（2）（d），SADC，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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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这个承诺，但该协议尚未生效。11

最后，或许最重要的是，移民从根本上是与人有关的，这和针对资本和商品流动的全球体制
形成对照。为了让全球移民治理体系惠及国家、移民和社会，被治理的移民必须参与到相关框架、
制度和程序的发展和改善中。但是把移民整合进这样一个体系极其困难，特别是因为无法总能确
定在某一特定的背景下谁能代表移民的利益。在“全球移民和发展论坛”上出现了一些新进展，
一个由移民代表和侨民领导的机构组成的市民社会已形成。但是因为“全球移民和发展论坛”是
一个协商而非决策机制，这些组织能否代表不同类型移民的利益仍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

由于这些障碍的存在，在确立关于政策制定的国际规范、程序和规则方面进展缓慢，且主要聚
焦于在各国间和各国与其它伙伴间树立信心。二十年前，联合国秘书长询问各国是否要联合国组
织一个讨论在移民管理上加强合作的国际会议。然而，各国强烈反对将这样的讨论放在全球层面上。
秘书长总结道：

各国或次区域在国际移民上有着不同经历，这说明，如果要找到实际的解决方案，可能需要
考虑对全球国际移民体系有相似立场和考量的国家群的特殊情况。鉴于这一点，如果有可能的话，
寻求针对地区和次区域的解决方法应该是权益之计。12

事实上，自 80 年代中期开始，地区和跨地区的协商进程的就在不断增多。在一些协商中，有
一些仅涉及同是来源国或目的国的参与者，他们经历了相似的挑战，想法也类似。在另一些协商中，
既有来源国，又有目的国。那些反对关于针对移民问题开展全球会议的声音在此后烟消云散了——
2006 年和 2013 年关于国际移民和发展的高层对话和 2016 年联合国高层会议就是很好的证据。
正如许多支持者相信的那样，区域协商机制为下文将要讨论的正在形成的全球协商机制提供了建
设性的经验。

规范和组织

全球移民治理的规范架构和组织架构随着时间推移有所发展、演化和扩展，尤其是在上个世纪。
现在，这一架构具备了相对具体的（尽管还是有些碎片化）针对国家和其他行为体的规范、规则
和组织。本节将对法律（规范）架构和组织架构的主要方面进行综述。

法律和规范架构综述
源于一个国家对领土和人口的管辖权，国际法承认单边国家行动在管理移民中的重大作用。各

国在这个领域拥有广泛的权力，在决定入境许可、居留、驱逐和入籍的法律和政策方面具有管理权。
11　SADC，2005.

12　UN SG，1997.

全球移民治理：既有架构和最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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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涉及国家权力行使的实质性和程序性规范也对这种权威产生了限制。作为行使主权的一种
形式，也是为了实现其利益和责任，各国签订了条约和协议并同意了限制它们移民管理权威的国
际习惯法。13 这样一来，在国际法管辖下，实际上各国已经或明显或隐晦地认同了对于其移民管理
权力的限制。

这意味着有关移民治理的法律和规范可以在国际习惯法和各种文书——包括多边条约、双边
协议和国内法律——中找到。一些文书涉及移民问题的某些特定方面，但考虑到移民问题的多面性，
移民治理自然和许多其它领域的法律和规范有交集，并受它们的影响。尽管承认这些文书的实际
影响，本节主要聚焦于与迫害和酷刑、偷渡和贩运、劳工和服务，以及家庭团聚有关的国际迁徙
及迁徙方式的全球条约。14

国际人权法渗透并适用于上述每一个主题。在人权领域，通过思考和实践，各国已针对个人和
群体（包括移民）承担了重大的义务。国际人权法强制各国尊重、保护和实现人权。鉴于认同和
接受维护人类尊严这一信念的根本意义，1966 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
1966 年《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UDHR）
和其它七部核心人权条约明确表述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15 由
于人权是因为一个人作为人的身份而不是因其公民身份而存在，也应保证移民和其他类似的公民
享受大部分的人权，无论他们具备何种迁入移民身份或其它特点。

尽管所有人权均适用于针对移民的国家行为，非歧视原则却是各国必须推行的最基本权利之
一。16 该原则并非意味着禁止公民和移民之间有所区分。总的来说，如果允许存在某种区分，那么
它必须是“合理和客观的”，而且总目标必须是在人权法的规定中“达到一个正当的目的”。17 至
于迁徙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2 条明确描述该权利的轮廓。处于国家领土内
的合法人员有在领土内自由迁徙的权利和选择住处的自由。每个人也有自由离开任何国家，包括
自己的国家，没有人可以被任意地剥夺进入自己国家的权利。当然，各国可以施加约束，但必须
依据法律并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的其它权利相一致，且这些约束对保护国家安全、
公共秩序、公共健康和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是必要的。

迫害，酷刑和战争

最详尽的、地位最巩固的和被广泛采用的全球法和规范与迁徙迫害有关，特别是与能够满足难
民法律定义的人有关。1951 年《有关难民身份的公约》及其 1967 年《议定书》（难民公约）为
任何“确实害怕会因为种族、宗教、国籍、政见或某种社会群体身份而受到迫害，在国籍所在国之外，
无法或因为害怕而不愿意利用国籍所在国的保护”的人建立一个替代性保护框架。18 在《难民公约》

13　欲了解国际习惯法的概念，请查看附录 A。欲了解关于习惯法的更多知识，请参看，如，Aleinikoff，2002。

14　这一小节并没有挖掘实施和执行方面的不足，虽然这些意义重大并可能以影响移民和国家利益的方式阻碍全球移民治理。

15　欲了解对于本章节提到的条约的生效情况，请参看附录 B。

16　参见，例如，Article 2 (1), ICCPR; Article 2(2), ICESCR。

17　UNHRC，1989.

18　Article 1A (2)，Refugee Co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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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序言中，明确指出了难民问题的国际范围和性质以及在实现解决方案时进行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即使《世界人权宣言》承认在别国寻求和享受免受迫害的庇护权，在《难民公约》下，各国没
有相应的义务准许寻求庇护者入境，因为国际法没有明确表达一个非一国公民的人具有可以进入
该国的普遍性权利。19 国家的主要责任同“不推回”（non-refoulement）相关，这是一项旨在反
对因为上述特点而强制将移民遣返至生命和自由将受到威胁的地区的义务。20 但是，根据《难民公
约》规定，如果有合理的理由相信一个身负重罪的人将对该国或社会安全形成威胁，那么是可以
将其遣返的。第 31 条明确要求各国避免将寻求庇护视为违反移民迁入规则而对难民进行强制性处
罚。一旦寻求庇护者被确定为难民，各国有义务给予其一系列权利和福利；一些权利是自动赋予的，
而另一些权利则是依据一些因素（比如附属于东道国的性质和持续时间）而逐渐得到的。21

各国日益增多的制止、防止和惩罚非正规入境的做法使得人们开始怀疑《难民公约》是否真的
能够实现其提供国际保护的初衷。尽管国际人权法扩大了《公约》中对于“难民”的定义，扩大
了可能符合该定义的人员的范围，但其不足之处在于需要证明当事人在公民、政治、经济、社会
或文化上受到的迫害，这就意味着它不足以保护因战争或自然灾害而迁徙的人，因为这些人所受
到的迫害往往与人权法所涵盖的五个方面无关。一些区域法律文件已在尝试通过扩大“难民”的
定义范围来弥补这些不足，力图保障因在战争和国内动乱而迁徙至他国的人，而且最近也在针对
因灾难和环境变化而跨境迁徙的人弥补一些规范上的缺口（关于后者请见下一节）。

根据人权条约和国际习惯法的规定，那些越过国境线的酷刑受害者，不管他们是否有难民资格，
也可以寻求庇护。1984 年《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CAT）
禁止将人员遣返回去接受酷刑，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禁止（把人员）遣返回去接受
酷刑和其它形式的虐待。和《难民公约》不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或处罚公约》明确包含且绝对反对把人员遣返到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此人在那里会受到酷刑的国家，22

这条禁令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也有暗示。23

贩卖和偷渡

人口贩卖和偷渡是另一个被相对较多的国家所关注、且各国认为有必要采用国际性方法和制定
全球法律和规范的主题。2000 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UNCTOC）关于预防、禁止
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补充议定书》（也称“巴勒莫议定书”）认为 “人口贩卖”
包含三个主要元素：行为；手段或方法；目的或动机。24 这意味着，按照定义，人口贩卖同时适用
于境内和国际活动，虽然该议定书的范围局限于跨国犯罪且涉及一个“有组织犯罪团伙”的罪行。25

19　Article 14，UDHR。

20　Article 33 (1)，Refugee Convention.

21　Hathaway，2005.

22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条款 3（1）。

23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条款 7； UNHRC，1992。

24　欲了解“贩运人口”的定义，请查看附录 A。

25　欲了解“有组织犯罪团伙”的定义，请查看附录 A。

全球移民治理：既有架构和最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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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定书制定了以充分尊重人权的方式对贩运受害者进行保护和帮助的目标，26 而且议定书明确说明
了如何达成这一目标，27 尽管有人批评它们不足以满足受害者的利益和需要。28 议定书还要求各国
考虑允许受害者暂时或永久待在其领土上的法律或其它措施；29 但是，受制于诸如源自难民或人权
法的各国国际保护义务，受害者可能遭到遣返。30

在另一方面，作为非正规移民发生的主要手段，偷渡普遍被看成是一种商业交易而不是一种
易受伤害的处境，虽然当前研究正对其复杂性提出更多见解。31 将偷渡看作商业行为可能部分缘于
2000 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陆海空移民偷渡的补充议定书》（“偷渡议定书”）
给出的定义，该议定书把“移民偷渡”描述为偷渡移民的人和给他们带来利益的移民之间的交易。32

和人口贩卖不同，移民偷渡要求具备跨越国境线以及移民未经授权进入一个其不是国民或不具有永
久居住权的国家。该议定书的目的是防止和打击移民偷渡并促进各参与国之间为此目的进行合作，
同时保护被偷渡的移民的权利。33 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偷渡移民者会因为偷渡受到刑事诉讼，而被偷
渡的移民不受殃及。

劳工和服务

和涉及迫害、酷刑、贩运和偷渡的迁徙形成对比的是，关于外来务工人员的法律和规范在全球
层次上的共识和合作较少。为了管理涉及劳工和服务的国际流动，各国主要采用区域和次区域层面
的双边和多边协议，也包括采用范围更广的自由迁徙框架。尽管如此，全球层面仍有一些相关的法
律：1990 年《保护所有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ICRMW）， 国际劳工组织
1949 年《就业移民公约》（修正案）（97 号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以及 1975 年《有关在虐待条
件下的迁徙和促进外来务工人员机会平等和待遇的公约》（143 号国际劳工组织公约）。虽然单
独来看，这些文书未被广泛认可，但大约 86 个国家已批准了三个中的至少一个；这三项公约一起“构
成了关于劳务移民的一个国际章程，为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属待遇的大多数问题提供了的一个全
面框架。”34

1990 年《保护所有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旨在保证外来务工人员获得《世
界人权宣言》和核心人权条约所承诺的权利。该公约涉及整个劳务移民进程，包括防止虐待；同时
论及在正规和非正规处境中的移民，并包括实质上和程序上的保护措施。在非约束性的建议支持下，
国际劳工组织的两个约束性公约也涉及整个劳务移民过程中对外来务工人员的保护。97 号国际劳
工组织公约提到了有序招募外来务工人员，并规定具有合法居住资格的移民在工作条件、工会会

26　巴勒莫议定书，条款 2（b）。

27　巴勒莫议定书，条款 6。

28　可见，如 Gallaher, 2010。

29　巴勒莫议定书，条款 7。

30　巴勒莫议定书，条款 8 和 14。

31　可见，如 McAuliffe and Laczko，2016。

32　偷渡议定书，条款 3。欲了解“偷渡移民”的定义，请看附录 A。

33　偷渡议定书，条款 2。

34　Cholewinski,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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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资格和福利享受（包括劳资谈判、社会保障和就业税）方面与所在国国民享受同等待遇。35 国际
劳工组织的 143 号公约对 97 号公约进行了补充，如，针对处于非常规处境中的移民设置了条款。
另外，国际劳工组织的八个基本权利公约也和外来务工人员有关，且这些公约涉及工作中的人的
基本权利，同时也普遍适用于一些国际劳工组织文书，诸如 2011 年《有关家政工作者的体面劳动
的公约》（189 号国际劳工组织公约）。

1994 年《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是国际贸易法中使服务贸易进一步自由化的主要文书。
该协定含有间接支持贸易伙伴国间人员短期迁徙的条款，因而在全球层面上促进了国际流动性。
GATS 适用于 164 个 WTO 成员国影响服务贸易的所有措施，除了在政府（在非商业的基础上）所
提供的服务中。36GATS 包含一些规则和一个框架，帮助各国就向外国供应商开放特定服务领域做
出具体承诺。GATS 提出四种可能的模式，供 WTO 成员国之间做服务贸易。在模式四之下，WTO
成员国可以承诺允许来自其它 WTO 成员国的自然人出于供应服务的目的在本国的存在。GATS 中
的相关承诺服从于国家的移民迁入规定，因此 GATS 不要求 WTO 成员国授予外来务工人员在其领
土上生活的权利。GATS 相关承诺在 WTO 是强制实行的。37

家庭团聚

关于和家庭团聚相关的国际迁徙没有明确的全球条约。事实上，国际文书中并不使用“家庭团
聚”这个词语；总的来说，这个词用来描述尊重、保护和支持家庭的权利，包括生活在一起的能力。38

同样，虽然家庭被认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但在国际上并不存在关于家庭的一致定义。正如《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写道的那样，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把该词语在广义上解释为体现“为
在有关的社会中组成家庭而维系的所有人际关系。”39 在《世界人权宣言》第 12 和 16 条、《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7 和 23 条、《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10 条以及
1989 年《儿童权利公约》（CRC）和 1990 年《关于保护所有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属权利的公约》
的规定中，均强调保护家庭团聚这一普世权利。在移民管理上，这些权利和国家权力机关互相作用，
并对后者施加限制，尤其是在国家试图驱逐住在其领土内的一个家庭的非公民成员或拒绝一个试
图和居住在领土内的家庭成员团聚的非公民入境的情况下。

迁徙方式

为了管理迁徙方式，国家利益在全球层面上已经趋于一致。在通过海路和航空途径迁徙的情况
中，国际习惯法和关键的全球条约不仅与各国相关，还对它们施加义务，在某些情况下也对其它
行为体施加义务。通过双边协定和其他机制，各国正加紧对于迁徙的预防和阻止。在这种环境下，
这些条约和国际习惯法就显得特别重要。不过，正是由于国际法对于某些关键问题表述不清，才
35　同上。

36　服务贸易总协定，条款 1。

37　欲了解关于 GATS 和人员流动的更多知识，请参见，例如 WTO, n.d.

38　可见，如 , Jastram， 2003。

39　Kalin and Kunzli, 2009, drawing on UNHRC, 1988 and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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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些条约和国际习惯法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关于海路迁徙和国际航空运输的主要条约有：

●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
● 1979 年《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SAR）；
● 1974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OLAS）；和
● 1944 年《国际民航公约》（又称“芝加哥公约”），尤其是其附件 9。

通过陆地或“绿色”边境的迁徙是移民入境的另一种主要方式，这种方式往往受单边或双边协
议控制。

组织架构综述
这一小节将突出国际移民组织（IOM）、联合国难民署（UNHCR）和国际劳工组织（ILO）的作用。

在全球移民治理方面，这三个国际组织有最稳固的规范和（或）运作授权。下文也将涉及全球移民小组
（GMG）和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SRSG）的作用和使命。当然需要承认的是，众多其它机构行为体
也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 1951 年建立以来，国际移民组织在适应中取得了重大发展，从一个主要负责后勤的区域组织扩
展为一个拥有一整套广泛得多的目标（特别是人道救援参与）的全球组织。国际移民组织产生于联合国
体系外的一个由国家主导的进程，之前不叫这个名字，也不以公约为基础。国际移民组织在 2016 年 9
月作为一个相关组织加入了联合国体系。40 国际移民组织并没有详尽地规定或限制哪些人能够享有该机
构依据其目的和功能而提供的帮助和服务。41 这使得国际移民组织在回应变化中的政治和人道需求时能
具有探索性和灵活性。42 从 2001 年起，国际移民组织每年召开 “关于移民的国际对话”（IDM）。 该
对话是一个重要的全球论坛，它使得利益相关者聚集一堂，讨论正在凸显的、复杂的移民治理主题。
2015 年通过的国际移民组织《移民治理框架》与本章的主题尤其相关。通过有计划的、妥善管理的移
民政策，该框架阐明了促进有序、安全、常规的和负责任的移民（和迁徙）的基本要素。该框架确立了
三个原则：（1）对国际标准的坚持和实现移民权利；（2）通过使用证据和全政府动员方法制定政策；
（3）同合作伙伴一起处理移民及其相关问题；以及三个目标：（1）提升移民和社会的经济社会福利；
（2）有效应对各类危机中的人口迁徙问题；（3）保证移民以安全、有序和体面的方式进行。43

联合国难民署建立之初是一个临时性的区域法律保护组织。随着时间推移，为了应对日益变化的政
治和移民图景和人道主义紧急事件，联合国难民署对其责任和运作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和扩展。它目前是
负责保护和援助难民、寻求庇护者和无国籍者的主要全球机制。44 根据《难民公约》，各国和联合国难
民署合作，以行使该机构的功能，尤其是为联合国难民署监督《难民公约》实施的特定责任提供便利。45

40　最初，IOM 名称为“欧洲移民迁徙临时性国际政府间委员会”（PICMME），随后改名为“欧洲移民国际政府间委员会”（ICEM）和“国
际政府间移民委员会”（ICM）。目前的名字自 1989 年起使用。

41　Article 1(1), IOM, 2017.

42　Bardley, 2017.

43　IOM, 2015.

44　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UNRWA）为处在于丹、黎巴嫩、叙利亚、埃及、加沙地带和西海岸（包括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难民提供帮助和保护。
详见，例如 , UNRWA, n.d.

45　难民公约，条款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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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联合国难民署是《难民公约》的“守护者”，促进和监督其实施和遵守。联合国难民署的职责和
功能在它的 1950 年章程里有所提及；其核心职责是为难民提供国际保护并寻求永久性解决方案。46 依
据联大（GA）和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ECOSOC）的指导和政策指示，章程还进一步规定了联合
国难民署的职责和活动。47 此外，联合国难民署也召集组织了制定发展议程的全球磋商，主办了每年一
次的关于难民保护关键挑战的“高级专员对话”，并出版《国际保护指南》以阐明如何实施《难民公约》。
它的执行委员会由 101 个成员国组成，48 是“负责促进形成有关难民保护的国际标准的唯一全球性专业
多边论坛。”49

国际劳工组织的运作角色范围比其它两个组织要窄得多，但它不断地发挥着重要的规范性作用。国
际劳工组织自身发布的公约，以及以该组织承诺推动体面的工作为背景、于 2006 年通过的非约束性《劳
工迁徙的多边框架》，代表着就国际劳工组织治理结构达成共识。该结构包含三方行动者：政府、雇主
和工会。目标是“帮助各国实行更有效的劳工迁徙政策，包括权利、就业和外来务工人员保护”。50 在
运作上，国际劳工组织支持促进对移民进行社会保护的项目，例如就允许福利可跟随人迁徙的协议进行
协商；防止人口贩卖；改善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招聘工作；加强对移民的技能鉴定；支持移民重新融入
社会；以及保护家政工作者。与联合国难民署和国际移民组织相比，移民工作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多项首
要工作任务之一。51

除了这三个主要联合国机构，众多其它机构行为体和机制也与全球层面的移民治理有关。52 由于组
织架构的复杂性，促使了全球移民小组的诞生，该小组将促进更多的合作和协调。它由 22 个实体组成，
各机构和工作领导层定期开会。53 在它的职权范围中，全球移民小组已建立了全面的、连贯的组织回应
机制，以应对国际迁徙问题，并保证使国际移民得到充分尊重，其中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对易受影响的
移民提供保护。54

最后一个重要的行为体是联合国秘书长的国际移民特别代表。其办事处在 2006 年联合国高层对话
形成过程中设立，旨在就促进和拥护联合国国际移民议程向秘书长提供支持和建议，并在涉及移民的问
题上提供政策建议、协调联合国实体的参与。特别代表办事处引导国际社会努力加强国际合作，这些努
力包括针对诸如受危机影响的移民等特定问题提出的倡议。特别代表办事处还将协调“纽约宣言”（见
下一节）的实施。2017 年，路易斯·阿伯（Louise Arbour）接替彼得·萨瑟兰（Peter Sutherland）先
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
46　UNGA, 1950.

47　请见 UNGA，1950. 《公约》、联大和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的相关决议明确指出哪些人可以定义为难民并接受 UNHCR 的帮助，以
及在 UNHCR 负责范围内的其他类型“需要关注的人”。也可查看 UNHCR, 2013。

48　UNHCR, n.d.

49　Loescher, 2014.

50　ILO, 2006.

51　在国际劳工组织主页上的“主题”子页下，“劳工迁徙”是40多项主题中的一项。请见，例如ILO, n.d.a。这一主题还是预算中的十项领域之一；
请见，例如 , ILO,n.d.b.

52　这其中包括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和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 DESA）的人口小组。OHCHR 的责任之一是促进和保护
所有人（包括移民）享有和实现人权，也需支持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包括移民特别报告员和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贩运特别报告员的工作。
UN DESA 的责任之一是估算全球移民的存量，以支持联合国内部有关国际移民的对话和会议。

53　成员包括：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开发基金会、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移民组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区
域委员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妇女署、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训练与研究所、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
联合国大学、世界银行、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些知名的机构并不是成员，比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民航组织、世界气象组织。
请见 GMG, n.d.a.

54　GMG, n.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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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全球治理的努力成果（2001-2016）

在二十一世纪，通过正式的联合国机制以及非正式的、由国家领导的机制，已为改善全球移民
治理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此小节将简要审视三类活动：（1）促进各国之间建立信心和共识的对话
和磋商过程；（2）改善移民保护的小型多边规范性倡议；（3）保证将移民包括在针对其它相关
全球问题的决策过程中。

对话和磋商
过去的二十年中，由于逐渐意识到问题的多维性、跨国性、以及进行多边合作的必要性，关于

国际移民的全球层面的对话和磋商机制显著增加。表 1 列举了自 2001 年以来各国或者联合国在全
球层面举行的主要对话和磋商，并概述了其主要成果或效果。这些对话和倡议在实质和过程层面
上并非没有遭到批评。55 尽管这样，在全球层面进行移民治理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逐渐认识到全
球讨论和行动的益处，过去的犹豫和分歧正逐渐被合作代替。

据对九个全球对话和倡议的最新分析，它们都包含下列几大主题：（1）通过应对流离失所和
非正规移民的动因和后果使移民的消极方面最小化；（2）承认和加强移民现象来源国、目的国以
及移民的积极作用；（3）保护移民的权利并保证他们的福利。56 虽然这些对话和倡议从不同角度、
不同重视程度触及这些主题，大家一致认为，有必要在一些横跨不同对话和倡议的分主题上取得
进步。一些比较紧要的分主题包括：关于为移民开放更多合法途径的建议、关注在临时途径之外
的低技能劳工迁徙，以及外来务工人员的权利，尤其是在《保护所有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庭成员
权利公约》中所提到的内容。57 

55　请见，例如，Newland, 2005。

56　Bauloz, 2017. 这篇文章研究了“伯尔尼倡议”、国际移民组织每年召开的关于移民的国际对话、所谓的“道尔报告”、国际移民全球委
员会、全球移民小组、移民与发展全球论坛、2016 年联合国高层会议等。关于他们的一些具体讨论也可见下表。

5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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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1 世纪全球层面选定的对话和磋商

年份

2001-2004

主要成果

移民管理的国际议程包括：（1）对于概括移民管理的共享设想和原则的共识；
（2）根据各国实际和实践经验制定的关于一系列移民问题的有效实践。

联通世界内的移民：行动的新指导，为了促进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上
对国际移民问题形成一致的回应而设计了一套框架。b

2006 年 12 月由联大一致通过的“关于国际移民与发展决议” 
（A/RES/61/208）。联大主席为高层对话 (A/61/515) 做总结时指出，要
继续支持关于国际移民和发展的全球对话。

由国家主导的、考虑到有更多更广泛的政府参与的、关于国际移民问题的
磋商、对话与合作进程。在国家讨论之前进行市民社会讨论，国家与市民
社会有共同空间进行互动。

经联大全体协商通过的宣言（A/RES/68/4），指明并再一次确认了在管理
移民和保护移民权利中进行国际合作和行动的必要性。

首次关于难民和移民大规模迁徙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峰会，由联合国所
有成员国（193 个）一致通过产生了“纽约宣言”。

对话或倡议

“伯尔尼倡议”，由瑞士发起并为国有。

国际移民全球委员会，由瑞士和瑞典担
任联合主席国，还有 30 多个国家作为
核心小组的一部分。a

“国际移民与发展的联合国高层对话”。

“移民与发展的全球论坛”。

“联合国国际移民与发展高层对话”。

“联合国针对大规模难民和移民迁徙的
高层会议”。

2003-2005

2006

2007- 现在

2013

2016

a. 国际移民全球委员会（GCIM）的成立源自 “道儿报告”（Doyle Report）中的建议。例如，见 GCIM，n.d.； 也可见 Doyle，2004。
b. 之前在本章讨论到的全球移民小组就是作为对此建议的回应而建立的。

2016 年的联合国高层会议特别值得关注。该峰会的举行正值世界上的许多地区正受到重大难
民和移民危机的影响。来自和经由中东和北非进入欧洲的大规模人口迁徙，让这个问题尤其受到
关注。此外，大量来自中美洲的人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以及从孟加拉国和缅甸出发进入其它东南
亚国家的人们也提升了此次峰会的全球关注度。

2016 年联合国高层会议秘书长的报告同时聚焦于难民和移民，强调了大规模迁徙的趋势和原
因，以及在途中和抵达后的需求。报告呼吁需要 “新的全球承诺来处理难民和移民的大规模迁徙，
从在任何时候都要保证难民和移民的人权、安全和尊严的建议开始”。58 该报告还阐述了关注迁徙
的原因和保护被迫迁徙的人的必要性，以及防止歧视和排挤难民和移民的必要性。59“纽约宣言”
指出，虽然在治理难民和和治理移民方面，存在分别的法律框架，但难民和移民都拥有“同样的
普世人权和基本自由，而且他们也面临许多共同的挑战，并（例如在大规模迁徙的背景下）具有
相似的易受伤害性。”60 在这个情况下，“纽约宣言”认可了一套同时适用于难民和移民的承诺，
以及针对难民和移民的单独承诺。“纽约宣言”主张各国有“以人道、敏锐、有同情心、和以人
为中心的方式管理难民和移民大规模迁徙的共同责任”，并通过国际合作做到这一点，同时承认
各国有不同的能力和资源来应对。61

58　UNSG, 2016.

59　同上。

60　UNGA，2016.

6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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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难民，秘书长报告号召 “通过关于难民责任共担的全球契约，以及（设定）针对难民的
全面应对计划的要素，以更可预见的和更公平的方式应对难民大规模迁徙……”。62 呼吁成员国采
取契约方式，“承诺更公平地接收难民、分担责任”，并“迅速采取措施来保证……一些国家和区
域不会仅仅因为距离难民来源国较近而承担更多责任”。63 责任分担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实现，比如
“财政和实物支援、技术帮助、法律或政策措施、人员和安置点或其它接收难民的途径等等，在
分担时要与难民的全球需求和各成员国不同能力相符合”。64 在“纽约宣言”中，各国承诺“为接
纳和支持全球难民，更公平的分担负担和责任，并充分考虑各国的贡献及其不同的能力和资源。”65

尽管对很多难民倡议存在顾虑，宣言仍然强烈支持现有的难民保护规范框架。这些宣言本身就是
重大的成就，因为“9 月 19 日峰会是联合国大会第一次产生关于分担难民责任的集体承诺。”66“纽
约宣言”赋予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起草难民公约的主要任务，这份公约将被高级专员向
联大递交的 2018 年度报告收录。67

关于移民，秘书长的报告要求“通过形成一份推动移民现象安全、合法和有序发展的全球契
约，加强对移民的全球治理，该进程应立即启动并在今后的几年中实现。”68 秘书长并没有直接指
示应该怎样撰写契约，而是坚持契约的通过必须 “由国家主导，详细阐述关于移民和人类迁徙的
全面国际合作框架……并在 2018 年组织一次关于国际移民的政府间会议”。69“纽约宣言”确认
了这个方法，而且事实上起草移民契约的责任牢牢掌握于各国手中。形成移民契约的进程由联大
主席领导，他指定墨西哥和瑞士政府为共同促进者。联合国秘书处和国际移民组织共同推动磋商，
前者提供能力和支持，后者发挥技术和政策专长。70 全球移民契约的目的是“就国际移民的各个方
面，在会员国之间设立一系列原则、承诺和谅解。”71“纽约宣言”附录 II 列出了该契约将涉及的
24 个开放性问题，从最综合的（例如，就移民问题的各方面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上的合作）
到最具体的（例如，通过法律途径促进更快、更便宜和更安全的汇款转账）问题都有。

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的最后报告中，萨瑟兰先生为该全球契约推荐了一个行动议程， 
该议程强调了五个有限政策：（1）管理和危机相关的迁徙并保护易受伤害处境中的移民；（2）
为劳务和技能人口迁徙营造机会；（3）保证有序的移民，包括移民返乡；（4）促进对移民的包
容和移民的发展性福利；（5）加强治理能力。其他报告强调了全球契约应该强化保护移民的人权
框架。72

2016 年联合国高层会议的另一个主要成果与全球移民治理的组织安排有关。“纽约宣言”支

62　UNSG, 2016. 关于难民的工作在 2016 年几个高层会议上提及过，这些会议致力于采取更广泛的合作来应对危机。包括 2016 年 2 月在
伦敦举办的支持叙利亚和区域会议；2016 年 3 月在日内瓦举办的关于通过接受叙利亚移民分担全球责任的高层会议；以及与 2016 年 5 月在
伊斯坦布尔举办的世界人权峰会。

63　UNSG，2016.

64　同上。

65　UNGA，2016.

66　Ferris, 2017.

67　UNGA, 2016.

68　UNSG, 2016.

69　同上。

70　UNGA, 2017a.

71　Guild and Grant, 2017.

7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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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国际移民组织进入联合国体系，“它将更全面地帮助和保护移民，帮助各国处理移民问题，并
促进各国在移民和相关的政策领域之间的协调性。”73 成员国表达了对国际移民组织作为一个相
关组织加入联合国不会改变它的使命和行动模式的期望。74 总干事威廉·勒斯·斯温 (William Lacy 
Swing) 在 2016 年联合国高层会议期间签署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间的协议的时候表示：

我们将继续保持为成员国定期提供全面的信息。我们将坚持采取最合算的经营模式：我们
10,000 名工作人员中有 97% 在海外，而在 15 亿的预算中，我们将使用不到 5000 万来进行组织
运作。我们也将继续提供快捷的服务——与曾经允许我们就此协议达成共识一样具有公开性。75

但是从政策和联合国协调角度来看，作为联合国大家庭的一个成员机构，国际移民组织应该能
更好地在联合国体系内及成员国中为移民问题带来更大的关注、一致性和更有效的回应。

弥补规范性保护措施空白的小多边主义
“纽约宣言”号召形成一个由国家主导的磋商进程，来改善对易受伤害处境中的移民的保护和

帮助，并积极考虑实施针对在自然灾难和气候变化情况下的跨境迁徙而提出的“南森倡议（Nansen 
Initiative）”以及“危机国家移民倡议（MICIC Initiative）”中的建议。这两个倡议的制定采用
的是所谓的小多边方法，在规范制定中，该方法被用来弥补有约束力的国际法，特别是那些看起来
无法通过新的公约或协议进行弥补的法律。76 国际移民的前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彼得·萨瑟兰(Peter 
Sutherland) 先生，强烈地表示这样的“国家自愿联合体同其它利益相关者合作，可以开始处理……
优先考虑的事项，并就一个有效的国际移民架构在 2018 年及未来的样子，扩大共识。”77

“南森倡议”议程：保护在灾难和气候变化情况下的跨境流离失所者

由国家主导的“南森倡议”是由挪威和瑞士提出的，其依据是一项广泛的共识，即需要弥补对

跨境流离失所者进行保护的规范性缺口。“南森倡议”聚焦于对人的保护，但范围更大，包括处

理国际团结合作问题的必要性。该倡议的目标在于在国际层面上形成一个更连贯、更一致的方法，

并帮助国际社会形成一个有效的规范框架。a

作为一个由国家主导的、自下而上的政府间磋商进程，该倡议就这类人的需求建立了一个全球

实证数据库并建立需求共识，并于 2015 年 10 月在 109 个政府代表的支持下，发起了保护在灾难

和气候变化情况下的跨境流离失所者的议程。

为了帮助各国和其它利益攸关者改善对跨境流离失所问题的应对能力，该议程提炼了一个综合

方法——一个不只针对跨境者保护、也为在来源国进行风险控制提供一系列处理办法。该议程在

73　UNGA, 2016.

74　依据联合国相关规定，“‘相关组织’这一术语应该作为默认表达。这一术语阐述了与联合国有合作协议的组织同联合国专门机构有很
多共同之处”。请见，例如，United Nations System Chief Executives Board for Coordination, n.d..

75　IOM, n.d.

76　Naim，2009.

77　SRSG，2017.

全球移民治理：既有架构和最新发展



131《世界移民报告 2018》

国家、（次）区域和国际层面上集合了一套广泛而有效的实践经验，并强调三个优先领域：

（a）针对跨境流离失现象收集数据、提高认识；

（b）针对那些灾难和气候变化情况下的跨境者，加大人道主义保护措施的使用；以及

（c）通过以下措施，在来源国加强控制因灾难而流离失所的风险：

（i）将人类迁徙融入到降低灾难风险和气候变化的适应战略和其它相关的发展进程中；

（ii）将促使有尊严的迁徙成为一种潜在的积极方式，以应对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的影响；

（iii）改善对有计划的重新安置措施的使用，将其作为针对灾难风险和流离失所现象的预防

性或回应性措施；

（iv）在与灾难风险管理和境内流离失所相关的法律政策中确保灾难情况下的境内流离失所者

的需求得到回应。

欲了解更多关于“南森倡议”的信息，包括它的保护议程，详见：www.nansenintiative.
org/. 关于“南森倡议”的后续措施，即“因灾难导致流离失所的平台（PDD）”，详见：http://
disaterdisplacement.org/.

a. Kalin, 2012.

“危机国家移民倡议”指南：保护遭遇冲突或自然灾害的国家中的移民

作为小多边主义的重要举措，“危机国家移民倡议”也受到了赞誉。在 2014 年瑞士召开的移

民与发展全球论坛上，联合主席国美国和菲律宾共同发起这项倡议，以回应一系列对于行动的呼吁，

包括 2013年高层对话中前秘书长潘基文指出的需要解决处在冲突或自然灾害境况中的移民的困境。

在危机中，移民可能在相关的准备和应对工作中被忽视（2011 年利比亚危机就是有力证明，80 万

移民在几个月里离开国家），这是全球都关注的问题。这些呼吁也是源自于对这一问题的认识。b

在倡议发起后，一个专门工作小组着手开展广泛而又全面的证据收集和咨询程序。这个小组由

联合主席国，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哥斯达黎加和埃塞俄比亚政府、欧盟委员会、国际移民组织（担

任秘书）、联合国难民署、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办事处、移民政策发展国际中心和乔治城大学

国际移民研究所组成。“危机国家移民倡议”的主要结果，即关于保护来自遭受冲突或自然灾害

国家的移民的非约束性、自发性指南，于 2016 年 6 月在联合国纽约和日内瓦总部发起。该指南为

各国、国际组织、私营部门的行为体和民间团体提供冲突或自然灾害之前、期间和之后的移民保

护了更好的办法。该文件包含 10 个基本的、相互交叉的规则（原则）；15 个按主题和按阶段组织

的针对性建议（指南）；和一个非穷尽的说明性实践案例的精选（实践）。

“危机国家移民倡议”及其指南，不管在过程还是结果上，都被认为是处理全球社会所关注问

题的一个有用模式。和“南森倡议”一样，“危机国家移民倡议”在解决移民的需求并对其保护

时的显著性和相关性在 2016 年的“纽约宣言”中得到了承认。 

欲了解更多关于危机国家移民倡议的知识，详见：https://micicinitiative.iom.int/.

b. 欲了解更多危机对于非公民的影响，请见，例如 Weerasinge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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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多边主义是填补长期保护缺口的好方法。导致这一判断的理由有很多。马丁（Martin）通
过从内部观察这些进程，发现各国将非正式、非约束性、有国家主导的改革进程看成是形成规范
的实用方法。78 这些进程的临时性特点允许它们比经常受特定职责约束的正式机制能更有效地处理
新出现的问题和关切。由于是国家在主导这些行动，因此行动的实施有其固有的支持者加以保证。
而且，这些进程在区域范围和参与方面有高度的包容性。尽管建议的产生取决于各国领导，但也
必须接受许多利益相关者的审查。然而，只有在各国愿意同建议的原则和指南相一致地执行政策时，
这些进程的实施才起作用。正如马丁总结道：“增强对因冲突、自然灾难和其它危机而流离失所
的人的保护这一问题需要得到持续的关注。从长远来看，只有当各国和其它利益相关者愿意在非
歧视的基础上对所有逃离威胁生命的处境的人提供保护，这些措施才是有效的。”79 拜茨（Betts）
和坎兹（Kainz）也提示到，由于小多边主义可能对相似问题产生重叠的倡议，“这是全球移民治
理向碎片化趋势的一个典型例子”，这种趋势可能对形成更普世的体系造成阻碍。80

正如“纽约宣言”所提到的，关于保护在易受伤害处境中的移民的新办法的磋商，将比“南森倡议”、
“危机国家移民倡议”更好地考验小多边主义，主要因为易受伤害性是一个潜在地涵盖大量人口的
无形概念。如何定义易受伤害处境将体现各国对保护不在现存的法律和框架中的人的承诺。易受伤
害的移民可能包括在难民框架下没有受保护资格但在母国面临着一系列生命威胁的人，诸如来自社
区、选举、帮派、垄断集团和恐怖主义暴力的威胁；核事故；流行病；灾难，等等。81 也可能包括陷
入个人危机的移民，包括在去往最终目的地的途中在过境国受困的人。易受伤害性也可能缘于与生
俱来的和受社会影响的特征，例如“处于危险中的妇女、儿童且尤其是无人陪伴或是和家庭分离的
儿童、少数民族和少数教派成员、暴力受害者、老人、残疾人、受任何偏见歧视的人、土著居民、
人口贩卖受害者、在偷渡中受剥削和虐待的受害者。”82 相比之下，“南森倡议”和“危机国家移民
倡议”针对的是需要保护的更具体的人群——分别为因灾难流离失所的人和危机国家中的非公民。

全球移民小组针对大规模和（或）混合迁徙中的移民制定的移民人权保
护原则和指南

从 2016 年起，全球移民小组中的人权和性别平等的工作组一直在引领建立一套基于实践指导

的原则和指南，以保护在大规模和（或）混合迁徙中处于易受伤害境况中的移民。该框架是由多种

利益相关者和专家共同制定的，旨在指导各国和其它利益相关者履行责任和义务，以尊重、保护

和实现在大规模和（或）混合迁徙中处于易受伤害的处境、且可能未满足难民定义条件的人的权利。

大规模和（或）混合迁徙的危险性质使一些移民处于特殊的易受伤害处境中，因而他们需要具体

的保护措施进行干预。

如欲了解保护处于易受伤害处境中的移民的人权的原则和指南，详见 :www.ohchr.org/EN/
Issues/Migration/Pages/Draftsforcomment.aspx.

78　Martin, 2016.

79　同上。

80　Betts and Kainz, 2017.

81　欲了解人道主义危机和及其对非移民身份的人的影响，请见，例如，Martin, Weerasinghe and Taylor, 2014.

82　UNGA,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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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和其它全球治理领域
这一节讨论的是各国是如何在联合国框架下将移民和更广泛意义上的人口迁徙与全球治理领

域进行（通常是初次）结合的。有四个主要的全球会议值得关注，因为它们强调了移民治理和其
它跨国问题治理（包括发展、气候变化、降低灾难风险和城镇化）是如何相互关联的。虽然评判
这些关于移民的承诺的实施是否取得巨大进步仍为时尚早，但把移民纳入这些议程是过去的两年
中最重大的成就之一。

移民和发展

随着移民被纳入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各国认识到上一次发展议程——《千年发展目
标》对于移民和发展的关系的忽视，并对这一关系予以重视。该议程于 2015 年 9 月由联大通过，
由终止贫穷、保护地球和促进和平繁荣的 17 个目标和 169 个目的组成。83 这个包容性的议程承诺
“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把移民现象、迁徙和移民纳入了导言、其可持续发展目的和具体目标、
以及最近的发展融资国际会议的协议结果——《2015 年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中。移民不再被
看作是发展不善的后果；导言和各种目的和目标承认移民现实的多面性以及它在促进包容性增长
方面的能力。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包含了实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具体措施。在 169 个目标中至少
有 10 个直接提及移民现象、迁徙和移民。84 目标 10——“减少各国内部和国家间的不平等”——
呼吁目标 10.7 下涉及的国家“促进有序、安全、常规和负责任的迁徙和人口流动，包括通过实施
有计划的和管理良好的移民政策”。85

移民和气候变化

2010 年，1992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国会议通过了“坎昆适应框架”(Cancun 
Adaptation Framework)，自那时起，人口迁徙一直是关于气候变化的全球结果宣言的重要部分。
该框架呼吁所有国家采取“措施，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上，就气候变化引起的流离失所、移
民和有计划的搬迁问题，适当地增进了解、协调和合作”。86 随后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行动
主要聚焦在流离失所问题上，略为提及移民，但并没有提及搬迁问题。872012 年，缔约国会议指
出有必要更好地了解“气候变化如何影响移民、流离失所和人类迁徙的模式”。882015 年，由联
合国难民署、国际移民组织和其它机构组成的气候变化和人口迁徙顾问团在 21 方缔约国巴黎会议
上建议缔约国会议设立一项机制，“作为分享经验和提高能力的论坛，用来计划和实施气候适应

83　请见，例如，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nowledge Platform, n.d.。

84　UN DESA, 2015.

85　请见，例如，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n.d.a.;；UN DESA, 2015.

86　UNFCCC, 2011.

87　国际移民组织，联合国难民属和世界银行，通过它们的移民和发展知识伙伴（KNOMAD）项目，将移民和有计划的重新安置作为重要事
项。研究表明，当人们可以通过安全和合法的途径迁徙和重新安置时，且当移民的权利和未来福利受到保护时， 这些机制将对恢复力塑造和
减轻气候变化引起的易受伤害性产生积极影响。欲了解更多，请见 Martin and Bergmann, 2017.

88　UNFCCC,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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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以避免流离失所、帮助自愿迁徙、并鼓励参与性的、有尊严的和有计划搬迁”。89“巴黎协议”
改为承诺建立“一个特别小组来提出综合性建议，以防止、最小化和处理因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
导致的流离失所问题”。90 该特别小组的职权范围表明，它将在国际层面上考虑方法并承认一些重
大的跨境迁徙也会发生。它还负责确认法律、政策和制度上的挑战，识别在发展推介中的良好实
践经验与教训。这些都将在 2018 年的缔约国会议中进行介绍。

移民和降低灾难风险

另一个全球性文件——《2015-2030 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仙台框架”）也是利益相
关者磋商与政府间谈判的成果。该框架于 2015 年在第三届“联合国关于减少灾害风险的世界会议”
上由 187 个国家通过，随后又被联合国大会批准。“仙台框架”中有多处明确提及人口迁徙问题，
力求通过预防新的灾害风险、减少现存的灾难风险，大幅度降低灾难风险和损失。在其前言中，该
框架承认流离失所是灾难最具毁灭性的影响之一，而移民是利益相关者。在“仙台框架”中多次提
及不同形式的迁徙，这反映出流离失所者和移民都涵盖在“仙台框架”的全球目标里。该框架鼓励“采
取措施和计划，处理灾难引起的人类迁徙以加强受影响人们的恢复力和东道社区的恢复力”。91 它
指出“移民能够帮助社区和社会的进行恢复，他们的知识、技术和能力将有助于设计和实施降低
灾难风险的行动。”92 此外，“仙台框架”还提及疏散和搬迁问题。93 例如关于后者，该框架呼吁
各国发展公共政策将“居住在高灾害风险区的人”迁居。94

移民和城镇化

2016 年“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聚焦于“如何解决在规划和管理城市、乡镇和
村庄中遇到的重要挑战，以使城市、乡镇和村庄发挥其可持续发展推动者的作用，影响可持续发
展目标和‘巴黎气候变化协议’的实施。”95 由于境内和国际移民是城市增长和活力的主要成因，
因此，将移民写入效果文件中至关重要。在《新城市议程》中，根据“纽约宣言”和《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各国承诺“通过有计划的、管理良好的移民政策，保证安全、有序和常规的移
民。”96 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是地方政府的作用。特别是在关于融合移民的政策上，让地方行
为体参与政策的制定，是移民治理的一个重要但经常被忽视的部分。

89　Advisory Group on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Mobility, 2015.

90　UNFCCC,2015.

91　UNGA, 2015.

92　同上。

93　关于撤离，请见，例如，段落 33(h) 和 33(m)。

94　UNGA, 2015. 欲 了 解“ 计 划 性 搬 迁”， 请 见， 例 如 , Brookings Instituti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and UNHCR, 2015 以 及
Georgetown University, IOM 和 UNHCR, 2017。

95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n.d.b.

96　UNGA, 2017b.

全球移民治理：既有架构和最新发展



135《世界移民报告 2018》

结论

本章主要讨论了全球移民治理的现有架构，以及对该议题的现代审视和反思。在将来某个时候，
可能会出现范式上的转变，为国际合作开启广泛的、全新的、不可预知的机会，这些机会将减少
在全球化中移民机制同贸易与资本机制之间的差距，从而减少移民治理的碎片化。目前，我们的
移民治理进展缓慢，但变化速度有所加快。在这一过程中，各国正在树立信心，并表现出对于参
与多边行动的更大的意愿，同时，它们也在为多种移民问题建立合作机制，以改善国际合作。

从许多方面来说，迄今在改善全球移民治理中取得的进步是令人瞩目的。在一个民族主义日增
的时代，公众和政治家对于全球化多有抱怨，但各国仍然愿意在制定战略和措施方面进行合作，以
应对全球议程中最大的跨国问题之一。尽管十年前，国家仍然不愿意在联合国框架下处理移民事务，
但现在各国愿意就联合国的决议、宣言和全球契约进行磋商，并举行峰会，促使国际移民组织作
为其移民机构加入联合国体系。

目前取得的进步是以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并持续到今天的区域程序、对话和磋商机制
为基础的。这些倡议对于树立信心特别重要，它们使各国能够讨论共同的利益和关切点、确定方
案和有效的措施、了解彼此的观点和需求、并在培训和技术援助活动中进行合作。具体来说，它
们为移民与发展全球论坛（GFMD）, 奠定了基础，表明非正式协商进程可以长时间持续并为参与
者提供利益。

应当承认，移民领域的全球治理仍然落后于对于国际资本和商品流动的管理体系。总的来说，
移民治理缺乏强大的规范性基础来指导如何应对难民和联合国难民署的活动。然而，即使是在这一
缺陷上，也已经达成普遍共识，承认在管理人口跨境迁徙时必须将移民的权利和安全置于中心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各国已在“纽约宣言”中确认它们“将全力保护所有难民和移民的人权，不管他们
是何身份；所有人都有权利”，以及各国的“回应将显示对国际法、国际人权法以及（在适用情况下）
国际难民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充分尊重。”97 同样突出的是，“纽约宣言”强调国际移民不仅仅
会产生成本，也会带来收益，并且移民还能对他们的来源国和目的国做出的重要贡献。

目前面临的挑战是从当前的以磋商为主、辅之以临时性行动的状态，逐渐转变为采取更多的联
合行动，以最终缓和这一体系的碎片化状态。尽管迄今已经有了进步，但仍无法保证将形成一个更
团结的体系，使得它们能够就跨境人口迁徙制定并实施双赢的决定——因为各国会权衡加强全球
移民治理的实际好处和（在某些情况下）政治成本。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协议，各国就不可能为全
球层面的合作和协调问题找到解决方案或从共同的机会中获益。如本章所指出的，尝试解决复杂移
民问题挑战的单边努力很可能会失败。对国际合作的支持者来说，其所面对的挑战是确定哪些问题
和主题领域适合在全球层面的应对，而不是在国家或区域层面的应对。对于移民、社会和国家来说，
全球治理何时是有效的回应？全球层面的合作和协调如何形成互惠互利？移民和难民的全球契约
为加强规范、原则、规则和决策程序提供了机遇，为应对这个时代的决定性问题提供了更有效的
国际合作契机。各国能否抓住这个机遇还未可知。

97　UNGA,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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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这些问题和实施全球契约提供持续的组织支持将是个挑战。国际移民组织加入联合国体
系为此带来了一些希望，但尚存在不足。筹款机制是阻碍国际移民组织在移民领域扮演全球领导
者角色的主要障碍。“项目化”的融资模式意味着国际移民组织必须聚焦项目运作，而没有资源
可用于政策相关工作。然而，改善全球移民治理需要源源不断的不被捆绑在运作上的资金流，这
种资金流将使国际移民组织能够加强自身在保护移民权利和安全上的作用，帮助各国和其它实体
制定和实施政策，促进全世界人口的安全、有序、常规地迁徙。按照批评者的观点，另一个障碍
是国际移民组织的活动没有规范性基础。98 在这个方面，联合国关于移民人权的特别调查报告员建
议国际移民组织应担负起保证《1990 年关于保护所有迁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的实
施的责任，如同联合国难民署对难民公约所负有的责任。99 在先前的著作中，本章的一位合著者建
议国际移民组织成员国修改章程，明确该组织的一个重要角色是在国际法规定下保护移民的权利。100

在针对移民问题有不同职责、项目和利益的机构中进行协调，将是另一个重要的挑战。全球移
民小组在这方面可以充当重要的角色，但不管是在人员上还是在资金上，它都无法应对眼前的挑
战。许多全球移民小组成员的关注点狭窄且用于处理移民问题的资源有限（有时只有一两个员工），
而有些成员则几乎没有田野工作实践。由于小组采取轮值主席制，当轮到某国接任主席时，难以在
广泛的移民问题范围内提供有效的领导。2014 年，担任全球移民小组主席的组织在这个位置上工
作了一整年，而之前的主席任期只有半年。这为实现目标提供了更多的时间；但是这对在移民问题
上角色和利益都很边缘化的组织增添了更多压力。积极的一面是，全球移民小组对涉及危机相关
的移民和海上援救进行了盘点行动。这些行动明确了联合国内部在处理这些问题时的优势和弱点，
并向机构领导就需要改善的优先事项提供了建议。但是，要从盘点行动转向协调行动，就要求全球
移民小组更多的参与，例如监督建议的实施。加强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办事处的作用也将是个
挑战。该办事处的人员配置非常有限，且主要依靠来自私人基金会和援助国政府的外来资金来源。101

移民与发展全球论坛（GFMD），作为一项关于国际移民的、由国家主导的主要全球倡议，已
经运行了近第 11 年，它也可能需要努力克服一系列复杂的问题。移民与发展全球论坛成立之初是
一个临时性的、由国家主导的、处于联合国体系之外的、非约束性的讨论和协商场所。在成立之
初的十年，它帮助负责移民问题的政府官员互相了解、互相学习，主要起到建立信任的作用。然而，
它能否继续成功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今后几年的议程。即将离职的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
表建议移民与发展论坛把注意力集中在实施最近在峰会所做出的各种国际承诺上，尤其是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 2016 年联合国高层会议上的承诺。其他评论者建议移民与发展全球论坛加
强它的工作小组、加强在年度会议休会期间的更积极地参与事务的能力、以及加强同市民社会和
私营部门的互动。102 移民与发展全球论坛业务机制的形成和市民社会在该论坛会议中持续、积极的
参与是该论坛进步的标志，所以应该加强培养。

国际移民是一个需要更有效的全球治理系统的重要的全球性问题。在过去的十年中，从第一

98　参见，例如，Guild 和 Grant 2007。

99　参见，例如 , UN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Human Rights of Migrant, 2013: “IOM 需要被赋予法律保护实名，并受国际人权条约（包
括 1990 年《关于保护所有迁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指导，此外，联合国宪章中所涉及的原则应该被融入到 IOM 章程中。”

100　Martin, 2014.

101　目前，重要的资源来自于麦克阿瑟基金会，但该基金会近期取消了其在国际移民方面的资助。

102　Martin，2014。

全球移民治理：既有架构和最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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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高层对话到移民与发展全球论坛的成立，各国展示了探索在联合国内外强化合作的意愿。同时，
负责帮助各国管理人口迁徙并保护他们的权利的国际组织也显示出在相互合作以及与各国合作方
面的更大意愿。国际移民组织进入联合国大家庭也是这种合作意愿的最新表现。虽然如此，如果各
国将目光转向内部，排外情绪没有得到处理，那么全球移民治理将有很多障碍，且障碍将不断增多。
抗击这些负面因素很困难，但并非不可能。103 目前，磋商、合作和建立信任正在循序渐进的进行，
这说明进步是可以产生的，虽然是逐渐产生的。这仍然是通向全球移民治理的最有希望的道路。

103　“纽约宣言”谴责排外现象（“我们强烈谴责种族主义、种族歧视、排外和其他相关的对于难民和移民的不容忍、将基于宗教和信仰的
刻板印象强加给移民和难民等的行动和示威运动。”），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在反对排外上的全球行动：UNGA,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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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移民和跨国联通 1

引言

在一个信息过载和线上联通的时代，人们会感觉到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联系紧密。日常生
活中的例行活动就能体现这种现代的跨国主义。例如，因冲突而流离失所的人们通过写电子邮件可
以联系住在安全地区的亲戚，告知他们有关逃离的消息并给予安慰。赚到的辛苦钱被汇回数千公
里之外的家，买到了急需的食物，并支持下一代获得教育的机会。这种日常活动——发邮件、汇款、
智能电话视讯会议、下载应用程序——近几年成了许多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极大地方便
了我们对信息、地理位置、资金、商品、人以及观念的获取或了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能仅
依靠指尖就获得想要的东西。但是在获取的难易程度和联通程度上，社群之间（内）、人与人之
间在还是大有差别。

与此同时，目前的公共和政治话语提到了反全球化情绪的滋长，提到了社群和人们感到跟不上
变化，还提到了在一些社会中调和全球发展、人类进步和公众期待变得日渐困难。在世界很多地方，
日常生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这一背景下，全球化所带来的上述挑战就变得特别重要，它们与
移民的迁入和迁出高度相关，直接影响应如何分析、讨论或争论、以及回应移民问题。除了最近
关于全球化的讨论基调的变化，关于这一话题的含义、影响、利弊，还存在丰富、多样的著作。2

何为全球化？

全球化是导致全球联通的范围、密集度、速度和影响逐渐扩大的一整套过程。其成因为：

·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的延伸跨越了政治前沿、地区和大洲；

·贸易、投资、金融、移民、文化等的流动的愈发密集和强化；

·全球互动和过程的加快；

·全球互动的影响日益加深，例如，发生在远方的事件能在别处产生重要影响，这就模糊了国

内事务和全球事务的界限；

来源：Held 等，1999

1　本章作者是国际移民组织移民政策研究部部长 Marie McAuliffe；来自日内瓦国际和发展研究研究生院的 Alexandra M. Goossens；和“国
际事务中的亚洲”的主任 Anita Sengupta，她同时也担任加尔各答研究小组的高级研究员和协调员。

2　Lechner 和 Boli, 2015；Steger，Battersby 和 Siracusa，201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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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过程深受全球化的影响。毕竟，全球化在根本上牵涉到跨越多个地点、超越多个民族国家
的互动。这些互动涉及观念、资本、商品、服务和信息，还涉及虚拟和有形的跨越边界相互联系的人。
国际移民和更广泛联通的复杂过程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发重要，这出于多种原因。首先，更好地理
解这个关系将有助于了解影响人口迁徙的全球动态，包括那些面临流离失所和（或）非正常迁徙
风险的人口。第二，它能帮助我们理解政策在影响和塑造移民趋势和方式中的作用和局限。第三，
更广泛的联通可能对不安全、非正规移民管理带来重大挑战。第四，运输和电信技术的最新发展
预示着巨变，这似乎是一个更长期的且不可能改变航向的趋势的一部分。对跨国联通、流动性和
移民的研究，目前是有意义的，在未来也会继续如此。

本章探讨的是全球化的一个特定方面：跨国联通。我们将其定义为人们之间实体的和虚拟的联
通。我们将特别关注随着时间推移，在运输和电信技术上发生的改变，也将关注国际移民，而不
是境内移民。第二节将简要概述全球运输和电信技术的主要进步。第三节讨论的是跨国联通如何
影响移民过程。第四节（也是最后一节）将简要讨论对于移民治理的意义。

运输和电信技术的演变

国际迁徙的显著增长受突飞猛进的运输环节和电信技术的驱动。始于 19 世纪的运输革命（从
帆船到蒸汽机和铁路）大大增加了国际人口迁徙的密集度和速度，3 在该世纪下半叶，移民迁出成
为一种普遍现象。

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飞机制造业中迅速的技术改变（例如喷气发动机的发展）使得航空
运输业空前繁荣。这些进步使得飞机能以低得多的成本抵达遥远的目的地，因此人口和商品的跨
境流动也发生了巨大改变。4 有了空中运输、长途和实时电信，全球化使得跨国群体兴旺起来。海
运运费、越洋电话、空中运输和卫星费用成本的降低导致了“距离的死亡”。5 最新数据表明旅行
费用持续下降（见图 1），而国际游客到达数则不断增长（见图 2）。虽然游客到达仅仅是国际迁
徙的一个方面，但该数据显示出全球迁徙有增无减的迹象。

3　Lucassen，Lucassen 和 Manning, 2010.

4　Hoovestal，2013.

5　Cairncross，1997.

流动性、移民和跨国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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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空中旅行的单位成本和价格，已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调整

来源：IATA/Tourism Economics Air Passenger Forecasts（2014）；可从 www.iata.org/pax-forcast. 得到。

注：RTK= 收入公吨千米
       ATK= 可获得的公吨千米

图 2. 国际游客到达（百万），1995-2016

来源：UNTWO，2017。

重要的是，不能就此推断地理和空间的约束已经消失。它们对于人口迁徙仍然非常重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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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不存在的移动应用、社

交网络和移动操作系统包括：

WhatsApp，Uber，Airbnb，

Android，Instagram，Snapchat，

Tumblr，WeChat 和 Facebook 

Messenger

括受到各种限制的人们的迁徙，例如逃离武装冲突、逃难的人们的越境迁徙以及为了赴异地改善
生活而踏上危险的海上旅程的人们。这一点可以被全球出生在外国的居民数量这一指标所证明，
该指标表明迁徙至国外的人更可能留在临近地区而不是往更远处迁徙（如第 3 章关于移民区域规
模的讨论）。此外，长期以来，地理上的接近被认为是构成移民模式和过程的中心因素，这一点
早在莱文斯坦（Ravenstein）的“移民法则”中就有提及。6 然而，技术进步意味着更多的人能够
克服距离问题。被许多国家管理的跨境迁徙数量在持续增长。在美国，2016 年跨境迁徙人数约有
多达 390,000,000 人次，7 而 1980 年为 225,000,000 人次。8 在澳大利亚，1996-97 年度记录了
14,500,000 人次跨境迁徙，而 2011-12 年度则达到 31,600,000 人次。9 目前的估计是 , 到 2020 年，
澳大利亚每年将有 50,000,000 人次跨境迁徙。10 在日本，某些选定的跨境迁徙数据 11 显示从 1985
年的 7,200,000 人次增长到 2015 年的约 36,000,000 人次。12

最近几十年，电信技术的进步也非常显著，尤其是过去十年（见“电信技术进步大事记”文本
框），虽然进步的速度时快时慢。移动电话的使用率似乎增长极快，见图 3。全球因特网使用率也
飞速增长，虽然分布并不均匀。在世界各地存在一个数字性别差距，即男性的因特网使用率比女性
高；从全球来看，男性的使用率为 51%，而女性为 44.9%。13 事实上，用户率的增加这一个指标并
不一定反映出人们能够普遍接受新技术。阶级、性别和种族也是造成技术使用差异的因素。14 此外，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一个数字鸿沟，发达国家有 81% 的人使用因特网，而发展中国
家为 40%，最不发达国家仅仅为 15.6%。15 但是 , 发展中国家移动宽带的用户数在快速增长。例如 ,
缅甸在最近开放国家电信网络之后，其移动电话用户在 2016 年第三季度猛增了四百万。16

电信技术进步大事记

1876            电话

19 世纪 90 年代  第一次无线电波实验 

20 世纪 20 年代  第一次电视传送

20 世纪 30 年代  现代计算机的发明

20 世纪 60 年代  电子邮件投入使用

20 世纪 80 年代  移动电话和 GPS 供公众使用

1993           因特网在公共领域得到分享

1994           博客和社交网络开始出现

6　Ravenstein，1885.

7　US Customs 和 Border Protection，2017。

8　White House，1998.

9　ABS，2007; Australian DIBP，2012.

10　Australian DIBP, 2012.

11　在日本，某些选定的迁徙数据包括进入日本的外国人数量和离开日本的外国人数量。这些数据综合起来可以提供关于某些选定的跨境迁徙
的全球估计。

12　Statistics Bureau，2016.

13　ITU，2016.

14　Panagakos 和 Horst, 2006.

15　ITU，2016.

16　Ericsson，2016.

流动性、移民和跨国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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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3G 智能电话开始出现

2004           脸书（Facebook）的启用

2006           推特（Twitter）的启用

2007           云计算——第一个苹果手机出现

2010           第一个苹果平板电脑出现（iPad），平板电脑的使用快速发展

2017           全世界 1970 亿次移动应用 (App) 下载，预计 2021 年增长到 3529 亿次。每天 

                    大约产生 70,000 个新博客，近乎每秒一个。

该大事记是在多个文献来源基础上整理而得，包括国会图书馆，Statista 网站和《大英百科全书》。

图 3. 全球因特网和移动电话使用

来源：从取自 2015 年 10 月 21 日世界银行发展指数的数据整理而得 （见：www.data.worldbank.org）。与此图类似的一个版 
                    本由布鲁金斯学会在 2014 年 2 月 25 日发布 
                 （见：www.brookings.edu/research/interactives/2014/snapshot-6-rorschach-tests-international-order）

在全球范围内，智能手机 17 的用户数现在已经超过了普通手机，占所有手机用户的 55%。18 随
着智能手机和宽带接通的增长，社交媒体的使用也在增长——因为智能手机现在常常是人们初次接
触因特网的平台。这一点十分重要，但是不要高估新通信技术的影响。虽然因特网通常被作为全球
通信媒介，在许多地方，它的使用率仍然较低。精确测量因特网的影响是困难的。19 虽然不同国家
和地区间存在着较大差异，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最近几年，即使最不发达的国家在因特网接入上也
有极大飞跃。以阿富汗为例，据估计，移动电话用户从 2005 年的 1,200,000 人（4.8%）增长到

17　智能手机使用的是第三代（3G）及以上版本的技术，是一种具有内置计算机、操作系统、因特网接口和运作应用“App”能力的移动电话。
普通移动电话使用的是第二代（2G）技术，没有因特网接口。

18　Ericsson，2016.

19　Rabogoshvili，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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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的近 20,000,000 人（61.6%）。20

一些社群和个人面临着仅存在虚拟联通但实体无法移动的反常现象。达达阿布难民营的博客作
者和活动家布朗基·阿卜杜拉希（Brownkey Abdullahi）分享了她关于全球化的局限性的观点（见
以下文本框）。虽然布朗基·阿卜杜拉希和全球虚拟地联通着，但在实体上她仍然是孤立的。

世界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全球化

作为一个在世界上最古老、最大的难民营出生和长大的人，我在这里告诉你这个世界不像你想

象的那样全球化。

达达阿布在1992年开放，原打算为90,000人提供暂时的避难所，是世界最大、最古老的难民营。

今天，大约有五十万人以它为家。和这个难民营中的许多人一样，我出生在这里，这也是我唯一了

解的地方。我从没离开过肯尼亚这个我出生、长大和受教育的国家，但我并没有权利成为公民。

幸亏广播电台和零星的互联网接入，使得我们仍然可以和这个不能亲身经历的世界相联。我们

跟上了全球发展，也多亏社交媒体，使我现在能通过移动电话上断断续续的互联网连接结识（仅仅

是虚拟地）外国人。

对许多人来说，这些全球化的好处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只尝到一点甜头，但这些好处产生的影

响却非同小可。我已经连续几年在我的营地里开展反对性别暴力和女性生殖器割除的运动。我们所

拥有的这么点互联网接入，就使我能够通过我的博客和广大国际观众分享信息。

来源：节选自布朗基·阿卜杜拉希（Brownkey Abdullahi）于 2016 年 7 月 6 日在世界经济论坛出版的一篇文章（Abdullahi，2016）.

跨国联通和移民现象中的行为体

虽然运输和电信技术的革新提高了互联互通并方便了移动，但技术并不总能使移民现象更普遍，
即使技术可能改变了潜在的移民过程。本小节探究愈发紧密的互联互通是如何影响移民过程及其中
的行为体的。

目前，国际移民随时间变化的数据大致表明移民数量在不断增长，虽然在世界人口大增长的环
境下这一比例仍然较小——由 1970 年的 2.2% 上升到 2015 年的 3.3%。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
务部估计，2015 年 2.44 亿人居住在出生国外的国家，几乎比 1990 年（1.53 亿）多出 1 亿，是
1970 年估计数量（0.84 亿）的三倍多。然而，移民模式并不统一，目前国际移民中的三分之二居

20　ITU/World Bank，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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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高收入国家。21

对关于移民的主要著作（例如《移民时代》、22《全球移民治理》、23《全球移民：旧的设想，
新的动态》24 和《劳特利奇国际移民研究手册》25）的显示，虽然这些著作都承认跨国联通的增长，
但对联通中改变最快的方面——电信——所起的作用的讨论并不多。所以，我们将在这一节探究跨
国联通如何影响移民过程。对此，我们将聚焦于移民现象中的三类主要行为体——移民、非国家行
为体和国家——并将特别参考地理因素（来源过、跨境旅程和目的国）。我们的讨论将提供一些例
子，阐释跨国联通是如何影响不同行为体的。

跨国联通和移民
在来源国，移民和他们的社群正以多种方式经历着日益紧密的联通，联通的方式包括社会接触、

汇款流动、移民为了参加重大的假日和事件而回到来源国等。影响可能是多方面、多样化的，这取
决于来源国的情况（经济、社会和政治情况）以及移民自身的处境。近期的研究，比如那些关注经
济决定因素和移民影响的研究，发现“通过改进关于东道国的信息流，在 1995 和 2009 年之间宽
带对移民迁徙产生了积极影响……因为信息流影响着来源国移民的决定”。26 但是，这需要在更广的

（结构性）环境中审视，因为广泛的联通中增加的信息并不一定会影响移民的决定、带来更多的移民。

关于移民的决定性因素的研究和分析有很多，它们识别出了奠定移民方式和过程的众多因素，
包括那些涉及经济和贸易、社会和文化联系、人口结构及其变化、安全和保护，以及地理和接近性
的因素。27 其中的一类研究关注的是移民的“成熟”（maturity）和人类发展之间关系。这类研究表明，
在某种意义上，高收入这一因素能够促成迁出移民数量的增长，因此高收入能够成为一项稳定的影
响因素，并减少出境移民数量。换言之，随着人均 GDP 增长，迁出移民数在起初会增长，随后会
减少。如图 4 所述，28 这个现象被一些作者称为“人口流动性的变迁”（mobility transition）或“迁
徙驼峰”(migration hump)。29 如 Held 等所强调的，移民和发展的复杂过程（包括需依靠更大程
度的联通而实现的转型加速）需要在更广的全球化动态背景下来审视。30 

21　UN DESA，2015.

22　Castles，de Haas 和 Miller, 2014。

23　 Betts，2011.

24　Acosta Arcarazo 和 Wiesbrock，2015。

25　Gold 和 Nawyn，2013。

26　Unver，2015. 该研究是以迁徙至 OECD 国家的信息为基础：“主要的目的国是奥地利、比利时、捷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匈牙利、
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对于 OECD 国家和非 OECD 来源国的选择是以迁徙规模为基础的，即最少为 1000 人”
（Unver，2015）。

27　请见，例如，关于累计因果（Massey，1990）、新古典经济学（Todaro，1989），世界体系理论（Portes 和 Walton, 1981）、社会
资本理论（Massey，1987）、关于劳动力迁徙的新经济学（Stark 和 Bloom，1985）和社会网路理论（Boyd，1989）。

28　Clemens，2014.

29　Zelinsky，1971；Clemens，2014.

30　Held 等，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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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人口流动性的变迁

来源：改编自 Clemens，2014：7-8。

注：Clemens 发现，总体更高的经济发展（更高收入）水平和迁出移民的减少相关。关于对数据分析的更多讨论详见 Clemens（2014）。

移民和他们的家庭和社群之间频繁的电信联系——取决于来源国内部的迁徙和发展上的互
动——能够影响（但不一定增加）留守的家庭成员参与移民。更多的社会和财务联系可能对许多家
庭和社群起到稳定的效果，否则他们也会处于移民的压力之下。例如，斯里兰卡在过去 30 年中汇
款流入稳步上涨，从 1979 年占 GDP 的 1.9%（6000 万美元）到占 2015 年 GDP 的 8.7%（70 亿
美元）。31 侨汇在帮助家庭满足基本需要中起到了重大的稳定作用，并提高了家庭应对负面冲击（诸
如 2004 年亚洲海啸）的能力，还使他们能够购置土地，让家庭摆脱债务，促进小企业的发展，并
增大教育和健康投资。32

同信息流类似，资金转移方面的联通性的也有增强和扩大，这能起到支持或稳定人口的作用。
重要的是，来源国的一些人更易受剥削性汇款做法的伤害，这与他们在地理上和正式的、可靠的银
行系统隔绝有关。然而，移动支付技术使得改善汇款服务的障碍消散，并使汇款的成本得以下降。33

移动支付在近年来异军突起，主要缘于“先进移动通信技术和将该技术应用于移动支付数据服
务的能力的结合”。34 在对移动支付和技术趋势的最新评论中，麻省理工大学研究者谢瑞尔（Shrier）、
卡纳勒（ Canale）和彭特兰（Pentland）利用一系列数据发现：

截至2012年，在没有金融账户的25亿人中，17亿人有移动电话。截至2012年，肯尼亚、

马达加斯加、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移动支付账户比传统的银行账户更多。35

31　World Bank，2017.

32　Sri Lanka Ministry of Foreign Employment Promotion and Welfare，2013.

33　Shrier，Canale 和 Pentland，2016。

34　Tobbin 和 Kuwornu，2011。

35　Shrier，Canae 和 Pentland，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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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技术也被证明是使移民在过境国能够实时接触信息的一个重要因素。36 例如，2015 年，从
土耳其到欧洲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凸显了智能电话技术在难民和其他移民的迁徙以及偷运者运作中
的应用（见文本框中关于移民现象的“应用软件化”）。实时联通使得信息能够被获取并被核实，
尤其在移民可能遭遇路途危险或依靠偷运者的地方。

移民现象的“应用软件化”：2015 年地中海海上移民迁徙的经验

二战后，欧洲出现了最大的难民危机，此后的近70年中，世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那场危机中，

“难民公约”得以形成，迁徙至受到战争破坏的欧洲以外的难民由各国（包括在联合国之下）管制。

联合国负责协调难民遣送、返回和并将难民重新安置在第三国。若用今天的说法，迁徙是缓慢的、

受到高度监管的而且非常具有选择性。难民的信息基本上被各国垄断，迁徙到其它区域的机会仅限

于正式的渠道。这与现在的情况有很大不同。

大约 70 年过去了，冲突和迫害可能仍然在令人沮丧和悲惨地发生着，但是环境已发生变化。

移民现象的“应用软件化”已开始流行，以特定而重要的方式使得移民过程绝然不同。首先，移动

电话技术成为常态，这把移民和亲戚朋友、人道组织和偷渡（移民）者联系在一起，但也同样把偷

运者和中介、腐败官员及在分散在各地的偷渡者同道联系起来。a 电信革命使得无监管的迁徙途径

得以产生，这些途径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是既快捷又能承受得起的。帮助人们旅行至欧洲或通过欧

洲的手机应用有很多。例如，一对匈牙利夫妇建立了 InfoAid 来提供关于如何过境的实时建议。还

有一些手机应用可以帮助难民融入当地生活，例如 Refugermany 和 Arriving in Berlin。联通性使

得很多人可以迁徙至安全区域，但是这种途径通常极为危险，有时甚至有生命危险。

第二，几十年来，处在过境国和东道国（如土耳其）的大量难民和其他类型移民第一次不必坐

等重新安置或遣返。他们能将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多半因为他们具备这样的能力。信息、建议和

金钱可以迅速地被分享，地理的约束也更容易被克服。2015 年经东地中海到达希腊的迁徙人数突然

剧增，正是由于强大的联通性。

电信帮助塑造了欧洲移民迁徙的规模、构成、速度和地理状态。对迁移和行动的实时报道，使

得移民（难民、寻求庇护者等等）能够获得关于旅行到哪里、何时和如何旅行的有用信息。比起其

他欧洲国家，对德国的强烈偏爱并不是偶然的，是移民自行增加信息分享的结果。在签证获取机会

有限的情况下，难民和非难民即使利用无监管庇护途径，也会面临淘汰的风险。b

a. Khalaf，2016.
b. McAuliffe 和 Koser, 2015。

来源 : 节选自一篇在 2016 年 1 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政策论坛上首次出现的文章（McAuliffe, 2016）

36　Kuschminder 和 Koser，2017；McAuliffe，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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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的国，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使用，使得越来越多的移民能够“保持亲近型的远
距离关系，并每天激活这种关系”。37 通过压缩时间和距离，电话、语音和视频聊天、社交媒体和
电子邮件使移民能够和家人、亲戚保持联系，不管他们在哪里，都可以冲破国境的限制，了解发生
了什么事情。例如，一项最新的研究探究了来自加拿大跨国家庭的韩国年轻人如何在不同的情况下
选择和使用各种各样的移动平台。38 该研究发现，他们使用全球平台（尤其是 Facebook）来扩大
他们在加拿大的同龄人社交网络。同时，他们还使用基于韩国的移动平台 Kakao Talk 来保持他们
和韩国和 / 或加拿大的同民族社群的联系。社会联通对流离失所者（包括难民）也很重要。联合国
难民事务高级专员（UNHCR）目前在开展一个项目，通过加强互联网和移动联通，改善难民的福
利（见以下文本框）。

难民的联通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进行了一项关于难民接入和使用互联网和移动电话（在技术条件存在

的前提下）的全球评估，为一份新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全球难民联通战略的形成提供信息。

该研究的主要发现之一是，虽然 7% 的难民社区缺乏互联网接入和移动通信所必需的数字基础

设施，但市区的大多数难民住在有 2G或 3G 移动覆盖的地方。而对于住在农村的人，形势要糟得多，

20% 住在没有联通的地区。

来源：节选自 UNHCR,2017, 于 2017 年 4 月 5 日获取。

虽然联通能通过使移民和家人、亲戚保持联系来使他们获益，更大的跨国联通，尤其是通过移
动电话达成的联通，也会加大对目的国移民向家中寄钱的压力和要求。39 这些发现能够作为长久的

37　Diminescu，2008。

38　Yoon，2016。

39　Hunter，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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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证明移民面临着相当大的汇款压力。40 在研究中，亨特（Hunter）发现汇款的压力因为移动电
话的使用加放大了。41

跨国联通和非国家行为体
如我们所看到的，技术的进步、联通的扩大明显改变了移民和移民社群的日常生活，那些支持、

促进或报告移民和迁徙的非国家行为体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深刻影响。广义上讲，非国家行为体是
不属于国家结构中的团体、组织或个人，但仍可以对国家的和国际的进程和系统施加影响。非国家
行为体的例子包括：移民代理；偷运移民者和人口贩子；雇主；市民社会、非政府组织和慈善家；
以及国际组织。42 非国家行为体正逐渐进行跨国运作，且其业务和活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少受到
地理的限制。随着地理因素变得无关紧要，移民过程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本节提供了某些非国家
行为体的例子，以及他们是如何参与移民过程的。

偷渡移民和贩卖人口的联系网络正在利用信息和计算机技术（特别是智能手机技术）组织国际
旅行、与客户联系并（有时）从国内家庭诈取赎金。43 偷渡（移民）者还利用社交媒体与新客户联
系并宣传他们的服务。脸书（Facebook）等社交媒体平台提供的有关偷渡服务的信息（包括达到
某些目的地的服务）正在改变非正规移民的方式和偷运者的经营方式。44 逐渐加强的联通性使人们
能够核实偷渡者的信息，也扩大了移民传递信息的能力，以告知别人要避开的偷渡者。45

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使用也成为“流动性行业”（mobility industry）出现的主导力量，该行业
的运作是为了回应相对富裕的人的日益增长的需求，他们想短期或永久移民到有好的医疗保健等服
务的低物价国家。46 对于博客、社交媒体平台和其它互动式在线实践的创新性应用，为（例如）希望
迁徙到墨西哥的美国公民打开并拓宽了一个不断成长的市场；2015 年，据估计有一百万美国公民居
住在墨西哥。47 类似的促进流动和迁徙的技术在各个地方都有很多，包括东南亚、南欧、东欧和北非，
比较典型的服务是一系列迁居服务，但除此之外，还包括住房、学习（教育）、医疗服务和就业。

至于移民行业，随着跨国劳工招募机会的增多，和移民相关的代理和经纪人数量激增。即使是
在最基础的行政层次，例如基于互联网的签证申请程序，也变得越来越常见，这减少了使用馆柜台
签证服务的次数，同时也使得能够通过虚拟手段为移民提供便利的、基于互联网的经纪人和代理逐
渐增多。图 5 显示的是有关跨国招募的实践中涉及到的各个层面，大家普遍认为在规模、复杂性和
速度上有所增长，这给监管者带来一系列挑战。48 

40　Carling，2008； Vargas-Silva，2016.

41　Hunter，2015.

42　为了给这一章做铺垫，前面章节已经讨论过移民（从技术层面来说也是非国家行为体）了。

43　McAuliffe 和 Laczko，2016。

44　Brunwasser，2015.

45　Triandafyllidou 和 Maroukis，2012。

46　Bantman-Masum，2015.

47　UN DESA，2015；US Department of State，2017.

48　Pittman，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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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跨国劳务移民中介

  
    
  

 

 

  

 

   

来源： Pittman, 2013

在不讲道德的私人招募机构中，欺骗性的做法并不罕见，如提供不存在的工作、谎报工作条件
和工资、伪造合同或没收证件。这给决策者和政府在检查和监管私人招募行为时带去了更大的压力。
但有时候，数字技术的发展增强了透明度并能支持更好的招募行为。例如，位于菲律宾的 LBS 招募
解决方案公司正在使用线上媒体和新的社交媒体应用来直接和雇主和员工打交道。这些变化有着积
极的影响，而且，在 2014 年，研究结果显示，该公司的申请者供应链改善了，广告费用下降了，
也没有任何有关招募违规或金钱索赔案例的报告。49

其它非国家行为体也在通过技术的使用以创新的方法应对移民现象。例如，国际移民组织正在
研发一个移动电话应用（MigApp），旨在为移民提供关于移民程序及目的国现有服务的可靠的、
实用的信息；例如提供有关签证和旅行规则的更新信息，以及用于和合法的服务提供商进行互动的
平台。50

其它最新的倡议涉及慈善家、非政府组织和除移民之外的个人，他们通过在迁徙路上提供人道
援助，支持正在进行危险的、非正规的海上旅行的移民。使用无人机技术来发现困境中的移民船只
并为人道援助寻找目标是应用新技术的典范，这一技术在 10 年以前还几乎是不可想象的。51 例如，

“移民离岸援助站”是一个在马耳他注册的基金会，旨在通过援助困在危险船只上的移民。2016 年，
该基金会用两架无人机在地中海水域巡逻并使用日夜光感光器件发回高分辨率影像。

  实时联通也被用在冲突和流离失所情况中。这些情况中存在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跟踪变得
十分必要，原因有很多，包括对人口进行评估以指导人道服务，正如下面文本框中将要讨论的。有
49　IOM，2014.

50　IOM，2017a.

51　Bryant，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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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援助机构认为生物识别技术的效率很高。例如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官员正在使用生物识别对难
民营中的人进行登记，并监控难民的食物和救济物资的发放，以保证提供的数量和难民的数字相匹
配。但是，这需要平衡地考虑到人员的监控、监视问题以及当局使用数据应对移民的问题。生物识别、
虹膜扫描或指纹等技术被各国用来监控人口迁徙，但这些技术也可能是侵犯隐私的政治工具。52

发展中国家的生物识别

如果你关注有关大规模生物识别项目的新闻，就会立刻发现一个明显的事实。这些创意极大部

分都在发展中国家开展。至少，在近距离审视这些计划的实施环境之前，其份额是惊人的。在许多

情况下，使用这些解决方案所需的环境是成熟的，因为同时存在需求和机会。

“食物和非食物援助以及食物分发是最初的使用案例之一 ,” 休斯（Justin Hughes）说。他

是 PA 咨询集团的采购供应链专家，领导了该公司与联合国的合作……“当有大规模移民时，或当

有越境的难民时，这就是一个修复人口的工具。它使得产生不需要识别个人的数据库成为可能……”

不仅仅是因为生物识别系统比基于纸张的系统更有效率，有时是因为几乎别无选择。“当人们

逃离一个灾难区或冲突区时，一般不会带上证件，也没机会带上任何其它形式的文件，”休斯说。

“或者他们是故意丢弃了证件，因为他们感到如果携带能识别自己属于某一个群体的护照，可

能会有更多危险。所以出于若干不同的原因，人们往往不会带着传统的纸式或卡式身份证件这样的

东西出现。有了生物识别，你就是在手指或虹膜上随身携带身份证，所以这就是主要优点，围绕它

也有相当水平的技术精度。”

来源：节选自 Mansfield-Devine(2015),Biometri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发表于 Biometric Technology Today。

国家行为体及对移民管理的广泛影响
虽然全球化、社会转型和移民进程间的相关性已经得到承认，53 但仍难以就跨国联通的加强对

各国移民政策和监管程序的多种影响方式做出全面评估。联通的加强对各国的影响可能是不平衡的、
碎片化的、多样的，并取决于一个国家在全球移民中的身份——作为来源国、过境国或目的国。

本小节将提供几个案例，说明各国是如何就基于跨国联通的移民过程中的改变而开展行动（做
出回应）的。随着国际迁徙机会的增加，各国已尝试实施一系列战略，管理这种规模、速度和多样
性上的增长，而且一些国家已试图把移民的利益最大化。移民迁入和边境管理政策和实践发展迅速，
以应对大规模人口迁徙（例如偷渡移民、贩运人口和非正规移民迁徙相关的人口）所导致的风险认知。
此外，由于强大的联通性影响着移民的各个方面，各国已采用技术来更有效率地管理或促进移民迁
徙。因此，技术进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对迁徙人口的管理。

52　Dijstelbloem，2017.

53　Castles，de Hass 和 Miller，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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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和通信技术潜在地为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提供强有力的工具，尤其是为那些生活在偏远地区
的人们。在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中出现了一个新做法，就是使用潜在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和
跨国联通，减轻农村或偏远地区的迁徙压力，例如下列文本框中概述的科克斯巴扎尔的数字岛项目。

新出现的实践：公私合作改善农村（偏远）地区的联通以减轻迁徙压力——
科克斯巴扎尔的莫哈什卡利岛千兆数字岛项目

2016 年 2 月，韩国最大的电信服务供应商之一——韩国电信公司（KTC）与孟加拉国政府和国

际移民组织为一个试点项目签署了一份三方谅解备忘录，旨在通过改善线上联通，在偏远地区改善

政府服务。备忘录的签署表现出对于公私合作的重视和技术在发展中的重要性。三方聚到一起，尝

试在莫哈什卡利岛开展一个利用高速互联网连接来提供服务的模式。该岛是孟加拉国科克斯巴扎尔

地区的偏远部分，是该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使用服务的机会十分有限且质量低劣。该行动符合“数

字孟加拉国家发展战略”（为该国政府“愿景 2021”倡议的一部分）。

（……）在实践中，该计划将借助电子工具（例如线上内容和远程教学、能够提供诊断服务的

移动健康工具和专家电子咨询）为社会提供教育和医疗保健等服务。这样一来，孟加拉国农村地区

的居民可能就不需要旅行数个小时看医生，孩子也可以在家或在社区中心上课。另外，通过电子商

务平台促进市场准入，孟加拉农村地区的民众可以对自己的收入来源更有信心，也就不会因为经济

压力而考虑通过移民增加收入。

来源：节选自 IOM，ILO and UNDP 2016。

就来源国而言，另一个支持迁徙人口的办法就是监管海外就业招聘程序。例如，在菲律宾，劳
动和就业部下辖的菲律宾海外就业管理部通过其官方网站实时提供海外就业机会、经纪人联系信息
以及岗位空缺数的更新列表。另外，还有一个强制的调度程序，包括出发前情况介绍讲座，并颁发
海外菲律宾工人身份证。这个程序的目的是向菲律宾外出务工人员提供关于目的国的信息和在使领
馆能得到的资源，以及财务管理信息（关于汇款和使用银行与 ATM 卡）。同样，为了应对私人招
聘实践带来的一些挑战，建立一个更顺畅、更透明的移民过程，尼泊尔政府 2014 年在加德满都开
辟了一个“劳工村”，即一个把所有的涉及国外就业的服务容纳在同一处的建筑群，包括按不同国
家划分的招工广告办公室、非政府组织和社会福利组织、政府机构（诸如外国就业促进会）、招聘
机构、出发前情况介绍和技能培训提供者， 还有一家健康中心和一家宾馆。54 政府正为移民提供网
络银行和保险业务上的服务，并将开发创新性服务，包括移动和数字技术。这样一来，家庭就能在
更快、更便宜而且更靠近他们住处的情况下收到汇款。

各国也在利用联通的增强和技术的进步来加强对边境的管理以管理人口迁徙。在实时联通基础
上建立起来的越发成熟的技术，正被应用于边境管理，以形成目的国的“虚拟边境”。例如，澳大
利亚自 1975 年引进环球签证制度后，一直在逐步加强其虚拟边境。55 在实时跨国联通的帮助下，

54　Nepal Ministry of Labour and Employment，2014.

55　ANAO，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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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去往澳大利亚的空中旅客的签证真实性、安全和其它检查远早于人们在来源国登机前就已发生。
这个多层次、在地理上分散的边境处理模式的实现，需要大量涉及多个信息技术系统的技术，且这
些技术需要具备不断增长的识别身份和其它欺骗方式的能力。56

世界其它地方也取得了类似的进步，边境管理系统变得越来越成熟。例如，利用 X 光和指纹扫描、
电子护照扫描、自动电子门和生物识别签证能够发现伪造证件，特别是自 2001 年 9 月 11 日以后。57

又如，2013 年欧盟发起了智能边境行动，旨在通过全区域使用电子门和实时出入信息分享技术，
扩大和协调自动过境。信息链接到警察所持的指纹记录和监视清单上，边境哨卡和移民当局也能使
用这些信息。技术也能支持和航空公司的合作，譬如，就抵达后在边境被拒入境的人员的返回达成
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对未经约定检查而让乘客错误登机的航空公司处以罚款。58 通过使用更多
的技术来辅助实时检查，把边境远远延伸到地理边境以外，这种做法引起一些评论家的担心：一是
担心通过域外适用规则59 对主权进行“重置”，二是担心对个人数据的无差别分享所产生的人权影响。60

管理和支持迁徙人口的重要发展改善了融合进程。一些国家当局使用电信技术更好地促进了移民融
入社群。例如，在荷兰和瑞典，有视频和音频学习方法的 ICT（信息和计算机技术）得到采用。通
过在课堂中使用计算机技术，能够解决个人特殊需求；而在课堂外对于技术的应用则能为独立学习
提供机会。这样一来，移民就能够更快地学习语言技能。61 德国最近启动了一个叫做“Ankommen”
（到达）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该应用提供了基础德语课和关于庇护申请程序及如何找工作或培训
的信息，以及关于德国人价值观和社会风俗的信息，因此，它能够帮助移民和寻求庇护者融入当地
社会。这个手机应用提供数种语言服务，是由移民和难民联邦办公室、联邦就业局、歌德学院和
Bayerischer Rundfunk（公共无线电和电视广播公司）共同研发的。

另外，由于数字时代的技术进步，地方政府能够利用一系列新工具更好地了解他们所服务的人
口的需求，并与他们建立关系。不同语言的门户网站或移动应用将改善对公共服务的使用。62 例如，
纽约研发了一个叫做 NYC311 的互动线上自助服务，可用 50 种语言提供服务。这个网络平台允许
所有居民提交服务请求，进行正式投诉，以及匿名和秘密地使用公共信息。

更好的跨国联通也成为各国为移民提供领事服务和帮助的工具。例如，国际移民组织危地马拉
分部为危地马拉外交部研发了一个移动应用来提供这类服务。在各种功能中，这个手机应用使移民
和危地马拉领事代办机构可以直接联系，同时也提供实时数据登记和报告。移民能使用这个工具在
诸如地震、飓风等灾害发生时联系国家主管当局。另外，它力图为内容发布建立一个数字机制，以
提高离散社群的可见度，并促进特别活动的开展。63

关于跨国联通的加强所造成的移民和迁徙对国家的多重性影响及其回应，情况包罗万象，超出
了本章的范围，但这里强调了那些影响和方法的多样性，以及移民过程中技术使用的多种方式。实
证研究显示了移民全球化是如何偏向主要目的国的。64 在这一背景下，国家控制程度和平民主义期

56　同上。

57　Jeandesboz，2008.

58　Taylor，2008.

59　Gammeltoft-Hansen，2008；Godenau 和 Lopez-Sala，2016。

60　Valkenburg 和 van der Ploeg，2015。

61　Driessen 等，2011。

62　Mattoo 等，2015。

63　IOM，2017b.

64　Czaika 和 de Haas，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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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之间新出现的悖论变得尤其重要。随着时间推移，在经济社会生活的众多领域里，国家监管有了
显著加强，这导致了对国家控制的更高期望。关于新出现的监管与期望的悖论，以下的文本框提供
了一个历史视角。

监管与期望的悖论

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经济上、社会上和技术上的能力加强，各国监管社会的能力也在增强。治理

在加强，同时变得越来越成熟和复杂。长期由民族国家（以及由之前的王国、帝国、部落等）监管

的领域，例如对公民和居民的征税以及对商业和社会保护各方面的监管，已经扩大到了以前未被监

管的领域，例如电信、媒体和广播、环保、公共卫生等。作为扩大监管和日益成熟的治理的一部分，

国际迁徙——移民迁入和（在一些国家）移民迁出，正受到越来越多的监管，监管涉及新的法律政

策框架的形成，框架也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例如，澳大利亚最初的 1958 年《移民法案》长达 35 页，

向被授权的决策者提供了大量自由裁量权。到 2005 年，1958 年《移民法案》已拓展至 744 页，另

有长达 9册共 1993 页的规则条文，c 而且明显含有适用于移民管理的诸多规则细节。

但是有必要承认监管的加强——需要监管的问题的增加，以及日益复杂的规则——不只针对移

民。如下图所示，澳大利亚主要法律的页数在最近几十年显著增加，尤其自1970年代后。与之类似，

其它国家（如美国）的监管也有所加强（见下图）。

     1901-2006 澳大利亚通过的联邦立法页数                   1936-2010 增加到美国联邦登记簿的联邦规则页数

                    
来源：Berg，2008                                                                                    来源：Crew，2012

加强监管的一个重要后果——在成熟度方面和总的覆盖范围方面——是对国家控制感的影响。

国家越监管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就越感到能够监管和控制现象，即使那些现象是跨国发生

的并超出了国家或次国家监管者的直接控制。这种“监管与期望”的悖论对国家形成相当大的挑战，

尤其涉及向公民和社会解释全球化对日常生活的一系列方面（包括移民现象）的影响。但是在很多

国家，仍然有平民主义话语认为，加强联通带来的现实，意味着移民“管理”可以大肆铺开，这时候，

就能“控制”移民入迁的问题。

流动性、移民和跨国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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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民监管演化的大背景下，跨国联通的最新发展与潜在的巨大影响有着巨大的相关性，包括

监管与期望悖论的加深。

c. Kelly，2005.

来源：节选自关于国际移民管理的一本书中的章节（McAuliffe and Goossens,2017）。

结论

全球化进程正改变现代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运输和电信技术的最新进展预示着实时使用信息
和全球互动的方式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跨国联通的加强塑造了以前决不可能出现的人口国际迁
徙方式。虽然技术的使用在世界上仍然不均衡，先进电信技术的持续扩张意味着更多人能上网联系。
本章审视了跨国联通的加强对迁徙和移民现象的意义以及相关的过程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已看到，跨国联通在塑造移民过程方面对移民和各国的影响并不均衡。但是，可能比以前
任何时候都清楚的是，非国家行为体通过使用先进的电信和其它技术（例如无人机）正在移民中正
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虽然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移民过程中的发展有明显的益处，例如针对移民
的人道援助领域。 但它也有一些潜在的负面影响，例如促进了跨国人口贩卖网络的扩张。

联通性的加强和国际移民过程之间的复杂关系越来越重要。虽然迁徙的动因在大致上仍未改变，
人们对迁徙选择进行考虑和做出决定的环境已经大变，也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将要强调以下政策。

●需要继续投资发展移民能使用的技术，来避免危险的和可能致命的迁徙途径以及虐待和剥削。
创新地使用技术、社交媒体和手机应用 ( 例如国际移民组织向移民提供的手机应用 MigApp，帮助
移民获得关于迁徙过程和目的国服务的可靠的实用信息 ) 能支持和促进安全、有序和正规的移民。

●将这类技术更均衡地推广和使用。近期在全球联通上的进步——即使是在一些偏远和最不发
达的国家——需要进一步得到支持，以使新技术和应用（例如那些和移动支付相关的技术）能帮助
全世界的社群并减少不均衡实施的风险。

●虽然各国已通过对基于实时联通的技术进行投资来提高监控边境、发现和防止非正规入境的
能力，但针对分析能力也需要相似投资，这样才能以更好地了解移民过程中的渐进变化，包括移民
如何考虑和评估其迁徙选择。

●随着全球化和跨国联通的加深，有必要进一步研究个人数据的无差别分享对人权的影响。这
类研究能够支持更有效的政策回应，包括全球移民治理。

●最后，进一步承认技术在移民管理中的作用，是建立形成全球应对机制（例如 2018 年的全
球移民契约）的核心问题。虽然联通的加强和实时转移信息、金钱和观念的能力可能意味着更多挑战，
尤其是在控制非法和危险的迁徙活动中，但也有可能依然能够在新出现的技术中找到一些最有效的
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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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移民的角度理解迁徙之路 1

引言

今天，如同正在上演的一样，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自的人们即将踏上旅程，希望着能够在新的
国家过上安全又有意义的生活。有些人将拿到护照，其中包含他们前往目的地国的签证。为了寻求
在能在另一国家开启生活新篇章，他们很多人都经历了签证的申请。这些人将拥有选择新生活的许
多方面的能力：选择工作或职业、打算居住的城市、出行方式、旅程的时机和长短、同伴及停留时间。
他们应被视为是幸运的人，许多人并没有这样的权利，并将继续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公民。

今天，如同正在上演的一样，很多人也将踏上漫长而危险的旅程，即使他们知道这意味着做好
在旅途中被虐待、剥削甚至是死亡的准备。摆在这些人面前的，是一个极不确定的未来；即使成功
到达了目的地，在新国度等待着他们的仍然是未知。许多人的护照没有签证，有些人甚至没有护
照或者旅行证件。他们或许大致了解如何在途中去往不同地方，可以依赖谁来帮助自己，不同的
旅程可能花费多少钱以及需要选择的旅程的模式。但是同样，很多事情仍是未知。他们并非幸运者，
他们很有可能来自发展中国家和破碎的国度，其中一些人因内乱、迫害或其他各种灾难而颠沛流离。

尽管引言部分明确根植于当下现实，但是迁徙实为人类历史上的常态，早已与生计、文化和灾
难以及流放相关联。任何有关迁徙问题的讨论中心都是谁在移民，如何移民以及为何移民，这通
常与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及在考虑和进行移民时所拥有的选择密切相关。更好地理解移民如何考量
迁徙的选择（包括不迁徙）和着手开始迁徙的重要性正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这种认可，部分是
由愈发明显可见的危险的、有时是致命的移民旅行推动的。例如，国际移民组织（IOM）的失踪
移民项目（Missing Migrants）发现，自 2000 年以来，已有超过 4.6 万名移民在迁徙途中死亡。2

有关移民安全和权利的问题已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2016 年 9 月通过的《关于难民和移
民问题的纽约宣言》，重点关注了以上两方面的问题。3《宣言》包括承诺在 2018 通过一项安全、
有序和正常移徙的全球契约，这本身就体现了对不安全、无序和非常规移徙的关切日益加剧。需
要注意的是，该宣言和就达成这一契约所作出的承诺，部分是为了应对 2015 年间欧洲的大规模移
民。在大规模迁徙发生期间，移民（包括难民）展现出了极大决心要到达某些特定国家（如德国、
瑞典和奥地利）的坚定决心。
1　Marie McAuliffe, 移民政策研究部部长 ; Adrian Kitimbo, 研究顾问 , 国际移民组织和研究助理 , 比勒陀利亚大学 , 高敦商业科学学院 ; 来
自日内瓦国际和发展研究研究生院的 Alexandra M. Goossens; 以及文莱达鲁萨兰大学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研究和研究）副教授兼副
院长 AKM Ahsan Ullah。

2　国际移民组织 , 2017。

3　联合国大会 , 201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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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要通过严谨的研究听取和学习移民的知识，来讨论从移民的角度理解迁徙的重要性。在
旅程开始之前和旅途期间，所有移民都会做决定。其中一些相较于其他决定，后果更为重大，甚
至涉及生死攸关。本章重点关注的是那些迁徙手段与选择更有限的人们。那些享有较高自由度的
人，比如退休后迁往澳大利亚的中国百万富翁，他们不是本章考察的重点，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
些人选择面更广，也更少身处易受伤害的脆弱状况之中。考虑到移民经历具有极大多样性，本章
将讨论迁徙之旅，以及在迁徙前和途中移民如何认识这样的旅程。但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从当下
移民研究与实践中得出许多重要的东西。下一节简要介绍移民的“自我能动性”（self-agency）
（即移民在独立决定和选择的情况下作出和行动的能力）和“能动性的连续性”（continuum of 
agency），解释面对迁徙时选择的变量。在第三节中，我们讨论了在移民研究中比较关键的和新
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暗示了对于移民自身来说，关于对迁徙与迁徙的旅程的思考最近几年是如
何变化的：（错误）信息；签证偏好；风险与回报以及迁徙的压力。在下一节中，我们总结了一
些研究方法和技术的最新进展，这些研究方法和技术使以移民为中心的研究在全球范围内更加可
行。结尾部分则讨论了包括与全球移民契约在内的研究和政策倡议的含义。总体而言，我们主张：
更好地了解移民在迁徙旅程中的选择，对制定更为有效的移民政策至关重要。

关于移民自我能动性的思考

多年来，针对迁徙原因的，国内外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与调查，最早可追溯至 1880 年。4 验
证迁徙动因和影响因素，主要涉及对迁移模式的解释以及对影响与塑造人们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
个地方（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结构和过程的解释。支持所有重要移民理论的核心考虑是，人
们能够行使自由意志或自我能动性的程度。5 所有常规移民理论都涉及从不同程度考量迁徙动力（或
缺乏动力），而且对移徙前和移徙过程中移民的作用、决策和行为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这有助于
解释迁徙的形成原因。换言之，移民的自我能动性的程度正成为想要了解移民模式、流程和结果，
的关键因素。6

从历史上看，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人的能动性的角度解释移民的二元结构——
被迫迁徙和自愿迁徙——主导着政策和研究。随后，尤其是过去的二十年间，人们广泛认可存在
着能动性的持续性，而不是自愿 / 非自愿的二分法。7 例如，Faist 认为应该从“自由度从高到低”
的角度来考虑持续性，8 而 de Hass 则指出“‘自愿 / 被迫’的二分法过于简单，因为它假定一类
移民享有完全的自由，而另一类完全没有选择或能动性。”9 在这样的语境下，移民如何理解与进

4　Ravenstein, 1885 和 1889。

5　示例写作内容请参见累积因果（Massey，1990），新古典经济学（Todara，1989），世界体系论（Portes 和 Walton，1981），社会
资本理论（Massey，1987），劳动力移民新经济学（Stark 和 Bloom，1985）以及社会网络理论（Boyd，1989）。

6　McAuliffe and Jayasuriya, 2016; Triandafyllidou, 2017.

7　de Haas, 2011; Faist, 2000; Massey et al., 1998.

8　Faist, 2000.

9　de Haas, 2011.

从移民的角度理解迁徙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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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移徙，包括那些对何处去和如何去极度缺乏选择权的移民，已成为移民研究和政策中的一个关
键问题：

无论如何分类，不同的被迫迁徙者都有着适用于自己的不同地域选择替代选项。这些选择与选
项不仅取决于外部限制因素，还取决于诸如性别、年龄、财富、人脉和关系网等因素。这就意味
着我们必须理解决定迁移的人的观点和经历……我们必须将他们视为能动体，即使从物理意义上看
他们的移动空间可能十分受限。10

在劳动力迁移的背景下，人们对能动性和结构有相当的关注，以及人们如何在一系列“干预
障碍”11 影响下考虑移民。流行观点仍认为所谓的“经济移民”在移民行为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并
发挥了相当大的能动性，但这观点过于简单了。例如，近几十年来的研究和分析发现，由于面临
的约束和选择不同，劳动力移民的选择能力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因素包括债务劳工和在高压环
境下牺牲权利的劳务移民的状况。12 劳务移民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发挥自我能动性并选择自己移民事
宜的方方面面收到了严重的限制，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些选择得以保留，其中包括是否移民（这
是大多数移民者能动性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在哪移民，如何移民，是否或何时返回家园。13 越来
越多的人赞同通过询问移民本人的方式，来更好地了解他们在迁徙前和迁徙中如何考量的必要性。
如果我们要更好地理解移民模式与过程的动态和变化的本质，这一点尤为重要。

移民与出身靠碰运气（lottery birth）
考察各国的总体生活质量，以及在签证准入方面的迁移能力，可以看出正规移民的选择在某种

程度上与“出身靠碰运气”有关。例如，有的国籍群体似乎不太可能获得签证。表 1 总结了所选
国家的人类发展的全球指数、脆弱性指数和签证准入指数。14 例如，其中的“签证限制指数”，是
根据一国公民的旅行自由进行的全球排名的指数，15 揭示了个人相对轻松地进入他国的能力在诸多
方面都是由国籍决定的。签证准入也广泛地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关系，表明与
其他国家的关系稳定、安全和繁荣。数据还表明了以下两个方面：人类发展排名靠前的国家和其
他国家有着显著差异；中等发展程度的国家可能同时是重要的移民来源国、过境国和目的国。来
自人类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的国民，能够免签证去到世界上 85% 左右的国家。16 这些国家也是重
要和首选目的国。17 然后，在表格下方，这些国家的签证限制表明正规移民途径对其公民来说问题
重重。非正规途径很有可能成为这些国家潜在迁出移民最现实（如果不是唯一）的选择。

10　Turton, 2003.

11　Lee, 1966.

12　Ruhs, 2013.

13　Khalaf and Alkobaisi, 1999; Ullah, 2010.

14　人类发展指数是一项检测平均成就的综合指数，作为评价标准的人类发展三个基本维度是：预期寿命，教育和体面的生活水平。签证限
制指数测量了 218 个国家适当的签证限制，反映了个人方便简易地去他国旅行的能力。排名越高，个人就能无需签证去到更多的国家。脆弱
国家指数由和平基金会创造，根据 178 个国家的稳定水平和面临的压力进行年度排名。它涵盖了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指标。

15　Henley & Partners, 2017.

16　同上。

17　Esipova, Ray and Pugliese, 2017; Keogh, 2013; McAuliffe and Jayasuriya, 2016;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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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选定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脆弱性指数和签证限制指数

国家
（按HDI排名顺序）

挪威
澳大利亚

瑞士
德国
丹麦

新加坡
加拿大
美国
瑞典
英国
法国

意大利
希腊

马来西亚
伊朗

土耳其
斯里兰卡
黎巴嫩
墨西哥
泰国

突尼斯
利比亚
埃及

印度尼西亚
伊拉克
摩洛哥
印度

孟加拉国
巴基斯坦
叙利亚
海地
苏丹
也门

阿富汗
埃塞俄比亚
厄立特里亚

索马里
排名第一表示：
排名最低表示：

极高人类发展水平

人类发展指数
（HDI）2016

排名
1
2
2
4
5
5
10
10
14
16
21
26
29
59
69
71
73
76
77
87
97
102
111
113
121
123
131
139
147
149
163
165
168
169
174
179
不详

极高人类发展水平
低人类发展水平

脆弱性指数 2016

排名
177
172
174
165
175
161
169
159
171
162
158
148
130
115
47
79
43
40
107
74
88
25
38
86
11
89
70
36
14
6
10
4
4
9
24
18
1

最脆弱国家
最稳定国家

签证限制指数 2017

排名
4
7
6
1
3
4
6
3
2
4
4
6
6
13
95
52
95
96
26
67
73
99
88
79
103
78
87
95
102
101
86
97
98
104
96
98
100

最灵活的护照国籍
最不灵活的护照国籍

高人类发展水平

中等人类发展水平

低人类发展水平

来源：联合国发展规划署（UNDP）, 2016; FFP, 2016; Henley & Partners, 2017。

注：索马里并未纳入 HDI 的衡量。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标准，纳入 HDI 的衡量体系的国家，需要该国符合以上三个维度指数新近的、可靠
       的且具有可比性的数据。对待收录国家来说，理想情况应是通过相关国际数据机构能够从该国国家统计部门获取数据。

从移民的角度理解迁徙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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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移民发生的背景影响着人们的迁移方式，但我们同样应该承认寻求“更好的生活”（包括
通过迁移），是人类永恒的天性，使我们倾向于移民。当我们通过各国收入水平来考察移民模式时，
这种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便一览无余。例如，目前三分之二的国际移民都居住在高收入国家。18

以移民为中心的研究方法：（潜在）移民能告诉我们什么

为了更好地了解移民对迁徙如何做出思考和决定，研究的发现能够对移民行为与预期行为的普
遍假设起到了支持或反驳作用。19 虽然相比从前，一些政策制定者能够获得更广泛的信息和数据，
但明显，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假设推测，缺少对移民潜在和实际的决策与经历的了解。例如，人
们一般会假定，如果能够获得有关旅途中的风险信息（包括死亡风险），那么每年通过极端危险的
海路迁徙的人数会大大降低。然而，虽然已经证明，更对称的信息能够对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但
并不起决定作用。20 更好的理解为何有的人即使在获知有生命威胁的情况下仍然愿意奔赴危险旅程，
这对从移民视角更深刻地拓展移民相关知识，有着重要作用（具体风险和冒险问题见后文）。以移
民为导向，而不是政策导向的研究视角，对关注移民决策和经历的研究来说弥足珍贵，是最主要的
优势。询问潜在与实际的移民对可能采取或正在采取的迁徙与旅途的看法，相较于取代政策设置的
评估性研究，更能够在动态变化的迁徙起源和中转环境方面提供重要见解。在具有可持续性对策之
中融入移民自身的理解与看法，更有效保护启程前与途中的移民，是重中之重。这些信息也可用于
发展不同的概念框架，用来更准确地解释移民观点。21

移民研究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对潜在和实际移民在不同阶段如何考虑迁徙旅途有着浓厚兴趣，关
于这个问题的现有证据指出了一些重要的考虑因素。首先，人们早已意识到移民渴望、意图和实际
迁徙行为之间的区别。22 虽然研究移民的愿望和意图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未来可能出现的移民趋势，
但对迁徙的愿望或意图并不一定（或通常不会）转变成实际迁徙。《盖洛普移民意向调查》（Gallup 
Survey on Migration Intentions）的最新结果，就反映出愿望、意图和实现之间显示显著差异。
这项调查自 2005 年起每年进行一次，而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如果有机会估计有 7.1 亿成年人（占
世界成年人口的 14%）愿意移民到另一国家。然而，开始着手移民计划的只有 6600 万人，而到实
际准备阶段的只剩 2300 万人，即世界成年人口的 0.4%，数字急剧降低。23

第二，移民如何在动态的、有时是快节奏的环境下思考并进行迁徙，因此人们可能需要对变化
中的环境做出快速的反应。这种动态性是由不断增强的跨国互联互通来支撑的，这得益于更为精密
的、可接通的通信技术（见第 6 章）。迁徙情境的动态本质，要求我们继续倾注于研究移民的观点
和经历，而不是将其视为“一次性的”活动。

18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 , 2016。

19　Hernández-Carretero 和 Carling, 2012。

20　RMMS, 2014; Alpes 和 Sorensen, 2015。

21　McAuliffe 和 Jayasuriya, 2016; Triandafyllidou, 2017。

22　Stark, 1981; Carling, 2002.

23　Esipova, Ray 和 Puglies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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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不想移民的人关注变少，部分原因是待在家一般被视为惯常做法。然而，有迹象表明，
在某些情况下，驱使个人和社会群体进行国际移民的压力或许正在增强。24“移民文化”的长期发
展可能会给今后越来越多的社群带来问题，他们宁愿呆在家里，但不太能够这样做。25

图 1. 2010 到 2015 期间潜在移民主要希望前往的目的国家

数据来源：《盖洛普移民意向调查》（2017），国际移民组织（IOM）全球移民数据分析中心（GMDAC）

盖洛普调查（2017）显示，相较于其他国家，一些目的国更受移民的欢迎，尤其是美国。但这

种调查出的偏好似乎忽视了受访者要移民到这些国家的可能性或能力。要谨慎对待这些调查数据，

因为调查结果还表明，与渴望或有的移民倾向的人相比，正在筹划移民的人数要少得多。许多其他

的研究也反映出这种差异，这些研究表明，可能想移民的人只有少数会真的付诸行动 a。通常，解

释移民为何偏好目的国会强调经济问题：像这样的研究中，工资较高的富裕国家往往是最受欢迎的

目的地国。然而，对某些群体来说，其他因素可能更为重要。如对一个国家多元文化主义 / 宽容的

看法、法治的适用程度以及它的安全程度，可能比创收和工作机会更为重要 b。

a: Jayasuriya, McAuliffe 和 Iqbal, 2016; McAuliffe 和 Jayasuriya, 2016。
b: McAuliffe 和 Jayasuriya, 2016。

24　Bylander, 2014.

25　Mescoli, 2013; Ball, Butt 和 Beazley, 2017; Mbaye, 2017。

从移民的角度理解迁徙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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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以移民视角为话题讨论，其中心都是信息的作用，以及信息如何与迁徙过程相互作用，特
别是考虑到社交媒体和通信技术的使用正日益增加。这一方面将在下一小节进行讨论，在这之前，
我们将通过移民为中心的研究，继续考察剩余的关键及新出现的问题。我们还列举了最近的经验研
究的例子，阐述移民考量是如何在某些社会群体中发生变化的。

（错误）信息
无论是考虑可选择的事项、挑选目的地或决定最安全和经济上最可行的路线，信息在移民对迁徙思

考和认知中处于中心地位。而在考虑返回家园时时，核心问题也是信息。信息的质量和有效性对于成功
移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信息的作用是受限定的。大量研究表明，当移民决定信息是否可信及应
给予多少重视度时，信息来源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26 信息可能来自人们的社会关系，如家庭成员、
朋友和其他社交网络，包括国内的和目的国的关系；数十年来的研究证实了与移民关系亲近的人（社交
含义上的，而不是地理含义）提供的信息最受重视。27 最近一些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理解，发现旅行前和
旅途中，来自亲密社会关系的人的信息被移民视为最主要的信息来源，因为这是他们可以信任的信息。28

相反地，由于人们更多地信任社会关系，而不是官方信息，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一些可靠的信息，
比如关于移民政策的政府信息，移民却并不认为是准确的，这些信息也不太可能影响移民决定。此外，
在某些情况下，对政府的不信任或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可能会影响人们对信息的认知。这和目的国开展
的针对潜在非正规移民的信息战（ information campaigns）（包括威慑性信息）尤为相关。一些研究
发现，信息战通常是起不到作用，寻求庇护者并不太了解（欧洲）目的国。29 然而，移民似乎也认识到
了这一点。并不是所有的政府都是一样的，在一些特定情况下，一些国家更可能提供准确的移民信息。
例如，2014 年底于印度尼西亚进行的研究发现，39% 的阿富汗调查对象指出“在他们前往澳大利亚旅
程中，澳大利亚政府是他们最可靠的信息来源”。30

信息的传播也在不断演变，近期通信技术的巨大进步已转变了信息交流的本质。社交媒体和实时通
信应用程序（例如 Facebook、Skype、Viber、Whatsapp 等即时通讯应用程序）为人们提供了新方式，
分享移民旅程的潜在风险与收益的信息。这似乎影响着移民决策进程，并对移民模式产生影响，2015
年移民大规模迁往欧洲，很好地佐证了这一点（参阅第 6 章关于流动性，移民和跨国联通的内容）。例
如，一家德国非营利性机构开展的研究，就调查了叙利亚及伊拉克难民在前往德国前和途中是如何搜索

（navigate）信息来源的。31 首先，受访者都信任诸如家人朋友之类的社会关系。然而，研究结果也表明，
人们越来越依赖来自不是很知名的社交媒体网络的信息，特别是当他们为有计划的中转做准备时。32

此外，社交媒体为寻求移民和宣传移民服务的人提供了联系的平台，不管后者提供的服务是合法的
还是非法的（例如，旅游服务与招聘机构，贩卖假身份证明文件及签证的人口贩运者）。尽管很多人都

26　Wall, Campbel 和 anbek, 2015。

27　Pickering et al., 2016; Komito 和 Bates, 2011。

28　Kuschminder 和 Koser, 2016; Maroufof, 2017; Hagen-Zanker 和 Mallett, 2016。

29　Gilbert 和 Koser, 2006; UK Home Office, 2004。

30　Pickering et al., 2016.

31　MiCT, 2016.

3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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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所提供的信息可能并不准确，但心存畅想的移民仍可能使用社交媒体来找到贩运者。33 在 2016 年
的调查中，欧盟委员会向 21 个欧洲国家询问了移民如何利用社交媒体及其他相关网络平台，以及贩运
者自己如何招揽顾客。从结果来看，有一些群体（移民和寻求庇护者）在比如脸书这类社交平台上“寻
找旅伴，咨询危险、风险建议，以及寻找可靠的贩运者”。 还有掌握更多信息的群体散播关于路线、
目的地、庇护做法、政治局势、立法和社会福利的信息。有国家进一步指出，有些 Youtube 视频会用
几种不同语言，对如何移民、寻求庇护和实际运作给出建议和详细指导。34

对签证的强烈偏好
在可能的情况下，移民会选择通过正规签证渠道进行迁徙。35 正如本章开头强调的那样，凭签证出

行和无签证出行有着明显差异。从移民角度来看，移民经历可能在诸多重要方面有着天壤之别，而这些
方面可能会影响移民者本人及家庭，包括那些可能留在来源国的人。首先，签证代表了入境一国的管辖
权，因此为持证人到达该国和在该国出行提供了合法保障。持有有效签证可以更大可能地保护人们不受
剥削。相反，无签证出行将人们置于更大的风险之中，被官方拘留或驱逐，或是被那些提供非法移民服
务的人（比如偷渡蛇头者或人贩子）剥削和虐待，被迫游离于受监管的体系之外。

第二，毋庸质疑，从逻辑上来说（logistically），凭签证出行更为方便，出行的可选项更多。在某
些案例中，这意味着行程是否可成行，尤其是涉及到航空旅行时。因为在出境、中转和入境时，航空出
行通常是受到严格监视和管制的。第三，签证在旅行途中提供了更多的确定和自信，这种旅行更可能是
依计划进行的，包括费用相关问题。凭签证出行通常更安全、更确定、更容易去适应更多选择，比如旅
程长短、出行方式及出行同伴（如果有的话）。

如此看来，人们对有签证的出行具有强烈偏好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在决策时，潜在移者会着重
考量是否能拿到签证，且已有事实表明，当移民身处来源国，探讨迁徙的可能性时，能否拿到签证是一
大关键因素。例如，近期针对网络求职和移民意图的调查发现，能否拿到签证成为人们进行网络求职搜
索的一个决定因素（how people conducted online job searches）。36 同样，人们发现，签证设置的
变化也会影响潜在移民对迁徙思考及最终移民事宜。例如，当针对特定群体的签证限制（包括国籍限制）
被移除之后，情况就会发生变化。37 尽管有各色各样的实例，但是当关键目的地国家或地区实施签证自
由化时，这种变化尤为明显，例如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还有在欧盟内部推行的申根协定，该协定
所试用的范围不断扩大，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国家。38

对签证可获得性的了解在关乎一系列不同安排的，包括那些可能是由于多种环境因素造成的迁徙意
愿背后的原因。例如，在斯里兰卡，通过劳务移民的途径迁移到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GCC），已被
证实和潜在的保护需求有关。在缺少可行保护的情况下，人们利用可行办法设法移民，这也就意味着作
为劳务移民迁徙。下方文本框内即为这项研究的调查结果。

33　Frouws et al., 2016.

34　EC/EMN, 2016.

35　注意：虽然“正规”移民不一定需要签证，而此处提到签证是因为它们通常是必要条件之一，特别是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者来说。此外，
在移民者和普通大众看来，“签证”一词比“正规”更好理解，接受度更广。

36　Sinclair 和 Mamertino, 2016。

37　Czaika 和 de Haas, 2016。

38　Ortega 和 Peri, 2013。

从移民的角度理解迁徙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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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移民——寻求庇护者应对保护问题的替代方案

这项研究可能是第一次在冲突后国家内进行的关于移民意向、实际移民和不流动的纵向研究。

很显然，与那些不受冲突影响严重的地区的人相比，将劳务移民作为逃避途径并不适用于生活在受

冲突影响严重地区的人。研究成果表明，那些面临迫害的人……确实积极考虑并在某些情况下将劳

动力移民作为逃避策略。与寻求庇护相比，这种劳务移民是逃避战略，在寻求庇护的选项受限的环

境中并不陌生，而且劳动力移民所需的资源估计比寻求庇护所需的资源少二十倍。

从政策角度来看，该研究表明，那些需要逃避迫害和寻求其他形式保护的人们，如果有选择权，

可以通过正规途径迁移到国家工作，而不是通过非正规途径到其他国家寻求庇护。他们并不是进入

劳动力市场的难民，而是可能成为难民的人，通过选择常规劳务移民路径进入目的地国家（通常是

中东）作为替代，而这原来可能不是他们的首选。因此，一个可能的选项是探索鼓励潜在寻求庇护

者（甚至是在联合国难民营等待的难民）的低技能劳工移民到中东国家的可行性。另一种可能的策

略是，发达国家可帮助弱势群体提高职业技能，并与主要目的地国家合作提高认可率（recognition 

rates），这可以指导他们进入正规的移民路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不大可能招募大

批低技能的工人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和低工资服务业，如清洁，这些行业已经被非正规移民填补。

毫不意外，对签证和正规途径的偏爱延伸到移民的其他方面，包括抵达后的移民身份以及人们
如何返乡。例如，在希腊的格鲁吉亚移民往往宁愿申请居留证，也不愿申请庇护或非正规停留（stay 
irregularly）。39 最近关于受协助的自愿返回的研究也发现，涉及返回移民决策的一个主要因素就
是他们更愿意守法。40 虽然这并不是唯一的因素，人们更愿意他们所在国家的法律范围内行事，包
括在迁返决策过程中，这不仅是直观的，而且从移民的角度来看也是可行的。在法律范围内行事不
仅会对回归来源国有影响，也会对未来可能成行的国际移民计划有重要的意义。

风险和回报
大多数人可能会偏向于遵守法律的行为，包括获得授权的与签证相关旅行，但是如果没有正规

的途径或是没有的到入境的授权怎么办？从表 1 可以看出，对于一些人来说，获得签证前往大多数
国家旅游的希望十分渺茫。例如，阿富汗人目前在亨里签证指数排名最后，这意味着通往首选目的
地的正规移民途径严格受限。在许多国家缺乏正规移民选择的情况下，人们进行国际移民的能力方
面更受限，只能留在国内；或者迁移到不太理想但可以进入的国家；或者非正规的移民选项（到首
选目的地）更为可行。这可能会导致“非自愿的不流动”（involuntary immobility）41，即偏好
移民的人无法移民，或者求助于高风险的非正规迁徙方式移民。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些极端情况之
间可能存在着差异，例如迁移到不一定是首选的国家，但至少可以进入的国家。这对许多人来说似
乎是一个严峻的现实；虽然美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目的地国家，但大多数国际移民却无法去
美国，而是寻求其他选项。这一点得到了当下的国际移民的数据支持，例如，在一些地区，区域内

39　Maroufof, 2017.

40　Koser 和 Kuschminder, 2015。

41　见 Carling 对非自愿不流动的讨论 (Carling,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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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远远超过了该地区的外迁移民。这在非洲最为显著，区域内移民占目前移民的绝大多数，与区
域自由流动协议部分有关（见第三章的讨论）。

尽管有来自家人、朋友和其他移民的宣传活动、媒体报道和信息，但在某些情况下，潜在的移
民仍然在考虑高风险的非正规移民。埃塞俄比亚区域混合迁徙秘书处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
尽管比例很高的潜在移民（92％）意识到通过非正规旅行前往也门和沙特阿拉伯的相关风险，但有
42％表示，迁徙的收益值得为旅途和抵达过境国与目的国冒险 42。在迁移期间，移民有对不同类型
的虐待和（或）身体上的困难的容忍度介于 1％（性虐待）到 44％（人格侮辱和口头虐待）43。另
一项最近的研究，对跨越地中海到欧洲的约 500 名移民进行访谈，发现他们中许多人并不是很清楚
这些非正规移民旅行带来的风险；就算认识到了真正的危险，他们还是会选择飘洋过海。44 已经有
研究涉足了人们考虑和从事高风险的非正规海上移民时评估效用的心理机制 45。例如，Carling 和
Hernández-Carretero 研究了塞内加尔的潜在移民与通过海上迁徙的方式前往西班牙群岛的风险
之间有何关联。他们发现，面对高风险旅程，人们采取了几种心理机制，包括各种回避方式，拒绝
（discrediting）负面信息，让危害最小化。通过非正规的海上迁移到达预期的目的地的能力，似
乎包括对飘洋过海的“痛苦”的逆来顺受，否则就只能望洋兴叹；还有一些减轻痛苦的心理策略。
然而，在移民旅行期间的虐待、剥削和创伤仍然是非正规移民一个研究不足、没有充分理解的方
面。我们所了解的移民面临的一些极端情况，往往来自调查记者、非政府组织或国际组织；他们有
他人所不具备的，能迅速传递迁徙之路上移民者的辛酸故事的能力。有关辛酸经验和剥削情况的信
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移民做出的困难选择，理解迁徙通道发生的变化。例如，参见《户外》

（Outside）杂志上发表的调查性新闻文章中关于达连湾峡道通道（Darién Gap corridor） 的文章。
重要的是，尽管存在风险，但人们作出移民决定时所处的背景以及获得更好生活的机会（无论如何
定义）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达连湾：穿越世界上最危险丛林的恐怖旅程

达连峡谷是位于哥伦比亚和巴拿马边界的一个没有法纪的荒野，充斥着致命的毒蛇和反政府游

击队等等。该地区还有来自古巴、非洲和亚洲的移民流，绝望之余他们踏上了前往美国的危险之

旅。……

由于通向美国的传统途径变得更加困难，古巴人、索马里人、叙利亚人、孟加拉国人，尼泊尔

人等已经开始前往南美洲国家向北旅行，从陆路穿过中美洲地峡。这个旅程中最糟糕的部分是通过

达连峡谷。整个区域是个没有路的迷宫，旅行者通常徒步和坐船，通常被缉毒刑警和毒贩还有反政

府游击队控制着，游击队自 1964 年以来一直在与哥伦比亚政府打仗。每年有数百名移民进入这个

区域，走上这条魔鬼之路，许多人在途中遭到不法分子（coyote）（移民贩运贩者）的杀害或抛弃，

再也没有出来。……

一个名叫莫米（Momir）的矮胖孟加拉人，因为发烧而脸色苍白，拒绝了不法分子在船搁浅时

42　RMMS, 2014.

43　同上。

44　Crawley et al., 2016.

45　Carling 和 Hernández-Carretero, 2011。

从移民的角度理解迁徙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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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船的命令。阿拉法特向我们展示了他脚底的一个大伤口，不肯走了。在闷热的 90华氏度气温下，

这些人走了好几天，很虚弱，靠饼干和河水生存。他们很害怕。……贾法尔开始哭泣，引发了那些

人一阵阵绝望的恳求。他们亮出手腕和肚子上的伤疤，有人的手指不见了一截。……很很容易理解

对于任何尚有理智的人会逃离如此惨况。但难以理解的是，这些人怎么来到了距离家乡半个世界之

远的达连峡谷的南部边缘，却丝毫不知道前方有最残酷的考验。他们的意志力令人惊诧，但峡谷的

阴暗深渊已经吞噬过准备更充分的人。  

另外一个 [ 汽车旅馆经理 ] 蒙特罗的视频显示，一群尼泊尔人蜷缩着对着纸盘子（hunched 

over paper plates）。……当局抓了他们，并在驱逐出境之前带他们去蒙特罗旅馆吃了顿饭。“当

然，我从不叫海关来查任何住在这里的人，因为我不同意那些为了追求更好生活的人该被遣返，”

蒙特罗说。“他们的动机令人难以置信。”

摘录：JasonMotlagh，发表于《户外》杂志，2016 年 7 月 19 日。

另外，目前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国际保护制度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为寻求庇护者提供合法却
非正规的移民选项，这使很多无法获得签证相关旅行的人选择非正规移民。从移民的角度来看，非
正规庇护移民有时是唯一可行的选择，而这种现象正日益受到移民贩运者利用，这些蛇头受利益驱
使，从移民为追求幸福的付出中获利 46。偷运和贩卖网络借机扩大，向没有选择人下手，于是特定
的贩运通道变得及其危险。虽然国际保护制度有可能成为《难民公约》下可能没有保护需要的人开
条“裂口”（funnel），但这些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移民旅途中，都是极易受到伤害的群体：

我希望，承受了这次旅程的风险和艰辛之后，这些男孩能在那里学习，拥有美好前

途——我们知道他们在喀布尔没有未来。我们很高兴他们安全地完成了这一旅程。只有上

帝知道他们的未来。我想去德国和他们在一起。年幼的兄弟姐妹也想跟他们去德国。阿富

汗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每个人都想生活在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我们对现在的决定很满

意。万一我们在喀布尔出事，那么我们还有两个家人在德国安全活着。

两名喀布尔移民的母亲 47

有了这些关于风险的考量，研究人们如何看待危险的旅程，我们还需要承认潜在的回报。对于
一些社会群体来说，移民的回报可以是长期的，可以让下一代和他们的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医疗
服务和生活水平，同时还能对来源国的家庭成员和社区提供支持。对于其他群体，包括那些在来源
国内，经济、社会或政治上被边缘化的群体，国际移民已成为一种生存策略，家庭和社区成员通常
通过亲缘关系或族裔谱系参与移民，以获取资源和安全。48

46　Carling, 2016; McAuliffe 和 Koser, 2015。

47　Afghanistan Analysts Network, 2016.

48　Monsutti,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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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的压力
现有的证据表明，即使可以通过签证获取走常规的移民途径，一些家庭和社区进行国际移民方

面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包括那些更愿意留在国内的人。49 尽管国际移民带来了好处，但这指向了对
于一些社区“移民文化”的长远发展存在一种潜在的负面影响，例如，这种移民文化被描述为一种
“非移民者观察与自己有社交联系的移民并试图模仿其移民行为”的文化。50 这种文化的发展已经
影响到潜在的移民如何看待他们的未来：“年轻人在成长，成年后越来越期望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
进行国际移民”。51 然而，最近的研究则强调，随着时间的推移，希望留在家里的人会产生新的压力，
因为他们发现留下越来越难。总的来说，例如，面临来自家庭成员的压力，向海外迁移来向大家庭
提供侨汇等等的压力，影响着各种环境中的年轻人。52 在 2016 对 2015 移居欧洲的阿富汗人进行的
研究中，对于留在家乡的移民家庭成员的言谈中突出了这个问题：

在叛乱分子杀死了我们的兄弟，把我们的房子放火烧毁之后，我们决定把兄弟送走……

所有的家人一道决定把我们的兄弟送到欧洲去。一旦到了欧洲，他可以在经济上帮助整个

家庭。

来自塔哈尔省的移民者的兄弟 53

在西非，一些家庭严重依赖来自孩子和配偶的侨汇，而且代表了全家人对迁徙所形成的的压力
可以是巨大的：

安妮家族一直以来都依靠其他的几个儿子在经济上援助……现在，轮到安儒纳·安妮

（Arouna Anne）了，他是家庭中最后一名男性，为了让父母和已经死亡的兄弟们留下的

孩子们改善生活。他只有14岁。 ……安儒纳半年没有见过父母了。他不时给他们寄一些钱。

但这并不够。“我现在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他说。“我必须养活这个家。”他非常清楚

欧洲之行的危险。他的一个朋友也在不久之前尝试过，但却死在了利比亚。54

尽管来自同龄人的压力也起到了作用，但来自家庭的压力在不同的环境中也很明显。例如，研
究人员在 2016 年对从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到达苏丹的年轻女孩进行的研究中发现，家庭状况

49　Ball, Butt 和 Beazley, 2017。

50　Kandel 和 Massey, 2002。

51　同上。

52　Heidbrink, 2017.

53　Afghanistan Analysts Network, 2016.

54　Searcey 和 Barry, 2017。

从移民的角度理解迁徙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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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孩和年轻女性的移民决定产生了重大影响。她们，如果是经历过某种家庭危机，例如来自单亲
或是没有父母的家庭，则她们更有可能会移民。虽然受到缺乏机遇、选择或是性别局限（见性别方
面的文本框）的限制，但她们“渴望‘做些事情’改变现有情况的愿望，都表面了她们的主观能动性，
她们决定出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55 研究还发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移民女孩
感受到来自社区“移民文化”的压力，这种文化使得移民成为一种竞争力，让那些决定留下来或不
能移民的人感受到了屈辱。那些把已经成功移民的人定义为“胜利者”的同龄人压力，也影响到了
移民决策过程。56

近年来，世界范围的儿童迁徙人数大幅上升。在迁徙途中，移民儿童所面临的可能是极端的挑

战和脆弱性，这为制定有效的应对方面提出了过多问题。附录 A 含有通过关于阿富汗孤儿以及来自

中美洲的儿童从墨西哥中转的案例研究，对移民儿童旅程进行讨论。 

关于长期形成的劳务移民通道的其他调查结果表明，作为家庭收入的关键组成部分，对侨汇的
越来越依赖反过来又将人们锁定在特定的移民模式中。虽然改善家庭收入和相关社会变化的好处显
而易见，但有些人感受到了巨大的移民压力的影响，并认为留在国内不再像过去那样可行。尼泊尔
迁徙务工人员从方方面面突出了这一现象。在过去的十年中，尼泊尔有大规模人口出国就业，主要
是移民去海湾国家和马来西亚，这已经改变了尼泊尔农村的生活和社会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尼泊
尔的男子移民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尽管研究显示，移民的决定一般在家庭层面进行，但驱使迁
徙的压力日益增大。研究发现，迁徙决策的社会意义日益增强，移民的“文化”逐渐浮现。57 关于
尼泊尔留守妇女的研究表明，大规模的男性迁徙对留守妇女和家庭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她们
的能动性。就家庭幸福感而言，移民通过增加收入，改善了食品安全，土地和牲口租赁以及扩大女
童接受教育的机会，明显改善了家庭福祉。但这也增加了妇女的工作负担，这并不是由她们自己的
能动性决定的，而是家庭决定使然。尽管女性的决策权明显增加，但重大决定仍然由男性移民通过
移动电话做出。

性别维度：决策，女性化和性别角色

与移民有关的决策过程具有较强的性别维度。例如，传统社会中，父权制影响一系列社会和家

庭互动，包括迁移。在一些社会中，女性参与决策的情况还很少见。家庭传统，地位，文化习俗和

宗教信仰都影响着谁在家里做主。例如，在菲律宾，青年单身女性的移民决定通常牵涉到家庭整体

潜在利益的结构。这意味着女性进行移民的决定，通常是建立在家庭需求而不是个人进步的基础上。

g 在阿富汗，迁移往往具有强烈的“男子气概”特征，尤其是年轻男子和男孩的非正规移徙，这被

视为是一种走向成年的仪式。H

55　Grabska, Del Franco 和 de Regt, 2016。

56　同上。

57　Adhikari 和 Hoble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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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与性别关系的一个核心方面，是国际移民性别构成的变化——即所谓的移民“女性化”。i

女性约占世界国际移民人口的一半；然而，这个比例在不同区域差异很大，而且有许多国家（如印

度尼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和泰国）大部分的移民是女性。j 同时也出现了质的变化，今天，女

性移民者更有可能独立的移动，而不是作为依赖者，k 包括上述提到的国家。这也意味着，妇女更

多地参与到了海外汇款和供养家庭的活动中，这反过来又改变了社会和家庭的动态和决策。最近在

爪哇进行的实证研究，强调了国际移民的性质在不断变化：男女的（不）流动性与他们在家庭中的

角色和地位密切相关。……个案研究说明了性别决策的一系列结果，即使在高度重男轻女的爪哇语

境中。我们强调，围绕劳务移民获得权的决策过程如何与家庭中“不断变化”的性别和代际动态变

化相关。社会性别与主流的意识形态和移民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互关联，以使先前固定的家

庭和个人能够获得劳务移民。与此相关的是，个人的迁移经历可以对其他家庭成员的想象中的或实

际的迁移和未来产生相关的影响，例如在“不断变化”的家庭中的性别迁移。寨屯的家庭中，她的

儿媳妇的移民与其他成员的流动有关。同样，卡里德（ Khalid）不愉快的非法移民之旅为利亚纳（ 

Riana）通过正式渠道的流动奠定了基础。l

g Chant 和 Radcliffe, 1992; Oishi, 2002。
h Monsutti, 2007.
i Castles 和 Miller, 2003; Pfeiffer et al., 2007。
j 联合国 , 2006; Martin, 2007。
k Ullah, 2013.
l Khoo, Platt 和 Yeoh, 2017。

研究技术的进步

过去的几十年中，全球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呈指数增长。互联网、社交媒体和移动设备等
创新不仅改变了人们交流的方式，而且改变了信息的产生和传播方式。

这些技术进步的影响是深远的，涉及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和所有研究领域，包括迁徙。技术
正在日益改变着移民研究和数据收集方法，这既既为研究提供了很大支持，又引发了人们的忧虑。
虽然如面对面访谈和纸质调查等传统研究方法无疑仍然对研究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但技术进步开辟
了新的研究途径，为进一步了解移民的观点和迁移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在线研究工具，软件和硬件设备
网络工具，如基于网络的调查和在线访谈，在难以到达的地方扩大了开展与移民相关研究的能

力。它们使研究人员不仅可以极大地扩大他们研究的地理范围，而且可以快速有效地接触到特定的
群体。58 互联网也加强了研究过程的包容性，使本来不会被听到的移民为自己的境遇发声。

已经得到证明，对于集中在贩运或非正规移民等敏感话题的研究人员来说，基于互联网的研究
58　Oiarzabal 和 Reips, 2012.

从移民的角度理解迁徙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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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是不可或缺的。例如，非正规移民可能因为担心自己暴露身份而不愿参与使用传统研究方法（如
面对面访谈）的研究，因为“对非正规移民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涉及敏感问题”59。通过使用诸如基
于网络的调查等工具，研究人员可以越来越多地为受访者提供更高的隐私。60 当对敏感主题进行研
究时，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些类型的调查，能够从受访者那里获得更为诚实和私人的答案。61 例如，
2013 年一项关于澳大利亚非正规移民的研究，就是将项调查翻译成多种语言，受访者可以在平板
电脑上自主完成调查。62 通过给予移民更多的控制权——让他们在完成调查时能够选择他们喜欢的
语言——可以合理地认为该调查成功从调查参与者中获得了诚实和坦率的回答。63 在线方法明显干
扰性较少，并且可以赋予移民作为研究主体身份发挥作用。这些方法同样也被证明可以减少社交焦
虑通社会期望偏差效应，从而在研究结果中产生更真实的答案。64

此外，理解移民决策的关键——纵向研究，已经通过 GPS 技术等技术得到了加强。例如，在
获得同意的情况下，个人设备的 GPS 功能使研究人员更容易追踪移民旅程。65 新兴的软件和硬件工
具也意味着可以相对便宜地收集数据，而且速度更快，并可以存储更长的时间。66 这些信息通信技
术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以下能力：保持参与者的参与度；为跨度时间较长的研究提高数据维护。67

社交媒体和大数据
社交媒体技术正成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强大工具。随着脸书 Facebook 和推特 Twitter 等网

站的崛起，社交媒体网站已成为有用的移民信息库，截至 2017 年 5 月，仅 Facebook 就拥有全
球超过 19 亿的用户。68 重要的是，通过为潜在地研究参与者提供强大的搜索能力，这些网站使研
究人员能够访问更广泛的移民社区。社交媒体网站在对离散社会群体进行研究时特别有用，这些
群体越来越多地将这些平台用于各种网络活动。69Reips 和 Buffardi 明确认为，“社交媒体可以为
移民研究人员提供独特的洞察力，帮助他们了解移民在其社交网络中自然发生的想法和行为。”70

此外，大数据来源，71 如社会媒体和互联网搜索引擎可以提供地理数据，这为找到人们的精确位
置，包括移民定位等十分有用。叙利亚人道主义跟踪系统，是一种使用抓取设备技术以及众包
（crowdsourced）摄影、视频和文本报告的成图系统。72 该系统已被证明是自叙利亚冲突开始以来
最成功的大数据工具之一。它不仅被研究人员用来跟踪冲突趋势与移民迁移，而且境内流离失所者、
难民和移民自己也使用，用以寻找安全的旅行路线并避开人贩子。73

59　Düvell, Triandafyllidou 和 Vollmer, 2008.

60　Reips 和 Buffardi, 2012.

61　Kays, Keith 和 Broughal, 2013.

62　McAuliffe, 2013.

63　同上 .

64　Joinson, 1999.

65　Taylor, 2015.

66　Banati, 2017.

67　Farabee et al., 2016.

68　Fiegerman, 2017.

69　Crush et al., 2012.

70　Reips 和 Buffardi, 2012.

71　“大数据是使用搜集数据来建立算法、模型和分析的实践方式，用以更好的理解人类行为”(Kuang, 2017).

72　见“叙利亚追踪器”, www.humanitariantracker.org/syria-tracker.

73　Ashton et 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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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和机遇
新技术带给移民研究的好处是不可否认的。然而，这些新的研究工具和方法在方法论和伦理方

面却受到了批评。例如，有人认为，在网上进行的研究往往没有考虑到研究对象与学者之间互动的
重要性。74 线上采访，未能捕捉到语气和面部表情等细微线索，可能会阻碍研究人员全面理解研究
参与者的观点。75 此外，由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触到互联网，所以这样的研究被认为是有偏见的，
正如所谓的“数字鸿沟”排除了那些无法使用这些技术的人。76 然而，研究人员越来越多地使用高
度便携式的平板电脑技术，可以在偏远地区工作，以及帮助做调查时可能需要支持的受访者。与基
于网络调查的方法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验证完成这些任务的人是否是预期的参与者。然而，在线
调查的优势现在提供了自动核实调查答复的能力，77 利用数据库技术，可以证实参与者提供的身份
和年龄信息。78

围绕隐私、数据保护和机密性的问题，特别是使用社交媒体等大数据来源，研究参与者和研究
人员都面临着风险和挑战。79 例如，在社交媒体上“跟踪”时，研究人员可能不会通知或获得被观
察者的同意，这引发了道德伦理方面的担忧。研究人员也越来越难以区分个人和公共数据，因为两
者之间的界限不再清晰。因此，关于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如何在不危害自己或研究对象的情况下更好
地利用新技术开展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讨论也越来越多了。80 即使新的研究技术明显伴随着缺陷，
信息通信技术还是为社会科学研究创造了巨大的优势。随着移民研究者越来越多地接受这些技术，
我们不仅要确保使用适当的方法，而且还要应对在数字时代是会被放大的技术带来的伦理挑战。

政策和研究的含义

人口迁徙是一个古老的现象，迁徙前、迁徙途中和迁徙后发生的迁徙决策过程，一直受到经济
社会和文化广泛条件的影响。虽然决策的固有性质可能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实质性变化，但它
发生的条件正在演变，尤其是随着跨国联通和通讯的进步，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能够看到、
读到和听到人们如何在遥远的地方生活。正因为我们更能够看到和（实际地）切身感到战争、饥荒
和赤贫的代价，现在我们对超越了文化、信仰或财富的共同人性有了更深的认识。我们日益增长的
全球互联互通也为人们的互动提供了支持，包括共享（错误）信息、资金转移以及思想知识的交流，
而现在互动能够实时发生。这对我们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有影响，包括我们如何思考迁徙和人口
流动。

本章考察了移民在不同背景下对迁徙旅程的考量的，并借鉴了该主题的大量研究成果的新发现。

74　Ignacio, 2013.

75　同上。

76　Hargittai, 2010.

77　Andrews, Nonnecke 和 Preece, 2003。

78　Nash et al., 2013.

79　Harriman 和 Patel, 2014。

80　Gold 和 Nawyn, 2013; Hesse-Biber, 2011; Kays, Keith 和 Broughal, 2013; Karpf,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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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对特别是与非正规移民有关的来源国和过境国的研究，正在加强，。最有趣的一个部分
也最引人担忧的是，将移民作为研究领域内具有（扩大）能动性的行为体，包括传统类型的“被迫”
移民，如难民。这一点建立在对这样的认可基础上的，即近几十年来人们的迁移行为已经从二元被迫 -
自愿（binary forced-voluntary construct）的认识转向对移民的连续能动性的认识上。移民获取
和利用各种来源信息的方式仍然令人感兴趣。研究表明，信息的获得方式演变迅速，其中包括社交
媒体的使用以及与促进移民旅程人员联络的性质变化，如招聘中介和贩运者。第 6 章中讨论了加强
跨国连通性和移民者通信模式的问题。

在为安全、有序和正规移民而订立 2018 年全球契约的背景下，更细致理解潜在和实际移民对
迁徙的观点和考虑，就可以作出更深刻的可持续政策应对，将人口支持和稳定具体化，加强旅途中
人身安全，并且扩大与签证有关的旅行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以下几点与研究和政策相关：

●研究人员需要更多关注移民的能动性，了解人们如何理解迁徙与政策类别的关系，并且减少
对对管制系统至关重要的政策类别的强调。例如，与考略公民身份、技能等属性是否满足签证要求
相比，支付非法移民服务并制定策略管理风险旅行的能力，似乎对谁迁移，迁往何地起到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而才是给迁徙监管和支持移民迁出国和东道国人口，带来更广泛的问题。

●在各国对管理移民的规范入境和逗留需求下，在一些社会群体中，协调迁徙意愿与应对迁徙
压力的日益增加，仍然具有挑战性。如何在不造成不必要地增加“移徙需求”的情况下，加强正规
的途径，进一步投资制定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的相关想法是优先考虑的问题。了解移民如何考量迁
徙与旅程，对于开发有效应对方式至关重要。 

●在更先进和更容易获得的电信技术的跨国连接的支持下，迁徙的环境动态性质，需要我们通
过纵向而不是偶然的“一次性”运动式的调查，继续投入了解移民的观点和经验。

●在某些情况下，由于迫使人们和社区群体进行国际移民的压力持续增加，长期发展而成的“迁
移文化”会对越来越多的希望留在家乡的群体造成困难。因此，更好地理解不移民偏好所涉及的因
素是十分重要的（包括在冲突和其他危险环境中）。这将有助于更好地支持那些愿意留在自己社区
的人。

●新研究技术持续不断带来的机遇与风险，对这些机遇的利用与风险的管控，仍然是促进有效
的和符合道德的移民研究的一个关键方面。例如，大数据分析提供了一种分析迁徙动态的新方法，
但这绝不能以损害移民的隐私和保密原则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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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与移民问题的媒体报道 1

引言

此文的大多数读者应该都在自己的社区、工作场所或社交圈遇到过移民，或者自己本身就是移
民。此外，还有许多人通过媒体报道了解到移民问题。从电影、报纸到推特，媒体以多种形式报道
移民问题，或者仅仅是作为时事热点提及这个话题。虽然我们每个人对于移民问题的确切理解很可
能取决于个人境遇，但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对移民问题的看法、态度和观念都建立在直接经验和媒
体的视角上。 包括研究人员、记者、政治家和人民大众在内，许多人仅就移民问题的单一视角发
表观点和参与辩论，却同时忽略了其他视角。有时候，这种做法是在刻意鼓励我们以特定的方式
来思考这个问题，但有时候并非有意，或许是因为媒体报道自身的缺陷：媒体的内容往往快速产出，
且其篇幅往往有限。

本章，我们旨在回答四个关键问题：

●世界各地的媒体是如何报道有关迁徙与移民的话题的？
●这些媒体报道对于公众，决策者和移民本身的想法和行为产生了何种影响？
●新闻工作本身的实践活动如何促成这些报道？
●近来有关媒体和移民问题的研究经验对未来的相关研究和实践有何启示？

探讨这些问题时，我们必须承认媒体和移民是一对有争议的术语。时间地点不同时，两者的表
现和变化形式也不同。本章认为，虽然众多研究倾向于关注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且关注的焦点通
常是公认为移民目的地国的高收入民主国家，但这只是整体情况的一部分。本章还考虑了被网站
和社交媒体创造的，能够提供不同的信息识别、生成和共享的方法的新型沟通模式。2 这些信息可
能是公众熟悉的新闻，也可能更接近娱乐和艺术作品。现代传媒的内容和形式尤其多样。 本章也
指出，各国媒体对移民问题报道的差异反映了各国媒体系统运作的差异。在这里，媒体自由程度
是一个重要的变量，但即使是相对“自由”的媒体在其处理方式上也或多或少是公正与偏袒并存的。
虽然我们研究的空间和范围有限，但我们尽可能的，尤其是从不同的地域性角度，来反映媒体对移
民问题关注的多样化（尽管在报道数量上很有限）。我们审查了英文发表的研究成果，但也收录了（在
可能的情况下）以初始语言发表的有关媒体内容的研究成果。

1　William Allen，研究人员，中心迁移、政策和社会（COMPAS）和迁移天文台（The Migration Observatory），牛津大学；Scott 
Blinder，政治学，麻州大学 Amherst 分校副教授；Robert McNeil，研究员，中心迁移、政策和社会（COMPAS）和头传媒（Head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迁移天文台（The Migration Observatory）。

2　Beckett, 201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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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和语境

可以说，一直以来人类以应有尽有的方式谈论着移民这个话题：甚至阿塞拜疆 10000 年前的
岩石雕刻都描绘了人们迁徙的画面。3 有关逃离迫害、为改善经济状况远行、谈论祖国和外国人、
分享流亡经历的想法和故事贯穿了历史。4 但如今是什么使得移民问题——尤其是媒体对移民问题
的报道——变得如此重要？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越来越多的反移民言论和许多国家的反移民政党取得了新进展。例如，欧
洲一些选民，特别是那些政治观念右倾的人，基于对移民政策的考虑，已经远离主流政党，流向所
谓的“挑战者政党”。5 相应地，负面甚至是敌对的移民报道，也随着反移民政党的崛起和及其政
治言论的得势而增多。6 政治辩论往往将移民作为替罪羊，将移民问题的复杂成因、影响和类型简
化为几个易于重复提起的故事或只言片语。7 但仅将公众对移民的负面评价归责于媒体，则又把问
题简单化了。其他因素，包括人口结构的变化，实际或想象中的社会经济影响，以及更广泛的政策（如
经济紧缩）也可能有一定的影响。8

语境的变化也会影响报道模式。其中两个重要因素包括媒体的自由度，以及媒体在数字世界中
的运作方式。自由的媒体环境是指“政治新闻报道强有力，记者安全有保障，国家极少干预媒体事务，
以及媒体无需承受繁重的法律或经济压力”。9 人们普遍认为，媒体自由是民主的必要条件，10 因为
媒体可以向选民报道时事进展，监督政府机构，让公职人员承担起责任而不必受到当事政府机构
或其本人的过分干预。世界各地的媒体自由程度差距很大。2017 年，世界上 13% 的人口生活在
出版自由的国家，而将近一半（45%）的人口生活在出版受限的国家。11

即使是在媒体自由度高的国家，新闻也常常报道政府和强势群体所偏爱的用语和话题。12 因为
特别是涉及政治问题的时候，记者经常依赖政府官员为他们提供信息。世界各地媒体的运作方式也
不尽相同。13 比如在英美国家，媒体高度专业化和商业化（“自由”模式）。媒体也可以是政党的
外围延伸（南欧国家“极化多元”的做法非常普遍）。在第三种模式中，媒体具有专业性和自主性，
媒体代表和联系包括工会、自发组织和政党在内的众多不同的社会群体（例如北欧国家存在“民
主社团”模式）。第三种模式的媒体总体上对于更多不同的观点更加包容，而自由和极化多元系
统尽管在程度和原因上有差异，却往往更倾向于反映官方的政治辩论。

同时，民主和专制政权下的媒体报道也不一样。目前多数研究关注民主国家的媒体系统和新闻

3　Cherry 和 Leppard，2015。

4　Anderson, 2013.

5　Hobolt 和 Tilley，2016。

6　Wodak，khosravinik 和 Mral，2013。

7　Greenslade, 2005.

8　关于对移民态度更全面的看法，参见 Hainmueller 和 Hopkins，2014。

9　自由之家，2016：1。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最近在排名中包含了数字媒体及其制作人的分析，如博客和博客作者。

10　Zielonka, 2015.

11　剩下的百分之 42 的人口生活在出版受限的国家。自由之家，2017。

12　Entman, 2004.

13　Hallin 和 Mancini,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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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然而在专制国家，移民和其他问题的媒体报道可能反映了国家利益。14 比如，一些人认为，
俄罗斯和中国媒体很少报道俄罗斯联邦与中国边境关系，可能表明两国国家和区域精英对此问题
变得越来越不重视。15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相继兴起。它们成为新闻来源（或许是分流），也在多方
面改变了媒体领域。有些人认为数字化转型正威胁着传统报纸，因为网络允许用户随时随地获取
各种信息，比如新闻、广告、体育报道和生活问题等。16 此，购买或订阅全版内容的报纸和杂志的
必要性就降低了。与此同时，更多的人从社交媒体上获取新闻：一项研究表明，近一半（46%）
的美国市民就是如此。17 这个比例在一些只专注于使用社交媒体而不是所有的网站的国家更高，比
如巴西（70%）、葡萄牙（66%）、爱尔兰（52%）和加拿大（48%）。然而，这两个世界并不
是完全分离的。比如博客：研究发现博客与传统媒体也在互相影响，有时甚至会引发后续报道，
而有时候则是对报道内容做出相互反应。18

社交媒体也以新的方式把人们联系起来——有时能够异常迅速地引发行动。例如，人们使用
社交媒体来动员民众支持“阿拉伯之春”时期的抗议运动。19 非政府组织以及当地社区也利用社交
媒体来呼吁公众支持某些面临驱逐出境威胁的移民者。20 但媒体的变化也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在获取、
使用信息和通讯技术方面出现了不平等，导致了所谓的“数字鸿沟”。21 这方面的风险进一步拉大
了差距，且又产生了新的差距。同时，社交媒体可能导致“回音室”效应或“泡沫”影响，因为
用户看到的新闻仅仅是想法相似的朋友们认同后所转发的内容。22 这些媒体效应加强了政治的两极
分化，尤其是为人们努力在移民政策上达成共识或做出妥协的局面带来了新的挑战。

世界各地的媒体报道

移民观
媒体对移民问题的报道是正面还是负面？大量的研究显示世界各地的媒体对移民问题采取了

的负面态度。232013 年至 2014 年年间，拥有高度人类发展水平的六个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
荷兰、挪威、瑞士和英国），对移民问题不利的印刷和在线报道是有利报道的两倍还要多。24 这种
差距在澳大利亚和英国特别明显，加拿大和瑞士相对小一些。与此同时，我们抽选的人类发展水
平较低的国家（如阿富汗、孟加拉国、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泰国和越南）的媒体不

14　Luo, 2014.

15　Sullivan 和 Renz, 2010。

16　Starr, 2009.

17　Newman 等 , 2016。

18　Meraz, 2009.

19　Khondker, 2011.

20　Patler 和 Gonzales, 2015。

21　Selwyn, 2004.

22　Sunstein,2017.

23　Philo, Briant 和 Donald, 2013。

24　McAuliffe, Weeks 和 Kose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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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报道也远远多于有利报道。这些国家中，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媒体最有可能出现负面报道。此外，
这两组国家的媒体对无序移民的态度最为负面。25 对特定国家媒体进一步的详细研究往往证实了这
一普遍趋势。例如，2003 年到 2010 年间，丹麦和荷兰的报纸对移民的负面报道多于正面报道（相
比之下荷兰报纸报道更为温和）。26 德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研究表明，1998 年至 2005 年间，其
移民报道（包括印刷新闻和广播电视）反映出这些媒体倾向于描绘移民群体的消极方面。27

但是，我们有理由谨慎对待这种消极的叙事。首先，负面报道并不是移民问题独有的。众所周知，
记者通常倾向于强调大多数话题不利的一面。其次，负面新闻趋势之中也有例外。几个移民目的
国和来源国已经有了一些变化，他们的移民报道已朝着更为积极的——至少是更加中立的方向迈
进了步伐，并且这种转变不是因为任何特别的事件。28 在特定的国家，例如瑞士和越南，即使在整
体层面媒体格局变得更加极化，正面报道也有明显增加。292000 年后，新西兰报纸也呈现了“更微
妙和同情的报道”。30 此外，传统媒体的变化（以及传统新闻媒体以外的社交媒体的增长）为移民
自己创作和推广突出移民问题的积极方面的报道提供了机会，之后我们会更详细地探讨这一方面。

构架移民问题：竞争问题、不同方法
移民报道不仅有正面和负面之分，而且呈现出各种问题、叙事和观点。虽然构架概念本身并不

总是能够很好地定义，但为了本章叙述方便，以上角度可以宽泛认为是对构架移民问题的不同理
解。31 认识到人们是如何定义构架非常重要。我们之后将会探讨，媒体构架如何影响人们对移民问
题的认识。美国和欧洲的传统媒体经常将移民问题看作是“法律和秩序”或者治安问题。32 例如，
上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的意大利媒体普遍持有这种观点。33 英国媒体也曾认为移民是“非法的”，34

认为避难者和难民是“伪装的”或将其与恐怖主义威胁相联系。35 同时，1999 年到 2014 年年间，
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英文报纸也往往报道移民是“非法的”，特别是马来西亚，这种认识甚为普遍。36

近期的研究认为，移民对经济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对移民目的地国家的成本和财政的影响是相当
显著的，几乎不亚于对犯罪的影响。37 总的来说，法律地位、犯罪性和经济影响这些因素混杂于媒
体对移民问题的报道之中，并相互关联。例如西班牙媒体对于拉丁美洲移民者的报道。38

另一种方法是将移民者从“本土”人口中区分开来，把他们描绘为对国家认同、文化或凝聚力

25　McAuliffe, Weeks 和 Koser, 2015。

26　van Klingeren 等，2015。

27　Boomgaarden 和 Vliegenthart, 2009。

28　McAuliffe, Weeks 和 Koser, 2015。

29　同上。

30　Spoonley 和 Butcher, 2009。

31　Cacciatore, Scheufele 和 Iyengar, 2016。

32　Suro, 2011.

33　Sciortino 和 Colombo, 2004。

34　Blinder 和 Allen, 2016b。

35　Esses, Medianu 和 Lawson, 2013。

36　Anderson, 2013.

37　Caviedes，2015.

38　Igartua, Cheng 和 Muñiz,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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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威胁因素。美国媒体有拉丁移民威胁论，39 把拉丁美洲移民描绘为无法成功融入美国社会的人群。40

在中国广州，当地媒体也往往认为非洲移民是公共安全的威胁隐患，网络上甚至流传着“种族纯洁”
的言论。41 同时，媒体也更加频繁的将反对伊斯兰教的民粹主义言论和文化、移民这样广泛的问题联
系起来。比如 2011 年 7 月在挪威的于特岛和奥斯陆出现了有关白人至上主义恐怖袭击的公共辩论。42 

媒体报道也可以通过非人性化的语言隐喻暗示将移民全部驱逐出境。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将
移民比作自然灾害（通常是洪水）或者动物，尤其是昆虫（“群蜂”）。这种做法比较普遍，包
括英国 43、澳大利亚 44、南非 45、美国 46 以及接受叙利亚难民的中东国家（详见“难民接受国和非接受
国如何看待叙利亚难民”）在内的许多国家媒体都有类似的做法。4748“非法”和“不规则”移民的
新闻报道中也提到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双重威胁。49

难民接受国和非接受国如何看待叙利亚难民

被迫接受移民流的国家和远离冲突的国家这两类国家的媒体报道可能也大不相同。一项 a 自

2011 年 3 月以来的调查，比较了西方和阿拉伯国家在线媒体有关叙利亚难民报道的差异，研究了

哪一类国家使用“水”或“压力”这样的隐喻——例如难民潮将给社会各方面服务造成了压力。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作为难民接受国的阿拉伯国家（其中包括黎巴嫩、约旦、埃及和土耳其）

的新闻报道在提及叙利亚难民时比非接受国（包括美国、英国、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使用更多的隐喻。这些隐喻选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倾向于把叙利亚人描绘成一个无法区分

的群体，同时强调难民给接受国社会带来的沉重负担。记录隐喻的可见性和它们所传达的信息是

理解媒体报道全球意义的重要部分。

a. Abid, Manan 和 Rahman, 2017。

与上述关于威胁论、人群区分和非人道品行的叙事不同的是，其他研究明确论证了一种人道主
义构想，即“移民是不公平制度的受害者”。50 其中列举了比利时 51、法国 52、荷兰 53 等西欧国家的
39　Chavez, 2013.

40　在美国，按种族划分来论述并不新鲜，正如Fores（2003）表明在20世纪20和30年代,媒体报道对西哥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驱逐活动的影响。

41　Lan, 2016.

42　Wiggen, 2012.

43　Gabrielatos 和 Baker，2008。

44　Pickering, 2000.

45　Banda 和 Mawadza, 2015。

46　Santa Ana, 1999.

47　Abid, Manan 和 Rahman, 2017。

48　然而，正如 Salahshour（2016）探讨新西兰的情况 , 并非所有移民报道中的隐喻都是消极的：他们还可以沟通经济方面的积极因素。

49　Thorbjornsrud, 2015.

50　Thorbjornsrud, 2015.

51　Van Gorp, 2005.

52　Benson, 2013.

53　Bos 等，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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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对移民问题的一些报道作为案例。有趣的是，1990 至 2008 年间，韩国媒体曾受此构想主导，
报道说：“大多数情况下，移民者被描绘成脆弱的受害者形象。”54 这种说法也出现在有关移民迁
出的报道中（参见“罗马尼亚和孟加拉媒体对移民迁出的报道”文本框）。然而，这个构想常常
与上文提到的其他观点同时出现。例如，马来西亚媒体根据其出版物的意识形态的倾向，时而称
避难者和难民是威胁，时而又称其为受害者。55

罗马尼亚和孟加拉媒体对移民迁出的报道

虽然许多研究专注于传统“迁入地”国家的媒体对移民迁入的报道，但也有一些关注“迁出地”

国家的媒体对于移民迁出的报道。其中，有一项研究关注罗马尼亚大幅报纸对 2011 至 2012 年间

该国的迁出移民及其对本国的经济汇款的报道。b 这些报纸倾向于将移民汇款看作本国经济发展的

促进因素，然而也有少数媒体质疑移民迁出可能带来的技能流失和家庭分裂等问题。

另一项研究选择了发展中国家孟加拉国媒体作为研究对象。c 尽管孟加拉媒体承认了其工人在

外国享有的机遇，但同时也担忧这些工人（尤其是女性工人）可能会遭受剥削和虐待。移民迁出

问题是移民问题众多类型之一。这些研究发现表明，媒体对移民迁出的报道也同样褒贬不一。

b. Madroane, 2016。
c. McAuliffe 和 Weeks, 2015。

媒体报道与其覆盖范围的关系 
这种倾向也和媒体覆盖的地域大小有关。例如，将英国约克郡（英国政治实体之一的英格兰的

一个郡）和威尔士（英国的政治实体之一）这两个地区的媒体对避难者的报道作为案例进行比较，
结果表明在地方性媒体和区域性媒体工作的记者对移民的报道不尽相同，这是由于他们各自有特
定的网络关系和信息渠道。56

同时，对西班牙卡斯蒂利亚和莱昂两地报纸有关移民的报道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与全国
性小型报刊“坏消息才是好新闻”的报道相比，地方小报尽管也对移民持负面态度，但它们更重
视其在社会服务方面的表现。57

这正好与先前在荷兰进行的研究相呼应。在荷兰，区域性报纸倾向于强调人情味，而忽略当地居
民对移民避难的看法。58 这个模式与分歧的观念不谋而合：人们可能将移民看作全国性的问题，而从地

54　Park, 2014.

55　Don 和 Lee, 2014。

56　Finney 和 Robinson, 2008。

57　Cheng 等 , 2014。

58　d’Haenens 和 de Lange,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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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角度来看，他们会对其抱以赞成或中立的态度。59 然而，全国性辩论也会催生地方冲突和负面观念。60

为了探究覆盖范围究竟对移民报道有多大影响，另有研究对比了 2001 至 2012 年间加拿大和
英国的地方性报纸和全国性报纸。在这两个国家，失业率和实际移民人数这些地方因素并不会给
社会整体框架带来实质性的改变。61 关于这一点的辩论阐明了媒体通常是如何针对某一特定语境产
生其内容和效应的，因此很难得出大致的结论。

这种覆盖范围也在扩大，比如国际媒体也会报道其他国家的移民政策。远距离观察可以改变报
道的口吻和特定问题的显著性。例如，2014 年 2 月，澳大利亚媒体代表本国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拘
留中心发生的“暴动”进行了报道。尽管国际媒体质疑澳大利亚政府此举的合法性，62 并且加大了
对被扣押避难者境况的关注，但它们仍然将这些移民描述得颇为不同。在本章的后面部分，我们
将探究新闻实践中的特定因素，或许对解释移民报道的形式和内容有所帮助。

数据收集和分析技术的进步也助力网络媒体的研究。这些技术虽然仍处于开发之中，却已展现
了传统报纸以外公众探讨移民问题的途径（参见“阿兰·库尔迪和席卷两千万荧屏的照片”）。例如，
一项有关推特数据的研究显示，2013 年，当美国参议院就移民政策改革展开辩论时，移民问题的
公众关注度呈现峰谷变化（其中有特定个体尝试引导公众舆论）。63 例如，一项有关推特数据的研
究显示，2013 年，当美国参议院就移民政策改革展开辩论时，移民问题的公众关注度呈现峰谷变
化（其中有特定个体尝试引导公众舆论）。博客和网上论坛提供匿名对移民问题发表言论的机会，
而这些言论可能比传统媒体更强硬、更不近人情。64 尽管如此，它们同时也给了民众接触更多不同
观点的机会。就拿韩国的网络社区来说，它比主流网络媒体包含更多对移民细致入微的描写。65 与
此同时，社交媒体论坛依然将来自中东国家的男性避难者和难民与恐怖主义和性变态联系在一起，
为“他们看起来不像是公认的真正的难民”这一观念添油加醋。66

阿兰·库尔迪和席卷两千万荧屏的照片

2015 年 9 月，溺水死亡的叙利亚小难民阿兰·库尔迪（此前误报道为“艾兰”）的尸体照片

席卷了全球两千多万荧屏，这主要归功于社交媒体。对于这些照片造成的社会影响，有研究显示，

初始推文中用的“难民”一词，不仅使其转发量一路飙升，而且将其从一个有限的地理区域传播

到范围更大的中东地区受众，最后传播到世界各地。d

照片发表后迅速引发的余波中，众多国家（包括加拿大、德国和英国）宣布了一系列旨在加大

对难民的支持的步骤。同时，对于这张照片究竟是如何对欧洲的难民辩论产生影响的、影响程度 

 

59　Blinder 和 Allen， 2016a。

60　Hopkins, 2010.

61　Lawlor, 2015.

62　Laney 等， 2016。

63　Chung 和 Zeng, 2016。

64　Musolff, 2015.

65　Yi 和 Jung, 2015。

66　Rettberg 和 Gajjala,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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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大的问题上存在争议。e 但毋庸置疑的是，这次事件标志着人们可以通过更多渠道对移民问题

发表言论，这张照片也象征着欧盟紧锁的边境与孤注一掷穿越边境的偷渡者所承担的风险。人们

得以质疑社交媒体作为众多内容的平台，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平台上的内容丰富多样，

读者并不会认同所有，甚至会认为有些内容并不合适。

d. Vis 和 Goriunova, 2015。
e. Vollmer 和 Karakayali, 2017。

媒体内容也包含许多主题和体材。例如，对西班牙黄金时段播放的电视剧（如情景喜剧、系列
片和故事片）的研究发现，剧中的外来移民角色比例不仅远远小于实际生活，而且他们都被演绎
为受教育程度低、智商低、没有稳定工作而且更为暴力的形象。67 另有研究发现美国广播媒体的做
法与其如出一辙。68

媒体对恰好有移民背景的运动员的报道，也提供了突出、重新架构甚至忽视了民族认同和融合
问题的机会，69 例如有关法国国家足球队的报道，70 以及英国报纸对本国有移民背景的奥运会选手
的报道。71 而且，斯洛文尼亚广播在报道已入籍的奥运会选手（多数为非洲裔）时，用了“进口的”、
“不真实的”之类的名词，突出强调他们与观看报道的本土民众的差异。72

移民者主导的媒体和新闻业
在强调移民者与本土民众差异的报道中，探究移民自身如何接触、创作和分享媒体内容是十分

重要的。迎合各色移民读者的新闻编辑室，以及瓦解和巧胜传统媒体的数字媒体，给移民报道带来
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例如，美国的西班牙语媒体与英语媒体的对比研究表明，前者对移民问题的报
道更加正面，对受众的看法有潜在影响。73“移民新闻业”所做的远不止这些。其报道在许多风格、
形式、动机以及与原籍国不同程度的联系上都有所不同。74 加拿大和美国的中文媒体，75 美国佛罗里
达州的委内瑞拉记者 76 以及 20 世纪初期美国的黑人报对纸西印度群岛移民者的报道，77 都证明了移
民者能以各种不同方式与原籍国进行联系与交流。例如，难民们通过推特和脸书直接分享自己的经
历，这表示：“这一看似自我证明的转向，似乎给难民提供了潜在的自主管理自身社交媒体形象的
机会。”78 这一技术可以延伸到其他媒体和地区。然而，正如我们后面将讨论的，这些信息和报道
方式的有效程度取决于当时的意图。
67　Igartua, Barrios 和 Ortega, 2012。

68　Mastro 和 Behm-Morawitz, 2005。

69　Maguire, 2013.

70　Garcia-Arjona, 2012.

71　Allen 和 Blinder, 2012。

72　Ličen 和 Billings, 2013。

73　Abrajano 和 Singh, 2009。

74　Shumow, 2014.

75　Zhou，Chen 和 Cai, 2006。

76　Shumow, 2012.

77　Tillery 和 Chresfield, 2012。

78　Rettberg 和 Gajjala,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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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对公众认知、政策制定和移民者的影响

媒体报道，通过它所有的形式，联系着更广阔的世界。媒体提供的重要信息影响着人们的行为
和思想，影响着政策制定者的优先议程，也影响着移民者的抉择。

有关移民问题的媒体报道和公众认知
事实不断地提醒我们：“新闻界极其成功地告诉读者们他们应该思考些什么”。79 上一节展示

了媒体（不仅仅是传统报纸，还有其他形式的媒体）对移民的报道在全球范围不尽相同。但是，
这些各式各样的描写和手段是如何影响公众想法、政策制定和移民者本身的呢？

20 世纪初期，沃尔特·李普曼认为我们对于问题的思考是基于“我们脑海中的画面”。这些“画
面”，要么是我们自己通过直接经验创造的，要么是从其他渠道获得的。80 这个想法明里暗里已构
成研究媒体如何影响公众想法的基础：改变“画面”是否同样可以改变认知和观点？ 81

这些认知的其中一个方面涉及这个国家的移民者人数。人们往往会高估少数群体的真实人数，
由于他们将移民看作是“威胁”（甚至夸大这个“威胁”），抑或是因为他们接受并利用了错误
的信息。82 媒体往往会助长这些想法、促进这类信息的传播，尤其是遇到像移民这样的象征性问题，
而个人对于各种移民和难民问题往往缺乏直接经验。83

改变人们手头的信息，能够对公众就移民问题的看法产生影响。84 例如，欧洲和美国的调查实
验发现，公众是否得知移民人口的准确信息对其问题的认知会有影响。研究人员随机告知了几个
小组的参与者他们各自国家真实的移民人数信息。在大多数国家，相比不知道真实信息的参与者，
得知了真实信息的参与者说自己国家移民过多的可能性更小。85 在希腊、意大利和英国，这个差异
尤其显著；但在法国和俄罗斯，这个差异会相对小一些。86

另一个方面是对于移民人口性质更多的了解：为何到来？从哪里来？例如，当英国公众认为自己国
家的移民都是避难者或劳工时，官方数字显示，事实上当时学生才是最大的移民群体，但媒体的移民报
道中却很少提到学生群体。87 与此同时，在芬兰，有相当数量的公民（22%）认为自己国家大多数移民
并不来自俄罗斯（实际上芬兰多数移民来自俄罗斯），而是来自索马里和其他一些地方。88 在这个案例中，
依赖印刷媒体获取信息的芬兰人比主要通过看电视获取信息的芬兰人对于移民的认知要更加准确一些。

79　Cohen, 1963.

80　Lippmann, 1997.

81　在荷兰，提供移民人口比例信息并未改变公众认知。而实际上在瑞典，这种做法略微提高了认为移民人数过多的民众的比例。

82　Herda, 2010.

83　Vliegenthart 等，2008。

84　Grigorieff, Roth 和 Ubfal，2016。

85　Transatlantic Trends, 2014.

86　在波兰，提供移民比例的真实信息并不能改变公众对移民的认知。在瑞典，这种做法实际上稍微增加了认为移民太多的人口的比例。 
（Transatlantic Trends, 2014）

87　Blinder, 2015.

88　Herda,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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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与现实之间的这些差异对塑造公众移民观念很重要。同时，描绘现实的不同方式也可能影
响认知（参见“数字和叙事对移民者更具说服力吗？”）。欧洲和美国的研究显示，当人们认为
自己国家有大量移民人口时，就更倾向于反对移民。89 这些认知（并非外来移民人口真实数量）与
反对移民的观点密切相关。90 同时，芬兰、91 西班牙 92 和美国 93 的研究证实，意识到移民是来自外国
（尤其是条件差国家）群体的公民也倾向于反对移民。可以肯定的说，媒体报道在提供移民人口
数量和性质的信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可能对舆论产生影响。

数字和叙述对移民者更具说服力吗？

有关移民和种族融合的信息有多种形式，它们以同样的方式影响移民和本土受众。一项研究 f

分别对荷兰本土的年轻穆斯林女性和居住在阿姆斯特丹（荷兰首都）的穆斯林民众（一些移民和

移民后代）进行调查，两者呈现相同的结果。这些信息不仅出现在个人的表述中，也可以作为数

据资料反映整个穆斯林女性的情况。

阿姆斯特丹出生的穆斯林移民子女（研究中称其为“第二代”），对叙事证实反应更为强烈，

对男女平等、性少数群体权利和世俗主义等公众生活中的观念的态度更为开放。同时，尽管不如

第二代参与者反应强烈，当被提供数字信息时，穆斯林国家出生的移民（研究中称其为“第一代”）

对这些观念也变得更加开放。甚至在考虑到人们对数字的舒适度的情况下，以上结果依然不变。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差异？研究表明，可能是因为生长在偏向个人主义文化的人会与他人身上发

生的故事产生共鸣，而生长在偏向集体主义社会的人更会被那些能表现集体观点和经历的数据所

触动。尽管还需要在其他国家进行研究以确认这点，但这个发现确实表明了信息的不同形式和内

容对各种类型的观众来说都很重要。

f. Wojcieszak 等 , 2015。

情绪，特别是负面情绪比如焦虑和恐惧，也会改变媒体对人们的影响效果。这是因为情绪会导
致人们按照自己的感觉解读信息。比如，焦虑的情绪加上拉丁美洲人在美国的负面信息，美国人
会产生更加强烈的敌对情绪，94 并且会搜索更多的负面消息。95 尤其是对经常使用媒体的人来说更
是如此。96 西班牙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果，此研究将摩洛哥裔而不是拉美裔的移民和犯罪联系
在一起。97 一项针对荷兰人的研究发现，愤怒也是影响人们看待移民的一种重要情绪。98 而对于欢乐、
热情和同情等积极情绪是否会影响人们对移民问题的看法，我们却知之甚少。99

89　Alba, Rumbaut 和 Marotz, 2005; 见 Hooghe 和 de Vroome, 2015。

90　Strabac, 2011.

91　Herda, 2015.

92　Igartua 和 Cheng, 2009。

93　Brader, Valentino 和 Suhay, 2008。

94　Brader, Valentino 和 Suhay， 2008。

95　Albertson 和 Gadarian, 2015。

96　Seate 和 Mastro, 2016。

97　Fernandez 等，2013。

98　Lecheler, Bos 和 Vliegenthart，2015。

99　Griskevicius, Shiota 和 Neufeld,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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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和决策
除了影响公众对移民问题的看法，媒体也会影响决策者的议事日程。100 针对此领域的研究表明，

媒体对立法者的影响程度取决于所报道的问题和被选中的媒体（详见文本框中‘英国新闻界和英
国脱欧’）。101 例如 20 世纪 90 年代的比利时，纸媒似乎比广播新闻对决策者影响更大，特别是在
轰动一时的，具有象征性的问题上。102 而其他研究表明在一些更加常见的问题上，例如通货膨胀，
媒体对决策者的影响就没那么重要了。103

英国新闻界和英国脱欧

在 2016 年 6 月英国脱离欧盟成员国公投（亦称英国脱欧公投）开始之前，英国纸媒就把更

多的注意力放在炒热“净移民”增加、感知的增加速度和移民总量上，而非公投本身。2013 年到

2014 年间 , 英国对于欧盟移民的报道激增，还着重对罗马尼亚移民进行了负面报道。某些评论者

认为，脱欧公投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英国的欧洲统一怀疑论者大行其道，反移民纸媒对欧盟移

民的批判威力显著。g 可以说英国纸媒对移民问题的详尽报道规划了从 2006 年就开始逐步上升的

民粹主义倾向。然而，想确切证明媒体报道和政治事件结果的联系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像英国脱

欧这样复杂的事件。公众察觉事件有很多来源，还有其他的因素，比如最近在英国的欧盟移民人

数的增长也要计入考量。h

g.Cummings, 2017。
h.Vargas-Silva 和 Markaki, 2016。

媒体的影响也取决于媒体报道的内容（或者媒体不报道：详见文本框‘选择不报道移民问题：
澳大利亚媒体和政策改变’）是否对执政党和官员在政治上有利。104 一项涉及瑞士议员的实验表明，
对于“一党独大”问题进行的负面报道能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尽管反对者中年轻议员居多。105

荷兰和瑞典的更多证据表明，政党更想回应适合他们的平台的媒体报道：“正确的新闻导向能帮
政党实现政治目标。”106 同样的情况也延伸到了其他政府层级，比如市级机构表示，媒体在帮助
形成本地的政策议程上起着更重要的作用。107 与之对比，在中国，中央政府对传统媒体和一些网
上媒体平台控制力度更大，商业媒体和非官方媒体似乎不会过多影响“官方”政府政策讨论。108

100　Baumgartner 和 Jones，1993。

101　Walgrave 和 Van Aelst, 2006。

102　Walgrave, Soroka 和 Nuytemans, 2007。

103　Soroka, 2002.

104　Thesen, 2013.

105　Helfer, 2016.

106　Van der Pas, 2014.

107　Scholten, 2013.

108　Luo,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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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报道移民问题：澳大利亚媒体和政策的改变

探讨媒体对移民问题和移民者的报道内容仅仅是一个方面。媒体没有报道出来的叙事通常也很

重要。一项研究探讨了这个问题，记录了澳大利亚媒体对于避难所的报道以及相关政策的变化。i

20 世纪 70 年代末，澳大利亚政府想要描述寻求政治避难者人性化的一面。但大部分媒体组织无

视这些诉求，他们更希望突出避难者和他们同谋的负面形象。这种不愿报道温情故事的后果就是不

断推进政策，几十年来公众倾向于厌恶避难者，最终导致了澳大利亚对寻求避难者实施离岸处理政策。

i． Doherty, 2015。

对迁徙与移民的影响
面对来自东道国大多是负面的媒体报道，移民会以几种方式来做出反应。就像美国的拉丁美洲

裔移民那样，移民们有时要强调他们自己是勤劳的人，和那些移民犯罪者不一样：“……这些移民
需要表示自己具有建设性公民的品质……因为这样会抵消媒体报道带来的负面影响。”109 与此同时，
那些表现出对外国人歧视的媒体会让移民们产生想法，移民会认为东道国的公众都对他们有偏见。
即使在智利的南美洲移民没有亲身经历过歧视，他们也总认为智利社会是充满歧视的，因为他们
经常收看智利的媒体节目，这些节目对拉美人有刻板印象。110

总体来说，东道国的媒体也会从其他方面对移民的想法、行为和态度产生影响。澳洲布里斯班
的哈扎拉人根据他们自身的动机和想法，会有选择地从媒体节目中学习东道国的知识。111 他们也
会收看原籍国频道或东道国频道的针对移民者自己的的节目，以此来保持他们国民性和民族身份。
一项研究表明，生活在韩国的亚洲女性会收看故乡频道来回忆她们的母语并且了解家乡时事。112

生活在德国和以色列的前苏联俄裔家庭也会收看东道国节目、家乡节目或国际频道来帮他们一边
融入新的社会环境，一边将故国文化传承给下一代。113

同时，收看西方媒体会改变移民们对于故国的看法。例如，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阅读了西方媒
体对于中国敏感的民族争端和国民经济不佳表现的报道后，变得对中国政府持怀疑和批判态度。114

为移民人群服务的网络平台和网站，也能给他们提供和国内一起讨论国内社会问题的机会。津巴
布韦的社交媒体就是这样的状况，网民在民族认同和历史事件的讨论上互相反对驳斥。115

一方面，媒体报道的事件可能大部分有教育意义，提醒人们关注现实问题或机遇未来。在
1996 年到 2006 年尼泊尔内战中，一项针对被迫迁移人群的研究涉及但没有明确验证某个方面，

109　Menjivar, 2016.

110　Etchegaray 和 Correa, 2015。

111　Tudsri and Hebbani, 2015.

112　Yoon, Kim 和 Eom, 2011。

113　Elias 和 Lemish, 2011。

114　Tai, 2016.

115　Mpofu,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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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媒体对暴力冲突和死亡的报道可能会提升公众的忧患意识，进而影响到个人的迁移决定。116 与
此同时，黎巴嫩的医学生决定移民到海外工作也有一部分原因是线上媒体广泛的国际营销。117

另一方面，媒体更广泛地影响了迁移的期望和动机。例如，一项对……她们直言无忧美国的墨
西哥和萨尔瓦多女性的深入研究，展示了媒体对“美好童年”的描述是如何影响到他们：“无虑的
理想童年和她们在原籍国所经历的童年完全不一样，这就是母亲移民的决定因素。”118 媒体还为
意大利南部的巴多拉托村塑造了一个难民避风港的形象。移民者和避难者会借鉴媒体和其他来源，
以此“来想象东道国和移民之间的跨国界情感联系和展望未来的机会”。119

理解影响媒体对移民问题报道的因素

为什么全世界媒体对移民问题的报道都不一样？本小节考虑一系列解释相关新闻报道习惯的
理由，比如媒体所在的经济与社会环境，以及新闻编辑和从业者个人的日常决定。

在媒体全开放和半开放的环境中，涉及移民的某些报道还要考虑到经济因素。大部分媒体都是
商业公司，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拿新闻内容卖个好价钱来维持生意运作。120 所以，编辑就要了解
购买其产品的受众。

媒体公司是要将产品卖给那些要么完全反对要么一味亲近移民的人，他们会支持而不是反驳观
众的观点。121 建立信任是很复杂的。这个过程需要公众认为媒体是公平和客观的，包括可能要尝
试提出与主流相反或不同的观点，即使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也可以。媒体社团和组织的因素
也会影响报道的内容，比如就业。具有创作媒体产业越来越倾向于通过“零工经济”来招揽自由
工作者。122 这种不稳定的雇佣关系意味着新闻工作者可能不太想在一些引起社会争议的话题上挑
战雇主，即偏离公司认为合适的既定方式来为观众报道移民问题。

选择、精简和编写故事的日常流程也会对移民报道产生影响。人们挑选新闻时没有清晰的意识
形态，往往政治性模糊或想当然。123 在欧洲国家包括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荷兰、波兰和英国，
会有几个因素影响移民报道的内容。这些因素包括对新闻本身的内在价值判断、涉及决策者的议事
日程、决定最终发布内容的日常工作、编辑对新闻的立场和新闻记者对不同新闻来源的信任程度。124

当初拿到“第一手新闻”就需要了解新闻来源是为了推进媒体自己的议程而通过私下手段获取的。125

在承受来自编辑、公司和观众（真实或者假设的）压力之内，新闻记者的背景也会影响到他
116　Bohra-Mishra 和 Massey, 2011。

117　Akl 等 , 2007。

118　Horton, 2008.

119　Nikunen, 2016.

120　Croteau 和 Hoynes, 2006。

121　Tsfati 和 Cappella, 2003。

122　Markova 和 McKay, 2011。

123　Schudson, 2011.

124　Gemi, Ulasiuk 和 Triandafyllidou, 2013。

125　Peterson,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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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如何报道移民问题。126 例如，一项针对在纸媒和广播电视媒体工作的德国记者的研究 127 表明，
拥有移民背景能为他们的职业带来好处：这个背景能为他们提供打入关键组织内部的机会，或在
特定环境下体现出专家水平。另一方面，这反而会导致“装门面主义”，记者会觉得自己被雇佣
仅仅是因为他们假设的族群优势和彻底的文化排他，并且被看作弱势群体。有些媒体公司尝试解
决这些问题，他们通过多元化训练来培养雇员们在强化的社会环境中对多元文化的理解。这些项
目或许可以给个体记者带来更多好处，比如使他们拥有着更大的人际网络，它们对挑战更深层的，
更机构性的偏见却不是一样有效。128

总结：意义和未来的研究

我们已经讨论了全世界媒体对移民报道的不同方式；这些报道是如何影响移民和决策者的想法
和行动的；以及这些报道为什么采取这些形式的。这些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更多的问题——我们现
在进行到哪一步了？未来会变得怎样？

鉴于媒体对移民问题的负面报道，且具有的广泛影响，媒体该如何谈论这样复杂多元的问题因
此变得突出。一种观点认为，能够说服别人相信自己的观点和信仰是民主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
言论自由和民主的必然结果，也就是新闻自由，拓展了我们的《权利法案》，增加了说服权的内容。”129

因此，我们要承认，各种形式的媒体在公众讨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新闻媒体总是和特定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下，我们在譬如移民等问
题上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吗？或者我们是不是被迫同意了某种结论，而这不是我们原本想选择的观
点？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下，个人不应该总是被教唆去做一些陌生而合理的政治选择。相反的，媒
体等信息来源应该提供原始材料，帮助读者运用心理捷径来了解超出个体直接理解范围的社会事
件和政治事件。但前面谈到，有些媒体公司却将移民比喻成灾星，强调移民可能带来代价和威胁，
从而渲染移民问题和移民人群的负面形象。因此促进移民报道转变成合理、不紧不慢，并且远离
预设怀疑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具体如何实施还不清楚。（其中一种解决方法详见文本框‘改
变移民问题的叙述：通过商业途径解决问题？’）130 但媒体有正当理由承认移民潜在的代价和威胁，
进而讨论不同类型的移民问题和相关的影响、妥协和后果。131

126　Cottle, 2000.

127　Graf, 2010.

128　O’Boyle 等 , 2013。

129　Bernays, 1947。

130　Triandafyllidou, 2013.

131　Migration Observator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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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对移民的描述：要走商业道路吗？

对英国媒体中反移民报道的其中一个回应是发起“停止资助仇恨”运动。有些媒体故意渲染移

民负面形象，这项运动针对和这些媒体一起合作宣传的公司，从而致力于通过经济途径作出改变。

例如，此运动宣称成功说服乐高公司终止与《每日邮报》的合作伙伴关系。然而，此策略的批评

者认为，如果大公司被鼓动使用它们的广告预算，给新机构的编辑方针施加压力，那这对于自由

民主制来说是坏的先例，令人不安啊。j

j．Ponsford, 2006。

随着网上和社交媒体飞速增加，变得更多样化，它们也带来处理误导、虚假报道的问题。例如， 
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随后涉及移民的政策等等题目，都被假新闻困扰不已。人们故意制造这些
新闻，却几乎没怎么考虑它们是否会被揭露。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类型的移民故事在报道中司空见
惯，正如在一篇恶名昭彰的德国文章中看到的那样（还有后来被正式撤回），报道了移民在法兰
克福发动了“袭击”，132 还有英国《太阳报》取了“天鹅烘焙”的标题，宣称寻求庇护者偷猎了女
王的天鹅并在英国的公园里烹制。133 然而，我们看到的那些新闻很可能只代表了虚假新闻的冰山一
角。社交媒体若要让特定的观众获知政治信息和新闻十分容易，而这些传播方式却很难察觉和审查。
例如，有一小部分易说服的受众，社交媒体会通过社交媒体动态联系他们，这种微瞄准现象已经
变得越来越普遍。134

然而，虚假新闻并不是新概念。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制造虚假或至少是可疑的信息是一种标准
的宣传手段。此外 , 这不是单一的形式，而是包含许多目的的多种形式集合：从可能无意中误导人
们的信息，到故意制造欺骗性的消息，再到我们（正确或错误地）归咎于反面想法的标签。135 因此，
虚假消息敦促人们重新评估使用媒体的方式——或许重新求助有威望和可信度的媒体，或者使用
核查事实的机构，和其它研究证据来源。136

然而，这种可能的倒退带来了一个问题，即虚假新闻、定向消息和快速按需产生的信息是否合
力侵蚀着我们对自由媒体的信心，对发现和努力实现利于社会发展目标十分不利。已知的虚假新
闻为政客和其他人提供机会，他们出于政治原因，用“虚假”标题封杀其厌恶的真实报道。还有
可能极端政治理念在网上舆论中生根发芽，成为了一种回音室，里面的人们只收到来自同一种政
治理念的消息和情绪。

媒体和移民的未来
显而易见，媒体影响了我们对于移民的看法，但其对我们行动的影响程度取决于不同环境下的

132　Eddy, 2017.

133　Medic, 2004.

134　Bennett, 2016.

135　Beckett, 2017.

136　Graves 和 Cherubini,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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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因素。确实，关于媒体力量的共识在数十年间发生了改变。137

我们概述了媒体对移民的报道、媒体的影响力和一些影响新闻报道的新闻业因素，给未来的研
究提供一些启示和领域：

1. 需深入研究媒体在新闻中转国和原产国的角色，特别要深入研究移民自身使用并偏好哪些
媒体类型。这对于弄清信息是如何塑造认知、以及塑造的深度至关重要。

2. 进一步寻找证据，包括研究不同类型的信息和情绪以及移民政策是否塑造公众认知、如何
塑造公众认知。关于流动性的政策活动在研究领域内外都有价值。应用研究可以帮助一系列团体
开发交流干预手段，提高接下来听众和话题的交流效率。

3. 需要更加关注不同类型的媒体系统，它们将会（或将不会）撰写有关移民的不同类型的新闻。
4.世界上存在显著不同的经历，意味着将大范围产生有关特定环境中媒体适宜角色的公开辩论，

推动政策、民间社会和研究领域中已经开始的讨论进一步发展。

这些结论也提出了更多的伦理和政策问题。在不过度限制新闻自由的前提下，应对虚假新闻和
宣传做些什么呢？在报道移民问题上应怎样保持经济、政治和人道主义动机的恰当平衡呢？我们认
为个体，例如阿兰·库尔蒂（Alan Kurdi），比数百篇经过严谨研究后写出的论文对舆论的影响更大。
媒体应如何用大量真诚但不哗众取宠的报道制衡这种强有力的形象呢？

这类问题会在各类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上以不同方式进行讨论。因此，研究制造方和消费方
应认识到没有一种普遍适用的方式可以总结媒体的角色或改变媒体对移民的报道（若要了解已经
采取的行动，详见例子“联合国针对移民和媒体正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文字框）。不仅移民自
身是个饱受争议的多元现象，包含各种各样的变数，而且媒体中也包含动态的、多层次和多站点
形式的交流。

联合国针对移民和媒体正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共同”（TOGETHER）倡议 (www.together.un.org) 是一种调动联合国、成员国、民间社会、

私营部门和社区级别研究员的全球行动，以增强针对移民和难民的凝聚力。它通过使用广泛的媒体，

展现移民带来的共享利益，承认东道社会的正当关切。“共同”倡议致力于与全球社会交流与接触，

特别是通过移民讲述自己的故事。自 2016 年发起以来，已在国际上主办了许多活动，包括支助电

影节、工作坊和研讨会等。 

137　Cacciatore, Scheufele 和 Iyengar, 2016。

移民与移民问题的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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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暴力极端主义和社会排斥 1

引言

数十年以来，研究表明国际移民可以为介入各方带来大量益处。然而，从全球来看，许多反映
出不同程度民心所向的政治领导人把移民者和移民现象与越来越严峻的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威胁联系起来。正如本章所强调，移民、寻求庇护者和难民比作案者更可能被暴力极端主义伤害，
记住这一点十分重要；然而，北美、欧洲和其它地区的一些政治团体认为，大量流入的寻求庇护
者和移民者中可能混入恐怖主义分子。

有时，寻求庇护者和移民者的确会袭击移民接收国社会。而且这也见怪不怪了：移民和离散的
团体过去曾介入恐怖袭击，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发生在法国和西班牙的恐怖袭击。当下，人们
关切返回国内的外籍恐怖圣战者 (FTFs) 若不被捉拿，可能会给他们的原籍国带来威胁，但这些人
主要是上面谈到国家的国民。

在承认移民（或难民）有可能诉诸极端暴力的前提下，我们面临一个风险，即发生在当下或过
去的孤立事件，都会被不顾时代背景的一概而论，从而被投射到未来，并被用作支持大量移民和
庇护者流入会给国家和地区安全带来威胁这个说法的依据。这反过来能影响政策决定。

由于意识到这是个会吸引大量公众和媒体注意力的敏感话题，本章打算全面探讨移民和暴力极
端主义间的关系。分析移民者和暴力极端主义间的关系十分必要，有以下一些原因：第一，移民
者曾制造一些孤立的暴力极端主义事件，我们需要了解这些事件发生的原因。第二，我们要把数
据和证据带到通常被误导的公众辩论中，使人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辩论中缺少的重要研究和数据，
这点十分重要。第三，移民和暴力极端主义间是有些联系，但这并不等同于平时引起关注的那些
联系。最后，除非加强实施有理有据的政策和干预手段，防止暴力极端主义横行，否则激进化的
移民在将来会带来更大风险。

本章剩余内容围绕三个部分。首先是一个简短的定义和数据概述，这个部分强调进行分析时需
逻辑清晰的必要性，指出缺少可靠数据的问题，并突出如何辨别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随后，按照“移
民循环”的逻辑，从移民离开到定居，有时会回归。这是典型的移民和暴力极端主义间相互作用
的简单分类研究。本章最后是一系列对未来政策辩论的初步揭示。

1　Khalid Koser, 执行主管，国际社区参与和重建基金会（Global Community Engagement and Resilience Fund）； Amy Cunningham, 
高级顾问，国际社区参与和重建基金会（Global Community Engagement and Resilience Fund）。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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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和数据

应对移民和暴力极端主义间关系的关切，我们面临的部分挑战是使用术语不精确。例如在欧洲
的辩论中，公共话语中几乎不区别移民者、寻求庇护者和难民。然而他们是分开独立（但有时重叠）
的法律和政策类别，连带着不同的权利和责任；同样地，在解释个人激进的原因时，可能个人经历
比合法国籍地位更加重要。本章在讨论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时，基于现有有限的研究，会点明哪一
类人群是研究重心，以及移民经历在哪种程度上会起作用。虽然只有有限的证据表明国内移民和
国内流离失所者 (IDPs) 会激进成暴力极端主义者，但几乎所有讨论的例子都涉及越境或国际移民。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区分移民者、公民和定居下来的少数族裔。欧洲发生的一些近期暴力极端主
义分子袭击，是由近期到达的寻求庇护者或移民者发动的。他们相当大一部分人离开欧洲成为圣
战者，另一方面他们也是这些欧洲国家的公民和移民者的后代（有时被称为第二和第三代移民者）。
绝大部分情况下，归国圣战者都是接收国的公民。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针对不同情况要采取不同
的恰当干预措施。例如，近期到达的移民者和寻求庇护者发动的种种袭击启示我们要加强移民管
理；然而具有移民背景的欧洲公民离开欧洲，则表明一体化长久以来的失败，从而导致社会排斥。
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待遇，移民者或许会被驱逐出境，但公民却不会。（进一步复杂化的是，一
些国家提出动议，要求剥夺归国圣战者在定居国的公民身份。由于在定居国他们有双重公民身份，
因此他们可能符合被驱逐的条件。）

研究分析还有其他妨碍，因为既没有清晰定义暴力极端主义是什么，也对人们激进的原因也没
有统一的定论，更不清楚是什么环境滋生了暴力极端主义（所以我们尚无法得出最佳的干预措施）。
联合国和欧盟都没有作出对“暴力极端主义”的正式定义。2 一些国家在本国的国内政策和战略中
对其作出了定义，但通常各不相同，如在暴力极端主义是否属于政治问题还是涉及更广泛领域的
问题上意见不一。例如，美国政府采用了广泛的定义，认为暴力极端主义是“倡导、参与、准备
或支持以意识形态为动机和借口的暴力以达到社会、经济或政治层面的目标”。3 一些评论员认为
在定义上达成共识至关重要；而另一些则认为这会带来风险，使得解决本该解决的问题变得更加
遥遥无期。4

移民和恐怖主义的一个具体交集是联合国对圣战者的明确定义，即“到除了居住国 / 国籍国外
的一国旅行的个人，旨在从事、筹划或者参与恐怖活动，或者提供 / 接受恐怖主义培训，包括牵涉
到武装冲突。”5

引起暴力极端主义的动因通常归类为“推力”和“拉力”因素。推力是“……为暴力极端主义
或叛乱势力兴起与扩张创造有利条件的重要因素”，而拉力多与金钱或心理状况有关，涉及“……
个人在团体或者参加活动中获得的奖励”。6 人们普遍认为，“暴力极端主义激进化”进程是在特

2　Glazzard 和 Zeuthen, 2016。

3　美国国际开发署 , 2011。

4　Koser 和 Rosand, 2016。

5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 2014。

6　美国国际开发署 ,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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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背景下独立形成的，同时是个别过程。何况一些术语的概念，例如“反对暴力极端主义”（CVE）
和“防止暴力极端主义”（PVE）也存有争议。全球合作安全中心指出：“……尽管 CVE 本职工作
是处理恐怖主义事宜，而它为反对暴力恐怖主义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包括防止社群紧张、区域
不稳定和战争，都表明了它奉行鉴别和防止暴力极端主义威胁的宗旨。”7 尽管关于移民者和移民
现象，特别是不规则移民的数据统计系统仍然很不发达，其数据在分析暴力极端主义问题上可能是
重要的——可以肯定的是，该等数据比暴力极端事件的数据收集更稳健。即使有相关数据收录在案，
但数据内容更多关注的是暴力事件及其受害者，而不是犯罪分子。2016 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GTI，
它分析上年度恐袭的全球数据）8 显示：2015 年 72％的恐怖主义致死事件发生在以下五个国家：
伊拉克、阿富汗、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

有关移民与暴力极端主义的交叉数据甚至更少。这段内容后紧跟一段详细的说明——难民专
员办事处报告称，受到恐怖主义影响的“GTI 十大国家”中已确定的三个国家，即阿拉伯叙利亚共
和国、阿富汗和索马里，2015 年产生了世界一半以上的难民。9 从个体角度分析数据，例如关于预
先筛选的移民者，和高举安全旗帜适合难民安置的候选人的数据很少；无论是不是移民者，收录的
数据里都没有暴力极端主义罪犯的简明概况。此外，国内外执法部门和情报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还
远远不够，国家对移民者，特别是不规则移民的确认和归类方式缺乏统一性。本章并不试图提供
直接的技术建议，而旨在强调各部门需实现更协调集中的信息共享。此外，国内外执法部门和情报
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还远远不够，国家对移民者，特别是不规则移民的确认和归类方式缺乏统一性。
本章并不试图提供直接的技术建议，而旨在强调各部门需实现更协调集中的信息共享。

暴力极端主义袭击大部分发生在非经合组织国家，绝大多数的难民和失去故土家园的人民，以
及约有 50% 的移民者都来自这些非经合组织国家。而这些国家的数据几近缺失。移民与暴力极端
主义间关系的系统分析和结论的得出，都因各种数据集合的漏洞受到严重妨害。

最后有一个警告书不得不提——部分来自前面确定了的术语定义与数据统计的挑战；在考察
移民与暴力极端主义时，我们须从两者的关联中分析因果关系。或许有些难民在逃离受到暴力极
端主义的直接侵害；可能是因为暴力极端主义带来的不良影响，例如找不到工作，无法养家糊口
不得不离开家园。部分移民者和难民或许是因为悲惨的移徙历程而自发施暴；还有一部分人是基
于他们移民的目的国情况，或是出于与以上两种况情无关的原因。某些情况下，极端主义分子冒
充移民者发动恐怖袭击。部分移民者可能会积极寻求机会，接近暴力极端主义，而另一部分则对
暴力极端主义组织的人员招聘没有抵抗力。10

7　全球合作安全中心，日期不详。

8　经济与和平研究所，2016。

9　联合国难民署，2016。

10　对于这种联结更深入的分析，我们推荐读者阅读 Schmid,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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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与暴力极端主义：一种分类

可以用四种类型勾勒出暴力极端主义和移民之间的交叉关系，移民过程基本遵循迁移周期的逻
辑——从出发，过境到定居（有时是返乡）；具体是：（一）暴力极端主义是造成流离失所和移
民浪潮的驱动因素；（二）移徙过境、无家可归的人以及难民的营地和中心都存在激进化的风险；
（三）恐怖主义向移民和避难潮渗透的风险；（四）融合困难可能导致对部分群体的社会排斥。
最后一个交叉点——即移徙循环的结束，但由于缺乏数据和相关分析而未被包括在该循环内——
存在移民返乡的可能性，但如果返乡再融合这个过程失败了或未能持续进行，可能会加剧某些归
国者的暴力极端主义。11

暴力极端主义是造成移民和大批流离失所者的动因
上述全球恐怖主义指数（GTI）与联合国难民署 (UNHCR) 数据浅显的比较，至少暗示了暴力

极端主义袭击事件的发生与难民离乡之间的某种联系——无论是因果还是相关。

我们首先把重点放在被迫移民上——也就是将难民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国内流离失所者和其他
非自愿离开家园的人——重要的是区分从受到暴力极端主义直接侵害与间接影响而逃离的受难者。
当今世界还有很多人仍可以明确演示出来，他们正在拼命逃离极端主义威胁，是暴力极端主义集
团的目标。黎凡特的一位宗教少数派基督徒就是其中之一：据《经济学人》报道，截止至 2014 年，
180 万叙利亚基督徒中有 50 多万人无家可归。12 另一个例子是尼日利亚北部有大批的流亡者：有
证据表明，民众被迫离乡很可能是“博科圣地”刻意实施的战略，“博科圣地”早些时候是在乌
干达北部的圣主抵抗军。在东南亚地区，包括缅甸若开邦，还有更多的人因为是宗教少数派而受
到暴力侵扰，流亡在外。

同样的，许多人可能没有直接受到暴力极端主义威胁，而是因为间接影响，例如暴力极端主义
破坏劳动力市场、农业生产或造成社会福利提供中断，不得不背井离乡。13 有证据表明，阿富汗部
分民众因反恐措施的影响而不得不在国内迁移。14 除了被迫移民和自愿移民的情况，我们还需要考
虑这样一种可能，移民者不是因为受到直接侵害或间接影响，而是因为他们在允许暴力极端主义
蓬勃发展的国家看不到未来。15

11　Koser 和 Kuschminder, 2015。

12　经济学人，2014。

13　Connor, 2016.

14　Koser, 2013.

15　Cunningham 和 Kose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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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的暴力极端主义和流亡

从历史上看，拉丁美洲的暴力极端主义的特点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存在严重分歧，包括为打倒在

任政府而发动武装叛乱运动。例如，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在西半球进行了历时最久的

暴动起义，直到 2016 年 12 月 1 日，国会批准叛军与哥伦比亚政府之间的和平协议，暴动才得以

平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组织成立于1964年，旨在应对永久性的土地纠纷和日增的不平等现象。

该组织的主要斗争目标是政府安全部队。然而，平民绑架事件，社会集会爆炸以及基础设施遭到

破坏也是司空见惯。a2017 年初，哥伦比亚境内有 700 多万流离失所者和 34 万国民以难民的身份

居住在邻国，包括厄瓜多尔、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b 哥伦比亚革命武

装力量并不是造成哥伦比亚出现大规模难民唯一的暴力组织。据悉，民族解放军（ELN）是由美国

和欧盟共同认定的恐怖主义集团，它以绑架平民索取赎金，对安全部队和平民实施暴力行为而闻名。

例如，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在西半球进行了历时最久的暴动起义，直到 2016 年 12 月 1

日，国会批准叛军与哥伦比亚政府之间的和平协议，暴动才得以平息。

在其他拉美国家如秘鲁，暴力极端主义已经被“光明之路”等共产主义团体所驱使。成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的“光明之路”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分别引起暴动，造成全国数万人丧生，数

十万人被迫移徙。c 尽管该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解体，曾经无处安身的人们大多返回故土，但余

下的秘密组织仍在该国境内运作，估计有六万两千人依然处于长期的流离失所状态。d

a.Sullivan 和 Beittel, 2016。
b. 联合国难民署 , 2017。
c. 经济学人 , 2017。
d.IDMC, 2017。

难民营的激进化
难民营（同时容纳无家可归的人）成为暴力极端主义的场所，起码有三种方式。一个是难民营

可能成为暴力极端主义圣战者休养和恢复的基地。16 例如西南非洲国家解放军（SWANLA）在安
哥拉占用纳米比亚难民定居点，塔利班在巴基斯坦组织阿富汗难民营，还有尼加拉瓜反叛分子和
柬埔寨红色高棉人组织边境难民营。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大马士革城外的耶尔穆克营利用难民作
为达伊沙圣战者的“人盾”。17

第二个例子是难民营可能成为暴力极端主义团体招募新兵的基地。2015 年，喀麦隆联合国驻
地协调员纳哈特·罗迪公开表示，他担心喀麦隆北部的 Minawao 难民营有可能成为“博科圣地招
募的肥沃土壤”。18 肯尼亚当局也表达了类似关切，青年党可能正在该国北部的达达布难民营招募
人员。有大致未经证实的报道称，“达伊沙”组织可能在土耳其和黎巴嫩难民定居点招募新兵。

16　Zolberg, Suhrke 和 Aguayo, 1989。

17　Ban, 2015.

18　Larso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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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例子可能是在有限的文献中，难民营与暴力极端主义之间交集最普遍的一个——难民
激进化为暴力极端主义的风险。19 有确切的例证证明难民营内的暴力源自难民激进化，包括巴基斯
坦（在阿富汗难民营的扎洛加营地），也门（在卡拉兹的索马里难民营），喀麦隆（在尼日利亚
的 Minawao 营地）和约旦（在扎泰里的叙利亚难民营）出现的暴力事件。欧洲的难民集中地也出
现这种现象。

2016 年 9 月，德国科隆当局逮捕了一名计划恐怖袭击的 16 岁叙利亚难民。2015 年从阿拉伯
叙利亚共和国内战中逃出后，他与父母亲在科隆附近的难民中心同住，后被捕，当局政府发现了
制造炸弹的材料（包括电线架、缝纫针和小丁烷气罐）以及与“达伊沙”组织成员网络聊天的记录。
欧洲的难民集中地也出现这种现象。2016 年 9 月，德国科隆当局逮捕了一名计划恐怖袭击的 16
岁叙利亚难民。2015 年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内战中逃出后，他与父母亲在科隆附近的难民中心
同住，后被捕，当局政府发现了制造炸弹的材料（包括电线架、缝纫针和小丁烷气罐）以及与“达
伊沙”组织成员网络聊天的记录。法庭将这名男孩的激进化归因于他在难民中心常感孤独，所以
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手机上。此外，他经常在线聊天……通过线上接触，他逐渐形成了一个伊斯
兰教 - 圣战主义的世界观”。20

现有的文献资料强调了激进化的暴力极端主义在难民营扎根的三种特殊条件：受教育水平低，
特别是在极端主义宗教灌输填补教育空白的情况下；缺乏工作；而且没有行动自由。21 这三种情形
在当今许多资源贫乏、人满为患的难民营中十分普遍，而且这些情况持续的时间越长，风险越大。
同样地，以上情形也表明人为介入干预或许有助于减少难民激进化为暴力极端分子的风险。

减少难民激进化的风险 : 中东应从过去的危机中吸取教训

最近兰德公司发行的一份报告指出，降低难民激进化的风险远远超出了人道主义援助的范

围——必须多管齐下，让难民为自己的未来做出可行的选择。e 然而，目前还没有一个系统，能对

每一种情况进行深度评估，提供解决方法。这项研究表明，任何有效的纲领都需要捐助者、非政

府组织 (NGOs)、当地居民、东道国政府和难民之间的相互合作、信息分享与目标协调。

解决经济和金融需求也十分重要，尽管它们不是诱导激进化的主要动因。难民寻求各种方法养

家糊口，获得长期有效的工作技能。避难国必须满足难民的需求，保证难民可以与当地人民一样

购买消费品，共同竞争和工作。这也意味着新解决方案应该使通常不直接介入难民问题的当地方

面参与进来，例如商界。

被采访者建议，捐赠者需保证资金来源灵活，减少封闭，才能成功解决这个难题。国际救援基

金的另一个常见问题是，它们在危机开始时能缓解局势，但是从长远来看其作用会逐渐退化。f 决

策者和利益相关者可以加强关于难民危机的长期财务规划的对话。

同时，解决就业和教育问题只是各类方法中的一小部分。保证心理、安全需求才是关键。如果

19　Lischer, 2006.

20　德国之声，2017。

21　Martin-Rayo,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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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在逃离原籍国的过程中经历了严重的心理创伤，g 在避难所往往会遭受虐待，时常感到屈辱和

无助。在这种情况下，武装暴力组织很有可能趁火打劫，试图通过暴力赋能叙事使弱势群体激进化。

为难民提供机会参与自治，例如难民营管理，也可以减轻这种风险。

e.Sude, Stebbins 和 Weilant, 2015。
f.Makdisi 和 Prashad, 2016。
g.Hawilo, 2017。

目前还没有关于移民者过渡营地内暴力极端主义风险或者事件发生的重要研究。但是，鉴于上
述情况往往与难民营中的暴力风险增加如出一辙，假设风险存在还是合理。

庇护和移民流渗透的风险
沿着移徙循环前进：在欧洲和北美，因为大批寻求庇护者和移民者继续从非洲和中东移徙过来，

决策者考虑重新安置来自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其他原籍国的大量难民——最政治化的问题可能
是，是否有证据支持一些断言，表明恐怖主义分子正向不规则移民流进行系统性的渗透，其目的是
为了对其他国家发动攻击。 2016 年 4 月，一系列的报告公之于众，后来证实了 2015 年在萨尔茨
堡难民营被捕的男子就是 2015 年 11 月在法国巴黎发动袭击的原恐怖组织成员。据他的个人证词，
他是两名巴黎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一对伊拉克兄弟在法兰西体育场外自爆的）背后的组织者之一，
十月份他们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前往希腊。起初，这名阿尔及利亚男子和一名巴基斯坦男子在
莱罗斯岛因未通过护照检查而被捕，但两人后来都被释放，于是他们继续前往奥地利，很快又遭
到逮捕。22 英国广播公司调查称，“……两个人买了船票乘渡轮离开莱罗斯继续他们的叙利亚难民
欧洲之旅”。23

这至少说明了欧洲法域之间没有足够的信息共享。随着导致巴黎袭击事件人员的更多消息的
出现，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许多枪手和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曾前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与达伊沙
并肩训练和战斗。目前尚不清楚这些袭击者是否是由达伊沙领导层精心部署来协调法国恐怖袭击
活动的部分“休眠者”，还是作为外国恐怖分子圣战者返回其原籍国。难民“危机”在 2014 年和
2015 年期间受到关注，恐怖组织越来越臭名昭著，一些被采访的偷运者声称已经运送了伊斯兰国
招募的新兵。242015 年初，达伊沙“威胁日后会有 50 万难民通过利比亚涌入欧洲。”达伊沙还宣
称将有 4000 名圣战者通过土耳其派往欧洲。25 一名偷运者证实，至少十名达伊沙圣战者冒充难民
被送往欧洲，并声称这些圣战者一旦定居下来，便开始等待命令在欧洲发动恐怖袭击。在土耳其
接受采访的两名偷运者表示，他们曾偷运圣战者穿越地中海过去。这种报道增加了不少。

不低估处理和消除这种风险重要性的同时，仍需警惕：偷运者不是最可靠的信息来源，并且绝
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一直被政治家及决策者称为犯罪分子和骗子。值得强调的是，尽管许多袭击者

22　Rose, 2016.

23　BBC, 2016.

24　Giglio, 2014.

25　Schmid,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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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移民背景（见下一节的讨论），但最近在欧洲发生的大部分恐怖袭击与美国一样都是“国产的”，
即由本国公民发动。当然也需注意，全世界绝大多数的恐怖袭击事件仍然发生在欧洲和美国以外
的地方。26

移民、暴力极端主义和社会排斥
移民和暴力极端主义第四次交集发生是在移民者和难民已经定居之后 ; 人们广泛认为，社会排

斥会导致已定居的移民者和难民及其后代的暴力极端主义日益激化。社会排斥仍是一个有争议的概
念，但大多数定义指出，它指一个发生在个人、家庭、集体、社区、国家和全球层面由经济、政治、
社会和文化四个主要方面的不平等权力关系相互作用驱动的动态和多维过程。这一过程导致了一
系列连续的包容与排斥情况，主要表现为移民和难民及其后代获取资源、能力和权利的不对等，
最终导致他们遭受的不平等状况。27

《新美国经济》研究发现“911 事件以来，在美国境内发动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都是美国公民
或合法居民。”28 在此期间，绝大多数被指控从事恐怖活动（国内或国际）的美国人都是永久合法
居民，其中有许多是第一代移民的后代。近来有些最为严重的恐怖袭击则是由第二代移民者所为，
其中包括一名阿富汗裔美国公民袭击了奥兰多的一家夜总会。在圣贝纳迪诺枪击事件中，一名罪
犯为巴基斯坦裔美国公民，另一名罪犯 Tashfeen Malik 则是巴基斯坦公民，她凭借未婚妻签证来
到美国，拥有有条件的美国永久居民身份。29

2016 年 9 月卡托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对恐怖分子在美国使用的签证进行了全面审查，提供了风
险分析。卡托研究所发现，美国公民在外国出生恐怖分子发动的袭击中死亡几率为 0.00003％。30 
具体来说，卡托研究所分析了美国的 154 名外国出生恐怖分子，他们在 1975 年到 2015 年底期间
的袭击造成了 3,024 人死亡，其中（应当说明）包括了 911 事件的近 3000 名受害者。这 154 名
外国出生的恐怖分子中，

10 人为非法移民，54 人为合法永久居民，19 人为学生，1 人以 K-1 未婚夫（妻）签

证入境，20 人为难民，4 人为寻求庇护者，34 人为持有不同签证的游客， 3 人来自免签

国家。9 名恐怖分子的签证无法确定。在此期间，美国公民被外国出生的恐怖分子杀害的

几率是每年 3609709 人中 1 人。美国公民在难民发动恐怖袭击中遇害的机会是每年 36.4

亿人中 1 人。31

据移民政策研究所对自 911 事件至 2015 年底在美国安置的 745000 名难民的分析，只有三

26　经济与和平研究所，2016。

27　Rudiger 和 Spencer, 2003;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6。

28　新美国经济 , 2017。

29　Friedman, 2017.

30　Willingham, Martucci 和 Leung, 2017。

31　Nowraseth,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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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难民因恐怖主义指控被捕。32 然而，这些人是否在到达美国时已经是暴力极端主义份子或是到达
之后转变，还是被恐怖集团故意派遣到美国尚不清楚。

外国恐怖分子的发生率或许是社会排斥的另一个指标，据估计约有 30000 人在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和伊拉克战斗，主要与达伊沙并肩战斗。33 根据苏凡集团（美国的安全顾问事务所）的报告，
当时外国恐怖分子圣战者绝对数量排名前十位的国家依次为：突尼斯，沙特阿拉伯，俄罗斯联邦，
土耳其，约旦，法国，摩洛哥，黎巴嫩，英国和德国。34 虽然无法获取这些人的详细档案，但显然
在突尼斯这样的一些国家，绝大多数是本国国民，而不是移民者或其后代。相比之下，似乎大部
分来自法国和德国的外国圣战者确实有移民背景。然而，他们仅占了这两个国家外国恐怖分子圣
战者总量的一小部分，这两国的圣战者加起来占外国恐怖分子圣战者总量的一小部分。这表明在
全球范围内，外国恐怖分子圣战者不一定是重大移民问题。全球联盟认为值得注意的是“伊拉克
和叙利亚的达伊沙圣战者数量已经降到了两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12000 至 15000 人左右，这个
数字接近 2014 年估计的圣战者最高数量的一半。”35

这些数据虽然分散而不系统，但也表明不仅是在经合组织国家，定居的移民者和难民及其后代
有时候可能会激进化为暴力极端份子。对有些人来说显然发生了什么变故，这值得考虑和解释。

尽管仅凭这些分析不足以解释个体的激进化，一些分析家还是把注意力放在移民者及其后代激
进化结构层面的驱动因素上。以比利时和法国为例，有人认为政治文化这种过于世俗化的治理方
式已经排斥了一些少数族裔，特别是北非的穆斯林。一些分析师说：

就像法语国家的整体发现一样，我们只能猜测法国政治，城市化，青年失业究竟和逊

尼派武装之间为什么有关系。我们怀疑当失业青年人数众多时，他们中的一些人肯定会闹

事。当他们住在大城市的时候，他们更可能接触到极端主义者。当这些法语国家城市在采

取强硬的法国方式来进行世俗主义时，逊尼派激进主义对失业青年来说更具吸引力。36

相比之下，苏凡集团的报告更多地关注个体而不是（社会）政治驱动因素。当然，有些移民者
及其后代经历了被边缘化和剥夺公民权的行为，这被认定为暴力极端主义的“推动因素”，使得
一些年轻的穆斯林和最近皈依伊斯兰教的人更容易被极端主义者招募。

目前的政策反应包括促进“综合身份”（例如，一个人可以有两个或更多的身份，例如宗教
的和国家的），并为他们提供机会感，实质上是提高一个人的信念，使他们认为自己能获得机会，
看到未来自己能实现给予自己的选择。德国激进化与反激进化研究所主管丹尼尔·科勒表示，“在
过去几年中，德国的反恐战略大量集中在与家庭合作防止激进化发生。然而，防止难民激进化还
有大量工作要补做。”37

32　Newland, 2015.

33　苏凡集团 , 2015。

34　同上。

35　全球联盟 , 2017。

36　McCants 和 Meserole, 2016。

37　Olterman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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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移民的激进化

为解释为什么中亚人犯下了相当数量的恐怖主义事件，爱德华·莱蒙和约翰·希瑟肖严谨有限

的分析发现，暴力极端主义团体针对并专门招募移民者。h 在分析中亚国家相对少数人激进化时，

他们凭借有限的信息和数据指出：

... 这种现象很少见，我们的了解也很少。目前对这个话题的政策研究是比较薄弱且误解驱动

的较多，学术研究不仅很少往往也是过时的。

莱蒙和希瑟肖对移民现象可能关系的观察指出，大多数激进化者是在离开祖国后才成为圣战组

织的目标。他们指出，尽管中亚武装分子近期发动了一些高调的恐怖主义事件如 2017 年 4 月的圣

彼得堡地铁爆炸、2017 年 1 月的伊斯坦布尔夜总会袭击以及 2016 年 6 月的阿塔图尔克机场爆炸事

件，但没有明确证据表明中亚的宗教、经济或政治根源在“出口”恐怖主义。

莱蒙和希瑟肖认为，尽管个人决定加入极端主义团体的原因不是单一的，但是很多人似乎都经

历过某种孤立，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招募者会将目标锁定在社会边缘群体，包括在国外工作的人。

而且根据他们的研究，“大多数中亚移民是识字的且具备一定技能，但往往从事的工作远远低于

他们的能力，并往往被雇主剥削。”i 许多中亚青年男子为工作迁徙，远离家园。他们每天都面临

经济困难，工作中得不到重用，遭受种族虐待，有时则会遭到国家的骚扰。这都可能使他们更容

易受到圣战主义的影响，强调必须打击仇外心理和对移徙工人的虐待，这本身对所有社会都是十

分重要的。激进化的可能性并不能改变这一点，而更突显了不作为将造成罕见的、可能的极端后果。

h.Lemon 和 Heathershaw, 2017。
i. 同上。

评估这种干预措施能否成功还为时过早，但有人担心一些其他政策选择可能是有害的。许多
移民者、寻求庇护者和难民在生活中遇到困难，面临歧视。此外，关于他们对经济、社会凝聚力、
意识形态信仰和动机以及国家认同造成不良影响的虚假或可疑言论也让他们污名化。把他们描绘成
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把他们视为潜在的恐怖分子只会让他们的生活更加艰难。这可能导致进一步
疏远他们的意外后果，从而增加他们对暴力极端主义叙事和议程的易感度。38 美国发布的 2017 年
保护国家不让外国恐怖主义进入美国行政命令引起了一些人的关切。39 

关于移民者、暴力极端主义和社会排斥的联系，最后一个角度还需要考虑到重新融入归国外国
恐怖分子圣战者可能带来的挑战。据联合国，外国恐怖分子圣战者：

……增加冲突的强度、持续时间和复杂性，可能对原籍国、过境国、目的地国以及他

们活跃的邻近武装冲突地区构成严重威胁。外国恐怖分子圣战者威胁正在迅速演变，在短

期内不太可能完全遏制。外国恐怖分子圣战者返回其原籍国或抵达第三国后会带来重大的

长期风险。40

38　Cunningham 和 Koser, 2015。

39　大赦国际 , 2017。

40　联合国安理会，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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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市民社会和少数决策者指出，必须优先考虑外国恐怖分子圣战者的复原和重新融入。如
果依靠拘留作为治疗归国的外国恐怖分子圣战者的唯一手段，我们可能会进一步导致个人和社区
的激进化。确实有些人可以帮助防止进一步的暴力极端主义：

促进暴力极端主义罪犯的复原和重新融入是解决暴力极端主义激进化和招募全周期过

程中的关键部分。在外国恐怖主义圣战者回国数量不断增加以及对可疑恐怖主义分子控诉

活跃的情况下，为了尽量减少再犯并在社区以及执法机关中建立信任，支持他们监禁后的

复原和重新融入十分重要。41

背叛者和重新融入

在丹麦东部城市奥胡斯（丹麦第二大城市），警方、市政厅和地方非政府组织互相协作开展协

调一致的活动，旨在防止高危青年加入暴力极端主义团体。j 奥胡斯居民和执法人员首要关注的是

高危青年是否有意向离开城市加入国外武装圣战组织，主要是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内

的达伊沙。为了防止这一情况的发生，当地的利益相关者首先帮助遭受排挤和容易成为目标的年

轻人融入到社会中。当地政府也会为那些曾到国外加入达伊沙，现在已经回到家乡的奥尔胡斯居

民提供帮助。k

在丹麦，国家政策明确指出，凡是参加过恐怖行动而后回国的圣战分子，一经证实，都将被起

诉；而那些没有记录证明曾参加过恐怖行动的人，则有资格得到援助。i 据报道，这一计划实施以

来，加入达伊沙和其他恐怖组织的年轻人数量已然有所下降，尤其是在与其他欧洲国家圣战者人

数相比之下，成效明显。在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一篇报道中，奥胡斯模式的独特方法受到高度评价；

在 2012 年，有 34 名奥尔胡斯的居民离开丹麦加入了达伊沙，其中，有 18 人回到了奥尔胡斯并参

加了改造计划，6 人被杀，截止 2016 年 7 月，还有约 10 个人留在组织中。

然而，到了 2015 年，当人们从欧洲涌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加入恐怖组织的规模达

到巅峰之时，该市只有一位市民离开本国加入圣战。m更具体的说，这一计划还提供入学、心理辅导、

住房和就业帮助，并帮助组织与父母见面交谈。曾经叛逃、加入恐怖组织，而如今重新融入社会，

不再偏激的恐怖组织逃兵，在鼓动同辈回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他们向同辈们证明了

重新融入丹麦社会是有可能的。n

政策和学术领域逐渐认识到，这些恐怖组织逃兵能够有效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衍生，因为这些

人在伊斯兰国的种种经历能够对那些期望加入达伊沙或类似组织的人起到威慑作用。关于改过自新

者的重要意义这点上，安妮·斯佩克哈德和艾哈迈德·亚伊拉同样强调了恐怖组织逃兵的重要作用，

他们认为那些幻想破灭的恐怖组织干部能够现身说法，讲述在伊斯兰国里的真实生活，可能是阻止，

劝他人别加入伊斯兰国最有力的工具……0

政府要为方便这些恐怖组织逃兵融入社会，并公然反对极端组织创造有利的条件。p 采取的措

施需要包括妥善安置这些改邪归正的前圣战者，为他们提供服务，并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如果

41　全球合作安全中心和反恐中心—海牙，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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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给那些低端的暴力极端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同情者重新融入社会的机会，反而延长对他们的

羁押时间，排斥这些人的话，这些幻想破灭的圣战者就可能会变成更坚定的极端主义支持者。

j．Crouch 和 Henley, 2015。
k．同上。
l． Lister, 2015.
m．Rosin, 2016.
n．同上。
o．Speckhard 和 Yayla, 2015。
p．Neumann, 2015.

对政策辩论的启示
本章始于印证谈论这一敏感的政治话题的必要性，由于意识到可能会煽动人们对移民者的歧

视，本章尝试着提供一个分析框架，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移民和流离失所之间的交集，以及暴力
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交集。本章指出了现有定义以及数据的缺乏，强调了要建立任意偶然联系
的挑战；对本章结论，而且这一领域的当前话语和政策都持有明显保留态度。本章以移民循环的
逻辑出发，将移民、流离失所以及暴力极端主义之间的交集进行初步分类。本章还提出了人们对
该领域某些现行应对政策所带来的一些意外后果的关注。

基于这一初步分析，对政策辩论提出以下七点启示：

●移民政策制定者要与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管理者保持紧密对话；由于后者通常分布在不同的
安全和发展部门，执行着内部和外部的任务，所以要达到这一要求困难重重；

●为了进行更加严密的分析以及制定更好的政策，需要更好的分析框架，更准确的定义，更全
面的数据以及以经验为依据的证据；

●尽管目前没有什么证据表明恐怖组织可能会进行渗透行动，政府还是要加强移民管理的有效
性和效率，并且要加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这其中包括适当地进行难民重新安置和移民对象预筛查，
加强政府间的情报共享以及适当地运用生物统计学；

●应对造成流离失所和移民原因更综合性的措施应该包括干预措施，特别是在打击和预防暴力
极端主义上的干预措施，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预防暴力极端主义可能是解决移民动因问题的一条
途径；

●政府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以预防所有流离失所中可能出现的激进行为，包括难民和临时难
民营内的过程，要更注重为难民提供教育，帮助就业，并且有可能的话，给予更多的行动自由；

●政府要制定更加有效的综合性和社会包容性政策，以减少社会排斥，降低移民者及其后代中
暴力极端主义进程激进发展的风险；

●不能过度重视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进程的发展而破坏移民或者难民政策，这点很重要，比如说，
要确保反对暴力极端主义（PVE）干预在尊重移民和难民权利的前提下进行。

从积极的角度总结来说，把移民当成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潜在办法是有可能的。然而，存在
着这样一种风险，如果只把移民或流离失所当成暴力极端主义的原因或者结果来关注，那么这只

移民，暴力极端主义和社会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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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加剧暴力极端主义所造成的威胁。这种关注或许会成为限制移民、避难者以及难民入境的借口；
限制他们的权利；或是强迫他们返回本国，回到不安全的环境中。相反，关注解决措施，可以在
尊重移民难民权利的基础之上，解决移民问题，安置难民，这一举措可成为全世界为防止暴力极
端主义所作努力的必要组成部分。42

管理有方的移民行为可以促进相互理解；移民通过海外侨汇也会对原籍国消除贫困起到重大作
用，减少暴力极端主义事件的出现。移民同时也是开放和全球化这些来之不易的原则的标志，暴
力极端主义则试图破坏这些原则，因此我们应该保护这些原则。而政策制定者则面临着这样的难题，
如何促进移民的积极影响，为移民者提供机会，为难民提供庇护，而不仅仅只是关注暴力激进分
子可能随之入境的低风险。

42　Koser, 2015.



206

HOWARD  DUNCAN
IOANA POPP



207《世界移民报告 2018》

移民与城市：
超越《世界移民报告 2015》1

引言

《世界移民报告 2015》重点关注了这样一大主题：移民与世界各个城市的关系。如今，世界
上一半以上的人口都住在城市地区，因此城市越来越受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投资者和移民重视。
几乎所有的移民，不论是国际移民还是国内移民，都涌向了城市，因为只有在城市里他们的人力
资本才能得到最大的回报。《世界移民报告 2015》对城市主题的关注，明确、及时地表明：作为
世界移民的目的地，城市必须受到更多的关注；影响移民去向以及移民到达目的地后生活遭遇的，
不仅仅只是国家机构。城市往往才是吸引移民的首要因素，移民的融合往往也是发生在城市里的。
我们逐渐认识到，城市在社会运作和经济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日渐重要，因此，我们正在改变对移
民治理的看法，或者往更大的方面来说，改变对社会治理的看法。《世界移民报告 2015》涉及到
了诸多内容。在这份《世界移民报告 2018》中，本章对《世界移民报告 2015》内容进行了简短
的更新，我们希望能以此激发更多对于此问题的研究，并且让各级政府的政策制定者更加深入地
思考城市的运作以及自身所扮演的管理角色。

《世界移民报告 2015》通过数个章节分别谈论了移民与城市多样性、移民的脆弱性和应变能
力、移民和城市发展、通过合作来管理人口流动，就南北方国家的移民与城市关系提供了一份研
究报告，报告侧重点在于移民福祉以及移民权利保障——现在通常被描述为“进入城市的权利（right 
to the city）”。2 报告中指出，移民们配合当地治理并乐于为他们所居住的城市创造财富，因此，
城区的治理应当包括移民，并明确照顾移民利益。我们的建议产生于应把移民纳入城市运作的理
念和这种包容性将对城市本身所带来的利益的理念。报告敦促城市“为落实基础服务以及社会经
济融入出台包容性城市政策”，因为这样做符合移民与城市的最大利益。不仅如此，“在世界体
系中强化自身经济、政治和文化定位的城市，应该对生活在社区中的移民群体所带来的潜在机遇
加以利用”。

本章将在《世界移民报告 2015》的基础上展开。2015 年 10 月，世界移民组织于日内瓦举行
了主题为“移民与城市”的会议，《世界移民报告 2015》于会上发表。基于一些关于城市发展本

1　Howard Duncan，Metropolis Project and Secretariat and Loana Popp 的执行理事长 , 移民政策官员，IOM。

2　Right to the City 是一个纽约的组织，它描述自身的成立理念是“充分释放一种新型城市政治理念的能量，即所有人，特别是那些权力
被剥夺了的人，不仅有进入城市的权力，而且还应该是作为有权设计城市、塑造城市、实现人权的城市居民而存在。”详情请参见 https://
righttothecity.org/about/mission-history/。这个理念来源于以为法国哲学家，亨利·列菲弗尔（Henri LeFebvre），并由其后的很多人接
受并延伸到移民和郊区发展的相关问题上。也请参考牛津大学 COMPAS 的最近成果 Global Migration and the Right to the Cities of the 
Future ( 在 www.futureofcities.ox.ac.uk/research/globalmigration-and-the-right-to-the-cities-of-the-futur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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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以及他们在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最新研究，我们将审视现代城市在移民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
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城市在社会、经济事务以及移民轨迹上日益增长
的国际国内影响力上。在此，我们对《世界移民报告 2015》进行简要的补充，在《世界移民报告
2015》的基础上继续展开论述，将会对我们认为值得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仔细研究的部分进行
重点论述，不论该部分涉及的是地区、国家还是世界。因此，本章内容并非是对当前移民著作的
全面回顾，也非对于《世界移民报告 2015》内容的复述，而是选择性地对相关领域进行论述。

当前国际环境

移民以及他们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两年中已经成为了非常多国际社会活动的焦点所
在。世界移民组织召开的移民与城市大会，召集各个城市的市长和其他官员进行了系列会谈，讨
论内容广泛，力求使我们意识到城市行政机关和其他地方性机构如何影响移民进程及其结果，以
促进在这一领域进一步工作的开展。3

第三届全球移民与发展市长论坛（The Third Global Mayoral Forum）于 2016 年 9 月在菲
律宾奎松城举行，由联合移民与发展倡议（Joint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国际移民组织以及联合国训练研究所（UNITAR）共同领导。4 会议内容涉及讨论地方政府如何如何
援助来自动乱国家的移民倡议（Migrants in Countries in Crisis Initiative）并从中受益，而这一
举措无疑是城市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又一示例。第五届世界地方和区域领导峰会（Fifth 
World Summit of Local and Regional Leaders）于 2016 年十月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举行，
会议为期三天，而移民话题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在议程之中。这次峰会在《波哥大宣言》的签署
中落幕，在这一宣言中，签署者呼吁为可持续城市化发展而努力的地方行动。5 而在第三届世界人
居大会（Habitat III）举行之前，刚刚成立了全球市长议会（Global Parliament of Mayors），
旨在能让各城市政治领袖共同为地方利益发声，并将移民问题作为两大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

一直以来，在城市问题上，联合国人居署都是联合国关注的焦点所在，而在 2016 年 10 月厄
瓜多尔首都基多举行的第三届世界人居大会上，其新城市议程（New Urban Agenda）给予了移
民问题极高的重视。不论其是否是非法移民，所有移民都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利——这一有关全球
城市中无证移民的措辞引人注目。与会者同意：所有的居民，包括移民，不论其是否居住在正式
安置点，都应该能够过上体面、有尊严和有收获的生活，并能发挥他们全部的潜力。这一宣言认
识到了一个事实：尽管移民存在很多形式，但不管他们是正在穿越国境或是已经穿越了国境，或
是仅在本国境内迁离了常住地；不管他们的法律地位如何；不管他们的迁徙是否出于自愿；不管

3　来自这个会议的建议在 IOM，2015a 中可见。

4　此报告在 www.globalmayoralforum3.ph/index.php. 可以获取。

5　IOM，2016.

移民与城市：超越《2015 年世界移民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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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的动机是什么；也不管他们要停留多久，所有的移民都是权利的拥有者。6

第三次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简称“人居三”）讨论中，充分运用由国际移
民组织构建的移民治理框架，经优化调整，建立起了城市移民治理框架（Urban Migration 
Governance Framework），该框架的正式名称为城市移民治理工具箱（Migration Toolbox for 
Urban Governance）。7

最近，联合国通过了《难民和移民问题纽约宣言》，宣言中，联合国启动了程序，致力于达成
两大全球协议，旨在应对世界各地已知的移民和难民危机，尤其是应对万众瞩目的叙利亚内战所
引发的危机。其中一项协议旨在解决难民问题，而另一项协议则重点关注如何促进人口安全、有序、
正常地迁徙。这些协议还指出了城市在人口迁徙、社会融入的过程中应当发挥的功能和应承担的
责任。此外，联合国大会于 2017 年 2 月收到了《联合国秘书长移民问题特别代表的报告》（Report 
of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 General on Migration）。8 这份报告出自彼得·萨
瑟兰（Sir Peter Sutherland）之手，因此又名《萨瑟兰报告》，报告对全球移民现状及面临的问
题做出了全面分析，并为国际社会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建议。这份报告重点谈论了以下五个方面的
内容：与危机相关的人口迁徙；劳工移民；有序移民（包括移民返乡）；包容性；移民治理。其中，
第十四条建议指出，城市及地方政府应当被赋予体现在本章、《世界移民报告 2015》及移民与城
市会议报告中的部分主题中所描述的权力。

更新后的城市形象

随着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以致于我们需要重新思
考治理方法，包括重新考虑如何治理移民问题。由于城市是绝大多数移民流动的目的地所在，人口
迁徙俨然成为了城市化的同义词。眼下，许多城市正面临着管理快速增长的人口难题，还有一些
城市正为人口流失找寻对策。数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学术界人士谈论着城市化这一议题，而移民
相关议题更是为许多学者所深入探讨，这些学者包括 Saskia Sassen、9Manuel Castells、10Nina 
Glick Schiller 以及 Ayse Çaglar。11 萨森提醒我们要意识到全球城市（旧称世界级城市）的存在，
注意到全球城市的影响力，尤其是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不断推动金融及其他行业全球化，而国家的
影响力有所下降（这一现象虽然经常被夸大但却是事实）。全球城市及支撑其发展的企业公司能
够在国家政策法规管辖范围之外正常运作。随着信息技术及全球化进程的其它一些方面的日新月
异，城市在决定移民流动中所起到的作用不断增强，学者们已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将注意力从

6　United Conference on Hous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bitat III), 2016.

7　IOM，2015b.

8　UNGA，2017.

9　Sassen，1991.

10　Castells，1996.

11　Glick Schiller 和 Çaglar，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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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层面转向了地方政府层面。12 在近期论文集《定位移民问题：重整城市与移民》中，13 Glick 
Schiller 和 Çaglar 也采用了这一做法，在卡斯特尔所做研究的基础之上，他们将城市看作移民流
动空间而非静态物质住所，并将移民看作促进城市性格演变的重要驱动力。最近，Hein de Haas
与 Mathias Czaika 指出：

如今，人力资源与经济活动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国家，更确切地说，越来越集中于一些

国家的都市地区，这一现象体现了城市化及国家内部由农村向城市移民进程。14

这一系列的发展不仅只是引发了学术界的兴趣。其表明，城市所具有的影响力与作用可能比所
在地方政府官员想象中的还要大。中央政府方面应当在其移民和社会融入政策框架中给城市行政部
门及其他地方行为体安排重要的角色，而城市方面应当认识到自身所具有的重大影响力，意识到
要为人口迁徙及居住在城市内的移民负起相应责任，而不仅仅只是将这些责任交由国家法域承担。

由于城市本身才是移民人力资本的最大付酬者，城市已然成为了决定全球移民流动及迁移模式
的关键因素。15 Seto 论述道：

促使移民流入各大三角洲地区的城市群的因素有很多：经济政策与激励措施，本地机

构与移民目的地机构，发展小型城镇的政府政策以及地理方面的集中投资。随着大量资金

流入众多三角洲地区，当地经济基础已然从农业经济为主转变为制造业及加工业经济，从

而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这正是无论大三角洲地区的地理环境、大小如何，移

民都会流入大三角洲城市的潜在动因。放眼 2060 年，所有三角洲地区都将面临需要提高

劳动人口工作技能并且促进技术创新的挑战。三角洲地区若要实现经济持续性增长，就应

当大量投资教育、能力构建，以及城市中心地区吸纳移民劳动力资源的能力。16

尽管事实如此，谈论移民话题的相关文献以及数据资料依然强调“国家”才是移民来源地与目
的地的基本单位，强调国家移民、融入社会政策的作用，强调国家就业统计数据，以及其它国家层
面的现象。然而，决定移民流动的因素不仅仅只有国家政策，不仅仅只是一个国家对劳动力的需求。
城市行政机关、其他私人或非政府地方机构部门才是吸引经济活动，才是提升利益、吸引投资及
促进移民的关键所在。在国家政策体系地方活动得以开展的大背景，但是，吸引并留住移民的是
城市中的各个机构而非国家，而这一趋势也正日渐明朗。移民融入社会的重任主要是由城市而非
国家承担，对此我们早有耳闻，然而我们却很少听说，城市在决定移民流动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由于缺乏这一认知，相关研究及移民政策制定中出现了显著偏差，即政策讨论过程中，几乎没有
涉及到决定移民流动的主要因素。我们应当强调的，不是谈论城市内的设施是否足以安置移民并
使之融入社会这一老生常谈的话题，而是应当意识到，尽管城市实际上正日益成为移民流动的主
要决定因素，城市尚未被国家移民政策的发展计划所囊括。

12　Skelcher, Sullivan 和 Jeffares, 2013; Buch et al., 2013; Combes, Démurger 和 Li, 2017。

13　Glick Schiller 和 Çaglar，2010。

14　de Haas 和 Czaika, 2014。

15　Price 和 Benton-Short, 2007. 其他传统上的措施请参考 Scott 和 Storper, 2003。

16　Seto，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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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城市化及治理挑战

《世界移民报告 2015》着重向我们展示了城市内部如何就移民管理，包括如何发展自身经济
形成合作关系。该报告指出，我们应当将移民流动视作给城市带来潜在巨大效益的途径，而非亟待
解决的负担。报告中探讨的合作关系多为城市与移民的合作关系，移民被视为城市的雇员、企业家、
雇主重要来源，以及城市与移民来源国经贸合作及文化沟通的桥梁。不过，该报告同样分析了中
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不但指出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政策碎片化问题，还指出了各级政
府间具备建立有效合作关系的潜力。鉴于相关政策碎片化，而学术文献又开始以更先进的视角看
待城市，如果能重新定位政府职能，由地方政府机构承担更多的责任并享有更多的自治权力，那么，
相信一些国家可从中获益。而《萨瑟兰报告》中也间接提到了这一观点。

城市在全球人才竞争中扮演着主体的角色，是全球人才竞争的焦点所在，然而，如今的城市权
力受限，难以左右移民政策及税收收入，难以制定方案吸引、支持并留住移民，难以施展自身的
影响力。当前，地方移民治理及其成效存在多方面问题，我们将谈及《世界移民报告 2015》中不
太关注的一些问题，以响应报告中呼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加强政策合作关系的号召。鉴于本
章的重点为移民治理，我们强调治理机构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无论是地方政府的正式行政单位，
还是私人、民间社会机构都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我们应当认识到，尤其是从居民（包括移民）
组织的非正式活动中，一个城市的居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城市的特点。这一点超越了城市居
民为改善地方经济社会生活所做出的努力，而移民保留的国际联系，以及其他居民通过商业、家事、
教育及文化打造出的国际联系共同塑造了城市特点。通过上述这一系列努力之后，城市往往就拥
有了不断创新的能力，这在贫民窟及城市边缘住宅区尤为明显，因为这些地区依靠官方机构来治
理是不太现实的。17

庇护城市
有的城市直接将自身推广为移民优选目的地，或者干脆另起炉灶，以“庇护城市”自居，以

此来维护移民政策中的自身利益，公然违背相关国家针对非法移民的法律。“庇护城市”运动在
美国尤为盛行，其他国家也出现了这种现象，这种做法反映了城市对国家移民法律的不满情绪，
也反映了城市不愿执行这些令人不满的法律。Harald Bauder 在其 2017 年发表的文章中分析了
加拿大、英国及美国对“庇护城市”这一概念的理解，他发现，在这三个国家中，人们对“庇护”
这一概念的理解及运用迥然不同。18“庇护城市”运动相对来说属于不太正式的社会运动，因此“庇
护城市”这一概念的内涵在这些国家存在差异，相较于英国而言，加拿大与美国城市对这一概念
的理解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在英国，人们更倾向于使用“庇护所之城”这一术语。“庇护所之城”
一词强调了那些欢迎并支持难民及其他移民的社区，公然违背国家移民法律。19

17　Rufin, 2016; Deininger et al., 2010.

18　Bauder, 2017.

19　参见 https://cityofsanctuar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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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正是由于城市没有充分参与到移民政策及实施方案的制定过程中，才有了“庇护城市”
的存在。如今，美国正打算对所谓的“庇护城市”实行财政等方面的制裁，因此，显然没有城市
愿意以“庇护城市”自称，因为那样做会构成非暴力反抗。上述例子说明了城市在处理移民事务
时自治权力有限，体现了当前城市没有充分参与到国家移民政策制定过程中，表明了地方政府及
中央政府展开合作的必要性，如建立《世界移民报告 2015》中提到的合作关系。20

世界各地超大城市的贫民窟
每每谈及地方移民治理面临的问题，人们往往首先就会谈到城市应当如何应对人口增长，尤其

是如何应对为城市带来多样性的人口增长。而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超大城市中，人口
增长问题尤为突出。2016 年，世界上有超过 30 座人口数量超过 1000 万的超大城市，其中，日
本东京的人口数量最多，超过 3800 万。21 许多超大城市中都存在大规模的贫民窟，一些贫民窟人
口数量甚至超过了 100 万。位于墨西哥城的那扎 - 查可 - 伊泽塔区（Neza-Chalco-Izta）是世界
上最大的贫民窟，居住着超过 400 万名贫民，称作“特大贫民窟”。22 贫民窟的治理问题向来不胜
枚举，在众多文献中都有记载。一言以蔽之，生活在贫民窟中，住房短缺，环境拥挤，缺乏安全，
基础及公共设施短缺，如安全饮用水资源匮乏，卫生服务设施紧缺，垃圾清运设施贫乏，交通不便，
街道数量稀少，应急车辆甚至都无法通过。在这些恶劣的生活条件下，患病风险上升，暴力事件频发，
居民缺乏教育及其他发展机遇，自然灾害造成的危害也有所提升。贫民窟的形成是南方国家快速
城市化进程（包括国内移民和国际移民）的重要特征，而这一趋势预计将在未来持续下去。对于
面临这些问题的城市而言，持续性的大量移民势必会产生重大问题。一些南方国家城市已然采取
措施，试图缩减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移民数量，因为移民速度一旦过快，地方政府将无法及时应对，
无法为新移民提供满足需求的服务及基础设施。

尽管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移民流动通常发生在一国境内，但是，中央政府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
能够支持地方政府妥善应对这种移民方式。如果超大城市不是通过经济增长，而是以扩大贫民窟
面积实现发展的话，就会面临严峻的治理难题。如今，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移民趋势丝毫没有削
减的迹象，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找寻方法，使得世界上的超大城市及其他大城市将这类移民流动
转化为支持其建设的正能量。换言之，解决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放缓，甚或是遏制人口向城市流动。
然而，包容性改造贫民窟将面临诸多挑战。

包容性改造升级贫民窟
几十年来，在与发展相关的文章中，贫困的贫民窟都是一大挑战。但随着对包容性发展的关

注，大家的看法近期发生了改变。联合国人居署负责实施的参与式贫民窟改造方案（Participatory 
Slum Upgrading Programme），就体现了大家对“包容性发展”的关注。该方案希望通过“向

20　Chen，2015.

21　UN DESA，2016.

22　参见 https://borgenproject.org/category/sl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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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城市行为体，尤其是贫民窟居民赋权，以逐步消除社区、城市和国家层面的城市贫困”。总
的来说，包容性发展力图让所有利益相关方参与发展决策制定过程，其目的是不以牺牲最贫穷的
社会成员为代价来实现发展目标，比如实现人均 GDP 增长率的目标。贫民窟居民参与发展进程，
不仅能提高经济效益，改善居住条件，还能提高城市治理质量。它还可以成为贫民窟外来移民融
入城市生活的有力手段；倘若这些移民能更多地行动起来而不是停留在脆弱状态中，这也将意味
着移民自身也要为融入社会承担部分责任。

这又涉及到了创新潜力。随着贫民窟居民针对日常生活中的众多挑战制定出解决方案，现在许
多人从中看到了这股潜力。贫民窟中的许多问题无法依靠正规的治理机构得到解决，因此，这里
的居民成为改善贫困生城市活的主要力量，并为邻里管理提供新思路。23 很多人从中看到希望，但
也有人提出警告，他们反对将贫民窟过度浪漫化。

南方国家在国际移民组织 (IOM) 移民和城市会议上的评论

南方国家城市化发展迅速，贫民窟应运而生，并成为城市化核心特征，且贫民窟的发展在未

来也不会减缓速度。世界上许多大城市都有大片的贫民窟，有些超过一百万居民。加纳库马西市

市长维亚夫（K.B. Wiafe）指出，移民给城市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产生了贫民窟。那些生活在贫

民窟的人连饮用水和电都不能保证。他希望可以减少向库马西移民的人数，以缓解城市住房供应

压力，而且他考虑了物质刺激措施鼓励人们留在农村。加纳内政部长马克·欧文·沃永戈（Mark 

Owen Woyongo）根据国家现状呼应了这些评论，他表示首都阿克拉市有43％的人口居住在贫民窟。

布隆迪大使Ndayisaba也对他的首都发表过类似看法。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亚历克斯·罗斯（Alex 

Ross）指出，贫民窟的生活拥挤，缺乏饮用水，卫生条件差且贫穷，很是影响居民的身体健康。

他描述了世卫组织在解决城市卫生问题方面的方法，其核心要义包括获取卫生不平等的数据，优先

采取干预措施，发展对移民能快速的卫生系统，培养文化、语言能力，同时考量城市规划和公共卫生，

权时制宜，以及通过合作制定这些措施。

城郊贫民窟定居点

在发展中国家，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国际和国内移民涌入城市周边地区，导致该地区的定
居点规模不断扩大。这些定居点位于城市边界，而且常常在城市的法定管辖范围之外，因此其面临
的挑战与城市贫民窟有所类似但又有显著不同。城郊贫民窟甚至比城市贫民窟更不正规，能得到
的服务和资源更少。因此，在这里，贫民的生活条件（包括卫生条件）比城市贫民窟更差，找工作
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而城市规划者在规划时往往无法覆盖到城市周边的居民点，从而导致治理
上的巨大遗漏。无论是在一个城市的边缘还是在边缘之外，有些城市周边地区实际上是无人管辖的。
因此，不仅这里的问题无法解决，人们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而且这些定居点容易受到有组织的犯
罪集团的控制。24 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周边都可以找到这种非正规居住区。在南亚、非洲和

23　Smedley 2013; Manoj et al., 2016. The innovation potential of slums is also highlighted in Saunders, 2010.

24　Amerasinghe 和 Marshall, 2017; Shivendra and Ramaraju,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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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描述这种现象的文字非常多，且还在不断增加，这些文章不仅谈到了向城市周边移民
所引发的问题，也谈到了这些居住区可激起的创新能力。25 肯尼亚内罗毕的马沙勒山谷贫民窟就是
一个例子，这是一个非法的暂时性居住区，缺乏官方治理，为应对这一难题，这里的居民建立起
自己的经济和非正式的治理机制。26

不仅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周边地区出现居民点，北方国家（即发达国家）的城市由于城市扩张近
期也出现这样的情况。例如，由于房价快速增长以及向欧洲移民，许多欧洲城市周边建立起居民点。
当下，学术研究人员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这些非正规、非法的居民区，这些居住区给其毗邻的里
斯本、雅典和罗马等城市的治理能力带来了压力。27

收缩的城市
扩张型城市的反面是收缩型城市。由于人口外流和低生育率，这些城市人口减少，因此税基缩

小，而且往往存在人口老龄化问题。美国每 10 个城市中差不多就有 1 个城市正在收缩。28 这一趋
势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都有所体现。人们被经济或其他有利条件吸引迁往别处。往往是大
城市吸引了小城市的人，例如在日本，许多人离开中等城市前往东京，期望发财。29 也存在其他情
况，比如在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全国总人口下滑导致部分城市人口下滑。当下，发展中国家中，
中国和印度的城市经历着大幅度收缩。30 一些前期人口收缩的城市后期出现人口反弹，英国伦敦就
是很好的例证。虽然这个城市经历了人口收缩的时期，1991 年其人口数从 1939 年的近 900 万下
降到了 640 万，但其经济状况发生扭转，人口反弹，现在预计在 2020 年之前它将成为特大城市。31

底特律等美国城市素来因人口收缩闻名（图 1），当下其与密歇根州政府合作，正大力吸引移民，
以改变人口减少的长期趋势。许多新移民来自穆斯林占大多数的国家，这使底特律的努力获得了
小小的成功。它现在是美国最大的阿拉伯裔美国人社区。32 底特律等城市的经济和人口资源高度交
织在一起，它们经历过人口收缩，我们必须观察这些城市未来的发展，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伦敦
和纽约在上世纪 70 年代也遭受了严重的人口流失，看这些城市的发展，我们有理由乐观，但是对
于许多未来将要或当前正在收缩的城市而言，更为严峻的现实是历史性的低生育率需要这些城市
制定战略来应对永久性人口流失的影响。33 

25　Narain, Anand 和 Banerjee, 2013。

26　Thorn, Thornton 和 Helfgott, 2015。

27　Raposo, Crespo 和 Lages, 2017; Salvati et al., 2014。

28　The Economist, 2015.

29　Takahashi 和 Sugiura, 1996。

30　The Robinson Rojas Archives, 2008.

31　GLA Intelligence, 2015.

32　Arab American Institute, 2012.

33　Pallagst,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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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840 - 2012 年底特律人口

      

来源：迈勒（Myler）, 2013。

城市如何应对 2015-2016 年的大规模移民和流离失所
谈及城市在移民融入社会过程中具体扮演何种角色 , 大家越来越关注民间社会组织所做的努

力，他们已经走到了台前。例如，对 2015-2016 年的难民和其他移民（相当大一部分去了奥地利、
德国和瑞典）的安置和融入。34 这些社会组织的贡献被广泛认为是一种应急措施，以及应对如此大
规模移民要融入新的社会和经济环境所带来的极大挑战的长效机制中的一部分。

加拿大自 2015 年以来已经安置了大约 4 万名叙利亚难民。当地非政府组织不仅帮助解决了叙
利亚人早期抵达和安置问题，而且也是正式的难民赞助者，这引起广泛关注。35 加拿大私人赞助的
难民方案允许当地民间社会组织与政府签订协议，私人赞助商承担难民定居和融入新城市一年的
费用，政府相应地在安全和医疗检查之后为其提供签证。36 一些国家认为非政府组织部门可以遵循
这一模式。联合国难民署、加拿大政府和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支持发
起全球难民赞助倡议（Global Refugee Sponsorship Initiative）。37 他们的目标是通过借鉴加拿
大难民赞助方案，帮助其他国家实施他们自己的方案。虽然这种形式的方案由国家政府管辖，但

34　Glorius 和 Doomernik (eds), 2016. 也请参见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n.d.。

35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5.

36　Hyndman, Payne 和 Jimenez, 2017; Tito 和 Cochand, 2017; Garcea, 2016。

37　UNHC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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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必要注意，它只对当地社区行动者以及主动资助难民的地方政府机构起作用。其特点是对赞助
的需求超过了可提供的签证的数量，实际上已超出了国家政府处理申请的行政能力。这不仅体现
了人们愿意支持难民在其所在的社区定居并融入社区，而且体现了实施这一官方方案来组织难民
定居的能力。

但是，中东和土耳其的城市承担了最大责任，照顾来自伊拉克、叙利亚和周边国家的难民，因
此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在联合国难民署营地以及其它难民营中居住着大量难民，但大部分难
民还是居住在约旦、黎巴嫩和土耳其的城市中，成为城市难民。在土耳其，只有 8％的难民生活在
难民营，其余的都居住在土耳其的城市中。最近一次统计表明在伊斯坦布尔的叙利亚人达 539000
人，而且难民注册过程仍在继续。38 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处理好国家与当地政府的关系是一个具
有挑战性的任务。穆拉特·埃尔多安（Murat Erdogan）认为：“市政当局应被视为决定移民，难
民和凝聚政策的主要机构，而不是根据中央政府的偏好，成为可有可无的咨询机构”。他还建议
实施以下做法：

还有一种方法与前一种一样有效。这就是建立一种机制，使得所有相关公共机构汇集

在一个地方。我们需要为难民创造这样一个地方，所有服务归集一处。[...] 对于当地服

务的具体安排，难民应该参与到决策过程。我们应该考虑叙利亚人的需求，建议和关切，

因为现在他们和我们一起生活了。应该从这一点出发安排法律和行政事务。地方政府，尤

其是市政当局，在为难民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务必要防止当地人民与难民之间关系紧张。

市政当局在协调地方矛盾方面的表现将直接影响社会的整体和谐。涉及社会融入的项目在

对社会冲突的能力建设有极大帮助。39

治理：从政策到城市规划

自从“2015 年世界移民报告”公布以来，对于城市对全球移民流动的影响力及其在移民融入
中的作用，只有学者和其他研究人员认识有所增长。40 城市对移民的重要性不是暂时的问题，而是
世界人口城市化达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我们对城市的许多看法都是在先前更为农业化的社会中形
成的，这一点在我们考量城市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时尤其明显。国家和其他上级政府以及城市都
需要认识到，城市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在增长，我们需要转变对治理角色的看法。国家和其他上层
政府要设法让城市参与到与移民和融合政策相关的商谈。鉴于一个国家通常有许多城市，我们需
要认真考虑城市在制定政策时扮演的角色，但是诸如加拿大城镇联会（Federation of Canadian 
Municipalities），美国国家城市联盟 (National League of Cities)，欧洲城市组织（Eurocities）

38　Erdogan, 2017.

39　同上。

40　例子请参见 The Guardian, 2015 and the LSE Cities centre website (https://lsecities.net/).

移民与城市：超越《2015 年世界移民报告》



217《世界移民报告 2018》

和非洲城市发展伙伴关系（Africa’s Municipal Development Partnership）等城市联合可能在
国家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作用。地方政府和机构需要认识到他们现有的以及潜在的影响力，并且
承担一定的责任，负责相关领导。换句话说，城市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授权，并且应该接受这种授权。

管辖权的变更需要时间，特别是当变更涉及修改宪法。如果权力的分配是一个零和命题，那么
城市将无法快速获得更多的创收权、土地使用决定权和基础设施开发权，而这些是地方政府本该
承担的职责。而赋予地方政府任何处理移民政策事宜的权力就更加难以实现。只要上级政府能够
推翻与移民、定居和融合相关的地方决策，我们就更有理由鼓励政府间的深度合作，想方设法地
让地方政府与上级政府一同制定政策，正式重新分配管辖权只能从长计议。呼吁国家政府让地方
政府参与政策制定，是为了更好地调整每年接纳入境的移民人数，更好地争夺社会和经济发展所
需的移民，帮助移民及其家庭更大程度地融入社会，实现社会的包容性。在当地合作伙伴的参与下，
国家移民和融合政策的发展将会得到加强。城市在其所管辖区域扮演着何种角色？与之相关的大部
分讨论都强调了政策，尤其是与移民及其利益相关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使移民融入社会，社
会变得和谐，文化变得丰富，城市和居民都收获更有活力的经济。《2015 年全球移民报告》呼吁
更好地协调地方政策和上级政策。而城市规划是城市用于彰显重要性的最有力的手段，因此我们
需要更多地关注规划和移民的对接。在管理移民的讨论中，我们经常考虑上级政策而忽视城市规划。
其实，城市规划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日常治理，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

宣布诸如移民融入之类的政策，对移民企业家开放大门和支持融合是一方面，但具体的实施只
有在规划中才能落实。规划为资源分配设定优先级，并限制行政人员和民选官员的决策。如果一
些城市规划不允许移民建立企业或宗教场所，包容性政策可能会遭到挫败。而如果保证移民在社区、
企业、宗教、文化和其他机构的代表也能成为规划委员会的一份子，规划过程本身就变成了一种包
容性行为。移民和少数族裔群体参与规划不仅是一种包融行为，更重要的是它将确保人们从规划的
角度来理解和认识这个群体的利益和需求。这其中有很多方面需要考虑，其中包括服务地点，提供
交通、通信、医疗、教育、社会服务和信息通信技术等基础设施。诚然价值观、权利和政治问题事
关重大，然而，在移民的日常生活中，那些更为实际的规划问题可能会在移民融入一个城市的过
程中更加引人注意。移民社区的公共交通服务方便吗？可以在社区新开具有异国风情的杂货店吗？
可以修建一个有充足停车位的礼拜场所吗？可以在附近开图书馆吗？附近有移民服务机构吗？这
一类现实问题更多是城市规划者管辖的范围，而不是民选官员或其他政策制定者的管辖范围。

为多样性做规划
随着对移民权利，城市权利运动和包容性的地方政策制定的强烈关注，对移民融入的讨论常常

忽略了城市规划。在一定程度上，为移民所带来的影响做准备与为人口增长做准备是相似的。人
口不断增长时，基础设施建设、服务提供和经济发展都是重中之重。但是由于移民让城市人口多
元化，围绕移民进行的规划必须超越这些基本原则。许多人认为，多元化可以成为一个社会的优势，
多年前多伦多市还以“多元化就是我们的力量（Diversity Our Strength）”为座右铭。此外，网
上出现了很多宣传多元化优势的组织，其中包括由欧洲委员会 (Council of Europe) 创建的“跨文
化城市计划 (Intercultural Cities)”和由多伦多美翠基金会 (Maytree Foundation) 创建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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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Cities of Migration）”。规划理论提出了“多元文化规划（mulcultural planning）”原
则，用以指导城市规划人员将移民和多样性纳入他们的规划中。尽管人们很少将这个理论付诸实践，
但它还是提醒我们认真考虑，值得我们在移民和城市规划领域对它深入了解。

简而言之，多元文化规划就是根据当地人口的多民族构成和发展方向，对既定环境和规划流程
进行有计划的转变。41 传统形式的城市规划倾向于将其居民同化，寻求为广大居民群体服务。多元
文化规划直接考虑到人口的多样性，注意到其复合群体的单独利益，以及他们在哪里居住、讨生活、
过日子。例如在北美的许多大城市，来自亚洲的移民直接在郊区定居，而在早些时候，他们通常
先在市中心的民族飞地（ethnic enclave）暂时停留。42 洛杉矶、多伦多或温哥华郊区不仅在住房
方面面临发展上的压力，而且商业发展和其它与土地使用紧密相关的活动也面临压力，因此需要
换种方式考虑郊区的发展，采取不同的规划方式，对发展过程中涉及的问题也换一种角度解决。

少数民族专用零售区对城市规划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少数民族社区可能会把这些地
区的用途变得十分复杂，远远超出购物的范围。庄智西（音 Zhixi Cecilia Zhuang）最近在多伦多
这些地区的研究成果为规划师提供了强有力的指导。43 正是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如购物、社区
交通和参与社区活动，展示了一个城市的包容程度。规划作出的决定对这些日常生活体验的质量有
重大影响，而日常生活的质量是多元文化规划的重点。高层的政策声明如果不是通过城市规划实施，
则是毫无意义的。

为多样性做规划：庄智西提出零售用地的案例分析

市政府应探索创新方式，支持移民团体表达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官方的计划，城市设计指

南和文化规划等全市性政策，应明确认可城市景观中表现出来的民族文化多样性。此外，应在少数

族裔零售地区制定定点政策，使少数族群社区能够与市政官员合作，在设计和规划中加入少数族

裔独特的文化表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街景、建筑外观、店面装饰、人行道空间、标牌、街头叫卖、

公共艺术和社区活动。最后制定出来的政策可能是二级计划、特殊区域研究、战略计划、街道景观

设计指导方针或综合社区改善计划，这将为城市官员提供明确的指导，以便保持和加强如此深厚

的民族风景。城市官员可以在反映社区需求、优化各种资源、改善实体经营环境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具体而言，城市规划者、城市设计师和经济发展官员作为一线专业人员，有责任解决与社区变化

和身份认同表达、公共空间设计质量、经济发展和振兴有关的问题。

穆罕默德·卡迪尔（Mohammad Qadeer）对多元文化规划进行了更广泛的考察，并提出了一
套理论，他相信这套原则可以指导那些希望他们的城市具有包容性与多样性的城市规划者们。44

41　Van der Horst 和 Ouwehand, 2011。

42　Hiebert, 2015; Gold, 2015; Li, 2008.

43　Zhuang, 2015.

44　Qadeer, 2009; Qadeer 和 Agraw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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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卡迪尔给城市的建议，这些城市都在为多样性做规划

• 公共咨询台提供少数民族语言设施，翻译和口译服务。

• 让少数族裔代表参加计划委员会和工作组，并促成规划人员多元化。

• 让少数民族社区组织加入规划决策过程。

• 将认可种族多样性列为官方 / 综合规划的目标。

• 在规划中纳入为特定文化机构而设的全市政策，如礼拜场所、民族老人之家、文化机构、殡 

     仪馆、集市和庆祝游行。

• 在规划分析中定期分析民族和种族变量。

• 研究转型中的少数族群聚居区和社区。

• 制定维持少数民族社区的政策 / 设计指南。

• 为少数族群商业区，商场和商业改善区制定政策 / 战略。

• 把文化 / 宗教纳入特定场所 / 轻微变量的可接受理由。

• 采纳具有民族特色的标志、街道名称和符号。

• 解决针对少数民族的服务需求。

• 解决移民的特殊服务需求。

• 制定保护民族遗产的政策 / 项目。

• 制定适合不同群体的住房指导方针。

• 推动民族社区住房和社区发展的倡议 。

• 制定的策略战略考虑到跨文化需求。

• 为发展经济促进少数族群创业。

• 促进民族艺术和文化服务。

• 在赛场设计和程序中加入民族运动（如板球和地掷球）。

城市规划往往以 10-25 年为周期，因此是需要考虑人口变动的长期战略规划。虽然迁移趋势
有时会意外转变，但通常这个趋势很容易预测，尤其是监管下的移民体系，所以城市的长期规划
可以非常高效、靠谱。这尤其有利于高成本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交通运输、住房、电力、供水
和卫生系统、通信以及商业和零售部门的布局。稳定和可预测的移民趋势，以及对城市新移民定
居模式的研究结果，为规划者在规划城市长远未来时提供了便利。本小节还是希望大家能更加关
注城市规划在当地移民治理中的重要性。我们在讨论中进一步呼吁采取包容性地方政策，但单靠
政策的发展是不够的。为了实现包容性，必须通过实地规划来实施相应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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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

讨论中有北方国家偏见？
城市规划的这些问题和将多元文化纳入规划主要来自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

的实践经验。对移民和城市的讨论，包括城市规划，会大幅倾向于发达社会及其成熟经济体的关切。
发生这种情况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无论其是中等规模还是超大规模，这些讨论可能都会
忽略它们面临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城市面临贫民窟带来的挑战，而其本质正是没有规划。
贫民窟不仅仅贫困，还缺乏基础服务设施，包括饮用水、卫生、电力和公共交通等。贫民窟的有
些地方可能机动车辆（包括救护车）无法到达，或许被认为无法治理，排除在城市规划的范围之外。

贫民窟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不合标准的住房，这也是第三届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
会（简称人居三）的一个主要议题。在基多（Quito）举办的人居三会议提出新城市议程（New 
Urban Agenda），涉及面广泛且雄心勃勃。尽管这个议程不具约束力，却为地方和国家政府提供
了非常有用的长期指导，为如何让城市更宜居、更可持续并更具包容出谋划策。但是，这个议程
是否在富裕国家更容易实现仍然是个疑问，即使发展中国家的中央政府参与到新城市议程中。一
个根本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缺乏规划者 ; 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有规划办公室，很多都没有一个规划师。
换句话说，世界各个城市实施“新城市议程”的能力是不平等的，富裕国家可能在执行这个议程
时表现最好。

关于当地对移民后果的管理，世界上富裕国家的城市将处理得更好，因为它们拥有更多的资
源，包括规划资源，而且管理移民流的能力要高于南方国家国家。联合国成员国就可持续发展目标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达成了一致，该目标中无数次提到城市和移民问题，他们就“新
城市议程”也达成了协议，其中同样提到了移民问题，这可喜可贺；但尽管如此，这样的普遍协
议是否同时适用于所有社会仍值得商榷。目前尚无法完全实现这些目标的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依然会发现这些目标没有过时，依然是有用的。但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城市所面临的问题与富裕国
家的城市所面临的问题截然不同，且更为严重，这将影响其实现全部目标的能力。他们应该优先
考虑哪个？

虽然财政资源很重要，但我们却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很多地方即便有了新资源，也没

有做好利用的准备，实际上现存的资源他们不使用。地方的能力是最大的障碍 [...]。人

力资源匮乏。尽管印度有 5000 个人口过万的地方，但估计经过培训的规划师却只有 3000

左右。即使我们每个地方只分配一个规划师，仍有 40% 的缺口。更遑论面对新德里或孟买

这样的大城市时，这个分配提议有多荒唐。此外，很少有规划师兼有公共财政的学习背景，

而大多数公共财政专业人员又没有很好的规划技巧，这就使大多数地方资本预算不足，难

以维持现有的基础设施。45

对于这些警示性的言论，应该补充一个事实，即发达国家可以从那些不太富有的国家中学习经
验。就像前面简略提到的贫民窟，不太富有的国家已经发明出一些新的应对方法。这种创新不但
45　Citiscop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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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具有价值，也表明城市在管理中可以采取一些非正式的方法。这种做法为包括移民在内的居
民留出更多发挥才智的空间，让他们能够为当地存在的问题寻找解决办法，为经济发展出谋划策，
为加强社会凝聚力提供路径。

一些影响
这里所讨论的每一个领域，即便是简单提及的，都需要学术界、政府、民间研究者以及地方和

国家的政策官员和越来越多地参与这些事务的国际社会进一步审查。对本章所涉及的主题进行进
一步讨论，重点如下：

城市作为移民流动模式的决定因素，对于治理意味着什么：国家和地方政府如何协同一致，设
置移民层级、在全球竞争人才、并做好定居和融合的工作以及非政府行为发挥的角色，包括商业
界和民间社会组织为移民目的地城市的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做移民管理的工作。

南方国家的包括大城市和贫民窟的移民城市面临的独特挑战，如应对人口快速增长以及基础设
施和基本服务压力巨大、贫民窟和城郊居民点的扩张、规划能力的欠缺。

移民和城市规划，包括明确为多样性所做的规划：引导城市规划者讨论南北方国家城市在移民
方面面临的挑战，得出最佳方案，为移民作出城市的长期规划。

城市作为决定移民模式的世界领袖的出现，是不断进行的城市化的结果，如今这已成为了全球
性现象。城市不仅吸引着世界顶尖人才，也是数以百万计普通移民的目的地。在这里，他们寻找各
种各样的工作，为自己和家人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对未来憧憬无限。国际化都市和超大城市吸引
着移民同时，由于过度拥挤，大城市在某些方面变得不再宜居，一些较小的城市将越来越受到青睐，
而这些较小城市在管理移民和融合方面可能会经验不足，这时它们将受益于前人在发展中总结的智
慧。本章呼吁城市、他们的民选领导人、政策官员、规划师以及众多机构之间加强知识和经验交流，
这些机构的行动将对移民进程产生影响。虽然我们认识到边界和移民政策仍然是国家当局的管理
权限，但是我们敦促各国政府也能够让城市承担更多责任，在全球移民浪潮中，城市已经成为全
球行动者了。长期的历史表明，城市化将不会逆转，城市将越来越适合参与国家的移民政策讨论。
此外，国际社会可以召集城市官员和机构举行会议，加强我们对处理这一复杂问题的集体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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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第二章

附录 A. 迁徙相关的重要概念与定义
境内流离失所者（IDP）

1998 年联合国《关于境内流离失所问题指导原则》将境内流离失所者定义为：

（……）被强迫逃离其家园或习惯住处的个人或集体，逃离的原因特别是要避免武装

冲突、普遍的暴力、对人权的侵犯、天灾人祸，而这种逃离并没有穿过国际承认的边界。

有关境内流离失所者的更多信息，以及使用的定义和相关注意事项，请参阅 IDMC 文件和该
部分引用的资料来源。

国际移民

1998 年联合国《国际移民数据统计建议》修正版第一版提出了与衡量国际迁徙相关的重要概
念。该建议书将国际移民定义为所有改变其常住国的人（p.9）。1

根据该建议书，常住国是指在这个国家，人们拥有日常栖身之处。2 而以休闲、度假、商务、医疗、
宗教朝圣3 为目的临时出国的人不应算作国际移民，因为这些情况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常住国发生了改变。

建议书还区分长期移民和短期移民。长期移民是指移居到其常住国以外国家至少一年时间（12
个月），因而其目的国成为他们新的常住国的人（第 10 页）。4 短期移民是指移居到其常住国以
外的国家至少三个月但不到一年的人 5——但因上述目的出国的人排除在外，因为他们的常住国并
没有发生改变。因此，外来移民一定不是其迁入国的常住居民，但他们将成为他们迁入的国家的
常住居民。而外迁移民应当是其迁出国家的常住居民，并将常住在另一个国家。对这一定义的采
纳可帮助我们收集可用于全球比较的数据。虽然联合国建议国家数据系统采用此类定义，但这不
应与各国行政与法律采用的国际移民的定义相混淆。6 同时还应该指出，国家实践中体现的国际移
民的概念和定义经常不同于联合国推荐的概念和定义；本章呈现的关于国际移民存量的统计数据
反映了一国对这些概念的定义，而这些并不一定是联合国推荐的定义。

1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 1998。

2　同上。

3　同上。

4　同上。

5　同上。

6　国际移民组织 , n.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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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规迁徙

尽管现在对非常规迁徙尚无达成一致的定义，但可将其广义地定义为“在派遣国、过境国和接收
国的监管范围外进行的迁徙”。7 从目的国的角度看，非常规迁徙可能意味着一个人在不拥有任何移
民管制所需要的授权和文件的情况下即进入某个国家并在那逗留、工作。从派遣国的角度看，非常规
迁徙意味着一个人未满足离开该国所需的行政手续，或是在没有有效护照或旅行文件的情况下离境。

迁徙存量与流量

对移民人口规模的统计通常基于存量（在特定时间点、特定国家国际移民的总量）和流量（在
特定时期进入或离开一国的移民人数，统计时间一般为一年）。在这些定义中使用的术语“国家”
也可指其他单位（如领地与地区）。8

对移民存量与流量进行分类的主要标准是出生国与公民身份，下文将对此做出定义。（实际或
预期停留时间是收集和统计迁徙流量数据的另一个因素。）9

• 公民身份表示个人通过出生或以声明、婚姻选择或国家法律的其他方式入籍而获得的与该国
（州）之间的特定合法关系。

• 出生国是指在一个人出生时其母亲的居住国（信息获取按该国当前的边界），或者在默认情
况下，分娩发生的国家（信息获取按该国当前的边界）。

外来务工人员

1990 年《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一款将外来务工人员定义
为：“在一个他或她为非国民的国家准备从事、正从事或已从事过有报酬活动的人。”第三条继续
指出该公约不适用于难民、无国籍人员和受培训者等群体。其他全球层面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法律
定义可以在国际劳工组织的公约里找到，包括《就业迁徙公约》（修正版）1949 年（97 号）和《1975
年外来务工人员公约》（补充规定）（143 号）。

关于外来务工人员的更多信息及可适用的定义和相关附加说明，请参考国际劳工组织的文件以
及这些文件引用的资料。

难民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一条以及 1967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确定了全球

7　同上；和国际移民组织 , 2017a。

8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 2015b。

9　国际移民组织 , n.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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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难民的合法含义。尤其是第一条（A）第二款说明该名称适用于符合下列描述的任何人：

（……）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

留在其本国之外，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或者不具有国籍并由

于上述事情留在他以前经常居住国以外而现在不能或由于上述畏惧不愿返回该国的人。

第一条的其它规定也进一步指出了不满足这一定义或不再属于难民的人。另外，联合国难民署
章程、联合国大会决议和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也就联合国难民署可管辖的人员作出了进一步
解释。10

关于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更多信息，以及适用的定义和相关附加说明，请参考联合国难民署文
件以及该文件所使用的资料。

侨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侨汇称作“由前往其他经济区域的人们通过暂时或永久迁徙从这些地区获
得的家庭收入”。11 遵从同样的定义，“侨汇包括经电子汇款等正规渠道流动的现金或非现金物品，
也包括通过直接携带过境等非正式渠道流动的现金和非现金物品。它们主要由移民到新的经济区
域并成为那里的居民的个人所寄送或赠与的现钞和非现钞物品组成，也包括被在一个经济地区被
雇佣但并非该地区居民的边境、季节性或其它短期工人的净报酬。”12

因而，侨汇通常为“雇员的报酬”和“个人转帐”的总和。13 和侨汇计算相关的“雇员的报酬”
被定义为“在一个他们不是居民的经济体被雇佣的边境、季节性和其它短期劳动者的收入以及被
非常驻组织雇佣的居民的收入”；14 这意味着国际组织、使馆和领事馆及其它非常驻的公司的居民
雇员所挣的工资都被包括在侨汇的计算内，虽然从专业上谈它们不（一定）涉及居民移民和非居
民家庭间的汇款。在某些国家非常驻实体机构量较多或者这些机构雇佣了大量人员，那么这个国
家侨汇总额可能特别显著。“个人汇款”由所有“由居民家庭赚得的或收到的去往或来自非居民
家庭的现钞或实物的经常性转移”构成，因而包括“所有居民和非居民个人间的所有经常性转移”。15

基于此，个人转帐也可能高估居民移民和非居民家庭之间的实际转移，而这种过高估计经常被当
作侨汇的实际金额。同时，统计个人汇款和雇员报酬的总数得出的侨汇数量的向上偏差可能抵消
未被计算在内的经非正式渠道转移的汇款。然而这些偏差的程度很难评估。

关于侨汇的更多信息、适用的定义和相关附加说明，可参考世界银行文件以及这些文件所使用
的资料。

10　更多信息请查阅联合国难民署，2013。

1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

12　同上。

13　Alvarez 等人，2015。

1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

1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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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偷运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陆海空偷运移民的补充议定书》的第三条（a）把“移

民偷运”定义为：

（……）为了直接或间接获得财务或其它物质利益而将一个人以非法方式带入一个他

并非国民或永久居民的国家。

第三条（b）和（C）进一步阐释了这一概念：

（b）“非法入境”指以不遵守接收国法律要求的方式跨越国境。

（c）“欺骗性的旅行或身份文件”意味着符合以下要求的任何旅行或身份文件：

（i）被有合法授权、可代表一个国家制作或颁发旅行或身份文件的个人或机构外的 

任何人伪造或用某些重要的方式改变的文件；或

（ii）通过歪曲、贪污或强迫或其它任何非法方式颁发或获得的文件；或

（iii）被非正当持有者的个人使用的文件；

人口贩卖
作为《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补充，2000 年《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卖人口

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把“人口贩卖”定义为：

（a）（……）出于剥削的目的，通过威胁、利用武力或其它强迫形式、诱拐、敲诈、

欺骗、滥用权力、乘人之危、给予或获得报酬或利益等方式招募、运输、转移、藏匿或接

收人口并使一个人同意对另一个人进行控制。剥削至少包括要求他人卖淫或进行其它性剥

削形式、强迫劳动或服务、奴役或和奴役相似的做法、劳役或切除器官等。

（b）本条（a）段所述的手段在被使用时，（a）段所述的人口贩卖受害者对剥削企

图的同意并不与此相关。

（c）出于剥削的目的招募、运输、转移、藏匿或接收一个儿童被认为是“人口贩卖”，

即使不涉及本条（a）分段所述的任何手段。

（d）“儿童”为任何不到 18 岁的人。

关于人口贩卖、适用定义和相关说明，请参考本章节所提及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
文件和这些文件使用的信息。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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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附录 B. 离散人口
离散人口一词已在不同学科间被广泛讨论并给出了一系列定义，但至今仍没有对这一术语一

致同意的说法。一般而言，它指的是生活在他国的一国国民或公民以及他们的后代。离散人口
（diaspora）照字面意思指“散落”( 来自于希腊语的 diaspeirein 或“分散在”)。一些学者同意
这一说法，即对比其它移民团体，离散人口的显著特征是存在和来源国或社区强烈的文化、语言、
历史、宗教和情感联系，或者有一种共同的身份和归属感。16 根据国籍定义离散人口（例如，中国
或印度离散人口）可能经常掩藏团体间诸如宗教或种族等区别。其他人建议跨国社群这一说法能
更贴切地描述当今的移民经历，在这种经历中移民有可能和他们原住社区或他国的移民建立并保
持联系，因而“同时属于两个或更多的社会”。17

出于统计目的为离散人口下定义极具挑战性。为给出一个普遍认可的定义而面临的复杂性、敏
感性及缺乏定义等问题阻碍了对可用于全球比较的离散人口数据的整合。在国家层面上，各国可能
各自有对离散人口的统计定义，该定义经常反映出它们的历史和政治轨迹；然而迁出移民和他们的
后代可能不被认作离散人口。而且收集迁出移民的信息经常依靠东道国的数据。外籍国民的数据比
较容易获得，但他们的孩子或后代的数据则较难得到。一些来源国的国家人口普查和家庭调查可能
提供一些在国外的国民的信息，但是普查的频率和调查的样本大小等问题阻碍了对离散人口进行全
面且及时的了解。因而即使对于单个国家，对离散人口进行量化和描述 – 即离散人口绘图 – 也难
以实现。IOM 已帮助数个国家制定它们的离散人口图；关于 IOM 的工作请详见以下的文字框。出
于这些原因，对全球离散人口存量进行一个可靠的估算几乎不可能。除非将定义缩小为迁出移民人
群，因为关于他们的数据可从大多数国家得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及世界银行已对此进行尝试。18 

IOM 的离散人口绘图

在 IOM 内部，离散人口和跨国社群两词时常被互换使用。两个用语都指移民或移民的后代，而

他们的身份和归属感是由他们的移民经历和背景形成。IOM 选择使用跨国社群是因为在一个全球流

动规模前所未有的世界，这些社群经常由与至少一个国家有联系的人们组成。这也意味着我们需

要更全面的方法促进信息和数据的收集。

为了提供关于离散人口的相关信息，并识别那些有兴趣在他们的本土进行投资并贡献技能的

个体，IOM 绘制了那些将最终用于制定政策建议的数据和想法。很多情况下，IOM 将跨国社群纳入

它的项目规划的决定因素在于离散人口东道国或来源国的要求。IOM 参与的指导原则是要求符合所

有合作方的利益，包括和跨国社群有联系的国家、离散人口自身及来源国社区。根据行动的 3E 原

16　Vertovec 和 Cohen, 1999。

17　Vertovec, 2005。

18　可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 (OECD)，2012b。在 OECD 的 2012 年报告中，离散人口被定义为按出生国界定的 15 岁及以上外国出生
的人口及其在移民目的国出生的后代。但是，如报告中所提到的，并没有按一系列特征划分的关于目的国移民后代的信息。因此，这一报告并
有提供按性别和年龄划分的离散人口的信息。同时，这一报告只包含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家，而数据也只覆盖了 2008 年。这一组织
中拥有最多离散人口的国家是墨西哥，有近 2000 万离散人口（占 2008 年 OECD 所有国家离散人口的 16%）。接下来是意大利（520 万人，
占 4%），德国（410 万人，占 3%），印度（380 万人，占 3%）及英国（290 万人，占 3%）。OECD 报告最新版于 2015 年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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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IOM 制定了一个全面的方法，给予作为发展主体的跨国社群能力、使其参与并使其获得权力并

由 IOM 进行政策建议和规划支持使政府和其它利益相关者能够参与每个阶段。 

赋能（Enabling）

把跨国社群的潜力最大化 认识和理解跨国社群 促进调动跨国社群技能、
专长和资源的流通

参与（Engaging） 赋权（Empowering）

从 2000到 2016年，IOM为多达 61个来源国和 75个目的国制作了 100多份离散人口绘图报告，

其中大多数为欧洲或其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而超过三分之一的绘图报告是和来自亚洲和太

平洋以及中非和西非地区的移民相关。离散人口绘图集中在不同的优先次序上，并取决于离散产生

的环境。虽然大多数报告主要关注离散社群的社会人口和经济简况，这一绘图的目的既不同于分析

个别离散人口社群使用的通信渠道也异于识别拥有熟练和半熟练技能的专业人员等等。 IOM 尤其支

持离散专业人员积极参与他们来源国的健康和教育等部门，并通过这些部门认识到各国具体的发展

需要。

第二章

附录 C. 非常规移民流动
如第二章所讨论的，分析国家和地区间使用正规签证和移民通道的人口活动的数据有其内在的

困难，因为相对而言很少有国家系统地收集和报告了这类信息。而要收集关于非常规移民的数据就
更为困难，因为这种活动时常是秘密进行的，大多数（但不是全部）移民都试图在这类旅行中逃避
当局的监控。因此现在并没有全球范围或地区范围内关于非常规移民流动的数据。而且，全球较少
有国家有能力对出入它们领土的非常规移民流动进行全面监控并收集数据。（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
是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更偏远的国家，在那里非典型的地理隔离使数据的收集更为直接。）19 全
世界很多国家继续对边境管理能力和技术进行投资以获得和非常规移民流动相关的数据。一些评论
家质疑了量化非常规移民的用处，提出了收集和应用这种统计的实际困难以及背后的原理，而这些
都可能达到惊悚的程度。20 但是从国家政府、地区和地方政府、人道主义服务提供者及其他等角度看，
尝试量化非常规移民有显而易见的好处。对非常规移民性质和程度的更好的理解会促进更有效的回
应和缓解措施的形成，这些对处于背井离乡或有非常规移民可能的人口尤其有好处。21

非常规移民流动通常被认为是以非常规形式进入过境和目的国，虽然在历史上和现在非常规离
境仍是某些地区和国家的一个特征（例如，1949 到 1990 年间的东德，以及当下的朝鲜）。一些进
行非常规移民的人 – 离境和 / 或入境 – 并不是明确需要逃避当局，反而有需要与当局或其它机构接

19　McAullife 和 Koser，2017。

20　Castles, 2002; Clarke, 2000。

21　McAullife, 2017。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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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诸如联合国难民署）以寻求保护。在某些时间和地点，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可能构成沿特定移民
通道进行非常规迁徙的人群很大的一部分。非常规迁徙可能使移民处于危险的乃至威胁生命的境地， 
IOM 失踪移民项目记录的移民死亡和失踪人数即悲剧性地展示了这一状况（见第二章关于 IOM 失
踪移民项目的文字框）。

目前对全球非常规移民流动所知的是基于非常规移民以非常规形式进入一个地区（即没有官方
授权）而推导出的对全球非常规移民存量的统计。从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是真实的；但是许多非常
规移民并不是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入境，而是在到达后故意或不自觉地成为非常规移民。在这个背
景下，非常规海上移民流动近年来愈发显著且同其他移民流动相比，其规模可能远超过目前所知。
而这也和去往澳大利亚、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非常规移民流动尤为相关。

这并不是对非常规移民带来的挑战和困难轻描淡写；但在缺少其它数据的情况下，对这些流动
进行评价确实很困难，而这些时常需要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被监测。以下关于非常规海上移民流
动的解释即说明了这点。

非常规海上移民流

和其它形式的非常规移民不同，从贫困、欠发达和冲突四起的国家去往澳大利亚、欧洲和美国

等发达国家的非常规海上移民流动相对而言得到较为完好的记录。这一迁移活动被如此严密监测的

原因之一是它高度可见。它也吸引了公众高度的关注。高度控制的边境管理程序也因此出台并提升

了国家统计和记录非常规海上移民范围的能力。例如美国海岸警卫队精确地报告了可追溯到 1995

年的非常规海上移民的数据。而欧盟的 Frontex 自 2008 年起也提升了其报告在地中海和北大西洋

进行海上移民的人数的能力。这些流动主要呈现为南北移民，而这也突出了对监测去往北方的非常

规海上移民的兴趣。

量化主要南北移民通道之外的非常规海上移民的规模十分困难。即便如此，Frontex 对以这种

方式进入欧洲的监测和报告也比近十年前更系统化。数据往往捕捉到已经被制止或被觉察的非常规

移民活动，但显然还是不能捕捉到所有以非常规方式进行海上迁移的尝试（无论成功与否）。在各

种环境下都可能有未被察觉的成功海上冒险，但在有的情况下这个可能性会小一些。例如，一些非

常规移民可能未被澳大利亚官方在西北海岸拦截到，结果有可能在严酷和孤立的海岸地区死亡；这

些人迫切需要政府的觉察。

根据 McAuliffe 和 Mence(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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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附录 D 人口贩卖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

补充议定书》第三条定义了人口贩卖的含义。22 但是缘于人口贩运的隐秘性、不可见以及未被给予
充分报告的性质，对贩卖受害者的全球估算很有限且难以收集。最近 2014 年的数据显示在 85 个
国家已发现有 17752 名人口贩卖的受害者。23 在 2012 到 2014 年间，在 106 个国家和地区发现
63251 名受害者。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指出在 2012 到 2014 年间发现的受
害者大多数（57%）经历了跨国贩卖，而其余则是在境内被贩卖。24 出于同样原因相关数据极其有限，
因此受害者的实际人数可能远高于被发现的受害者人数。25

2014 年被发现的受害者中，妇女和女孩构成了大多数，占总数的 71%。自 2003 年联合国毒
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开始收集人口贩卖的数据起，女性始终是主要的受害者。但基于越来越多的男
性也成为受害者，女性的比例相比 2004 年的 84% 有所下降。在 2012 和 2014 年间，每五个被
发现的受害者中即有一个为男性。在被发现的受害者中，儿童的份额也从 2004 年的 13%（女孩
10%，男孩 3%）上升到 2014 年的 28%（20% 女孩，8% 男孩），但在 2011 年达到 34% 的高峰
后有所下降。

尽管受害者被贩卖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性剥削、强迫劳动、强迫婚姻、乞讨和器官切除，自
2003 年起性剥削为贩卖最主要的因素。但从 2008 年起该比例有所变化，从 61% 下降到 2014 年
的 54%。同期因强迫劳动被贩卖的受害者份额从 31% 上升到 38%，且 2011 和 2013 两年比例更
高（分别为 40% 和 39%）。当受害者总人数按性别和剥削形式划分时，显然女性遭受性剥削的比
例更高（例如 2014 年被发现的女性受害者占总人数的 72%），而更高比例的男性经历了强迫劳动
（例如 2014 年被发现的被强迫劳动的男性受害者占总数的 85.7%）。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
室指出在 2012 和 2014 年间，在被发现的每 10 个受害者中大约 4 个被贩卖而被迫劳动。而在这
些受害者中，63% 为男性。

目前我们已认识到有必要获取关于贩卖受害者更好的数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 在
第 16 个目标中将“每 10 万人口中按性别、年龄和剥削形式的人口贩卖受害者人数”作为指数之一
（指数 16.2.2），也因此为改进数据提供了新动力。26IOM 的努力也提供了有用的见解。

22　参见附录 A 对人口贩卖的定义。

23　这一部分的内容是基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6。请查阅此文件查看解释说明、深入分析、附加说明以及和数据和趋势相关
的有限性及方法论等问题。该组织先前的《贩卖人口全球报告》是其他的重要信息来源。另一重要信息来源是美国国务院的贩卖人口报告，可
从联合国国务院，2017 找到。

24　基于这一定义，人口贩卖可能被误解涉及国际或国内迁徙。但这些活动和一个人是否为受害者并无直接关联。在这一语境下，被识别的
受害者并不一定意味着是迁徙过程中的人口贩卖中的受害者。但这也说明，很多人口贩卖涉及国内或国际迁徙。

25　例如，据全球奴役指数估计，2016 年有 4580 万人在 167 个国家遭受现代形式的奴役，其中 58% 的人口分布在五个国家：孟加拉国、中国、
印度、巴基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参见 Walk Free 基金会，2016 和 www.globalslaveryindex.org/findings/）. 国际劳工组织估计 2012 年
全球有 2090 万强迫劳动的受害者，其中有 910 万（或占总数的 44%）经历了国际或国内迁徙（参见国际劳工组织，2016）。尽管强迫劳动、
奴役和人口贩卖有不同的定义，但仍存在定义上的重合，如强迫劳动或奴役的受害者也可以是贩卖的受害者。

26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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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M 关于协助人口贩卖受害者的数据

IOM 在 1990 年代开始帮助贩卖受害者。IOM 的全球数据库是同类中规模最大的，有 4 万 6 千名

贩卖受害者的数据，并且包括原始数据。这些包括已被 IOM：（1）发现；（2）帮助；或（3）发现

并给予帮助的受害者。这些受害者代表了 140 个国籍并在 150 个国家被发现。这个数据库每年大约

增加 5000 个案例。但是出于不同原因，并不是所有被 IOM 帮助的受害者都被记录在这个数据库里。

此外，只有在 IOM 有反贩卖活动的地方数据才会被收集。

IOM 数据库里记录的贩卖受害者中，在 2005 和 2015 年间，男性贩卖受害者的比例有所增长，

其中经历性剥削的受害者比例有所下降，而经历强迫劳动的比例有所增长。同期受害者的平均年龄

为 26 岁（在被帮助的时候），而有一半的受害者年龄在 18 到 34 岁之间。

在 2015 和 2016 年间，8976 名人口贩运受害者被发现、帮助，或被发现并给予帮助。这些受害

者的平均年龄为 29 岁，虽然平均而言男性受害者年纪长于女性。该时期被发现的受害者中，大约

15% 为儿童。

下图显示了按剥削形式划分的 IOM 数据。在采矿、建筑和低级犯罪等类别下，受害者几乎都为

男性，而卖淫、揽客和运输则主要由女性构成。

2005-2015 年被发现、帮助、或被发现并给予帮助的受害者遭受的剥削类别
（百分比）

IOM 也收集了关于人口贩卖的存在指数和沿移民路线的剥削性行为的数据。“人口贩卖和其它

剥削行为普遍性调查”自 2015 年 12 月起已成为 IOM 的 DTM 运作的一部分被实行。这些数据表明在

2016 年沿着地中海中部和东部移民线路被采访的 16000 名移民中有超过 30% 在旅程中经历了人口贩

卖或其它剥削性行为。

关于 IOM 收集贩卖受害者的数据和这方面相关工作的更多信息，请见 www.iom.int/counter-
trafficking.IOM 关于被识别的人口贩卖的原始数据可在 www.ctdatacollaborative.org/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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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附录 A.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区域和次区域
请注意本表格所反映的是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划分的地理区域和次区域，但这不意味 IOM

官方支持或接受这些划分。

东非 a 中非 b 北非 c

非 洲

南部非洲 d 西非 e

布隆迪
科摩罗
吉布提
厄立特里亚
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
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
毛里求斯
马约特岛
莫桑比克
留尼旺岛
卢旺达
塞舌尔
索马里
南苏丹
乌干达
坦桑尼亚共和国
赞比亚
津巴布韦

安哥拉
喀麦隆
中非共和国
乍得
刚果（布）
刚果（金）
赤道几内亚
加蓬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阿尔及利亚
埃及
利比亚
摩洛哥
苏丹
突尼斯

博茨瓦纳
莱索托
纳米比亚
南非
斯瓦西里

贝宁
布基纳法索
佛得角
科特迪瓦
冈比亚
加纳
几内亚
几内亚比绍
利比里亚
马里
毛利塔尼亚
尼日尔
尼日利亚
圣赫勒拿
塞内加尔
塞拉利昂
多哥

a. 在本章中东非和非洲南部合并，虽然里面的国家 / 地域 / 地区保持不变。
b. 该次区域在本章被重新命名为“中非”并同西非合并。
c. 该次区域被重新命名为“北非”。
d. 该次区域和东非合并。
本章中该次区域被重新命名为“西非”并同中非合并（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中非”）。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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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 东亚 东南亚 f

亚 洲

南亚 西亚 g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中国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朝鲜
日本
蒙古
韩国

文莱
柬埔寨
印度尼西亚
老挝
马来西亚
缅甸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东帝汶
越南

阿富汗
孟加拉国
不丹
印度
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
马尔代夫
尼泊尔
巴基斯坦
斯里兰卡

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
巴林
塞浦路斯
格鲁吉亚
伊拉克
以色列
约旦
科威特
黎巴嫩
阿曼
卡塔尔
沙特阿拉伯
叙利亚
土耳其
阿联酋
也门

f. 该次区域被重新命名为“东南亚”。
g. 该次区域被重新命名为“中东”。

东欧 i 北欧 南欧

欧 洲 h

西欧

白俄罗斯
保加利亚
捷克
匈牙利
波兰
摩尔多瓦
罗马尼亚
俄罗斯
斯洛伐克
乌克兰

海峡群岛
丹麦
爱沙尼亚
法罗群岛
芬兰
冰岛
爱尔兰
马恩岛
拉脱维亚
立陶宛
挪威
瑞典
英国

阿尔巴尼亚
安道尔
波斯尼亚黑
塞哥维那
克罗地亚
直布罗陀
希腊
罗马教廷
意大利
马耳他
黑山
葡萄牙
圣马力诺
塞尔维亚
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
马其顿

奥地利
比利时
法国
德国
列支敦士登
卢森堡
摩纳哥
荷兰
瑞士

h. 该次区域的一些国家，尤其是欧盟成员国，可能既在本章东南欧、东欧部分被提及，也在北欧、西欧和南欧的部分被讨论。
i. 本章合并了北欧、西欧和南欧，但不包括下列南欧国家：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黑山、塞尔维亚和马其顿，这些国
家在本章中被划在南部 - 东部欧洲下，属于东南欧和东欧洲两个次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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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海地区

拉 丁 美 洲 和 加 勒 比 海 地 区

中美 j 南美

安圭拉岛
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鲁巴
巴哈马
巴巴多斯
博奈尔，圣圣尤斯特歇斯和萨巴
英属维京群岛
开曼群岛
古巴
库拉索岛
多米尼加
多米尼加共和国
格林纳达
瓜德罗普岛
海地
牙买加
马提尼克
蒙特塞拉特岛
波多黎各

伯利兹
哥斯达黎加
萨尔瓦多
危地马拉
洪都拉斯
墨西哥
尼加拉瓜
巴拿马

阿根廷
玻利维亚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
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
法属圭亚那
圭亚那
巴拉圭
秘鲁
苏里南
乌拉圭
委内瑞拉

j. 在本章中次区域“中美洲”和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地区合并。

北 美 地 区

百慕大
加拿大
格陵兰岛
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
美国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大 洋 洲

密克罗尼西亚美拉尼西亚 波利尼西亚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斐济
新加勒多尼亚
巴布亚新几内亚
所罗门群岛
瓦努阿图

关岛
基里巴斯
马绍尔群岛
密克罗尼西亚
瑙鲁
北马里亚纳群岛
帕劳

美属萨摩亚
库克群岛
法属波利尼西亚
纽埃岛
萨摩亚
托克劳
汤加
图瓦卢
瓦利斯和富图纳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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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此区域 i

地区

国家 / 领地 / 区域 ii, iii

注： 方法论及解释性注解请见《国际移民数量趋势：2015 年修正版》“CD-ROM”文件材料，该材料可在：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data/estimates2/docs/MigrationStockDocumentation_2015.pdf 得到。

i. 本章内使用的次区域可能和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部所使用的不同，这种不同既可能体现在名称上也可能体现在其中包括的国家、地
域和地区。
ii. 国家或地区的名称是指他们在联合国日常运作中使用的简短形式，但并不一定是正式文件中使用的官方名称。这些名字根据联合国术语数
据库，可在 http：//unterm.un.org/UNTERM/portal/welcome 中找到。该网址中所使用的指称以及材料均不代表联合国秘书处任何机构（或
IOM）关于任何国家、地域、城市或地区的合法地位或它的权威及其边界的意见。详见 http://unstats.un.org/unsd/methodology/m49/。
iii. 前一章所使用的本表格所含的实体包括国家、领地、地区和特别行政区。请注意这表格并不是全面的。

第四章

附录 A. 学术出版的简要概述
学术传播系统围绕一个已确立的重心旋转：出版物。一些形式的出版物（诸如学术刊物期刊）

比其它出版物有大得多的可信度和分量（，而每个学术出版者还分属在不同的等级中）。在学术期
刊发表研究结果无疑是当今学者的主要目标。27 期刊构成了科学、技术和医学出版商市场收入的大
约 40%（书籍为 16%），这个市场的规模在 2013 年被估计为 252 亿美元。28 通过学术出版，学
者们能够正式地在科学界分享他们的发现。这样的学术交流使其它研究者能够了解最新的进展，
为填补现有的知识缺口设计新的研究，把他们的发现和他们的同行进行比较，或许还能避免白费
力气做重复工作。而且出版物构成了“…什么、何时和被谁发现了的永久记录 – 如同一本科学界的
法庭登记册”。29 世界上第一个学术期刊 – 皇家学会哲学学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 of the 
Royal Society）– 早在 1665 年就出现了，表达了皇家学会对通过公开分享由实验性证据支持的结
果和观点来促进科学进步的政策。从那时算起，被同行审议的活跃学术性英语期刊在 2014 年达到
了 28100 个，30 据计算全球的科学产出每九年翻一番。31 今天的很多学者对学术文献量之大感到不
知所措，要找到时间阅读每条文献（即使是在最窄的话题中）也正变得不可能。

出版物是学者职业发展的核心，而从事应用研究的研究者则不一定在同样程度的出版压力下工
作。总的来说，学术回报系统使得出版物数量大大增加的原因，但是数量的增加并不会自动导致被

27　其他学术交流的途径包括书籍、会议讲演、讨论会、电子邮件以及其他途径。

28　Ware and Mabe, 2015。

29　Sense About Science, 2005。

30　Ware and Mabe, 2015。

31　Van Noorde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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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学术研究平均“质量”的提高。

衡量质量是个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按照研究成果的主要形式（期刊文章），我们可以说一篇
文章的质量在出版前主要在质量上被评估，而在出版后主要在数量上被评估。在学术期刊出版之前
开展的质量评估被称为“同行审议”。“同行”指对上交的文章进行审议的人在一个主题上有相等（或
更强）的专长。学术圈内的同行审议几乎都是没有报酬的。期刊文章的同行审议“…在传统上被看
作是研究者职业义务的一部分”，32 在 40000 名研究论文作者中的大规模调查发现他们中大多数认
为同行审议“…对学术研究交流是必不可少的”。91% 的调查对象称“…审议过程改进了他们最近
出版的论文的质量”，86% 称“…他们享受评估并将继续审议”。33 对做审议最切实的激励或许是
获得认可：期刊通常出版年度的“感恩评估者”文件，在里面他们罗列出担任过评估者们的人名。34

被列入那些名单能够完善一个研究者的简历，尤其当他/她打算在某个特定领域寻求资金/找工作时。
评估者在向期刊编辑提交建议（接受 / 修改 / 拒绝）前彻底检查方法、结果和结论。评估过程一直
重复到编辑对手稿满意为止，它能够最终进入生产管线（编辑、排字、网络出版、印刷）。总的来说，
同行审议周期长达数周到数月，（这个周期）在各个学科和期刊之间差别较大。在出版后，摘要是
免费的，而阅读全文可能需要通过学术图书馆（通常向出版者交纳订阅费），或要按次收取费用才
有权使用。要感谢一些作者的机构向出版商交纳了出版费，“开放阅览”出版模式才会允许所有人
免费阅读全文。

同行审议过程在出版前检查一篇文章，主要使用定性的方法，而在出版后定量方法便支配了对
材料的评估。引用量是书目计量学（书面出版的统计分析）唯一的基础单位。大致来说，引用越多，
影响越大，论文/文章/书籍应有的质量越高。任何出版物的引用标准可以使用Google Scholar获得，
它是全世界专业学者使用最多的搜索引擎。例如，在 Google Scholar 搜索 “人口迁徙（migration）”
返回 380 万结果以及以下的第一页：35

32　Ware and Mabe, 2015。

33　Mulligan, Hall 和 Raphael, 2013。

34　一些实例请参见 http://iovs.arvojournals.org/article.aspx?articleid=2277067.

35　搜索的结果可能根据用户设置而改变（即是否登录了 Google）以及地理上的用户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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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Google Scholar 搜索结果一例

你能一眼看到（图 1，左下）《移民时代：现代世界的国际人口迁移》（“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一书到 2017 年 1
月为止被超过 8000 份其它出版物引用过。点击“Cited by 8219”，你能看到从第一版（1993）
开始的所有引用此书的出版物。如果你点击作者的名字（S. Castles），你能看到作者的引用目录。

依靠引用数量计数，各种所谓的“影响指标”可以在出版物、作者、期刊等层面被计算出来。例如，
一份期刊的影响因子（引用 / 出版比率）被广泛用作一份期刊的相对重要性的代表，而 h- 指数 36 提
供了衡量单个作者影响的方法（虽然它也能为一个部门，机构或国家计算）。引用 / 出版比率一般
是检验三年内的两年出版周期。例如， X 期刊 2015 年的影响因子，是用 2013 和 2014 年的 122
次文章引用除以 2013 和 2014 年出版的文章总数（166）， 所以 X 期刊 2015 年的影响因素为 0.735
（或 122 次引用除以 166 篇文章）。

关于影响度量的有效性的争论仍然开放讨论，目的在于在研究资助者对于衡量他们资助的项目
的影响的需要和专业学者对他们的作品（以及后续的资助）的公平评估系统的要求之间找到恰当的
平衡。最近，替代计量指标（altmetrics）正在被开发，在其评价系统内考虑到了（论文）在新闻
和博客、推特、脸书等中的被提到的次数。

36　h 指数是指至少有 h 个引用的发表物的数量。比如说，作者 X 有四篇发表：A（被引用 27 次），B（被引用 14 次），C（被引用 2 次），
然后 D（未被引用）。作者 X 的 h- 指数目前是 2。未来 X 的 h- 指数可能会是 3，如果发表 C 再被多引用至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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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回报系统很重视被同行审议的期刊发表的出版物，而在此系统中有所成就的压力被认为导
致了一些严重的弊端，37 这其中包括了质量问题。期刊中“出版或出局”的文化会扼杀研究创新，38

降低研究出版物的标准，39 鼓励同行审议欺诈 40 并对研究者从事适应决策者需求的应用研究的能力有
不良影响。41 与此同时，学者们还承受着进行创新研究、在顶级期刊出版并向政策受众出示证据并
最终影响政策的压力。42

第四章

附录 B. 学术期刊的贡献 43

《非洲人口流动评论》（African Human Mobility Review）44

总编辑：Mulugeta F. Dinbabo

近些年，围绕移民 - 发展关系的辩论，已在全球激起了对人口流动的日益增长的兴趣。非洲撒
哈拉以南地区也不例外，那里的研究者力图描述移民的趋势和模式，并为该大陆的发展建议相应的
行动，以控制它的经济、社会和人类权益。在这个方面，基于证据的研究被广泛接受，并通过测试
假设、验证现有的理论和阐述新的理论来建构和扩大知识体系。最终，这些研究发现需要向一个更
大且更多样化，由专家学者、实践者、民间组织和政府代表所组成的受众发表和传播。出版物不仅
会增强研究的知名度，同时还会提高研究者所进行的实证研究的可信度。经同行审议的学术期刊是
培养智慧的辩论和探究的基本工具。但是，目前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仍缺少针对人口流动等等问
题的经同行审议的高质量期刊。学者们要在非洲的期刊展示他们在该领域的发现仍有困难，若不是
因为这类期刊出版不定期，就是因为它们干脆不存在。

《非洲人口流动评论》（AHMR）是一份跨学科期刊，它的产生是为了鼓励和促进有关非洲撒
哈拉以南地区的人口流动的所有方面的研究（即是，社会经济、政治、立法和发展）。AHMR 成立
于 2014 年，旨在成为非洲撒拉以南地区的在国际 / 国内移民、民族关系和难民迁移等领域中最主
要的学术期刊之一。AHMR 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有另外的机会出版和传播他们的作品年轻非洲研究
者的能力；出版和传播关于来自和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内的人类迁徙和难民迁移的社会人口、经
济、心理、历史、立法和宗教方面的学术成果。另外，AHMR 识别最有效的举措并为在非洲正确实
施移民政策提供指导方针。它也促进非洲斯卡拉布里尼人类流动学院（SIHMA）的视野和使命。总
的来说， AHMR 积极为 SIHMA 的总目标作贡献，即传播培养对人口流动的了解的研究，并为保
证非洲移民、寻求庇护者和难民权利和尊严的政策提供信息。

37　Smith, 2006。

38　Foster, Rzhetsky and Evans, 2015。

39　Colquhoun, 2011。

40　Prosser Scully, 2015。

41　Cherney et al., 2012。

42　同上。

43　这个附录中的文章都是各个期刊的主编提交的，这些文章并没有被编辑。

44　期刊编辑引用的文章在：http://sihma.org.za/online-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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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AHMR 每年出版三期，分别在一月，五月和十一月。该期刊期刊也偶尔出版特刊。在
过去的两年，编辑部收到了一大批文章，在严格的同行审议后，只有 25 篇在六期里出版。推进知
识体系发展的学术手稿受到鼓励并会被考虑出版。AHMR 出版原创的理论和应用成果，包括诸如移
民和发展、移民和人权、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流动性和就业和仇外、融合和社会凝聚等主题。

AHMR 的网络出版物为从业者、研究者、学生、学者和决策者提高了信息的可获取性。作为
保证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的策略的一部分，AHMR 定期和非洲撒哈拉以南的相关的政府部门、民
间团体和学术 / 研究机构互动。从读者和合作者处获得的回馈表明 AHMR 的电子发表物提高了因
特网搜索能力。它也扩大了相关信息的来源并同时降低了出版者和期刊使用者的花销。至今为止，
AHMR 从作者和委员会成员以及从读者以查看和下载的形式收到了非常积极的回馈。这是由于
AHMR 独有的线上的且免费的传播，使其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和世界其它地方正在受到更大的关
注的证据之一。事实上该期刊有向更多受众开放的优势，这使及时的回馈以及与读者互动成为可能。
世界性的开放阅读的学术期刊作为传统的订阅期刊的替代品而出现。它们的文章对所有人开放，同
时还提供在所有学术期刊中都常见的服务，诸如同行审议过程、生产和传播。在另个方面，许多学
者出于对网络期刊缺乏信任，抵制在网络中介发表。例如，许多学术界的作者重视被同行审议过的
期刊所接受。这与大学晋升决定过程中网络期刊出版物比印刷的期刊分量轻所产生的（网络期刊）
可信度问题相关（Collins 和 Berge, 1994）。为了解决这个问题，AHMR 每年都会出版一些印刷版，
并在非洲南部的大学分发。

在 2014 和 2016 年间，AHMR 出版了关于国际移民、发展和仇外的一份特刊（Special 
Issue）。来自美国石溪大学（Stone Brook University）的 Shimelis Gulima 教授担任了该特刊
的客座编辑。这一辑的论文包括：《南非仇外暴力事件：2008 和 2015》（Violent xenophobic 
episodes in South Africa: 2008 and 2015）；《 在 非 洲 防 止 仇 外： 非 洲 联 盟 该 做 什 么？》
（Preventing Xenophobia in Africa: what must the African Union Do?）；《非洲之角的暴
力冲突和被迫流离失所：寻找持久的解决方案的政府和捐赠政策和项目》（Violent conflict and 
forced displacement in the Horn of Africa: Government and Donor Policies and Programs 
in Search of Durable Solutions），和《发展引起的流离失所及其对北部西埃塞俄比亚巴赫达尔
贫穷城市家庭的生活的影响》（Development-induced displacement and its impacts on the 
livelihoods of poor urban households in Bahir Dar, North Western Ethiopia）。

特刊是 AHMR 的新事业。这个想法在一场空前的在南非对非洲移民的攻击时产生。这是个不
同寻常的发展历程，如果不是独一无二的的话。它把对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带到了一起，所有的问题
都和特刊的总主题息息相关，每个问题昭示了平穷和欠发展、冲突、流离失所、人口迁徙和仇外之
间的互相联系。对流离失所、仇外、冲突和人口迁徙等问题更深层的探究，如四份学术成果所示，
有助于强调一些更大的、经常是全球性的过程，例如全球化和跨国主义，还有在国家和地区内以及
之间的不平等问题。另外，这些论文提供了对现有假定、诠释和做法的批评，如对于仇外这个用语；
它号召以对眼下的问题能够加深了解的方法重新思考，并建议了解决现有挑战的措施，包括流离失
所和仇外等等。

其它 AHMR 出版物包括著名作者像是：斯泰伦博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ellenbosch）社会
学和社会人类学系社会学荣誉教授 Simon Bekker，以及西开普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e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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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e）政治学教授 Laurence Piper，他们发表了大量的关于仇外、祖鲁民族主义、英卡塔自由党
和南非的选举政策的论文。加拿大皇后大学南部非洲研究中心主任 Jonathan Crush 教授，他被提
名为《移民和企业家精神特刊》（Special Issue on Migration & Entrepreneurship）的客座编辑。

虽然在过去的几年中 AHMR 在实现它的目标方面有所成功，一些挑战仍然存在，例如来自非
英语地区和来自非洲撒哈拉以南的较小的学术社群的研究者代表较少。

小结：

AHMR 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在移民领域不多的受同行审议并在该领域内被普遍使用的学术
期刊之一。它涵盖了众多的大陆层面的人口流动领域的问题和主题。AHMR 的文章在南非最高法
庭和法院以及争议委员会的决定中被引用。AHMR 也会出版学生写的关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
的移民政策的最新发展的作品和文章。AHMR 在西开普大学社会发展学院（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通过在研究生级课程上（即是迁徙和发展（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邀
请演讲者来引导讨论和辩论。AHMR 最近的研讨会主题包括：南非的迁徙和仇外；迁徙和回归以及
移民对南非发展的影响。至今为止，AHMR 承办了数个活动并取得了巨大结果。AHMR 继续出版
高质量的研究产出，它们将持续推进、鼓励和协助对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人口流动的各个方面
的研究。

《亚洲和太平洋移民期刊》（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45

总编辑：Graziano Battistella 和 Maruja M.B. Asis

亚洲和太平洋移民期刊（APMJ）在 2016 年庆祝了它的 25 周年。当它在 1992 年创刊后，该
地区的大规模临时劳务移民现象已发展了超过 10 年而且没有任何要慢下来迹象。在 1992 年，致
力于移民的学术期刊非常少，APMJ 大概是唯一专门关注在亚太地区移民相关现象的期刊。本期刊
的成立是为了传播关于在这个地区内、去往和来自这个地区的移民的研究，并鼓励有关移民的学术
研究的发展，以促进对该地区的现实和远景的了解。在对过去 25 年 APMJ 出版的文章的回顾中，
Jerrold Huguet 把该期刊的作用评论为在地区的移民领域（大多数为国际移民，但也包括一些文章
关于境内移民，特别在中国）发生的一切事情的编年记录者。虽然 APMJ 旨在涵盖整个（亚太）地
区，被出版的学术成果还是没有充分囊括不同的亚区。早先 Asis, Piper 和 Raghuram(2010) 以及
Asis 和 Piper(2008) 的回顾谈论了被出版的文章存在着涵盖地区上的不均匀 – 大多数是关于东亚和
东南亚，对南亚和西亚不多，对中亚几乎没有 – 这个情况在 Huguet(2016) 的回顾中没有变化。在
学科方面，有投稿者学科多样化的趋势。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中现在加入了来自人类学、
心理学、政治科学以及少数来自社会工作学的投稿者。这一转变伴随着基于定性研究的文章的增加。

我从 1997 年加入 APMJ（开始作为助理编辑，随后作为合作主编）。我认为 APMJ 所出版的
文章一般描述亚太地区的移民情境并反映当前的研究状态、政策讨论和倡议问题。不光考虑到出版
了的文章还包括 APMJ 收到的大量投稿，那些没有达到能接受外部评论的等级的文章与现有的文献
相分离，因而在理论框架和分析方面有所欠缺。我们从其它亚区收到了大量关于移民的投稿，但不

45　期刊编辑引用的文章在：http://journals.sagepub.com/home/a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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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的是，它们往往只是运用一些统计手法然后墨守于“推拉式（push and pull）”的分析框架。
近年来向关于韩国和中国投稿的转向大大增加了东亚文章在 APMJ 中的分量，反映了对这些国家主
要感兴趣的问题。在韩国的多文化主义和婚姻移民的文章受到了最多关注，这也表明在韩国关于这
些问题短期集中的研究（和资金支持）。关于中国的大多数文章涉及境内移民，虽然在过去几年回
归移民和学生移民问题也在逐渐显现。（如在下文进一步指出的那样。）

2015 和 2016 年出版的文章包括许多关于韩国和中国的文章，但是总的来说，最近两年强调
了移民、来源地和目的地类型的多样性。例如，关于学生移民的文章经常与中国和印度学生相关，
因为他们是前二大国际学生移民团体。关于在美国的无人陪伴的青少年韩国学生（这背离了早先观
察到的“宇航员式”移民家庭，母亲陪伴孩子（移民）而丈夫留在国内），中国留学生归潮，以及
对日本学生移民的一些关注扩大了关于这个主题的讨论。关于印度尼西亚的菲律宾教师，新加坡的
中国迁入移民企业家以及伊朗的阿富汗人和当地人之间的生育差异等话题的文章，是一些揭示有关
区域内移民的、相对不为人知的一些方面的文章，而关于越南人在波兰的文章提供了关于旧移民情
况的更新和新的波兰越南人移民的特点。受国际移民影响的儿童是几篇文章的主题。在韩国收养多
文化儿童（现象）是个令人欣喜的发展，把视角扩大到婚姻移民（大多数为妇女）以外。一个专用
于探索第三文化孩子的概念的特别部分把注意力集中到和他们的家庭一起移民到亚洲的孩子们。这
在对孩子的研究大多是关于那些“留守儿童”的地区是个相对新的话题。总的来说，2015 和 2016
年出版的文章结合了旧的或持续性的问题和新的或至今未获足够研究的问题。

APMJ 面临的缺口和挑战

虽然 APMJ 旨在向广大的受众传播基于研究的信息，但是作为一份学术期刊，它的首要受众主
要是学术社群。同时，APMJ 传播的知识产品主要也是依靠学术社群的学术成果。期刊依靠研究者
的投稿，而他们的作品受到同行审议者自愿做出的评审过程的检验。评估过程是培养作者和审议者
之间对话的重要机制。但是，因为这是个双盲的过程，两方的交流和对话不能像面对面讨论那样进
行辩论和讨论。尽管如此，评估者提供的反馈还是能改进这些基于证据生产关于移民的知识的论文。

在学术社群以外很难测量 APMJ 对决策的影响。各种因素导致了这个情况。举个例子，基于研
究的知识生产是时间和流程密集型生产，这可能与有时节奏很快而且富有争论的决策环境不相匹配。
决策者往往对他们的上级、选民和大众（还有媒体）的意见和观点敏感，和公众意见的意志相反的
研究发现可能难以为决策提供信息并对之产生影响。数据收集和分析所必须的时间可能赶不上事件
的发展。例如，在 2015 年上半年，几个亚洲国家（孟加拉国，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
面临罗兴亚难民危机。罗兴亚人乘摇晃的船在海上漂泊，没有国家愿意欢迎他们，他们的困境给东
盟国家带来了挑战。媒体报道提供了对这场危机的发展以及随后组织会议讨论临时解决方案的实时
评论。而在 2015 和 2016 年没有涉及罗兴亚问题的学术成果。

APMJ 在 2015 和 2016 年错过的不光是“当前的”发展。长期以来，未经授权的移民行为在
该地区问题非常重大，却没有从研究者得到很多关注。这个问题和人口贩卖混为一谈，而后者反而
获得大量研究、政策和鼓吹。（有趣的是，2015 年罗兴亚危机也在一些报道中被塑造为非常规移民。）
这是受资助驱使的研究如何支配研究议程和出版物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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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不会自动转化为会被决策者考虑的政策建议，这也超出了像 APMJ 这样的期刊工作范
畴。这需要其它方面的干预，例如简洁的政策简报的产出，进行政策对话，或和媒体合作来产出更
易获取并更及时的报告。更至关重要的是，本地区的政府机关需要形成重视数据及其对决策的价值
的文化（投资于移民研究和数据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韩国是一些例外）。

知识的产出和对各种知识产品的获取受到了信息通信技术（ICT）和社交媒体发展的影响。关
于移民的网上期刊和开放获取期刊在数量上增加。在回顾 1992 年来 APMJ 的经历时，创始编辑
Graziano Battistella(2016) 了解了这些发展如何影响了像 APMJ 这样的期刊的作品和运作。直至
2014 年，APMJ 由 SMC 生产。但是技术发展以及主要的出版公司采用的策略，使得独立的出版者
在一个竞争日渐激烈的环境下难以发展兴旺。销售和传播方面尤其有挑战性。在 2015 年，APMJ
接受 SAGE Publications 的提议并与其合作，SAGE 负责生产和期刊营销方面，SMC 仍然主要负
责内容。尽管制作一份学术期刊存在许多挑战，同行审议过程所提供的详细审查依然是 APMJ 这种
期刊的长处。在今后几年，在学术社区的持续支持和参与下，APMJ 不光希望能记录亚太地区的迁
徙现象，也希望对该地区的学术、决策和政策宣传作较大贡献。

国际移民（International Migration）46

总编辑 : Howard Duncan

国际移民期刊由国际移民组织（IOM）所有，出版实证研究来推进学术研究并支持世界的移民
政策社群。这项使命很有挑战性，因为决策者经常立即就需要证据而学术研究需要时间，而同行审
议加长了这个时间，这就意味着一些研究的发表滞后于政策需要。但是除去危机事件，人口迁徙是
更长期趋势的一个现象，而长期趋势的规律经常是只能随着时间推移才变得清晰。比起许多被要求
更快交出分析和建议的决策者们，学者们能够更好地了解这些趋势。决策经常似乎是要解决紧急的
问题，但其实它有其固有的保守性。被研究所识别的新趋势可能经过很久才会在政策里被认同，这
使得实证研究被认真完成并接受同行审查变得更加重要。本期刊旨在为学者和决策者提供新的见解
并支撑为所有人提高人口迁徙的结果的集体努力。

在过去两年中，国际移民就广泛的主题进行出版，开垦处女地并继续探索已被涉足过的路径。
在这个短章节中，我们将描述 2015 和 2016 年在我们选定的那些主题上所表明的观点，即是从
IOM的《世界移民报告2015》出版以来。对于那些希望得到更多细节的人，我们建议去往期刊的网页。
我们将涵盖的大主题为：移民模式，移民和发展，移民管理，以及数据和方法论。

移民模式

作为一份移民期刊，国际移民收到了许多分析移民模式的文章，这些文章超越了在国家和其它
统计机构的网站上发布的统计汇编。过去的几年中，对导致人们选择移民的决策过程和意图的兴趣
在增大；这和对传统移民理论对宏观的“推”和“拉”的因素的大量分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它

46　期刊编辑引用的文章在：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journal/10.1111/(ISSN)1468-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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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传统理论一个补充，而不是代替。Mendoza（2015）通过比较有和没有迁出移民的家庭为墨西
哥城的移民迁出模式提供了见解；她的逻辑回归模型揭示了在推动人群离境的原因中社会网络的重
要性。

在观察当今的科索沃，一个遭受着居民大量迁离的弱小国家，Ivlevs 和 King 注意到有较高教
育水平的阿尔巴尼亚科索沃人对国家的前途和它的经济缺乏信心。对迁出的渴望回归到了自从独立
之前夕就再未见过的水平，这个趋势本身就能刺激更大的离开这个挣扎中的国家的需求。Cohen, 
Duberley 和 Ravishankar 把观察到印度科学家如何使用国际流动作为职业增强剂，这个策略使得
他们能够获得有价值的国际经历，同时保留和印度的文化联系以及他们以更高的地位回到印度的能
力。这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已故的 Graeme Hugo 使我们注意到的多次移民现象的注意。Weeks 
and Weeks 检查了在当今从拉丁美洲迁到美国的迁出移民中跨国主义的作用，这个作用超出了支
持汇款的高薪工作的吸引，涉及了他们祖国的政府在他们在国外期间保护他们的权利，并鼓励他们
回归祖国中起到的日益增强的支持作用。在居留在拉丁美洲期间，Silva 和 Massey 详述了暴力在
刺激人们离开哥伦比亚中的作用。虽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直接，暴力往往主要会导致那些有更
高的教育水平和在国外有更强的社会网络的人的迁出。虽然暴力可能是导致离开的原因，却是社会
资本网络决定了目的地。

Bylander 把我们带到柬埔寨来探究实际的和预见中的环境压力是如何刺激（人们做出）迁出的
决定的。Gerver 以道德哲学的视角解释自愿归国的行为，提供了在促进回归以恢复权利和保证回
归事实上是自愿行为之间的紧张状态的仔细的规范分析。立陶宛是第一个在 1990 年宣布独立的苏
联国家，在审视来自立陶宛的大量迁出移民中，Klusener 等人使用人口普查和登记数据来记录诸如
就业状况、教育、从前的移民经历等影响到迁出决定的特点。我们经常说的“新流动性”不光被高
技能的经济移民者从一个实验室或公司总部移动到另一个所展示，也被一些寻求庇护者所展示，他
们作为拥有完整人类利益的人，他们寻求可能不光是安全。Lukić 把我们带到塞尔维亚来观察当今
庇护移民中转的运作。同样在审视有关寻求庇护者的目的地决定的还有 McAuliffe 和 Jayasuriya，
他们询问了 35000 个潜在的寻求庇护者，是否以及为什么他们偏爱一些目的国，而且发现澳大利
亚被普遍偏爱。

我们长期以来一直猜测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增强了一个人的流动性，Rodriguez-Gutierrez 和
Canal-Dominguez 让我们看到外语能力是如何影响人们移民的意愿以及他们对目的地的选择的。
Ozcurumez 和 Aker 也审视了迁移的动机，他们把土耳其人向德国迁移的动机和向加拿大迁移的动
机比较。他们发现（移民选择目的地的动机）不光是钱。

另一个关注度正在提升的方面是回归移民。传统的假定认为移民主要是单向的并且是永久的或
非常长期的。这个假定导致一直存在的回归移民现象在之前成了一个被忽略的话题。但是我们现在
认识到在它们的影响中，全球化和跨国主义产生了“新流动性”，这使得移民即使只在目的地居留
较短时间后回家变得更容易、成本更低。对于很多移民，尤其是高技能的移民，它们的移民意向
是更短的居留，而不是永久居留。对某些人来说，在国外工作的时间往往比在国内能赚取更多的
财富。那些回到祖国的工人，或许比起他们离开时有更高的技能，能够顺利的过渡到劳务市场。
Barcevičius (2016) 探究回归的高技能立陶宛人在家如何过活以及他们是否向想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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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和发展的关系

随着国际社会聚焦于移民和发展的关系以及它对反移民政治日益增长的关注，展示人口迁徙的
好处已成为主流话题。如 Vecchio 所展示，甚至难民和逃离危险的寻求庇护者也属于这一类，他审
视了香港的寻求庇护者是如何利用香港全球城市的地位的。即使作为一个无证的移民而在那里生活，
都会享受全球联通的优势，这个优势支持了跨境的经济活动，使得寻求庇护者为香港的本已充满活
力的经济做出净贡献。

在过去的十年，由于要求减少跨境汇款成本的呼声，以及各种提高其好处的建议，跨境汇款
的优势已被大大地开发了。但是 Jawaid 和 Raza 提出了一些谨慎的警告，指出虽然（接收）跨境
汇款总的来说对本国经济有很高的价值，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会增加自愿的失业并减少经济增长。
Busetta, Cetorelli 和 Stranges 审视了去往意大利的移民的汇款行为，发现该行为不随时间变
化的程度令人吃惊。欧盟长期为了发展的目的支持对人口迁徙的管理。但是 Keijzer, Heraud 和
Frankenhaeuser 发现单个成员国的移民政策不总是反映欧盟在移民和发展的关系上的立场，并且
一些成员国仍然把移民主要看成是一个国内问题来单边管理。Resende-Santos 探究了一个小的、
低收入的岛屿社会的前景并证明了移民的重要性以及“佛得角离散”对其经济的重要性。Akcay 和
Demirtas 在审视汇款对能源消耗的影响中有了新的突破，这个案例研究进一步详细说明了汇款是
如何被使用的。

移民管理

随着国际社会大张旗鼓地进入了全球移民讨论，尤其是随着建立关于移民的全球契约和难民的
全球契约的进程的启动，对移民的管理成了舞台的中心，并开始引起学术研究者的关注。从这些讨
论直接浮现出了一个事实，即治理已变成多部门的事，而且不光是各级政府在参与，许多其它的行
为体包括非政府组织、商界和其它雇主、教育部门、以至于偷渡和人口贩卖行业也在参与。在2015年，
我们把两个特别章节专用于描述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一个明确地着手于民主治理，另一个则关于各
国有或没有获得合法授权并从国家获得服务和权利的人的利益。Rother 收集了四篇文章，这些文
章通过一些当代的人口迁徙显示出的挑战来检验民主的概念。这些挑战包括公民身份概念的扩大， 
一些阿拉伯国家的 2011 年起义带来的民主化的特殊性，对于世界上一些移民的居住和工作的危险
本质逐渐增长的认识，以及对东盟国家移民管理的仔细审视。在这些文章中，我们发现民间团体在
和这些作用如何是一个进一步民主化的力量的说辞的争论中所起的核心作用。Bearup 检查了柬埔
寨被贩卖人口重新融入方面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并提供了并不那么令人鼓舞的发现。

第二个文集由 Castaneda 和 Yarris 编辑，它审视了国家当局对不同移民团体的正当性的评估。
随着对移民的讨论在很多国家变得冷酷，在那些有和没有被授权居住、工作、上学、接受健康和社
会服务的人之间的区别也变得冷酷，我们看到即使在那些有合法授权的人中也存在按照它们是经济
移民者还是难民而做划分的差别。这些文章考察到在德国的吉普赛人、加利福尼亚州的克伦难民、
以色列未经授权的移民，以及在美国的散工。我们看到了对民主的行使和原则的挑战，以及民间团
体对那些脆弱的移民的权益（的维护）所起的作用。

对于很多国家当局来说，最终但经常难以达成的目标就是井井有条的移民，即每年到达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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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的特征与本国的劳务市场的需要以及社会接纳他们的能力相匹配。Emilsson 审视了瑞典
2008 年劳务移民政策改变的效果，在这个改变中放弃大部分的国家管控，引入了雇主主导的选择
机制。英国关注净移民目标减少已有数年，Cangiano 解释了在管理移民到那些种类的目标中出人
意料的难度。 Hofmann，Carboni, Mitchneck 和 Kuznetsov 探究经济和社会政治目标如何在俄
国尝试管理来自一些前苏联国家的人口流入中竞争主导地位，而俄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移民人
数。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由于它们管理高技能移民永久居留筛选的积分系统多年而受到关注。Picot, 
Hou 和 Qiu 审视了被它偏爱高人力资本的积分系统选择来到加拿大的人最近收入表现。虽然他们
发现以这个方式被选择的人比其他人挣的更多，他们也发现移民和管理这个政策的人都需要大量的
耐心。澳大利亚一直是加拿大在（移民）选择系统竞争中的主要竞争者，两个国家都在持续不断地
改进它们的系统以获得更大的优势。Islam 和 Parasnis 的研究结果发现对移民的人力资本特征回报
最高的是澳大利亚的劳务市场。根据 Thangasamy 的说法，美国的唯中央政府有权制定移民入境
政策模式，缺少各州直接的投入，并没能很好地服务于各州的利益。这种模式在满足美国各州的劳
动力和人口需求方面效率低下。他的文章考量了美国单一中央政府制定移民入境政策的问题，并为
美国采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替代模式进行了探究。

如果所有人口迁徙常态化、世界各地人才可以流通，那么世界就变得简单多了。但是情况远非
如此。管理寻求庇护行为的复杂性已经上升到了议程的首位。一种试图管理寻求庇护行为的方式是
通过与原籍国就自愿返回或被迫遣返达成协议。Janmyr 研究挪威与伊拉克和埃塞俄比亚的协议的
有效性，发现效果差强人意。与庇护政策一样，提供庇护的经济也是错综复杂。Surijakumaran 和
Tamura 为我们提供了提供庇护的计量经济学解释。Lukić 把我们带到塞尔维亚来显示当今过境庇
护移民中转的运作。

管理移民不仅仅是管理入境事宜，管理出境也是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考
虑到前往无法保证其权益的国家担任家政工的妇女人数之多，以及考虑到留守儿童福祉，斯里兰卡
采取各项措施限制了这类移民迁出。虽然迁出移民人数有所下降，但 Weeraratne 描述了有多少人
选择通过使用非常规的移民手段来避开这些新规定，以致于使他们自身在目的地国变得更加脆弱。

不仅涉及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参与。当 Šalamon 看到西巴尔干国家甚至无法实现欧盟对其在识
别和登记寻求庇护者以及执行难民地位认定等基本事务方面的期望时，他把目标放在了超国家治理。
此外，在超国家治理方面，Gülzau，Mau 和 Zaun 比较了欧盟、南方共同市场、东盟等地区成员
过的签证政策，不出所料地发现了不小的分歧。Recchi 研究了他称之为欧盟的“公民身份差距”，
并比较，或者说对比了移民和国民的生活机会，发现不管融合政策如何差距依然存在。

数据和方法论

人们期望学术期刊的方法论不断进步，《国际移民》也不例外。Caselli 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意大
利智库如何处理定义和衡量移民融合的难题。 2015 年 8 月，我们提供了五篇关于数据收集和分析
的文章，去解决“糟糕的移民数据现状”，并通过数据收集、估算、分析和实际应用方面的创新引
领更好的事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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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 等人借鉴估算野生动物数量的方式，在确定难民人口方面提供了一项重大创新。用捕捉 -
再捕捉法估计人口适用于处于较小地域处的难民，他们还说明了地方政府可以如何使用这种方法为
难民分配资源。Makaryan 提出过估算移民人口的许多替代方法，但她也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
前苏联 15 个加盟国这样做会带来的特殊问题。她提到了所使用的“移民”定义各不相同，以及随
之而来的含糊不清的数据。人口普查未能计算临时移民，以及以居民调查衡量移民情况的临时性价
值。Moses 通过发布《EMIG 1.2：全球时间序列的年度移民流》（EMIG1.2: A global time series 
of annual emigration flows）来回应移民数据的（糟糕）状态，这是一个处于开发初期的开源数据
库，但它已经为加强我们对移民情况的了解提供了（有）潜力（的平台），全球移民社区都应该参
与进一步的数据库开发。迄今为止的数据分析证实，现在不仅迁徙率低于二十世纪初，而且自 1994
年以来一直在下降，这让我们中的许多人感到意外。Bailey 和 Lau 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了香港。香
港回归中国后迁徙现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导致了工人、学生和定居者之间高度活跃的双向流动。
他们提出了一种分类并测算移民流量的新方法，以及统筹规划数据收集和制定政策的新体制机制。
由于土耳其在难民危机爆发后收到了更多的关注，Tolay 带领我们领略一个关注土耳其移民的新学术
领域的发展，注意其学术优势和相对弱点，并指出未来该领域的研究应该采取的方向。

在我们这里涵盖的两年中，《国际移民》发表了许多其他话题，包括移民融合，例如 Fokkema 
and de Haas 向我们提供了关于社会文化融合决定因素的广泛研究成果，包括移民的政治参与、企
业家精神在融合中的角色、城市正在发挥的作用，一些学者提出的迁徙证券化、跨国主义、学生移
民等。《世界移民报告 2018》的这一简短部分只希望指出我们发表的一些领域。但这不能替代阅
读文章本身。

《民族与移民研究杂志》（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47

主编：Paul Statham

大多数学者和实践者都将《民族和移民研究杂志》简称为“JEMS”。JEMS 在 2017 年进入她
出版的第 43 个年头，在国际上成立时间最长，同时也是排名最高的学术期刊之一。就像对移民问
题的研究一样，随着移民问题已经从相对边缘化的问题转移到政治和全球社会变革的核心，本刊已
经（特别是在过去的 20 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极大地扩张了。这并不是说现在移民和民族关
系比以往更重要，而是由此引起的关于迁移、流动性以及日益增加的文化和种族多样性等问题，现
在被视为对国家、法律制度以及人们如何共同生活的重大挑战。作为一个主题，移民已经成为社会
和人们所经历的理解由全球化带来的核心变化的重要解释性透镜。这可以是“向好的”，例如动员
公众来支持难民和在国际冲突中流离失所的人，或“向坏的”，反动的民粹主义政治企图通过以宗教、
民族或种族理由来诬蔑一些“团体”，如“穆斯林禁令”和“建隔离墙”，以证明反移民政策的合理性。
这里（本文）不是探讨这些重要主题的地方，但本刊正是学术界做此事的一个论坛。作为主编，我
认为本刊是学术界和那些在学术界有立足之地的实践者的园地，他们可以将关于世界移民的关键问
题的独创研究成果提交给同行看，并通过激励细察、回应和辩论来推进知识。尽管本刊主要是发布
原创学术研究和调查的论坛，但我们努力向更广泛的受众群体宣传我们的文章及其核心观点，包括
通过社交媒体（推特和脸书）。通过这种方式，关于当今移民的尖端研究有机会被搜索到、引起共鸣，

47　期刊编辑引用的文章在：http://www.tandfonline.com/toc/cjms20/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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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为其他公共政策论坛、非政府组织和媒体辩论提供信息。

2017 年，JEMS 出版 16 期大约 160 篇每篇 9000 个单词的在移民和民族关系领域内进行原创
性研究的文章。每篇文章发表都经历了双盲同行审议，意味着评论者不知道谁是作者，反之亦然。
我们的接受率保持在约 20％不变。作为一个与出版商 Taylor and Francis 的同事一起工作的学术
编辑团队，这给了我们一个关于我们所管理的学术生产和审议（全部由学者自愿承担）的工业规模
的概念。这还让我们了解到为响应当今世界上的移民问题的高社会相关性而进行了大量学术研究。
我们发表这么多（文章）的原因是让学术研究进入到公共领域，以便使其获得为公众理解提供信息
的机会。原创学术研究的发现能给说客和政治家的主张提供合理性，有助于揭穿‘错误’的说法，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将其公之于众并留下记录。本刊认为，为学术界服务的最佳途径是使研究成
果可见。我们的审查标准是全面的，而且与许多期刊相比，我们出版的门槛也相对较高，但我们的
目标是“快速”，以便发表的成果能够涉及当前的争论。被我们接受的文章会在一个月内在线发布，
通常在半年内出印刷版。因此，我们的巨额数量是“高质量移民学术研究快速进入公共领域”政策
的结果，以便这些成果有机会影响我们看世界的方式。考虑到目前世界的状况，至少在我们收到的
投稿量猛增的情况下判断，没有迹象表明对于移民的学术好奇心会减少。在过去的三年中，投稿数
量增加了三分之一左右。我们与出版商达成的协议是，高于门槛的研究报告，我们每年能发多少发
多少。稿件积压对谁也没好处。

以其专题、地域和学科覆盖面进行评估，本刊可能是领域中涉及面最广泛的国际学术期刊。我
们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多元主义者”，从社会学、政治学、发展研究、人文地理学、人类学和
人口学等方面进行研究。简而言之，我们的主要标准是“高质量”，通过同行审议来判断，我们的
编辑团队扮演着“看门人”的角色。我们的目标是发表关于移民和民族关系的高质量研究，它们可
以以任何形式出现。我们乐于将小而重要的话题的研究纳入其中，例如世界偏远地区农村移民的民
族志研究，以及有争议的却高度共鸣的文章，例如关于欧洲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教的文章——这篇以
实证为基础的六国比较分析在 2015 年发表，两年来的下载量已超过 13000 次。我们很高兴接受基
于大型数据集的系统性分析和小样本定性研究，以及结合多种方法方式的研究。最后，我们接受促
进理论认识积累，同时也接受针对特定政策领域的研究成果。

虽然 5 年之前我想可以这样说，本刊是主要聚焦于“欧洲的”，近年来我们齐心协力，更直接
地和北美的学者们（那些研究美国和欧洲的学者）建立友好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鼓励来自亚洲
和非洲的学者把《民族和移民研究》看作供他们辩论的论坛。这又一次反映了世界中那些正由人口
迁徙驱动的重大变化。如果过去 10 年中国有 2.4 亿境内移民，这是不是移民学术圈显然应该涉足
的课题？我们希望大陆间更多的交流可以以一种适当的方式把我们这些学者带出我们的象牙塔和舒
适区，去挑战一些深入我们骨髓的公认的“真相”。许多对人口迁徙和民族关系的认识是从战后时
代从“南”向“北”移民的经历中提炼出来，并被来自于移民接收国的学者写下来。在全球化时代，
迁徙既是驱动力也是结果，重要的是加入世界不同地区互相连接的进程，同时也要承认“一种尺码
的鞋不会适合所有的脚”，承认有些渴望能“普世”应用的观点，可能实际上受环境和时间的约束。
在新加坡和香港的“多元文化”、公民身份和（“超级”）多样性的讨论，是否应该从加拿大或欧
洲国家产生的知识中得到启发？或者它们是与众不同的，如果是这样，如何不同？为什么不同？

本刊发表独立的原创研究文章，然后每年发布若干由客座学者编辑的特刊，这些学者汇集了许



326

多同事，针对特定的关键移民主题或话题编辑出相对集成的文集。客座编辑管理第一轮审核，我们
编辑团队在外部审核的帮助下审核文集。特刊提案是从每年两次的竞争性征稿的回复中选出的。从
2015 年起已经发表的和正在编辑的论文，反映了杂志涉及的主题和学科的广泛范围。这些学术成
果在以下方面讨论移民、流动性和文化多样性问题：亚太城市的转型、全球经济危机和衰退、超级
多样性城市是移民者动员的地方、欧盟和欧洲移民治理、海湾作为移民者的“主体性”、自由民主
国家的穆斯林和伊斯兰教比较研究、作为移民变老、全球南北之间高技能移民、国际移民组织作为
一个组织、国际学术流动性 ;、对“移民产业”的新视点、移徙愿望、无证和无人陪伴的儿童、离
散政策和动员、亚洲的教育文化、可持续发展和性别、解释对移民的态度、湾区的高技术移民、护
理和医疗移民、欧洲和泰国之间的跨国移民、移民“经纪”、战略性公民身份、全球走私、阿富汗
的循环迁徙和回归移民。

本刊的最后一个特点是，我们每年举办一次为期一天的会议，邀请来自各学科的一位大咖和其
他领军人物介绍他们的研究成果。会议免费开放，由苏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移民
研究中心（Sussex Centre for Migration, SCMR）举办。作为本刊的航母，是编辑团队核心学术
成 员（Paul Statham（ 我），James Hampshire，Laura Morosanu 和 Sarah Scuzzarello） 的
常驻地点。年会的作用是提醒人们，学术参与不仅是通过电子邮件和电子的方式进行的，有时也
需要一个人们可以见面并进行批判性交流的物理空间。超过 200 人参加了最近的两次年会，包括
学生和实践者，我们过去几年的大咖有 Rogers Brubaker, Richard Alba, Bloemraad and Roger 
Waldinger。

有 关 年 度 会 议 的 更 多 信 息， 详 见 www.sussex.ac.uk/migration/seminars/conferences 和
Facebook 上的 JEMS 主页在 www.facebook.com/scmrjems 和推特 @scmrjems 以及期刊网站 www.
tandfonline.com / loi / cjms20。

《难民研究杂志》48 

主编：Khalid Koser

今年是《难民研究杂志》创刊 30 周年纪念日。其核心关注点从未如此重要。今天的难民人数
比自办刊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多：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统计，截至 2016 年底，
难民人数达到 2130 万，其中包括 520 万巴勒斯坦人。尽管过去几年世界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流入
欧洲的难民上，尤其是来自叙利亚的难民，事实上这是一场全球性危机：53％的难民来自三个国家，
叙利亚（490 万），阿富汗（270 万）和索马里（110 万），世界约 85％的难民定居在较贫穷的国家。
连大多数叙利亚难民不在欧洲，而在邻国约旦、黎巴嫩和土耳其。

难民在遭遇新的挑战：越来越多的人处于旷日持久的流离失所中，现实无法预见永久性解决方
案，并且更多的人搬迁到城市环境中，这使保护和帮助他们变得更加困难。难民始终遭受歧视，现
在随着对难民的限制越来越多，其实比以往更加系统化：一些领导人开始暗示难民流动与暴力极端
主义及恐怖主义风险有明确关系；对难民的仇外攻击增多。积极的方面，“2016 关于难民和移民
的纽约宣言”（2016 New York Declaration for Refugees and Migrants）有可能为国际难民制

48　期刊编辑引用的文章在：https://academic.oup.com/j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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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应对方面的重大改革铺平道路。《难民研究》期刊正在快速发展，吸引了来自全世界越来越多
的学科投稿，投稿质量屡创纪录，过去两年（2015 和 2016）中它的影响因子翻了一倍。但是，这
一成功的部分原因不仅在于难民在全球政治、媒体和流行话语中的新相关性，还由于《杂志》已开
始区别于近年来对难民的高度关注，而包括更广泛的“强迫性移民”。

越来越多的投稿和发表的文章没有专注于或明确地关注难民（与移民者相反，1951 年“关于
难民状态的联合国公约”对“难民”有明确的法律定义，规定了个人经历或被国家迫害的风险和离
开本国）。例如，过去几年以欧洲为主的学者提交的材料越来越多地关注寻求庇护者，就是那些自
称为难民但在许多情况下被认为不符合难民的相当严格的标准的人。其中一些寻求庇护者，不被认
为是难民，但他们返回家园可能仍然不安全，所以会获得某种形式的“补充性保护”。其他人被直
接拒绝，并可能被驱逐出境。总的来说，这些人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而移民，但假装是在逃离迫害
以作为进入工业化国家的手段。

相比之下，许多美国学者提交了讨论永久性定居到美国的难民的文章——直到最近，希望临时
禁止难民重新安置，在此之前美国已经重新安置了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最多的难民人数。然而，可以
说安置的难民相比其他难民来说，与公民有更多共同点：虽然他们可能肯定会因为他们的经历而忍
受终身创伤，但大多数人都有办法得到富国的公民权，并享有公民的全部权利；许多人活得非常成功。
对定居难民的研究，对于关注公民身份或企业家精神的期刊可能与关注难民的期刊同样重要。        

类似的，关于曾经是难民的人们返回家园后的经历的文章不仅是有关难民的。在其他方面，《难
民研究杂志》发表的文章中所包括的人也不能定义为难民；例如，国内流离失所者（IDPs），即那
些被迫离开家园但不住在国外的人，受到大量关注；以及由于环境变化而不是冲突或迫害逃离国家
的人。

尽管在《难民研究杂志》上有关于“使命蔓延”的风险激烈的争论，特别是关于有关IDPs的话题上，
但当今大多数学者会认为，寻求庇护者、IDPs 以及被重新安置和回迁的难民属于“难民研究”范围，
并且在本刊讨论比在有关移民期刊更适合。与此同时，对一些人口和经历。例如，大多数关于人口
贩卖受害者的文章都是被提交和出版到了移民期刊（以及其他各学科期刊），但许多人被迫离开了
家园，像难民一样不自愿地迁移，可能也对援助和保护有类似于难民的需求。而且，至少有一些难
民（和 IDPs）也可能成为人口贩卖活动的受害者。

《难民研究杂志》囊括的人口多样化特别反映了三个新的现实。首先，人们今天逃离家园和国
家的原因并不总是像 1951 年“公约”起草时那样。许多人是逃离危险不是因为直接的个人威胁；
许多人逃离非国家行为体（如 Da’esh）的迫害；许多人无法离开自己的国家，但仍需要国际社会
的支持。其次，经济原因（移民）和政治原因（难民）之间的差异不再容易区分或者具备相关性，
虽然国际法律、规范和体制框架仍然以此为基础。大多数人出于混合动机而迁移：难民逃离的根本
原因可能是政治性的，例如冲突或迫害，但是其直接原因可能是经济性的，例如失业，也可能是社
会性的，例如无法获取教育或医疗保健。

第三，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的人而经常一起“混合移民”的现象越来越多：为寻求庇护而进入
欧洲的人经常与逃离迫害的人混在一起（难民），为应对环境变化的影响而迁移的人（他们可能会
得到‘附加保护’） ，以及利用庇护制度的经济类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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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实际情况对移民期刊的影响不亚于难民期刊。这些期刊的编辑面临的挑战是保持其核心关
注点和受众，同时也要适应不断环境的变化，并尽可能避免重复或相互竞争。IOM 的《世界移民报
告》纳入来自各种期刊的简短学术成果的这项新举措，为同行讨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论坛，并推进
了我们促进关键的学术成就的联合进程，以及有关移民和难民的有根据的政策和实践。

流动性（Mobilities）49

主编：Kevin Hannam，Mimi Sheller 和 David Tyfield

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特别是在《流动性》杂志上，流动性的概念已经被发展起来以建立理论
和分析流动的不同形式和实践之间的不同联系。流动性的一个组成要素当然是移民。《流动性》期
刊与主流的移民期刊不同之处在于，其旨在建立一个研究平台，以承载有关研究全球人员、物品、
资本和信息的大规模流动，以及本地日常交通流程、穿越公共和私人空间的移动，以及日常生活中
的物流的研究。例如，它强调了新的交通和数字基础设施，以及社会和文化实践方面的创新是如何
为协调和管理流动性以及流动权和准入问题带来重大挑战。因此，它促进了对流动实践及其对不平
等现象的批判性思考，并开发了具象征性的、代表性的并且/或者基础性的多种流动形式的新理论（后
者参见 Burrell，2016）。

在此简短的回顾中，我们希望重点介绍《流动性》期刊过去两年中发表的涉及移民实践的移动
性研究的关键发展。首先，我们注意到，发表在该杂志上的一些与重构迁徙概念有关的并例证了推
进移民研究所需的各种方法的特殊问题其次，我们将重点放在最近对与不同形式的、物理上或者形
容上地的跨越边界的移动迁移有关的实际数据进行分析。最后，我们展望未来，并简要地概括反思
当前的地缘政治性的重新划界进程，这可能导致不平等和不稳定性的增加。

移动性和移民实践的理论化

在《流动性》杂志的特刊中，Paul Basu 和 Simon Coleman（2008）强调了移民与物质性之
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尽管在移民和物质文化方面都有很多学术研究，但很少有明确关注这些研
究领域如何相互衔接的文献”（313 页）。他们把迁徙行为的重构重新定义为在人类学中一些长期
存在的重要关注领域（礼物、临时性、翻译），而不是那些领域最常与移民研究有关的领域。另外，
Nicola Mai 和 Russell King（2009，295 页）为定义多重流动性，着眼于爱情、性别和移徙之间
的相互关系，并试图用比喻和实证的方式描绘出一些关键话题。这些话题被“各种各样的感情上的
情感上的和与性有关的关系、附庸和期望，这些可以成为导致流动和为跨越边界而承担风险的强大
而必要的动力。”所揭示。他们认为在流动性研究中进行“性转向”和“情感转向”可以更好地理
解当代移民实践中的细微差别。同样，Nick Gill 和 Javier Caletrio（2011，第 301 页）在《流动
性和被迫移民》（Mobilities and Forced Migration）问题特刊时引言中指出，“无论是否受政治
或环境因素的影响，可以通过关注一系列身体、物质上的、想象中和虚拟的流动性和不流动性相互
作用来产生人口移动的方式，以对人类的流离失所有更充分的理解。”

49　期刊编辑引用的文章在：http://www.tandfonline.com/toc/rmob20/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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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边界

在最近整理的《流动性》2016 年出版的题为“穿越边界”的特刊中，我们汇集了从流动角度
批判性分析移民实践的若干论文。Paolo Boccagni，Jean-Michel Lafleur 和 Peggy Levitt（2016）
“提出通过跨国视角观察一些流程，例如流通、可移动性和接触，有助于使近期对政治跨国主义的
研究变得微妙。”因此，他们认为：

作为政治转向的边界，我们需要用新的方式来概念化，研究和评估跨国界、交叉和挑战国界的
政治进程。不仅仅是导致个人、社区和国家将其自身定义为跨国性构成的主体迁移。人的流通与政
治思想、实践和项目的流通密切相关。因此，我们需要解释运动中的政治的战略：政治参与和制度
如何变化，并且不仅伴随着政治事物的流通，而且还是思想、价值观、技能和项目的流通。我们需
要用一些方法来概念化这种流通形成的空间和地点，以及如何评估它对政治制度和政治安排的影响。
（Boccagni，Lafleur 和 Levitt，2016，第 445 页）。

在这种对流动性的深度分析的例子中，Philipp Schröder 和 Manja Stephan-Emmrich（2016，
第 420 页）展示了“探索中亚人如何参与“做生意”、“发展”他们的穆斯林虔诚、越过城乡界限，
并在俄罗斯、中国或埃及的城市和“家乡”之间体验种族边缘化的深入的案例研究。他们强调移民
实践，比如移民，可以在各种背景下“被制度化”为整个中亚的一种习得行为。

与此同时，Marcu（2016 年）对欧盟流动性的研究，侧重于东欧移民作为相对新的欧洲公民
如何通过与边界接触来了解流动性实践。她分析了在西班牙参与了劳动力流动的东欧人的经历，以
了解欧盟的扩大是如何影响这些公民的流动性以及他们是如何解释跨境的做法的。重要的是，她分
析了边界是否可以被看作是“学习流动的工具，或者是当前人类流动的障碍”（第 344 页）。对于
这些移民来说，她认为，“以前与现在所居住国之间的边界并不处于他们的生活周围，但已经转移
到了他们的生活世界的中心”（第 354 页）。

Szewczyk（2016）进一步指出，一些有志向的波兰移民寻求各种不同的策略，包括获得英国
公民身份和英国护照以提高他们的流动能力力和移民去欧洲以外的潜力。她强调了“走 - 停 - 走”
流动性的可能性，她认为，这是获得（全球）公民身份的一种阶梯式办法，“这是欧洲年轻毕业生
中的新精英群体的一个关键特征，他们使用欧洲国籍去获得替代的公民身份，获得了离开欧洲的流
动性作为实际上和概念上的护照。”（第 362 页）。

结论

虽然前面的例子表明流动性和迁徙可以通过“去边界”的过程被学习和制度化，但边界已经成
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当代话题，这对于传统上通过 “边界重定”分析移民的方式提出了质疑。就欧
洲接收来自叙利亚和阿富汗的难民的政治辩论；支持英国脱欧的公投；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造一堵
墙的建议等，都证明了重塑边境的新的物质性和象征性的进程。边界的存在已被认为“不光是经验
性的现象，它的使用、开放或是关闭，取决于谁跨越边界以及他们在政治辩论中变得多有争议”。
（Scuzzarello 和 Kinnvall，2013 年，第 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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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9 月以来，难民和 / 或移民的流动已进入西欧和东欧之间地缘政治的中心地位，中欧
被重新设想为远离生活艰苦的叙利亚、阿富汗和其他地方的人寻求新生活的中转站。对外来人口的
接待已经两极分化，有欢迎这些新来者的，也有期望政府加强边界执法并防止所谓的欧盟庇护制度
滥用。与此同时，随着高龄英国移民出国在欧盟居住，重新定边界的过程可能会成为一个长期和重
要的问题，因为许多人依赖互惠的保健协议。

（除苏格兰之外的）英国支持英国脱欧的公民投票被认为是英国公民担心移民过多的一个反映，
特别是错误类型的移民。这种情绪大部分是由媒体煽起的，强调了潜在的移民对英国纳税人可能产
生的经济影响（Vollmer，2017）。护照从字面上来说意味着不受阻碍地跨越国界移动的能力，但
随着英国脱欧的这种移动能力将导致新的真实和感知的旅行阻力，边境过境减慢，人员和物品的移
动受到管制、监督和检索（Adey，2002）。最后，还有待观察的是，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隔离墙
将如何引发与这一边界相接触的新做法。

《人口，空间和地点》50

主编：Allan M. Findlay，Clara H. Mulder 和 Darren P. Smith

迁徙和在不断变化的时代中改变的人口地理特征

从发表文章的总数方面来看，人口迁徙是《人口，空间和地点》的主要兴趣点。文章涵盖国际
移民和境内人口流动。一些研究者质疑把这两个说法区分开来的正确性，因为当代人口流动十分复
杂，并且许多造成人口迁徙和流离失所现象发生的动因是一致的。（Hickey&Yeoh，2016; 另见
Hugo，2016）本刊最近的研究论文反映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非常时期中的问题，例如难民潮（Van 
Houte 等，2015），人口迁徙和气候变化（de Campos，2016），人口迁徙对全球经济衰退的
反应（Vargas-Silva，2016）以及国际学生流动性的高涨（Frandberg，2015; Tan 和 Hugo，
2016）。

然而，任何读者都会注意到，本刊发表的移民研究是明显不同的。这是因为我们把移民作为人
口地理学和地理人口研究的一个关键维度（Findlay&Mulder，2015）。我们探讨了五个主题，阐
明了作者在我们的期刊中发表的重要学术进展。我们首先回顾一些概念上的进展，然后开始研究人
口迁徙本身，迁徙对于特定人群的后果，与社会隔离有关的问题，最后是跨国观点。

对人口移徙的（再）概念化

人口地理学家对空间、地点和人口学的多重环境感兴趣。可以说，可以认为，最重要的概念上的
进步是承认人口流动（包括许多种形式的人口迁徙）是相关联性的。对于研究人员来说，这意味着移
民不再被视为由个人决策推动的孤立“事件”。相反，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类迁移是关系性的，是将

50　期刊编辑引用的文章在：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journal/10.1002/(ISSN)1544-8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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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生活跨越时间和空间联系在一起。共享同一住所并有可能一起迁移的人的生活是关联的。（van 
Bochove 等，2015）。在迁移者和非迁移者之间（例如在为工作进行国际迁徙的人和祖父母在一起
生活的留守儿童之间）（Murphy 等人，2016），或在到达一个社区的迁入移民和在同一个社区并在
适应新来者的非迁移者之间，都是相关联的。（Phillips&Robinson，2015）。在移民和那些有权力
许可或阻止人口流动的人（例如那些向新来者分配住房的人），或那些支配移民政策并决定哪些人可
以留下来而哪些人必须回到他们来源地的人之间，是关联性的。（Lietaert 等，2015）。

Findlay 等人试图提供更广泛的概念框架，以便为不同的人口迁徙研究理清秩序。（2015：
394）他们提出了一个三层架构来解释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迁徙和其他人类流动的变化。在一个层
面上，更不确定的生命过程和更长的寿命导致了个体和相关家庭成员流动性的变化（Coulter 等，
2016）。其次，诸如在劳动力市场全球化（Visser，2016）或碎片化的住房市场运营的结构性影
响已经在人口流动性方面产生了明显的“周期性效应”（Vargas-Silva，2016）。第三，在地区、
国家和全球时空转换中嵌入的人们生活的本质已经在人类流动的许多方面产生了长期变化。这一直
与世俗根基的好转（Champion 等，2016a）以及英国政府扩大高等教育机会的政策对青年流动的
影响等等动力有关（Champion 等，2016b）。

这一关于移民研究概念进展的讨论产生了两个关键问题。首先，关于流动性的知识应该植根于
对移民为关系性实践的承认；其次，移民应该被视为一个关键机制，它不可避免地塑造了所有人类
地域，包括移动者和非移动者（ Jons，2015）。

移民行为

《人口，空间和地点》的一个主要研究重点是描述和解释移民行为本身，无论是在总体移民流
量方面还是在个人行为方面。测量人口迁徙并不总是直截了当的，Bell 等人（2015 年）描述了全
球内部（一国之内）流动计量的测量方式的差异。Sander and Bell（2016）展示了如何根据年龄、
时期和出生群体（同时代出生的人）来摸清移民流量。大多数其他研究更详细地讨论了人口迁徙如
何与某些个人特征相关。虽然一些研究旨在在总体上解释迁移的可能性（Thomas 等，2016），但
大多数文章都有一个更具体的关注点。各种文章涉及具体的迁徙目的地，如农村地区（Eimermann，
2015; Stockdale，2016）。其他文章集中在特定人口类别，如父母及其子女（Bennett 等，
2015）、博士生（Pásztor，2015）和老年人（Marjavaara 和 Lundholm，2016）。然而，其他
文章则侧重于特定类型的人口迁徙，如回归移民（Amcoff 和 Niedomysl，2015; Erdal 等，2016; 
Model，2016），向第三国继续迁徙（Ahrens 等，2016）或临时迁徙（Zander 等，2016）。也
有研究人们的移徙动机（Clark 和 Maas，2015; Coulter ＆ Scott，2015; Vilhelmson 和 Thulin，
2015），一项研究侧重于移民决策（Balážet，2016）。

迁徙的后果

《人口，空间和地点》2015 年和 2016 年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出一点，那就是迁徙有许多个人
和社会后果。从劳动力市场结果来看，迁徙通常对个人有利，但在某些情况下，劳动力移民易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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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政策和东道国经济的影响（Maher ＆ Cawley，2016）或遭受歧视（Wang 等，2015）。对
于返回到阿富汗的移民案例，Van Houte 等（2015）认为移民加强了现有的社会经济分层而不是
改变它。尽管高技能移民可能会一帆风顺，但他们也面临相当大的风险（Bradatan 2016，以及高
技能移民特刊中的其他论文，她写的引言）。Kveder 和 Beauchemin（2015）描述了移民经历如
何与本国的房地产和商业资产投资相关联。其他文章的重点是移民对人际网络的影响（Newbold
等，2015），死亡率（Mberu&Mutua，2015; Zarulli，2016）或健康与幸福（Murphy 等，
2016）。

迁徙产生的隔离

社区之中、之内、之间和之外的国内和国际移民是当代人口地理隔离的主要组成部分。最近《人
口，空间和地点》的许多论文都强调了多种形式的移民（重新）产生社会空间隔离，并形成隔离新
空间性的基础。随着对地方社区动态民族构成的普遍关注，最近的研究论文显示（非）隔离邻里日
益多样化（Johnston 等，2016），社会和空间混合水平有所增加（Catney，2016），以及由移
民引发的种族间共存的证据（Kohlbacher 等，2015）。这里的差异因素包括社会差异关键内容（例
如宗教、种族、文化、社会阶层）的影响，例如，基于全国性和特定区域性来源地之间的差异（Aradhya
等，2016）以及与农村和城市移民身份相绑定的部分（王等人，2017）。令人信服的证据揭示了
隔离是如何以及为什么通过自我选择性 / 选择性移居来维持的（Zucotti 和 Platt，2016），以及由
于与人群和地点的锚定感，比如熟悉度、社交关系和邻里关系造成的不移动和不迁移，（Fong 和
Hou，2015; Clark 等，2015; Holton，2015）。关键在于随后的移民社会群体的代际效应，这些
社区群体可以“保持不动”在特定的隔离式社区和 / 或在社区内社会性移动（Goodwin-White，
2016），或者迁移到不同的隔离（且多样）社区（Gustafsson 等，2016）。其他最近的论文阐
述了社会空间隔离是如何延伸到住宅领域以外的社会和娱乐互动的不同公共空间的（Neal 等，
2015），并在职业 / 工作空间内越来越严重（Gandini 和 Lozano-Ascencio，2015）。

跨国观点

研究人员在研究跨国主义及其对原籍地和目的地地区的变革性影响方面由来已久（Fauser 等人，
2016）。最近的研究通过展示不同类型流动性之间强大的联系来（为研究体系）增加了一个新的维
度（Janta 等人，2015）。特别是跨国迁徙已被证明是大量短期流动的前兆，涉及到移民回到其原
籍地区探望朋友和家人以及反过来的家人的看望。研究（Humbracht，2015）表明，这些访客的
流动性不仅仅涉及旅游，而且他们在提供照料，身份确认以及权利维护（如领土权利）方面也很重要。

另一个新兴的研究课题是跨国社会保护（Faist，2015）。移民者用各种策略为居住在其他国
家的家人提供非正式的社会保护。他们的社会实践已被证明是生成新的社会和地理不平等的关键过
程。这提出了许多问题，事关社会保护对居住在其他国家的移民及其家人的生活机会的影响。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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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显然，在《人口，空间和地点》发表的人口地理学和地理人口研究领域的学者，对迁徙及其原
因和后果有着广泛的兴趣。这种广泛的兴趣在各种各样的研究中表现出来，从概念性探索到大规模
数据集的分析，使用实验方法研究，到采用定性方法（如深度访谈）的研究。最近的研究论文清楚
地突出了当代移民过程和结果以非凡方式（重新）塑造全球人口地域的重要和多样化的方式。

第五章

附录 A. 定义
下列定义是按术语英文单词首字母顺序排列的。

---

国际习惯法

《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确定了国际法的关键来源。它们是：

（a）国际公约，无论是一般性的还是特殊性的，都确立了竞争国明确承认的规则;（b）

国际惯例，可以证明一般惯例被接受为法律;（c）文明国家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d）遵守第

59条的规定、司法裁决和各国最高级的国际法学家的教导，可作为确定法律规则的附属手段。51

《国际法院规约判例法》，特别是其中的北海大陆架案，为国际习惯法及其内容提供了进一步
的指导。52

全球治理

关于全球治理的一个定义表明，该术语可以从程序性层面或实质性层面来界定：

在程序性层面上，可以将它（全球治理）理解为各国采取集体行动解决围绕某一特定

事项所牵涉的共同问题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议程设置、谈判、监督、实施和执行。在实

质性层面上，可以通过规范、规则、原则和决策程序来识别出全球治理，这些规范，规则

和决策程序在某一特定问题领域，调控着国家（和其他跨国行为体）的行为。53

51　此处需重点关注。欲得全文，请参见《国际法院公约》，网络地址为 www.icj-cij.org/en/statute （于 2017 年 7 月 18 号获取）。

52　North Sea Continental Shelf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v. Denmark), 1969.

53　Betts, 2011. 欲了解已经被融入上文的“政体”的定义，另请见 Krasner,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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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犯罪团伙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公约”）第 2 条将“有组织犯罪团伙”定义为：

一个包含三人或三人以上成员的结构化群组，存在了一段时间，意图实现一项或多项

严重犯罪或 “公约”所确立的犯罪行为，且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获得金融或其他物质利

益为目的。

偷运移民

《偷运议定书》第 3（a）条将“偷渡移民”定义为：

为了直接或间接地获得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使某人得以非法进入该人不是国民或永

久居民的缔约国。

第 3（b）和（c）条还进一步澄清道：

（b）“非法进入”是指与合法进入接受国的必要条件不符合的过境；

（c）“欺诈性旅行或身份证件”可指符合下述情况的任何类型旅行证件或身份证件：

（i）非经合法受权的个人或代理机构代表国家而制作或签发的旅行或身份证件，证

件为伪造或被改动；或者

（ii）以提供失实信息、贿赂强迫等非法方式不当签发或获取的；或者

（iii）由合法持有人以外的人使用。

贩卖人口

“巴勒莫议定书”第 3（a）条将“贩卖人口”定义为：

以剥削为目的，通过威胁、使用武力或其他形式的强迫手段、绑架、欺诈、欺骗、滥

用权力或利用易受伤害处境、又或是给予接受付款或利益以取得对别人的控制权，以招募、

运输、转移、窝藏或接收人员。这种剥削应至少包括利用他人卖淫或其他形式的性剥削、

强迫劳动或服务、奴役或与奴隶相似的做法、奴役或割取器官。

第 3（b），（c）和（d）条还进一步澄清道：

（b）贩运人口的受害者对于条款（a）中所述的有意的剥削的认同，在条款（a）中

所述的任何一种方法已被使用的情况下，应该是无意义的；

（c）以剥削为目的，招募、运输、转移、窝藏或接受儿童，即使不涉及条款（a）中

所述的任何手段，也应视为“贩运人口”；

（d）“儿童”是指任何未满十八岁的人。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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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录 A. 儿童移民：驱动因素和挑战
Tom K. Wong, Nadia Hartvisgen 和 Elizabeth Arroyo55

正如成年移民者一样，儿童移民也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决定的，而这种决定很少能够化约为
任何单一的决定因素。然而，儿童的迁徙，尤其是没有父母或其他成年人陪伴，对于儿童在移民决
策中可能发挥的不同作用（或缺乏作用）提出了更为紧迫的问题。此外，对于父母移民后留下的子女，
可能是“移民子女是家庭团聚中的积极推动者，能够（重新）塑造和谈判亲属关系”。56

记住这一点很重要，世界上大多数的儿童移民并不是逃避暴力或逃避迫害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
这些儿童可能是出国谋求前景的改善，例如更好的经济前景和扩大获得教育的机会。家庭的作用在
这里值得特别关注。家庭动力本身可能成为迁移的推动因素，例如，当家庭破裂（例如失去养家者
或户主）使得经济上有转移到别处的必要性时。家庭内部的动力也可能导致儿童，特别是青少年，
承担迁徙负担，因为他们有更强的身体素质，能够在国外进行艰难的旅程。。在某些情况下，在某
些情况下，家庭也可以战略性地决定孩子在目的地国家成功的可能性更高。57

然而，儿童也可能迁移，因为决定离开困难的环境或紧急情况——冲突，迫害和歧视，虐待和
暴力，以及环境灾难，这只是促使儿童移民的几个因素。冲突值得特别关注，因为儿童特别容易受
到军队或武装团体的招募以及许多其他严重形式的虐待和剥削。事实上，冲突每年都会使数以百万
计的家庭和儿童背井离乡。58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并非所有的儿童移民者在移民决策中都没有能动性。青少年的移徙可能不
像是年幼的儿童那样捆绑于成人的决定。例如，对于幼童，父母可能会面临将其留在家人身边或将
他们带走的决定，但青少年可能会让其自己选择。儿童移民者，无论是青少年还是幼童，在冲突引
起的移民方面作出移民决定时可能没有主动性，但在其他情况下，青少年可能比幼童移民有更多主
动性。例如，当移民决定聚焦于寻求经济或教育机会时。59

阿富汗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阿富汗几乎一直在经历冲突和政治动荡。因此，近几十年来，阿富
汗的流离失所和移民问题一直是全球格局的一个重要特征。阿富汗人一直是欧洲最大的寻求庇护者
群体之一。60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阿富汗儿童独自开始这些旅程，或在中途被分开。

最近对欧洲大陆上阿富汗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许多人都是第二代移民者，

55　Tom K. Wo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Nadia Hartvisge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Elizabeth Arroyo, Sin 
Fronteras, IAP.

56　See Caneva, 2014, for a review of children’s roles in migratory processes. See also Tyrrell and Kallis, 2016.

57　Mougne, 2010; Edmonds and Salinger, 2007; Suárez-Orozco and Suárez-Orozco, 2009.

58　UNICEF, 2016.]

59　For example, see Vervliet et al., 2015.

60　Echavez et a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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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他们与阿富汗的关系很少或根本没有关系，生活在阿富汗以外的国家，现在已经到了欧洲。61

对阿富汗无陪同未成年人的采访表明，许多人没有想过他们在阿富汗的未来，也没有想过到邻国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巴基斯坦等国家，而准备冒着健康和安全风险抵达欧洲。62 阿富汗无人陪伴的未
成年人因此可能继续在欧洲寻求庇护。阿富汗举目无亲的未成年人占 2015 年在欧盟提出庇护申请
的所有举目无亲的未成年人中的一半以上。63

谈到阿富汗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为何要离开阿富汗前往欧洲，阿富汗研究部门和联合国难民署
发现：“孩子们之所以会加入到无人陪伴的旅行中是由于一系列经常相互关联的因素，包括贫穷，
不安全，缺乏教育、就业机会、家庭和同龄人的期望”。64 此外，特别是在移民和走私网络发达的
高发地区，离开阿富汗的决定常常由一家之主和孩子分享。重要的是，这项研究揭示了家庭使用的
决策逻辑，当他们把孩子送往欧洲时，在许多情况下，所涉及的风险是众所周知的。然而，这些风
险因移徙带来的潜在收益而变得黯然失色，或者因为家庭感到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送孩子出国。65

在途中，这些儿童，主要是 13 至 17 岁的青少年男孩，66 十分容易受到身体暴力，走私者的骚
扰和执法人员的性剥削和其他形式的虐待。在与阿富汗举目无亲的未成年人进行的访谈中，尽管有
些人公开讨论他们的迁徙旅程，许多人却不想回忆起他们的经历。67 如上所述，由于阿富汗无人陪
伴的未成年人经常在家人的同意和支持下前往欧洲，因此，他们所遭受的创伤“因他们的期望以及
不让家人失望的压力而加剧”。68 当儿童被委托给偷运者时，家庭因此所累积的债务使这些压力变
得更加沉重。个人对更好的生活的期望会加大压力，这可能导致阿富汗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陷入险
境。69 尽管如此，“无论是从无人陪伴的旅途中回来的孩子，还是他们的家人，都强烈地表示，一
旦他们能为旅行提供资金，他们将进一步进行无伴旅行。”70 此外，根据对希腊境内的 1,206 次无
人陪伴儿童移民访谈，国际移民组织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42% 的孩子，主要来自阿富汗（以及巴
基斯坦），打算在欧洲达到他们的最终目的地，不管希腊提供的服务是什么；只有约 23％表示希
望返回原籍国。其余受访者表示愿意返回原籍国，但后来决定留在希腊。71

来自中美洲的无人陪伴儿童在墨西哥过境

2014 年，包括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在内的中美洲北部三角地区不断恶化的人道主
义状况，导致许多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离开家园。有些人去了邻国，但许多人到美国避难，并通过
墨西哥向北跋涉。在那一年，美国边境巡逻队逮捕了 52,000 名抵达美国南部边境的中美洲无人陪

61　Donini, Monsutti and Scalettaris, 2016。

62　Boland, 2010。

63　Eurostat, 2017。

64　Echavez et al., 2014。

65　同上。

66　同上。

67　Boland, 2010。

68　Donini, Monsutti and Scalettaris, 2016。

69　Mougne, 2010。

70　Echavez et al., 2014。

71　IOM, 20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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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的未成年人。72

随着中美洲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通过墨西哥的流动增加，该国的移民管制工作也有所加强。
2015 年，墨西哥国家移民研究所（INM）逮捕了近 36,000 名正在通过墨西哥过境的中美洲无人陪
伴的未成年人。73 相比之下，2014 年这一数字大大低于此数，只有 23,000 多人。

中美洲无人陪伴未成年人流向美国的主要动因之一是暴力。北部三角地区的杀人率是世界上最
高的地区之一。74 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经常离开北三角，以避免强行招募年轻人犯罪的团伙，因为
他们强迫年轻人实施犯罪行为，包括凶杀和敲诈勒索，或强迫他们贩毒或进行性交易。75

在北部三角地区内移徙可能不如墨西哥之旅危险，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通过塔巴斯科州（墨西
哥与危地马拉的北部边境）的 Tenosique 镇或在恰帕斯州的伊达尔戈城（墨西哥南部与危地马拉接
壤）进入墨西哥。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一般通过货运列车进入墨西哥或由人贩子偷运到该国。孩子
们坐在货运列车顶上的照片，往往身无长物，带只一个背包，除了火车车厢边缘的细铁条外，通常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抓住，触目惊心的旅程，危机四伏。此外，国际海事卫星组织 INM 在某些地区
的强大存在，已经导致移民者放弃安全的路线，并试图通过更危险的路线过境墨西哥以避免被逮捕。
此外，通过梅里达倡议，美国拨出数十亿美元帮助墨西哥加强南部边界的安全，并扩大其移民拘留
能力，包括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在内，76 还有诸如此类的其他措施。虽然这使得通过墨西哥的过境
更加困难，但它也增加了对偷运者的需求。由于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过境墨西哥，可能会遭到绑架，
被有组织犯罪网络勒索，还有劳动剥削和性剥削以及其他形式的虐待。77

虽然过境变得更加危险，但中美洲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继续通过墨西哥前往美国。认识到这一
点，墨西哥政府也努力向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提供援助。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设立了儿童保护联盟，
其任务是向移徙儿童提供援助和支持。2014 年，墨西哥还通过了“儿童和青少年权利法”(General 
Law on the Rights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其中包括为举目无亲的未成年人提供法律援
助的措施。

保护方面的挑战

儿童移民带来了许多独特的保护挑战，因为儿童移民者面临既是儿童又是移民者的“双重脆弱
性”。[ UNICEF, 2016.] 经验上说，儿童移民者特别容易遭受暴力、剥削和贩运；当孩子独自一人
移徙或与家人分离时，人们对这些虐待的担忧会加剧。即使孩子最初可能与家人一起移徙，他们也
可能出于各种原因在旅途中分开。正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所描述的，“暴力可能会以国家行动的形
式发生（特别是在移民执法或拘留期间），普通公众（以仇外攻击的形式），雇主（以各种形式的
童工），其他儿童（包括学校中欺凌和虐待）或家庭内（以家庭暴力的形式）”。78

72　Meyer 等人，2016 年。2014 年，在边境被捕的 52000 名中美洲无人陪护未成年人比前一年增长了 150%，比 2011 增加了 1200%。

73　Secretaría de Gobernación, 2016.

74　例如，在 2015，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在故意杀人案件每 100000 人的数量排在第一和第二。参见世界银行，未注明出版日期。

75　例如，病房，2013；参见 Serna 2016。（see Ward, 2013; see also Serna, 2016.）

76　Bochenek, 2016.

77　Kinne, Goździak and Martin, 2016.

7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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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工和童婚逼迫是儿童最易受伤害的最严重剥削形式。当儿童或他们的家人被迫依赖偷运者时，
对这种剥削的担忧变得更加尖锐。当然，虽然移民走私和贩卖人口 79 是不同的，但对走私者剥削儿
童的关注经常引起对贩卖儿童的关注。虽然对贩运受害者的全球估计数量有限，且难以收集，但联
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估计，2014 年发现的贩运人口受害者中有 28％是儿童，
其中约 20％是女童，8％是男孩。80 儿童移民者的死亡使得需要解决儿童移民面临的保护挑战变得
更加迫切。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的失踪移民者项目，自 2000 年以来，至少有 46,000 名移民者死亡，
许多死亡者是儿童。81 例如，2015 年，IOM 组织估计，爱琴海每三名移民死亡中就有一名是儿童。82

此外，2015 年 5 月至 12 月期间，由无国界医生组织（Médecins San Frontières，MSF）在地中
海海域救出的近 24,000 名移民中，有四分之一是儿童。83

儿童移民者的失踪也需要我们急切关注。2016 年，欧洲约有 10,000 名无人陪伴的儿童失踪，
成为国际媒体的头条新闻。在向欧洲议会议员发表讲话时，欧洲刑警组织指出，尽管其中一些儿童
可能已经离开，在欧洲寻找家人，但许多人可能被偷运者利用，包括用于劳工剥削目的（用于乞讨
或被迫犯罪）和性剥削。

79　关于“移民走私”和“人口贩卖”的定义，以及其他相关概念，见附录 A 这份报告的第 2 章，迁徙和移民：全球综述。

80　UNODC, 2016.

81　IOM, 2016b.

82　同上。

83　同上。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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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世界移民报告 2018》中文版终于与读者见面了。全球化智库（CCG）很荣幸地再次和国际
移民组织（IOM）合作承担了此次翻译工作，这是继 CCG 翻译出版《世界移民报告 2013》以来第
三次为 IOM 翻译出版在国际移民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的年度报告。国际移民组织（IOM）
是国际移民领域唯一的全球性政府间国际组织，拥有 169 个成员国，8 个观察国，其宗旨是通过
人道的和有序的迁徙让移民与社会受益。中国于 2016 年正式成为成员国。全球化智库（CCG）是
中国领先的国际化智库，致力于中国的全球化战略、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也是
中国国际移民研究最有影响力的中国智库，目前拥有全职智库研究和专业人员近百人，具有国家授
予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资质。在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 2017》的
排名中，CCG 位列全球智库综合排名第 91 位，是唯一进入世界百强的中国社会智库。国际移民组
织在促进各方就国际移民与发展问题达成共识并形成合作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其连续多年发布的
《世界移民报告》已成为国内外政策制定者、研究者以及移民从业者的重要参考。《世界移民报告
2018》中文版的面世，使报告能够在中文世界里得以传播，为大家提供全球移民的最新趋势、议题
与有关数据。不仅如此，本报告关注全球治理中的移民问题，全方位的介绍了国际移民领域的学术
研究，国际移民与其他相关议题关联等等，旨在多层次的、从政策、学术与大众认知上为促进安全、
有序、正常的迁徙做出贡献。为了让中国读者与研究者更深入了解国际移民相关议题的研究，译者
在部分章节特意不将正文部分已经提及的机构名称在脚注处译为中文，以方便读者更准确查阅这些
机构提供的重要文献与信息来源。全球化智库的研究人员杨靖旼、应姮、曲梅、牛骁、蒋逸尘和李
珊珊参与了《世界移民报告 2018》的翻译工作。由于时间关系，本报告的译文难免有疏漏之处，
欢迎各位读者批评指正。全球化智库（CCG）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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